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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三重维度
———基于政党属性的考察

樊宸余 王久高

  摘要:无产阶级政党属性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根本依据,深刻影响着其国际形象建设的体系设计。

从主体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底色与理想追求、政策主张与领导水平以及组织体系与党员个体决定着国际

形象建设的内涵外延。从目标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决定了其国际形象建设的长远目标在于增进国际

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宗旨与政党品格的认知、对中国理论和中国道路的理解和对中国共产党国际主张的认同。

从实践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属性使其自身的国际形象传播内容、主体、对象、媒介和话语表达呈

现出鲜明的特色。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政党属性;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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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3-03-2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建构的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

(1921-1949)”(22&ZD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樊宸余,女,广东湛江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 fanchenyu9496@126 com;

王久高,男,安徽怀宁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①。新时代以来,
为在全球范围内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话语权和影响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建设工作,明确强调“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

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②。这一重要论述实质上对塑造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

国际形象提出了明确要求,并明晰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三重维度:形象主体维度,即中国共产党在

客观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目标维度,即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建设的目标指向;实践维度,即如何具体地

面向世界开展宣传与阐释,从而清晰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建设的生成逻辑。
当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已成为传播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尽管

学者们默契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形象视为独立研究课题,但在对外传播领域却往往将中国国家形象与中

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混为一谈,缺乏专门针对政党主体的国际形象建设的系统考察。同时,目前许多研究仍是

就传播而论传播,缺乏从党的理念、行为和组织体系等角度对政党国际形象建设的整体把握。因此,当前的

研究仍需厘清以下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特殊的政党属性如何影响其国际形象的建设;二是

针对国际传播语境,中国共产党如何设计国际形象建设的运作机制。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

5

①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
第1版。



设的主体、建设目标和实践机制的考察,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应然的思想理路。
一 形象主体维度: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根本依据

在建设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过程中,党的自身属性是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必须首先探讨“是什

么”的问题,才能进而探讨“和别人说什么”的问题。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底色、执政本领与组织体系,
既是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基础与前提,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建设作出适应性策略安排的根本

依据。
(一)内在特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底色与理想追求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①

的马克思主义正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理论底色,既影响着党的国际主张,也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成为西方抹黑的切入口。
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国际交往的目标。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

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构成了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

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②。作为“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③,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对外工作

都基于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目标,这实质上也构成了当前推进国际

形象建设的现实动力。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④,因此中国

共产党在国际交往中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以更好地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资本逻辑与普遍交往的维度对世界历史总体性的认知。马克

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时代国家间的交往是普遍的,“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

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⑤。然而,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统治的工具,“创造

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⑥。因此,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明确主张要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压迫与剥削,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

共建共享等重要国际主张,以更好地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当前,国际场域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其中关于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论争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马克

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等问题上。这些意识形态斗争归根到底

是文明高点和价值追求之争。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便基于两大阵营的划分着力于抹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解体后,西方期待的社会主义“历史终结”不但没有出现,反倒是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给西方

霸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一些西方国家重新祭起了意识形态大旗。在此背景下,反击一些西方媒

体的抹黑与污蔑也成为党的国际形象建设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事实上,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只要存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斗争就不会停止。因此,必须

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场域的意识形态问题的本质,在国际舆论场中注重挖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全人类共

同价值的契合点,充分展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发展的积极贡献,从而有效消除国际社

会的猜忌与顾虑。
(二)有形表象: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与领导水平

政党的国际形象,包含内在的看不见的形象和有形的看得到的形象,是综合性的认知和评价⑦。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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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4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

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林绪武《新时代主场外交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6期,第72-80页。



领导水平和政策主张就是国际社会最能直接看得见、摸得着的评价依据。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且长期

的执政党,对内能否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对外能否成为全球发展的积极力量,构成了国际社会

对中国共产党最直观的认知。
百余年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最大底气。“政党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组织的本质和

功能,都由政党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系统中扮演的这一特殊角色而产生”①。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

党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②。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其领导水

平集中体现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成果之中。百余年来,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到新时代完成

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成就为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提供了现实可能和必要

前提,也为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提供了无比鲜活的素材和资源。
党的国际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重要根基。正如“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

益”③,在国际关系中政党的国际主张是否符合全球利益,成为评价一个政党的重要出发点。当前,国际社会

最关心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执政党,将在公共外交、全球治理等领域提出什么主

张以及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④参与全球治理,充分彰显了作为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执政党的国际担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朝

着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⑤的奋斗目标,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国

际形象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内容支撑。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并非刻意打造出来的,而是在长期执政实践和国际交往中孕育出来

的。因此,应着重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成就与“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⑥的坚定决

心,帮助国际社会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以及将要做什么”。
(三)形象外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与党员个体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

内的严密组织体系”⑦。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不仅取决于党中央的领导水平,也受到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的工作素质的影响。这就必然要求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纳入到党的国际形象建设的体系之

中,这也是政党的组织特性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体现。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形象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就是行

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⑧。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下,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均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下具体开展工作。在此基础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基于不同职能呈现出相异的工作形态,如基层组织是“进
行鼓动工作、宣传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的据点”⑨,而党员是“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因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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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列宁《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文献》(1917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3
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2页。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
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2021年7月6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27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第1页。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3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列宁《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122页。
列宁《走上大路》(1909年1月28日〔2月10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338页。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第215页。



有充分关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才能还原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因此,在党的国际形象建设的

过程中,除应充分展示指导思想、执政理念和国际主张等价值观内容外,还应展示包括中央组织在内的各级

党组织的方针政策、能力作风等工作实践,展示反腐倡廉、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等基层党组织的具体工作,以
及展示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群众的生动图景等。事实上,这些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特点的工作内容构成了中国

共产党区别于其他西方政党的独特之处,因而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鲜明特征。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体均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者。一方面,由于其执政能力与工作水

平直接影响着政党形象,因此各级党组织通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将有助于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另一方面,
各级党组织均设置了宣传、外事部门或配备了负责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这也将有助于依托党的组织体系建

构起多层次、多样化的传播体系。目前,党和政府在宣传和外事机构的设置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与区别:中
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要负责党的对外工作,与外交部在职责上作出了明确区分;2020年,中共中央新闻发布

制度正式建立,负责公开党中央工作中的重大事项,成为适应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制度创

新。在地方工作中,自2009年起逐步设立的党委新闻发言人主要围绕党的工作事务进行新闻发布,这也与

政府部门发言人的工作内容有了区分。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将政党传播工作纳入国家整体传播体

系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以政党为主体的针对性传播。
总而言之,当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必须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独有的组织优势,凝聚各级党组织的

丰富内容资源与宣传资源。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建设的实效,也有助于国际社会形成

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的认识。
二 形象目标维度: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目标指向

相较于西方政党基于争取民众选票的需要而塑造自身形象,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内驱力来自于

对政党宗旨的深刻把握和对国际形势的科学认识,而外驱力则来自于在一些西方媒体的抹黑中“重构”中国

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现实需要。
(一)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长远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建设旨在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产党,从而不断提升党和国家的

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然而,当前掌握着媒介话语权的一些西方媒体屡屡抹黑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威

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不绝于耳。借用1984年加罗·曼海姆和罗伯特·阿尔伯瑞顿提出的能见度和

效价这两个指标①来考察国际媒体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可以发现:2022年,《华尔街日报》与《卫报》关于中

国共产党的负面效价的文章占比达60%以上;相反,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金字塔报》的中性或正面效价的

文章占比达90%以上②。然而,在文化帝国主义的侵袭下,第三世界国家也难免被西方国家建构的负面话语

所影响。因此,通过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以破除虚构的“污名化”,已成为建构良好的政党国际形象的必然要

求。
一是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宗旨与政党品格的认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西方政

党的表达利益、参与竞选等功能,中国共产党通过嵌入基层以组织与凝聚群众、建设与治理国家。然而,一些

西方媒体却利用国民之间的信息差,频频借助话语转换的过程制造话语陷阱,使得报道中“控制”、“服从”等
污蔑话语取代了“治理”、“服务”的原意。为回应这些荒谬言论,必然要求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

有序实践,展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品格,从而有力地击破一些西方媒体编织的种种谎

言。
二是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和中国道路的理解。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模式的“一元论”定势。因此,崇尚西方模式“优越论”的一些

西方国家不得不借助舆论造势污名化中国共产党,企图将中国道路斥为“异类”。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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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JarolB Manheim RobertB Albritton ChangingNationalImages InternationalPublicRelationsandMediaAgendaSetting  TheAmeri-
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78 no 3 September1984  641-657 
根据2022年Proquest数据库收录的《华尔街日报》、《卫报》官方网站、《金字塔报》官方网站,以及《朝日新闻》数据库的报道内容分析得出的

数据。



义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①。这就必然要求在国际传播中深刻阐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以此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执政模式的理解。
三是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国际主张的认同。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意图从中国共产党

的国际主张中揣测出所谓的政治企图。于是,“中国制造威胁论”、“‘一带一路’威胁论”等名词纷纷出炉,“锐
实力”、“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话语陷阱也层出不穷。然而,与西方普世价值的传播不同,中国共产

党在全球治理中展示的不是控制和霸权的手段,而是有助于合作共赢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因

此,应着重向世界阐释中国共产党全球治理理念中蕴含着的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以赢得国际社会更

加广泛的认可。
总体而言,政党国际形象建设不仅是一场文化和传播技术的博弈,更是一场政治上的博弈。这就必然要

求我们既要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何以塑造”的问题,也要思考“中国共产党故事”所内蕴的思想理念“如何

被广泛认同”的问题。
(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具体目标

塑造特色鲜明、积极正向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不仅是消除西方涉华负面舆论影响的中心环节,也是

提升党和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的重要内容。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国际形象的具

体呈现既应充分彰显政党品格,也应符合中国国际战略的现实需要。
一是致力于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执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能否给14亿人民带来美好生活是国际社会

关注的最直接问题。因此,应当使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绩②,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国

际主张的根本出发点。而“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③,党的百年奋斗实践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尊

重和保障人权的不懈追求。
二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现代政党形象。由于冷战等历史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

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神秘化印象,这无形中也为一些西方媒体的丑化、污名化提供了土壤。因此,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有责任率先树立起开放、自信和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政党形象,通
过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加强政党间交流合作等方式,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圈”,向世界

展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全新形象。
三是促进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党形象。“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④。

“大党”并非简单指人数之大,而是一种力量、责任之大。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觉践行着促进世界和平

与发展的大国大党责任,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正如汤因比所言,“如果共产党中国能

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

需要的礼物”⑤。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也是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
国力量的过程。

四是敢于斗争的独立自主政党形象。当前,西方频频制造各种话语陷阱,其目的就是要制造思想混乱和

内部分裂,从而使我们丧失道路自信并成为他们的“附庸”。然而,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的

党,“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⑥。因此,面对西方媒介霸权,中国共产党应以坚定的自信和充

足的底气,在争取话语权的较量中敢于主动出击,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
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起点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建设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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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05页。
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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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下),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17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页。



重要战略机遇期已经到来。我们应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积极主动打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
传开叫不响”的传播困境。

三 形象建设实践维度: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具体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国际传播行为,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内政外交信息与价值观念

面向国际社会的扩散或过滤、接收或忽略、认同或排斥的交互过程,实质上也是从形象的建构到解构再到重

构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也必然决定了其国际形象的传播体系有着鲜明的政党传播特征。
(一)传播内容: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产党

当前,相较于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西方媒体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等原因,更热衷于评

述中共领导人、政治体制、执政绩效和党务工作等内容。因此,若想有效破除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

污蔑与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建设也应当着重在这些方面向国际社会作出更加真实有效的说明。
一是塑造领导人形象。领导人形象作为政党形象的重要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党形象的人格化表

现。当前,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个人生平、行事作风和执政理念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认为这能透

视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品格。事实上,在我国媒体对国家领导人形象的自塑中,也正是从以下两个维度去呈

现的:去个人化的国家“代言人”和回归个体的魅力领导人①,而这一做法也使得领导人的形象更具立体化和

亲民性。
二是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别,加之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抗的遗留影响,将中

国的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感染②的一些西方媒体往往喜欢使用“控制”、“谎言”等词汇描述中国共产党,这极大

地扭曲了党的国际形象。而这一现象的破解之道正是要在国际传播中阐释中国道路与中国国情的深度契

合,也即必须说明正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要阐释中国制度的强大领导力、号召力和组织

力,展示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优越性。
三是呈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绩效。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数据,66%的国际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力

正在增强③。然而,尽管国际社会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识仍是模糊的。尤其

是在一些西方媒体集中报道负面消息的情况下,69%的发达经济体的公众仍对中国持消极看法④。面对这

一严峻的舆论形势,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传播中充分展示执政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

社会的发展,从而深刻彰显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形象。
四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如表1所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念、经济举措和卫生政策等备

受国际关注。尤其是当面临全球治理、外交博弈等突发性社会事件时,一些西方媒体总是希望在报道中国共

产党的应对之策的同时,借机夸张和放大消极现象与紧张局势。因此,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应当主动

回应国际关切,基于中国具体国情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宣传阐释内政外交之方针政策,以在更大程度上驳斥污

蔑言论、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五是展示各级党组织的具体工作实践。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的具体工作也投入了

一定程度的关注力,如企业中的共产党小组⑤,“庞大的党员、公务员和退伍军人网络”⑥等党的基层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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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海芳《新媒体时代媒体对领导人对外形象塑造探析———以国平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外交活动的报道为例》,《中国出版》2016年第23期,第

60-63页。

MeganK Stack AContagionBothChinaandAmericaFear  TheNewYorkTimes December11 2022 SR9 
LauraSilver ChristineHuang LauraClancy Across19Countries MorePeopleSeetheU S ThanChinaFavorably-ButMoreSeeChina
sInfluenceGrowing  PewResearchCenter updatedJune29 2022 https   www pewresearch org fact-tank 2022 06 29 across-19-coun-
tries-more-people-see-the-u-s-than-china-favorably-but-more-see-chinas-influence-growing  
LauraSilver KatDevlin ChristineHuang LargeMajoritiesSayChinaDoesNotRespectthePersonalFreedomsofItsPeople  PewRe-
searchCenter updatedJune30 2021 https   www pewresearch org global 2021 06 30 large-majorities-say-china-does-not-respect-the-
personal-freedoms-of-its-people  
TheDemocratsHavePartyCellsAcrosstheBureaucracy  WallStreetJournal Easternedition October21 2022 16 
ChangChe JohnLiu ChineseGovernmentStepsIntoAidIPhoneFactoryinSearchforWorkers  TheNewYorkTimes November19 
2022 B3 



情况等均在国际媒体的报道中有所提及,而这些内容也正是区别于西方政党体制的关键所在。因此,党的国

际传播也应当讲好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群众、服务群众的故事,从而帮助国际社会更全面地

认识中国共产党。
表1 国际报纸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内容

      报纸名称

报道内容    
《华尔街日报》 《卫报》 《朝日新闻》 《金字塔报》

党的历史 2.1% 2.9% 5.4% 2.6%

政治体制 3.8% 5.3% 7.8% 3.5%

组织架构 1.9% 3.4% 10.2% 2.6%

意识形态 2.3% 5.1% 1.9% 0.9%

党和国家领导人 6.5% 8% 11.7% 8.8%

其他党员干部 1.4% 2.7% 3.4% 0.9%

党的工作事务 2.9% 1.7% 1.5% 2.6%

执政绩效 8.6% 4.9% 3.4% 6.1%

经济政策 16.3% 5.4% 4.9% 5.3%

卫生政策 16.3% 15.3% 7.3% 5.3%

外交政策 10.1% 8.5% 7.8% 23.7%

军事政策 2.1% 3.4% 2.5% 3.5%

港澳台问题 11.7% 12.6% 14.2% 12.3%

人权工作 4% 7.3% 4.4% 2.6%

民族问题 3.8% 5.3% 2.4% 0

党的重要活动 3.6% 6.3% 9.8% 18.4%

其他 2.6% 1.9% 1.4% 0.9%

  数据来源:根据2022年期间Proquest数据库收录的《华尔街日报》、《卫报》官方网站、《金字塔报》官方网站,以
及《朝日新闻》数据库的报道内容分析。所示百分比为各类报道内容在2022年该报纸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报道

中所占的比例,但由于手工统计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

总体而言,在政党形象的“自塑”与“他塑”相博弈的过程中,必须结合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现状

做好宣传与阐释。这既是立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政党属性所作出的回答,也是对复杂国际舆论场的有力回

应。
(二)传播主体:整合各级宣传资源和人力资源

政党国际形象建构是多重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除国际媒体生产的“西方话语”外,中央组织、地方组织

和基层组织的“官方话语”和党员个体的“非正式话语”也共同影响了党的国际形象。事实上,将党内多元力

量纳入外宣体系,也有助于整合各级宣传资源和人力资源。
中央组织是党的国际形象的官方代表,主要通过科学制定内政外交方针、统筹对外宣传、组织政党间交

流活动等展示政党形象。同时,党的领导人的重要发言、外交演讲、署名文章等,也已成为政党形象的重要传

播来源。事实上,在西方政党政治的思维模式下,西方媒体往往更倾向于关注政党的领袖与主要领导人,“最
高领导人”、“领导层”等表述频繁出现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中。在此意义上,准确、有效地输出“官方话

语”是党的中央组织应给予充分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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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组织是观察党内工作机制的重要场域。在国际媒体的视野中,地方组织是中共“自上而下的系

统”①中的关键环节。因此,他们不仅对地方组织的党员干部予以了充分关注,如关注到了省级党委书记的

个人经历②等;一些地方党组织在处理地域性的突发事件时的举措,也往往会被放大,成为评价中国共产党

的重要参考。因此,地方组织应自觉将自身纳入到政党形象国际传播的队伍中,以广阔的国际化视野引导地

方媒体,使之成为地方事务的国际传播者。
基层组织是考察党的工作内容的直观载体。当前,如“为期数年的反腐败运动”③等党内活动和党建工

作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要点之一。而基层党组织往往掌握着一手的宣传素材,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国际

形象建设的重要传播主体。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共产党在境外设立了一些驻外机构党组织,如援建非洲

的国有企业驻外党组织,这些党组织与当地职工群众发生着密切联系,因而也成为展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

的最直观的载体之一。
党员个体是感受党的精神风貌的关键要素。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要“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

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④。事实上,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区的“共产党干部”⑤的报道

并不鲜见,而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位普通党员都以其工作水平和思想观念等展示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换言

之,每一位普通党员所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都将可能会给国际民众带来关于中国共产党最直观的认知与理

解。
总而言之,在西方媒体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的背景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已成为党的国

际形象的重要传播主体。这也必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觉树立世界眼光,注重挖掘适合于国际传

播的宣传素材,并使之转化为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力量源泉。
(三)传播对象:全球化表达与区域化、分众化表达相结合

在差异性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下,各国人民对国际舆论的关注点并不相同,这就必然要求

我们采用贴近不同国家、不同政党的精准传播方式,实现全球化表达与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的有机统一。
对于一些西方国家政党而言,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怀有较强意识形态偏见,加之国际政治中的

“修昔底德陷阱”和现实利益冲突的影响,他们往往对社会主义中国心存芥蒂,认为中国是“一心要占据世界

主导地位的对手”⑥,并将中国描述为“狼”的形象。在此背景下,针对西方国家的传播的重点应在于表明中

国共产党没有争强争霸的想法,同时积极阐释中国共产党维护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主张和理念,在挖掘共性

的基础上不断增进彼此间的理解与认同。
发展中国家政党往往渴望能借鉴中国经验以推动国家发展,因此,对这些感兴趣并希望读懂中国道路和

中国方案的国家和政党,在国际传播中可以适度增加治国治党经验交流,突出发展中国家实现全球合作的重

要意义。同时,应注重宣传中国社会各方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帮助,如《人民日报》发表的《中非光伏合作

惠及更多非洲民众》文章被非洲多家媒体转载⑦,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事实上,通过报道国有企业的援

建工作等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形成对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印象。
对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应侧重于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的讨论。目前世界上约有100多个

国家中130多个政党仍保持共产党名称或坚持马克思主义性质⑧,同时也有着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

义、女权社会主义等仍需甄别的社会主义思潮。尽管如此,世界各国共产党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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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化时代化的借鉴意义,认为“中国为世界上所有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了一个原创的、非常有用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①。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注重依托政党交流活动

等形式与世界各国共产党开展深入交流与团结合作,从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
总而言之,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②,

实现政党形象表达的精准投放。这是提升国际舆论斗争的策略,也是提高对外发声能力的必然要求。
(四)传播媒介:运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多元渠道

传播媒介是传播活动的中心问题,媒介运用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传播的效果。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国际

形象建设除应充分运用党媒和央媒等大众传播媒介外,还应挖掘具有政党特色的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传

播渠道。
发挥党媒官媒的官方宣传作用。党媒官媒是塑造和传播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主要渠道,也是更具有

说服力和公信力的传播形式。事实上,西方媒体常常在报道中援引“中国政府可靠信息”以证明消息的可信

度。因此,这就必然要求党媒官媒做好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度报道、深刻解读、立体宣传,既要使之服从和服务

于党和国家的外交大局,又要善于捕捉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热点、兴趣点,及时厘清国际社会对中

国共产党形象的错误认知。
运用重大活动的集中展示契机。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愈

发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其中,党的重大活动正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走向,集中传播大党形象

的重要契机。如围绕党的二十大,《卫报》、《朝日新闻》和《金字塔报》都着重进行了报道③,成为国际社会理

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窗口。可以说,发挥好、运用好党的重大活动在国际形象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是讲好中国

共产党故事的重要一环。
借助政党间交流活动的精准传播优势。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

流合作”④,如举办政党间论坛、开展政党间机制化交往等。相较其他传播模式,政党外交最大的优势就是其

“高端性”和“精准性”。目前,中国共产党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关系,
同时多次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政党交流活动,而国际媒体也纷纷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

这些活动“加强了世界政治联系”⑤。
依托国际交往的人际传播功能。目前,依托多元化的外交和经贸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命运共

同体等合作机制,中国企业、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等不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

要载体。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及其内部成员在国际交往中正是通过人际传播的形式

展示着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同时,以互联网为中介的人际传播也愈发成为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

建设的重要推手。
质言之,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更加积极、更为主动的姿态展现着自己的政党形象。其中,依托政党

组织优势展开的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新形式,有助于实现媒介宣传和交流感悟的相互补充,从而极大地提

升党的国际传播的实效。
(五)传播话语: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

由于当前西方话语体系的世界主导性,加之国家间价值观念和习俗传统的差异,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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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杨逸夫《“社会主义是对人类和谐的追求”———<共同见证百年大党———百位国外共产党人的述说>新书发布会暨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光
明日报》2021年7月18日,第8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
第1版。
根据2022年Proquest数据库收录的《华尔街日报》、《卫报》官方网站、《金字塔报》官方网站,以及《朝日新闻》数据库的报道内容分析而得出

的数据。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

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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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传播要在话语表达的“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从而“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

白”①。
一是要将中国话语转化为世界话语。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一场国际对话。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

“处于有理没处说、说了也传不开的被动境地”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话语体系未能有效地融通中外。这就要

求我们一方面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③,如“中国梦”正是符合西方人思维模式的概

念,是素来信仰“美国梦”的西方民众“听得懂”的话语。另一方面,面对来自西方的丑化、污名化,也要抓住西

方话语体系的漏洞与弱点,用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的事实予以辩驳,从而有效突破西方的媒介霸权。
二是要将政治话语转化为通俗话语。对于大部分国际民众而言,政治话语仍是较生涩的存在。因此,一

方面,在国际传播中应充分运用“快车”、“便车”、“百年”、“第一大执政党”等通俗化语言,突出话语表达的大

众性和贴近性,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主张更容易得到国际受众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适时运用

“同舟共济”、“天下大同”等传统文化表达,从而有效地将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主张熔铸在传统文化中进行传

播,这不仅有助于借助文化交流消除彼此之间的芥蒂,也有助于形成自身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标识。
三是要把意识形态特征转化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习近平强调:“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通

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④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实质上就是要求阐述好故事背后所蕴含着的价值观

念,但这一过程极有可能遭遇西方国家的围追堵截。因此,必须要把意识形态特征转化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

的追求,如《环球日报》英文版针对两会曾用了“中国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将对世界形成更大的吸引力”⑤的

标题,从而以造福世界的话语表达代替了一些西方媒体常用的“威胁论”,由此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

象。
事实上,正是现实情况与话语修饰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因此,必须紧密结合国际民众

的认知规律来建构话语体系,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表达范式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政党属性是政党国际形象建设的根本依据。尽管政党形象和国家形象均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

等紧密相连,但相较于国家主体的历史、地理、文化和民族等因素,政党主体则在执政行为与意识形态领域有

着更为集中的体现。因此,必须基于政党属性明确政党国际形象建设的目标,制定出更具针对性的传播策略

安排。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就是要基于党的思想底色与理想追求、政策主张与领导水平、组织体系与党员

个体等特点,全面整合党内传播资源,挖掘政党特色传播媒介,在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理解与

认同的基础上,建构良好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实际上,正是党的长期执政特点和意识形态特点决定了国

际形象建设的目标指向,也正是党的组织层级特点丰富了形象传播的渠道。
当然,作为中国唯一且长期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还要努力将自身国际形象与国家国际形象的塑造有机

结合起来。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在不回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基础上,将党的执政绩效、方针政策和党内事

务等政党工作实践纳入党的国际形象的内容考察范畴;将党的领导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这些组成部分纳入

党的国际形象的主体考察范畴;同时,将中共党际交往、党的重大活动、党员个体的人际传播、对外传播机构

的实践等纳入党的国际形象的传播渠道考察范畴。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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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20页。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0页。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

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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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
世界性话语探析(1921-1927)

苏悦 段治文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伊始就以世界眼光认识中国革命,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革命的世界性话语,具体体现在

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认识上,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重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对

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上,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世界的革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世界帝国主义”、“要解放全

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在对中国革命世界意义认识上,认为中国革命对于打击世界帝国主义殖民

体系和推动世界革命的成功都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是在时代要求、革命发展需要、

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以及苏俄世界革命战略等多方面影响下形成的,对于引领国民革命的主导话语、赢得世界革

命资源、丰富世界革命理论和策略、形成自身“胸怀天下”的革命品格等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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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

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①,并总结出“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经验。党

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坚持胸怀天下”明确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出:“我
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②中国共产

党自成立之初开展革命,就用世界眼光,根据世界变化的大势认识中国革命,把握中国革命的方向,由此形成

了较为系统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世界性话语。深入领会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1921-1927)中的世界性话语,
对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总结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的经验,深入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重

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世界性话语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伊始就具有鲜明的世界性眼光,形成了系统的革命的世界性话语,它源于复杂多变的

时代条件、革命自身发展需要以及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世界性意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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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8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一)时代大势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世界性意识的形成

任何阶级和国家革命的发生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对时代的观察和分析正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把握中

国革命问题的前提。从革命的时代发展看,只有在资本主义开创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后的革命运动才具有

超越民族地域范围的世界性特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发生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
即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新时代,这是资本主义衰退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兴起的时代,是世界革命发

展方向彻底改变的时代,世界革命的主导类型开始由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世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
李大钊认为这是“世界的新潮流”①,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②。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用世界革命的

眼光观照中国革命的发生背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世界性意识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世界革命潮流的

影响下开始形成。
(二)中国革命发展的内在需要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世界性意识的形成

如果说时代大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世界性意识形成的外部环境,那么,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自身发

展的需要则是世界性意识形成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将世界革命视为中国革命发展逻辑的内在构成因

素,通过建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以满足中国革命发展需要。中国革命发展的内在需要包括三个方

面。一是从时代大势中找到中国革命新方向的需要。中国革命如何开展? 中国革命向何处去? 这是中国革

命发展的逻辑原点。在时代大势影响下,早期共产党人自觉从世界革命中寻找中国革命的新方向。毛泽东

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强调“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
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③。二是从世界革命大潮中论证中国革命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需要。以世界

革命为方向的中国革命为何发生? 这是关系中国革命发展的合法性问题。通过在世界体系中把握中国的现

实处境,早期共产党人认定“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④,因此,必须打破

在资本帝国主义体系内部追赶和跻身世界先进文明国家的幻想,必须加入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体

系中,以世界革命原则彻底推翻资本帝国主义体系的压迫束缚。可见,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存在于世界性压迫

逻辑与世界性革命逻辑之中。三是从世界革命中寻求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以世界革命为方向的中国革命

如何进行? 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策略问题。早期共产党人自觉将中国革命融入世界革命,不仅使中国革命

具有世界革命的时代内容和发展方向,从世界革命时代大势的高度赋予中国革命合法性支撑,还在于建立起

了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紧密联系,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来自世界革命的动力支持。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指导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世界性意识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以整体性视野考察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

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⑤在揭示资本主义形成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

的内在联系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以批判性立场揭示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在资本价值增殖逻辑和扩

张本性作用下蕴含着自我否定的深层矛盾。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开拓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具

有世界性,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奔走又生成了与之对立的世界无产阶级,加上资本主义打破民族壁垒的方

式常常伴随着殖民扩张活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因此充满劳资矛盾、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资本主义和各民族

间的矛盾。根据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坚信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强调只有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⑥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克服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矛盾和局限,实现向共产主义

6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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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35页。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
页。



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转变。
中国共产党是在世界革命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要求通过无产者世界

革命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因之中。作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

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一大纲领中就提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明确“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

革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①。中共二大进一步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

命使命和世界革命使命统一起来,表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世界最大多数人民解放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的

初心使命也就因此蕴含着与生俱来的世界性意识,并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具有根本一致性。
(四)苏俄世界革命战略推动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世界性意识的形成

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领导人坚持世界革命战略,积极利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

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落后民族的矛盾,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

起来”②的世界革命口号,并成立开展和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首次通过体现列

宁东方革命问题观点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提出“使各国家与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

合起来,共同做革命的斗争,推翻地主与资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强调殖民地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职任,是
建设农工之共产主义的组织”,“共产党欲与殖民地革命运动有关连,应经过这些政党或团体”③。1921年7
月,在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推动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一大纲领中就提出联合第三国际的主张。次年,
中共二大又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国革命正式成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此后,中国共

产党出于自身尚处幼年、缺乏革命经验的考量以及基于世界革命对中国革命重要意义的认识,多次向共产国

际表达指导和援助中国革命的愿望与需求④。1922年,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明

确提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⑤。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又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得

到了世界革命的帮助并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世界革命的组织体制内,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理

论以及对中国革命的经常性指示和决议不断形塑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认知和实践策略,成为推进中国共产

党早期革命中世界性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表达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系统体现在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认识上、对中国革命基

本问题的认识上,以及对中国革命世界性影响的认知上。
(一)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上的世界性话语表达

第一,断言“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首先,认为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共同

的革命对象。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强调:“中国民族革命特点之一是反对

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所以他的革命运动,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

运动相联结的,由此一点看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⑥蔡和森在

《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也如现在的土耳其、波斯、印度、埃及及其他一切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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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50、51页。

1923年,瞿秋白在致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信中提到,“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不能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能

给它指出更正确的道路,希望苏俄给予中国民族运动以更大的关注”〔参见:瞿秋白《致季诺维也夫信》(1923年6月21日),《瞿秋白文集:政
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1924年,陈独秀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也指出,“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
我们始终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参见: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陈独秀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

版,第119页〕。1925年,中共四大明确要求,“新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

之理论上政策上的更多的指导”(参见:《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28页)。
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在远东民族大会的演说》,《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第156页。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7页。



的革命运动一样,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因为两者的敌人是共同的,两者的目的同是推翻资本帝国

主义。”①次年,陈独秀在《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也提到:“中国民族革命,只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

一部分,……因为这两个革命的对象只是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②其次,认为解放世界被压迫

民族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共同的革命要求。在世界革命时代,整个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

个对抗阵营,无产阶级和落后民族只有共同推翻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才能解放自身。1925年,陈独秀

在《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一文中指出,“中国民族是全世界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中国民族运动

也是全世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之一”,中国革命就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

起来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③。1927年,邓中夏在《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中同样认为,“无
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是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重要策略”,“其最终目的都是根本推翻资本帝国

主义而使被压迫之阶级与民族得到完全解放。所以我们大家都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④。
第二,提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在“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命题中,中国

共产党倾向于将世界革命视为中国革命产生、发展和成功的先决和必要条件。1923年,毛泽东在中共三大

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上指出:“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

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⑤1924年,李大钊在莫斯科大剧院“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演讲中强

调:“中国问题并不单纯是民族问题,它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无法

发展。”⑥恽代英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运动》等文章中多次主张,“我们的独立,在世界革

命的中间,最可以得着理想的胜利”⑦,“中国的革命一定在世界革命中间完全可以成功”⑧。1925年,瞿秋白

在《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一文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深切的明了:帝国主义的推翻和中国

民族的完全解放,必须世界的社会革命胜利,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才能成功。”⑨1926年,谢觉哉的《国民

党联俄政策之意义》一文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离开了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决不能成功。”陈

独秀也就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指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若不得到苏俄及全世界无产阶

级有力的援助,使这争斗能成为长期的一直到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完成整个的世

界革命,也是不会完全成功的”。
第三,强调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不是被动的部分,而是“重大”、“必不可少”的部分。一是指出中国国

际殖民地式的世界地位对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具有特殊意义。1923年,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

级》中分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

大的一部分。因为压制世界全人类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乃建设在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

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们死命的,也正是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

1924年,瞿秋白在《历史的工具———列宁》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帝国主义的成立,全赖征服侵略殖民

地的弱小民族———‘东方病夫’。帝国主义的崩坏,当然与各殖民地的国民运动的兴起同时实现。所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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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土耳其等的国民革命自然而然是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①瞿秋白还指

出,相较于完全从属于宗主国的殖民地,中国作为国际殖民地,“中间包含着充分的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冲突的

原素”,因此,“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最容易爆发而胜利的

地方。中国国民革命之为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于此更加有深一层的意义”②。二是指出中国代表了世界

大多数被压迫民众。1926年,由恽代英编写的《国民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就指出,“吾国国民革命的成

败,不特为全世界四分之一中国民族存亡所关;亦实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之安然所系”,“中国之国民革命,由中

国言之,为中国民族之自求解放;由世界言之,为一大部分人类之自求解放。故中国之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

命之一大部分”③。三是指出中国所属地理空间在世界革命中的战略地位。苏兆征在1927年太平洋劳动会

议上针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现实危险指出,“占太平洋海岸线最长的广大的中国,是各国帝国主

义者最后互相争夺,籍以补救其经济生命和危机的唯一市场,故今日之中国,实已为帝国主义者竞争之焦

点”,强调“中国的革命如能早日成功,世界各帝国主义的崩溃自在目前”,“中国革命如有失败,即是世界革命

遭着了重大的打击”④。由此可见,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世界性话语表达

第一,在革命性质上,提出中国革命“不是属于一个国家的革命,乃是世界的革命”,而且是“世界无产阶

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的时代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出发提出,区别于西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和俄国式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中国革命是特殊性质的国民革命。毛泽东指出:“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

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

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
质完全不同。”⑤蔡和森指出:“当此世界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业已开始崩坏之时,当此被压迫民族与无产阶

级同夷为最少数帝国主义者的奴隶之时,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

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要待列入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中才得解决。”⑥

对于国民革命的特殊性质,陈独秀强调,“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⑦,国
民革命“其性质其结果不是属于一个国家的革命,乃是世界的革命”⑧。瞿秋白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发生于五

四之后的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时代,“便含着多量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在内———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⑨。
第二,在革命对象和任务上,提出中国革命在国内是反帝反封建军阀,而最终目标是要“推翻世界帝国主

义”。蔡和森认为,以反帝反封建军阀为对象的中国国民革命特性“由中国的国际情形决定”。这里的国际

情形主要指涉中国殖民地式的世界地位。瞿秋白指出,世界革命赋予国民革命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任务与

使命,“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在于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因为不但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国际殖民地,而且中国国

民革命简直是直接的由世界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所提携起来的”。
第三,在革命前途上,提出中国革命要“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进而“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

压迫的阶级”。中国共产党依据世界革命形势和阶级动力状况分析,得出了国民革命胜利后非资本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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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历史的工具———列宁》(1924年3月9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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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的结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世界革命时代资本主义的崩坏衰退与苏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兴起的世

界形势为出发点,指出中国在世界范围的斗争中加入俄国十月革命开启的世界革命,其意义在于否定中国有

单独保存资本主义的必要,强调中国革命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

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①。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尝试用世界眼光分析无产阶级

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陈独秀指出,“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

敌者”,无产阶级因此充当革命的“督战者”角色②。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来源

于其自身的世界性和阶级性,集中体现为无产阶级天然受世界资本主义压迫的世界性阶级地位以及毫不妥

协推翻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革命特点。瞿秋白则着眼于无产阶级是整个世界革命时代的中

心阶级说明其领导权由时代赋予,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处在自己国内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同时却是世界社

会革命开始的历史时代中,第一步的斗争便不得不认清自己阶级的使命,赞助并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③他

并且强调在世界革命时代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助力作用:“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

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全世界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征取政权,他不得不赞助各殖民地的国民运动,尤其是辅

翼其幼稚的无产阶级,以行世界的扑灭帝国主义的总斗争。”④中国共产党这一系列论述展现了无产阶级取

得革命领导权上深刻的世界性话语表达。
(三)关于中国革命世界意义的世界性话语表达

第一,强调中国革命具有打击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出中国革命将冲击世界资本帝国

主义殖民体系。1926年,李大钊的《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从引发帝国主义普遍危机角度认识中国

革命的世界意义,指出:“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

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资

本主义销售商品的市场的缩狭。这个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⑤二是强调中

国革命将打破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稳定局面。国民革命兴起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暂时结束欧战后世界革命高

潮的相对稳定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高潮的重要部分。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中郑重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猛烈使

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发生摇动;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稳定之最大障碍了”⑥。三是指出

中国革命将削弱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势力。1927年,瞿秋白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中谈到中国革命的

国际环境时强调:“我们斗争的结果将改变全世界的局面,我们革命一开始就震撼世界资本的根本利益。”⑦

第二,强调中国革命具有推动世界革命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出中国革命将增加世界革命力量。1925
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就五卅以来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指出:“中国

民众的斗争开辟了反帝国主义的新战线,同时亦就增加了世界无产阶级及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力量。”⑧

1926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中,再次就中国工人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强调,
“在政治争斗上,弱小的中国工人运动,已在世界革命影响上收了很大的结果”,“使计算世界革命力量的人,
不得不把中国工人的力量列入”⑨。1927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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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现在成为世界革命主要的势力之一”①。二是强调中国革命将推

动世界革命的发生和成功。1924年,恽代英在《何谓国民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亦许可以待到英美社会

革命发生时,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的最终理想,但是中国联合各弱小民族的国民革命,亦可以促成英美的社

会革命。”②1926年,李大钊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中以马克思将中国革命视为引爆“欧洲产业制

度积载过重的地雷”的“火星”③观点说明中国革命对世界革命的推动作用。1927年,中共五大在《中国共产

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中指出:“中国革命成功后猛烈促进世界资本主

义的完全崩溃,将使世界革命有更进一步的进展而底于成功。”④三是指出中国革命将形成世界革命新的重

心和高潮。1926年,邓中夏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百期纪念上的讲话中谈到省港罢工的世界意义,指出:
“这次罢工使全世界看清楚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同一观念,认为现在世界革命重心移到中国来了,中国革命

可使全世界革命成功。”⑤1927年,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北伐革命战争的推

进,“负着掀起世界革命之第二次巨潮的责任,继续俄国的十月革命”⑥。
第三,强调中国革命具有推动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方面的意义。1926年,陈独秀在《世界革命与中国民

族解放运动》中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背景及其必然的途径,可称为一切民族解放和世界革命关系之模

范的说明。”⑦1927年,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对殖民地革命方式和发展方

向上具有参考意义,认为“中国的革命方式,融合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由劳农之民权独裁制直达社会主义独

裁制的新方式,将要是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群众革命创制,可以成为世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范

式”⑧。国民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在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

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专门针对过去多阶级合作革命中出现的民族改良主义危险进行经验教训

总结,并且强调:“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仅仅对殖民地国家,而且对各国共产党都可引为借鉴。”⑨这一切表明,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殖民地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殖民地革命的方式方向问题以及对待殖民地革命内

部阶级关系问题上,展现了宽广的世界性视野和形成了鲜明的世界性话语。
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世界性话语的历史影响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自身革命品格产生了深刻的

历史影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
(一)引领了国民革命的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正处于20世纪20年代错综复杂的话语论争环境之中。中国思想界和各方政治力

量都试图影响和主导中国革命的走向,展开争夺革命话语阐释权的激烈博弈,其中不乏妨害革命进展的错误

思潮,最具代表性的错误思潮是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革命关门主义,他们否认中国革命的世界性,更
反对联合世界革命势力。对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利用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予以批判和驳斥,尖锐指出国民党

右派和国家主义派混淆了“现代国际帝国主义所造成之整个的世界革命状况”与“前代各国各自革命状

况”,认为这是革命关门主义的错误根源,进一步着眼于世界革命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
大力阐释和宣传中国革命的世界性特点与世界性影响,廓清了关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关系的是非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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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与错误思潮论争,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世界性阐释为国民党左派和一般民众所了解和认同,其世

界性的革命话语导向逐渐引领了国民革命的发展方向。1925年,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创刊三周年之际撰文

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口号历经了从不被社会了解到逐渐被采用,最终深入民众的过

程。1926年,国民党二大通过具有浓厚世界革命色彩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该宣言提出,
“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①,并号召世界被压迫阶级和民

族组成革命的联合战线,共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压迫。该宣言甚至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对殖民地半

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重要地位的看法,认为“此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能以渐立于前线,而为民族革命运动

之指导者”②。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表述上,该宣言都与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性革命观高度一致,凸显了中国共

产党早期革命中世界性话语的引领力以及在国民革命话语阐释权中的主导性影响。
(二)赢得了推动革命发展的世界革命资源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发生在世界革命时代,赢得世界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援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

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革命影响下形成世界性话语的意义所在。
中国共产党明确中国革命问题需要借助世界革命理论的指导。鉴于世界革命时代整个世界呈现体系性

对抗,中国共产党需要接受和利用世界性理论用以认清革命所处时代的本质特征、观察世界形势变化、把握

世界体系的深层结构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处境。在苏俄与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初步掌握

了在认识和批判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建构起来的世界性革命理论,如帝国主义论、世界革命论和殖民地

落后民族革命理论,据此分析和解答中国革命问题,阐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明确中国革命必须联

合和融入世界革命势力的策略,从而为推动革命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革命力量的援助。由于中国革命是以世界革命体系的参加者身份反抗

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性统治,属于世界大多数被压迫阶级和民族对世界少数压迫阶级和民族的革命,依据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命题,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理应争取世界革命力量的支持和帮助。通

过加入到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被压迫民族联合会等世界性革命组织,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建立起密切

联系,在整个国民革命期间,中国革命不断获得来自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组织、各地殖民地运动的物

质和精神援助,世界革命的联合势力成为推动中国国民革命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创新和丰富了共产国际指导殖民地落后民族国家革命的理论与策略

首先,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中论证革命前途的世界性话语,创新了共产国际关于实现殖民地革

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认识。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在明确殖民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时,最早从

理论上试图说明殖民地落后国在先进国无产阶级帮助下,存在利用苏维埃制度这一非资本主义发展形式过

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但这一理论设想却因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模糊态度而

延宕无法实践③。1923年,苏俄和共产国际援助的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就是由资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结果

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的实践发展中看到由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是争取革

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关键,并通过对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世界性话语论证,突破和创新了共产国际对殖民

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理论认识。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中展现出的力量更使共产国际看

到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民主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④,并肯定中共关于殖民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理论。

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在北伐战争胜利推进的形势下,讨论了中国革命前途问题,提
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用全力去实现这种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革命前途”,强调“中国革命的继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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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1月),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
页。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105页。
共产国际一度根据殖民地落后的经济发展程度认为无产阶级数量少力量弱,不能直接充当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因而在指导和援助殖民

地革命时承认殖民地“要求国家独立的民族意志的代表人物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参见:《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12月5
日),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43页。
《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11页。



展和革命的前途首先决定于无产阶级的作用”①。这是共产国际继共产国际二大后在殖民地革命运动实际

进展基础上再次考虑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并且与殖民地无产阶级争取掌握革命领导权的理论与实

践紧密联系起来。
其次,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重要部分的世界性话语,丰富了共产国际对殖民地落后民族

革命在世界革命中重要地位的认识。殖民地落后民族革命问题早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就正式作为世界革命战

略的组成部分进入共产国际的研究视野,但相较于西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落后民族革命受重视程度

不高,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由于殖民地不断兴起和发展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世界意义逐渐显露,特别是中

国革命运动从五卅到北伐期间的深入开展,促使共产国际逐渐认同中国共产党关于殖民地革命的世界意义

的阐述。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策略问题提纲》中谈到西方和东方问题时直言:“从许多情况

看来,共产国际过多地注意了西方。对于最广义上的东方,今后也必须更多地注意。”②1926年2月,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就世界革命最新形势作出判断:“对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起重大作用的

因素,便是苏联的巩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运动的发展。”③这一切表明,共产国际已明显转变和提升了

对殖民地落后民族国家革命在世界革命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再次,中国共产党关于殖民地落后民族国家革命经验教训的世界性话语,推动了共产国际适时调整指导

殖民地落后民族国家革命的策略。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国际重视吸取和反映殖民地革命特别是中国

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在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中,共产国际肯

定反思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具有世界性意义,认为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必须警惕殖民地民族革命运

动中的民族改良主义倾向,强调:“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更不用谈社会主义革命了。”④同时对于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具体形式,共
产国际吸取了因资产阶级政党脱离和背叛革命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不再要求殖民地共产党以加入多

阶级合作的政党的方式,去争取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转而规定:“建立和发展殖民地和半殖

民地国家的共产党,消除在客观革命形势和主观因素薄弱之间的极不相称的状态,是共产国际首要的和最重

大的任务之一。”⑤并指示印度、印度尼西亚、朝鲜、埃及、法属北非殖民地无产阶级及共产党要重视争取革命

领导权。共产国际由此实现了指导殖民地国家革命策略的及时更新和调整。
(四)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的革命品格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从多个层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的革命品格。一

是“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性眼光。中国共产党在放眼世界寻求救国真理中,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通
过洞悉世界革命的时代发展潮流,感知世界发展形势变化,从世界格局中认清中国国际地位,将中国革命归

属于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民族的世界革命阵营,以世界性眼光把握历史前进逻辑和发展方向。二是“坚持

胸怀天下”的世界性担当。中国共产党提出作为初心使命的民族解放和世界解放的革命目标,将中国革命的

前进方向和人类解放事业联系起来,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赢得世界革命进步力

量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以世界性担当掌握历史主动。三是“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性贡献。在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中,世界影响着中国,中国也给予世界以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蕴含着对世界历史

规律的科学把握,表达着对世界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也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产生了影响,由此彰显出

了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中就具有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性眼光、使命和担当,成为展现中国共产党

人“坚持胸怀天下”革命品格的历史源头。
四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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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悦 段治文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探析(1921-1927)

①
②
③
④

⑤

《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2册,第382页。
《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2册,第28页。
《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2册,第193页。
《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8月17日-9月1日),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07页。
《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8月17日-9月1日),《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3册,第118页。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过程中就自觉迎受世界革命的时代潮流,把握世界格局的变动趋势,
并且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围绕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关系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世界性

意义问题,形成了具有世界性内容、展现世界性视野和产生世界性影响的革命话语。当然,中国共产党早期

对中国革命的世界性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由于受时代和自身限制以及共产国际指导失误的影响,不可避免

地存在不准确的地方。比如在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上,一度忽视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自我调节机制以及

过于期待世界革命高潮,不仅影响了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世界性分析的科学性,而且导致了对中国革命

意义的世界性阐释存在夸大成分。又如在对中国与世界关系认识上,将世界革命视为中国革命的先决和必

要条件,虽然赢得了世界革命的援助,但也压缩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自主探索空间。但尽管如此,中国共产

党早期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是在世界发展进程中寻求中国出路的同时,尝试以中国经验影响世界发展进程

的最早努力,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与世界相互影响和深层互动的世界眼光,展现出了中国共产

党“坚持胸怀天下”的革命品格。这一切对于我们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层面,形成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

命更为完整的认识,从源头上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规律,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深入

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AnalysisoftheGlobalDiscourseintheEarly Revolutionofthe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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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iveontheChineserevolution anddevelopedarelativelysystematicdiscourseontherevolutionary
globalnature ThiswasevidentinCPCsunderstandingoftherelationshipbetweenChineserevolutionand
worldrevolution TheCPCtakesChineserevolutionasasignificantandessentialpartoftheworldrevolu-
tion ThefundamentalissuesoftheChineserevolutionarebasedonitsnatureasarevolutionoftheworld
anditstaskasoverthrowingworldimperialismandliberatingtheoppressednationsandclassesofthe
world Moreover theglobalsignificanceoftheChineserevolutionisrecognizedasithadthepotentialto
weakentheimperialistcolonialsystemandpromotethesuccessofworldwiderevolution Theglobaldis-
courseoftheCPCintheearlystageoftherevolutionwasshapedbyvariousfactorssuchasthedemandsof
theera thedevelopmentrequirementsoftherevolution theMarxistworldview andtherevolutionary
strategyoftheSovietUnion Ithadsignificanthistoricalimplicationsintermsofleadingthediscourseof
thenationalrevolution gainingresourcesforworldrevolution enrichingtheoriesandstrategiesofglobal
revolution andestablishingtherevolutionarycharacterofhavingaglobaloutlook 
Keywords 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CPC  earlyrevolution globalconsciousness globaldiscourse

[责任编辑:何 毅]

42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50卷第5期
2023年9月
Vol 50 No 5
September 202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Edition 

长征的国际叙事
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

付志刚

  摘要:国际媒体深入报道打破处于“失语”状态的红军长征,为中国共产党形象构建提供了良好的传播契机。
长征的国际传播不仅突破长征中中国共产党舆论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长征的国际叙事,形塑了一批

年轻的优秀红军战士,在国际舆论中开始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红色中国”,树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长征

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透过业已形成的长征符号,能够消解意识形态的偏见,从而将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与坚韧不屈的革命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向世界展现中国共产党在现实与未来世界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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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22JDR0216)、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三进”教改项目“党的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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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6年10月,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
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①多年来学界对于长征史事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其内容涉及

长征过程展开的原因、长征历程的考辨、长征文化和长征精神的凝练与总结、长征过程中人物与事件的研究

评价等②。而本研究所聚焦的主要论域为红军于陕甘胜利会师前后,国际社会对于长征的书写与中国共产

党的形象塑造。1935-1936年,当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全方位“围剿”时,历经艰险跋

涉的各路工农红军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和坚韧的革命信仰,完成了艰苦卓绝的远征。同时,国际社会对于正

在茁壮成长的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各地赶赴陕北,试图树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形象的旅行者、记

52

①
②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第2版。
参见近二十年来部分研究成果:王新生《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65-71页;孙果达《四渡

赤水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32-136页;翟清华、林全民《红二方面军成立经过考》,《军事历史》2007年

第2期,第20-23页;刘志辉《从萧向荣<东征琐记>看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前奏》,《党的文献》2015年第4期;姜廷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长征

精神的核心与灵魂》,《北京党史》2006年第5期,第37-38页;袁银传、乔翔《论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
年第6期,第676-680页;石仲泉《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55-63页;熊启珍、瞿晓琳《论长征精神的科学

内涵》,《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63-168页;赵金平《略论长征精神的早期凝练与社会传播》,《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5年第6期,第92-97页;王永林、徐焰《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的军事实践》,《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7-22页;于化民《毛泽

东东征战役行止考辨》,《党的文献》2006年第6期,第55-60页;刘家国《论朱德对红军长征胜利的作用及贡献》,《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

2期,第21-30页;王海光《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高层权力的转移:对毛泽东领导权威形成的历史考察》,《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第72-
82页;李庆英《“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职务问题争论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8期,第25-30页;黄
远声《长征时期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5期,第58-61页。



者、考察者络绎不绝。其中既有如埃德加·斯诺的广为人知者,同时也有像阿诺利斯·海曼、尼姆·韦尔斯

等默默无闻者,留下了大量的国际叙事文本。既往研究大多仅仅将其作为史料而呈现,本研究则希望从言说

者的立场出发,放大国际社会对长征的观察过程,从历史语境考察作为在场者的国际叙事对长征观察的核心

问题是什么,呈现出怎样的红军长征,并力图进一步探讨长征国际叙事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构建。
一 长征中中国共产党舆论的困境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国民党内部各方势力,腾出手来专心对红军各根据地开展广泛

的“围剿”。坚壁清野之下,革命根据地愈发困难,尤其是中共中央迁入后的中央苏区处境日益艰难,红军于

1934年秋天被迫走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①跨越多个省份,历时一年多,“天上

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②,红军最终完成史诗

般的壮举,摆脱了蒋介石组织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
自蒋介石组织对中央苏区开始第五次“围剿”伊始,对红军长征的报道就不时见诸报端。但由于信息的

封锁与垄断,这类报道主要出现在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上,报道的内容主要反映国民党军在作战中异常

成功,歼灭了中央红军主力等信息。在一些私人交往的信件或者公函中也基本是类似的说法,如郝兆先写给

邵力子的信中“自徐海东匪部西窜后”③之类的说法,不仅反映出国民党对于全歼红军的决心,也代表着新闻

传播的严格管控。即便作为中立媒体的《国闻周报》在其报道中亦有《川东北剿赤印象记》的标题与作者“斗
胆下了这末一句断语,四川终于成为了一般人唯恐其不幸而实现江西第二”④的研判,更是印证红军长征在

政治军事生态上的绝境与新闻生态上的不利。
打破红军长征消息阻隔的是《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1935年7月,他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从成都出

发,历时10个月,途经川、陕、甘、青、内蒙古广大地区对中国西北地区旅行考察,行程2000多公里,将大量旅

行游记陆续发表在《大公报》上,成为在国内报纸上公开报道长征之第一人⑤。在他的努力下,对于红军长征

报道的官方管控终于被打破,但报道中仍有对于红军长征的误解与误读:“我们十五日过的中坝,这是比江油

县城还大的镇市……徐向前今年过中坝时,将中坝所有货物,囊括一空,记者至时,只有极少数新近逃回商

人,经营简单生意,荒凉景象,窒人气息。”⑥可见,即使是对红军带有同情倾向的新闻人士范长江仍然不免误

信误传。因此,关于红军长征的基本情况与报道存在着巨大的真空,对事实的了解不仅是当时民众与知识精

英渴望的,也是国际世界对中国问题关注者所渴求的。
跨过真相与偏见之间留存的鸿沟,成为塑造红军长征与构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重要目标。红军几大主

力陆续会师,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在寻求不同的途径来建构红军长

征的历史叙事。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红军长征做了高度评价和准确定位,认为“长征

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⑦。后又进一步发动长征的亲历者们

以“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⑧进行集体创作,对长征时的

所见所闻所感予以回忆与书写。他提出“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的写作要求,阐明写作旨趣“现
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⑨,为红军扩大国际影响与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以
完成对红军长征壮阔史实的系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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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935年11月1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4页。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
《郝兆先关于红二十五军围歼警三旅事致邵力子函》(1935年4月11日),陕西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陕西部

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循实《川东北剿赤印象记(一)》,《国闻周报》1935年3月11日,第9期。
胡愈之《忆长江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3日,第3版。
范长江《成兰纪行》,《大公报》1935年9月21日,第4版。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6页。



二 长征国际叙事的生成

中国共产党对长征的国际传播有着积极的态度,通过十分狭小的渠道尽力将红军长征的故事在国际上

宣传报道。据近年来新披露的史料和一些研究成果,除了旅华外国人在30年代的新闻报道中有大量对红军

长征的记述与评价外,有一份由吴玉章在巴黎创办并发行的《救国时报》也积极在国际社会中传播红军长征

的壮阔史实。在红军几大主力陆续走上长征道路之后,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新闻严加管控,导致

在国外的大量中国人无法获得这一新兴力量发展的可靠消息。在此关头,《救国时报》于1935年12月9日

在巴黎面世,成为了广大旅欧爱国人士获取长征消息的重要来源。特别是陈云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

录》,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杂志创刊号发表后,由《救国时报》编辑部将该文与杨定华先生之

《雪山草地行军记》及《由甘肃到山西》合刊为《长征记》一书①连载刊登,较为系统地报道长征。此类长篇通

讯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据统计,每五日一刊的发行量大约万余份,国内读者遍及东中西部大中

小城市,对于战略转移中的红军长征的报道及时且影响甚广。
国际传播中的红军长征书写是为了突破1928-1936年西方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报道“模糊不清和笼统

概括”②的困境,展示出中国共产党的全新形象,赢得海内外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国际

社会对华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中国共产党只能以‘日愈加重的神秘感,成为美国民

间的热门话题’”③。中共中央决定调动国际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的浓厚兴趣,通过外国人的笔触来

传播党的政策、方针与路线,构建积极向上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美国驻华记者埃德加·斯诺是最早意识到并以行动来回应的国际人士。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蓬勃向上

且已经有一定实力的中国左派革命政党突然在中外的舆论氛围中消失,是一件极为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在

美国的“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

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④。为此,斯诺冲破重重阻隔进入陕北,希望“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

九年的新闻封锁”。斯诺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款待并与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广泛交流、座谈,搜集了大

量一手资料。此后,斯诺将1936年6月至10月的旅行经历写成文章,满足了大众渴望了解长征与红军的需

求。在其有关长征著作单行本出版以前,斯诺将采写的部分内容通过《泰晤士报》、上海《密勒士评论报》、伦
敦《每日先驱报》陆续发表,所拍摄的珍贵照片也配搭文字陆续刊登于美国《生活》杂志。从1936年年底到

1938年复社版《西行漫记》发行期间,这些报道以各种形式在中国传播⑤。同时,完稿后的《红星照耀中国》在
英国出版,几周内销量过万册,在美国出版的销量也上万册。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红星照耀中国》与几乎

同时出版的赛珍珠的《大地》,是美国人了解认识中国的重要来源,《大地》中描绘出普通的中国人与中国社

会,而《红星照耀中国》则是美国社会观察中国共产党的窗口,这两部著作共同构成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

构建中国形象的文本来源。甚至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也因此成为“斯诺迷”⑥,对其后来的对华政策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该书在英国、美国陆续出版与再版后,还曾出版过未经斯诺授权的删减俄文版,命名为《中国

的英勇人民》⑦。通过斯诺的陕北之行与大量报道的见刊,在国际传播中敞开了西部中国的一个角落,与白

色中国迥异的“另一个中国”,一个红色中国。
除斯诺外,20世纪30年代担当了长征国际传播者角色的还有作为在场者的国际人士,如德国籍李德、

瑞士籍传教士薄复礼和阿诺利斯·海曼。李德和薄复礼事后都曾通过撰述回忆录的形式来记录这段非同寻

常的经历,对域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较大作用。其中,薄复礼在1936年4月12日被红军释放后,用
几个月的时间写就《神灵之手》并于1936年8月在英国伦敦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及红

72

付志刚 长征的国际叙事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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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救国时报》1937年7月31日,刘统整理注释《红军长征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版,第18页。
赵巳阳主编《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外国人看长征》,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萧军《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红军长征》,《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5期,第44页。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张小鼎《<西行漫记>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红星照耀中国>重要中译本50年书话》,《图书馆学通讯》1988年第3期,第77页。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25页。
〔日〕石川祯浩《<红星照耀中国>各国版本考略》,乔君编译,《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11页。



军长征的著作。薄复礼有着跟随萧克所率领部队随行的经历①,其书写内容具有为红军长征“去魅”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完成战略转移,越来越多的西方观察者开始试图近距离了解红色中国

的真面目,更多的西方人士来到陕北根据地探访,一批相关的著作也陆续问世。如海伦·斯诺就化名为尼

姆·韦尔斯(Nym Wales)造访陕北,希望“发现了新的思想与新的人民”②,并出版《红色中国内幕》一书,打
开了渴求现代的中国读者急需的“世界视野”。美国传记作家史沫特莱也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到陕北,开始近

距离了解刚刚经过长征洗礼的红军将士们。她选择了以红军领导人朱德为对象进行写作。在陕北窑洞里,
史沫特莱尝试以宽广的维度,塑造一位红军领导人的革命经历,其中包括从阶层出身所进行的话语定位和论

述语境:“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

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③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观察的视角开始转向关涉中华民族危亡的抗战洪流中,虽然也不乏对

于中国共产党与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八路军等记载与讴歌,但对于长征的兴趣趋于平淡。让红军长征

在海外研究中升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全球左翼思潮的兴起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兴。
厌倦了美苏两极格局主导下的世界人民,将视野又回到中国,去探究红色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其中,不少外

国学者尽管怀着不同的立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有所差异,却不约而同地将研究兴趣聚焦于

长征,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展开浓墨重彩的书写,出版了一系列专著,掀起了红军长征

国际传播的第二次高潮④。
总体而言,国际传播中的长征因观察者在政治思想上自由无偏颇,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基础来自

于个人生命的体认与人生理想的追求。长征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性的转折,在域外人士眼中犹如一面

镜子,映照出的是一个异国的左派进步政党绝地求生的形象,投射的却是长征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者自身

欲望、愿景与理想⑤。在这些书写中试图打破西方社会对“红色中国”的原有印象和意识形态偏见,构建出一

个追求进步、向往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新形象。国际传播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构建虽然独具个性化,对中国人

民、中国共产党、左派进步势力始终怀着美好的情感,对中国持有友善的态度,希望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

能塑造出一个理想中自由民主的国度,因而对这一形象的想象介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之间。因此,国际传播

中所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虽受到中国进步事业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但思想的底色还是脱胎于美国教育的

结果,具有“他者”言说和“自我”言说的双重功能⑥。“斯诺们”在言说长征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同时,也言说

了注视者内心的渴望与诉求。
三 长征国际书写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呈现

长征的国际传播为海外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人士构筑了一个生机勃勃但又不仅限于苏式的,
还加入许多本土化内涵的“红色中国”,打破国民党新闻系统对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垄断,力图矫正

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偏颇形象,成为中国共产党形象构建的原初肇始。
首先,廓清迷雾见真容是国际传播者长征书写中呈现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最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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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由的长征》,法国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日本宾户宽的《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等著作。参见:师永刚、刘琼

雄《红军:1934-193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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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蒋介石组织几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宣传系统对于红军的动向及报道一直严加管控,由其统一发布

“围剿”进程及相关情况。随着战事的进行,宣传风向呈现出一边倒的局势,只有国民党“喉舌”发出的一种声

音,偶见有一些中立媒体的报道也存在着失实和偏颇。《大公报》上诸如长城《陕北匪区视察记》、徐盈赴江西

的行记等,或仍在红区周边眺望,或考察“旧红区”今貌。虽然上述报道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陕甘宁红区观察

的匮乏,但恰因文中渲染的各种道听途说的传闻,如“陕北共党的武力,最初便是由一些保贩烟土的‘烟匪’蜕
化而来”①,及关于中国共产党匪夷所思的描写,如“共党以人血涂马首,而塞杜马鼻,马呼吸困难,张口狂奔,
当者披靡,一时还有马吃人之谣”②等信息,客观上刺激了大众了解真实之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动向的欲望。

中国共产党形象在一批国际传播人士逐渐拨开国民党试图塑造的一元化长征叙事的迷雾中逐渐廓清。
随着美国驻华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中共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

大红军影响的宣传”③,以此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海伦·斯诺也认为:“毛泽东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希望

找到一个可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真相。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

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④经过深入官兵日常接触及调研,埃德加·斯诺逐渐对新进入的这块贫

瘠的土地和生活在上面的大量红军有了崭新的认识,形成了与他长期观察的“旧中国”迥异的“新中国”形象。
詹姆斯·贝特兰在对比国统区与红军长征后的陕北时曾谈到,“‘特区’物质条件艰苦、生活中有许多问题的

事实。但在我看来,人们普遍的热情和积极性大大地弥补了这些不足,这种精神在中国太罕见了”⑤。斯诺

把中国共产党“提到一个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改革者的地位。他还否定了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不

过是莫斯科操纵之下的傀儡的论调”⑥。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共产

主义。因此,他认为《红星照耀中国》不仅是在打破单一化舆论中捏造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同时也在形塑一个

崭新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海伦·斯诺则在著作中强调红军“正在为创造和革命而奋斗,正在为处于半殖民地

地位的死气沉沉的腐败的中华民族的净化而奋斗。他们是为主义而战的中国人,他们每迈出一步都在推动

着历史前进”⑦。
用对比来凸显红军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书写方式在塑造形象方面确实行之有效,陈云最早书写长征的

记述中也有重点的运用。在以国民党军士兵口吻的描述中就曾讲到红军的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官兵一视同仁,没有明显的等级之分,“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
饭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伕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

长”;“赤军领袖自朱毛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赤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赤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

扣军需者”⑧。在对比之下,国共两军军纪、两党党纪迥异的形象立体显现。
其次,革命理想高于天是国际传播者长征书写中呈现的宏大理想信念与具象化交织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长征的国际传播既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长征的波澜壮阔,更形塑了一批“信仰坚定”、“牺牲奉献”、“年轻

朝气”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特别是对于红军中的大量年轻官兵的塑造留下了一个个鲜活的、蓬勃向上的战

士形象与坚定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共产党员形象。
长征国际叙事着力彰显中国共产党“信仰坚定”的形象。跟随红二、红六军团的薄复礼非常肯定地将红

军领导者描述为“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

埃’”⑨,而非国民党垄断新闻报道中被斥之为的“匪徒”。刚结束长征的红军队伍与中国共产党给国际传播

者们留下形象鲜明的特征,即年轻与强烈的牺牲精神。关于年轻的特质,国际传播中有着为数众多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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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斯诺就谈到长征队伍中为数众多的“红小鬼”们,“少年部队是红军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红军中

数以万计的小鬼是革命之中的革命者”①,虽然他们几乎都曾经历过苦难,但“精神极好。……大人看到了他

们,就往往会忘掉自己的悲观情绪,想到自己正是为这些少年的将来而战斗,就会感到鼓舞。他们总是愉快

而乐观,不管整天行军的疲乏,一碰到人问他们好不好就回答‘好!’”②。然而,大概是由于“红小鬼”们太过

年轻,海伦·斯诺观察到苦难的经历并没有让他们垂头丧气,反而能清晰地“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

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只要这些少年能够得

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在建设新世界中得到起应有的作用的机会”③。“正因为红军是一支年轻的军

队,所以它才充满着力量、理想、牺牲精神和满腔热诚。……年轻不仅使红军充满了顽强的战斗精神,而是也

使部队充满了高度的聪明与智慧”④。被动的满足在中国是常见现象,然而像这样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暗示着

对生存的乐观态度的幸福感,却很罕见。基于这一层次观察,国际传播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形象有着更为饱满

的认知,甚至改变了对中国前途的旧有印象,因为“这些英勇的年轻人,没有人能不感到中国的人并不是生来

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⑤。
长征国际叙事塑造出中国共产党“牺牲奉献”的形象。红军集体活动中的表现给国际传播者们留下非常

难忘的印象,“红军的行动组织得如此严密,……他们总是在同一个时刻开始歌唱,他们的口号汇成一个声

音”⑥。与此同时,“他们脸上洋溢着似乎是从某种神秘的源泉中产生的无穷尽的幸福。你根本不会怀疑他

们对于自身的十分的满足。你会感到他们享受着生死与共的快乐”⑦。在海伦·斯诺的书写中,共产党领导

的红军战士具有某种超越个体存在的集体理想,即便生活条件艰苦,但却充满幸福感,她甚至认为他们是“中
国最幸福的人”。埃德加·斯诺把幸福、希望充盈在年轻人身上的原因归结为信念的坚定,“简单然而强烈的

信念,从形式上来说是很符合逻辑的信念,也是任何一支十字大军为了要加强精神团结、勇气、为事业而牺

牲———我们称之为士气的那种精神———都认为是必要的信条”⑧。“牺牲奉献”精神涤荡着经历长征的中国

共产党人,成为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成长里程碑式的象征符号。
长征的国际叙事构建出“洗净铅华”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年轻朝气与牺牲奉献两种形象的结合,既是代

表着经过长征洗礼的红军与中国共产党在大浪淘沙中留下精华的部分,又意味着面临艰难困苦的险境的一

支具备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的队伍已形成,共同构成红军长征中形塑一代新人的重要内核。年轻朝气意味

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队伍拥有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敢于革命的意志。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完成政治军事领

导权更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重获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既实现战

略转移,革命的重心转移到西北地区,也通过北上抗日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最终实现爱国和革命的双

重目标⑨。更为重要的是,长征历程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塑造产生的极大影响,推动了敢于奋斗、不怕牺

牲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的形成。在国际传播人士看来,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件事能与红军长征及长征中的

传奇事迹相比,埃德加·斯诺就曾把红军强渡大渡河与石达开渡河失败作对比,以凸显长征带给人们极为重

要的希望和信心。正是在亲自目睹众多战友的牺牲后,长征幸存者更能体悟到其所肩负的重大使命,激励

其勇于牺牲献身,为中国革命前途而奋斗。当海伦·斯诺了解到经过长征后抵达陕北的红军不到两万人时,
就曾下判断:“每一个红色战士都乐于战死,因为他相信,他的死将使他的革命事业朝最后的胜利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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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确实已经成为红军的信条……为下一步胜利的战略性组成部分。”①正是朝气蓬勃的年轻特质、对
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勇于牺牲的精神,让国际传播中的长征书写不断展现出坚定、勇敢、艰苦奋斗和牺牲

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形象,以及对中国革命未来的希望。迪克·威尔逊曾明确指出,正是在艰苦长征中,
年轻的红军队伍经受考验,锤炼出纪律性和献身精神,才“能将共产主义运动变成前进的动力,14年以后就

取得了全国胜利,……长征在性质上就由走投无路的撤退,变成走向胜利的序幕”②。因此,威廉·莫尔伍德

敏锐地意识到,长征形塑的“这代新人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就推翻了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伦理体系和政

治制度”③。长征的国际传播肯定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与长征精神的英勇无畏,在国际舆论中开始形成奋

进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第三,国际传播者书写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锤炼马克思主义思想素质、政治能力和意志品质于一体的训

练场,凸显日渐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
长征的国际叙事展现出饱经思想政治训练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书写中把长征认为是中国共产

党经历的“一所政治思想大学校”的训练,既让长征亲历者锤炼军事、政治和组织能力,又为中国共产党“在征

途中向千百万人播撒新思想的种子”④,长征成了“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⑤。经过长征后,中国共产

党很大一部分形象的构建通过红军及红军战士展示出来,这是一个激进的左派政党领导的无与伦比的长途

行军。“有人把它比作《圣经》中古代犹太人奔离埃及,比作汉尼拔挥师跨越阿尔卑斯山,比作拿破仑从莫斯

科撤退……但较之中国的红军长征,其规模如此之小,其所遭受的牺牲和成就的英雄业绩如此平平常常,简
直不能与红军长征相提并论”⑥。在国际传播人士看来,摩西是有神灵保佑,汉尼拔行军的艰苦主要是天气

严寒,拿破仑之退却也是为了避免覆灭,但早已料到其结局。只有红军长征,虽不断溃退似乎不可能成功,但
却胜利结束。这样的中西比较十分宏大,极具英雄主义色彩。比较而言,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的描述更

加生动、真实,从细微之处竭尽所能烘托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共产主义政党与军队,构建了一个鲜明、生动的中

国共产党形象。他以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他者”之口,高度赞扬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成绩,描写中央红军

从江西行进至四川天全、芦山,历时八个月、途经六个省的经历,在极端困难中夹缝求生,既因官兵团结一致,
为国内任何军队无法比拟;又根植于人民之中,民众给予红军以大力支持和帮助;还依赖红军领导人的英明

指挥,“赤军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毛
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⑦。

长征的国际书写中呈现出经历政治斗争训练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在战斗的间隙,红军每占一个城镇,就
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重“征”富人,解放许多“奴隶”,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的财产,
把他们的财物分配给穷人。有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红军解释了土

地革命的目的,他们的抗日政策。他们武装了千千万万的农民,留下干部来训练游击队,从此使南京军队疲

于奔命。“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
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⑧。英国学者罗杰·霍华德在《毛泽

东与中国人民》中也认为:“军队也开始在农民中间发挥政治教育的作用,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

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

有制的运动,使广大的农村都开始走上红军的道路。”⑨海伦·斯诺则强调经历长征锤炼的红军战士具有极

强的适应性,“是一切中国人中最优秀的分子”,是“正在为创造和革命而奋斗,正在为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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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第47页。
徐占权《解读长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页。
王应一《西方学者谈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党史通讯》1986年第9期,第29-35页。
北京日报《星火征程》,北京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
〔美〕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王恩光等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徐占权编著《解读长征》,第444-445页。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第88页。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81页。
〔英〕罗杰·霍华德《长征中的毛泽东》,胡学举译,《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2期,第132页。



气沉沉的腐败的中华民族的净化而奋斗”①,是为主义而战的中国人,是历史的重要推动者。
长征的国际书写中展现出经历意志品质训练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抗战时期进入陕北的国际传播者在长

征书写中也不约而同地呈现中国共产党经历马克思主义锤炼的新形象。王安娜在著作中写道:“长征是艰苦

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

自然条件,需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②“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③英国学者迪

克·威尔逊更是把长征看作是“生存的史诗”,不仅“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还将长征塑造为“各
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④,作为全人类精神价值的典范。基于此,
国际传播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抱有期许,近代以来西方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自从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红军完成了长征的战略转移,“巨人中国醒了”,苏醒的中国不仅冲击着旧中国的格局,也开始“震撼

着世界”,改变世界的格局。
四 结语

长征已然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在国内外叙事中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从而塑造出中国共产党坚贞不屈的政党形象与“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长征精神,奏响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

沉沦到复兴的历史强音。
首先,长征国际传播与长征符号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形象构建初步形成,塑造了一批不屈的先知先

觉者。长征既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在面对国民党“围剿”之下的坚韧不屈、抗争到底的精神,又与面临日

寇入侵,红军北上抗日、抵御外侮,赢得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国内形势的转换紧密联系起来。长征符号在

国际传播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蕴含着坚毅不屈、责任担当的

精神,体现出中华民族即便在“艰难困苦”的危难关头,仍旧“玉汝于成”的决心和毅力。
其次,一批对中国问题客观加以研究和叙述的外国学者和观察家,对“崛起”中的中国系统论述,向世界

展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现实与未来世界中的地位。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外国人对中国的客观、深入研

究,既丰富了构建一个和谐、奋进的现代中国形象,又可以弥补中国本土学者在世界上话语权主导力的薄弱。
同时,除了这一批海外汉学者的论说之外,还需要加强中国本土研究的主导力量,剥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
后殖民主义等色彩,多角度、多层次、多视野地对现代中国进行客观的、真实的研究,作出一批令人信服的研

究成果,争取国家形象传播中的主动权。
最后,通过长征的国际传播及其反响,可以视为合理利用国际媒介宣传和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开端。

借助域外他者的眼光观察和客观书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意识形态的偏见,突破认同上的差距,“意识形

态认同是政党获得力量的根本所在”,“意识形态的变化可以引起一个政党自我认同的变化甚至造成分

裂”⑤。国际传播人士所编著的涉及长征等中共党史著作的大量出版,在国际社会形成了以长征为主题的中

国问题研究的新高潮,展现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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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批判哲学与超越问题
———基于形而上学的视角

张志伟

  摘要:“超越”(transzendenz)构成了古典形而上学的“生死难题”。康德不仅是形而上学的批判者,也是形而上

学的建设者,其思想正处在形而上学兴衰史的关节点上,其哲学中transzendental(先验的)与transzendent(超验的)
这两个关键词就与形而上学的超越问题密切相关。在形而上学的背景下,康德批判哲学的体系试图“调和”超越与

内在,其批判哲学体现为某种从“绝对的超越”向“内在的超越”的转向,从而决定了形而上学的“命运”:形而上学在

德国古典哲学中完成,也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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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Transzendenz)构成了古典形而上学的“生死难题”,几乎可以说,“超越”成就了形而上学,也终

结了形而上学。康德不仅是形而上学的批判者,也是形而上学的建设者,其思想正处在形而上学兴衰史的关

节点上。其哲学中的transzendental(先验的)与transzendent(超验的)这两个关键概念即与形而上学的超越

问题密切相关。本文在形而上学的背景下,通过梳理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体系来探讨其中的超越问题。或问:
超越问题的意义何在? 在笔者看来,超越问题不仅对康德构成了挑战,在今天对我们也同样构成了挑战。虽

然形而上学在黑格尔哲学中得以完成也因此而终结,但是正如康德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形而上学误入歧途

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的理想没有意义,而“超越”显然是形而上学最高也是最成问题的理想。的确,我们这个

时代是一个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超越”问题无关,因为虚无主义乃

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此而论,反思康德哲学的问题,也是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
一 形而上学与超越问题

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两大源头。公元1世纪左右基督教诞生,从公元2世纪开始,由于

种种原因基督教与希腊哲学逐渐融合,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基督教神学与希腊哲学相互融合的产物,
甚至可以说其主要是在经院哲学中孕育的。经过17世纪近代哲学主体性或自我意识原则的“洗礼”,形而上

学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最终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成熟”亦由此而告“终结”。
我们通常把巴门尼德的哲学称作形而上学的萌芽,把亚里士多德看作形而上学的奠基者或开创者,然而

作为一门学科的形而上学是随着亚里士多德哲学被引入中世纪经院哲学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在经院学者们

对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①的解读中,《形而上学》逐渐从一本书到一门课,大约在16、17世纪时成为了一

门学科。按照一般哲学史的记载,形而上学在笛卡尔那里被看作人类知识的基础②,大致在这个时期形而上

学成为了哲学的核心学科。在这门学科的形成过程中,虽然古希腊哲学是开端和基础,但是形而上学作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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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却是在晚期经院哲学中才逐渐成形的,故而海德格尔把形

而上学称为“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①。
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越”(Transzendenz)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超越”(Transzendenz)源自拉

丁文trans(超越)和scandere(攀升、上升),字义为胜过、超越,或与某种界限分离,与“内在”(Immanenz)
相对,意指“超越某种决定性界限而存在的东西”。在中世纪哲学中,上帝是超越的,因为他超越了这个世界

的一切有限性,甚至超越了概念思维的范围②。就此而论,超越,尤其是绝对的超越,是基督教神学对于形而

上学的贡献。由于在人的有限性与绝对的超越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与希腊哲学的融合似乎使基

督教神学看到了在信仰之外通过哲学通达超越的可能性,然而哲学的超越从来不是绝对的超越。
哲学与宗教皆与人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从而向往无限和永恒的终极关怀有关,因而“超越”乃哲学与宗

教的“应有之义”。不过哲学在一般意义上基于“此岸”的理性,宗教则往往属于“彼岸”的信仰,因而希腊哲学

中的“超越”与基督教神学中的“超越”有所不同。对古典哲学来说,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构成了知识的基本

前提。早期希腊自然哲学主要依据感觉经验来探寻自然万物的本原(arche),巴门尼德则在思想与存在之间

寻求同一性,面对智者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挑战,柏拉图以理念论为知识确定了基础。策勒

指出:“总的说来,柏拉图理念论以这样两个主要观点为基础:如果理念不存在,真正的知识是不可能的,而且

真正的实在也是不可能的。这两个观点是重叠的,在柏拉图的阐述中也是交错在一起的。”③从某种意义上

说,柏拉图以理念论为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奠定了基础,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一直延续到黑格尔。如果哲学

是关于宇宙万物之整体存在的“静观”(theoria)④,那么知识的可能性乃以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其前提,这
关涉到两方面的“超越”问题:一方面是思想对于感觉经验的超越,另一方面是存在对于思想的超越。哲学家

们的解决方式是:思想超越了感觉经验,从而能够静观存在,而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前提是,存在即思想

(理念)。因此,希腊哲学所讲的“超越”不同于基督教神学的“绝对的超越”。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晚期希腊哲学全面转向了人生哲学(伦理学),然而在与基督教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但是由于基督教神学与希腊哲学的融合,使得思辨的火种在基督教中得以存续,在哲学中当然也就渗透了基

督教神学的因素,形而上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于经院哲学中逐渐形成的,因而超越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与

基督教哲学密切相关。经院哲学追问的问题是基督教神学或信仰的问题,但是思考超越问题的方式却是哲

学的(理性),两者之间的矛盾最终使基督教哲学调和理性与信仰的工作陷入了困境。晚期经院哲学中唯名

论的兴盛便是证明:如果上帝是绝对的超越,那么就不可能是思想的对象。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以及近代

哲学的诞生,笛卡尔的二元论一方面确立了主体性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仍然没有放弃古代哲学的客观性原

则,简言之,知识在心中而对象在心外,这相当于在思想与存在之间出现了断裂。康德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彻
底贯彻笛卡尔开创的主体性原则,尝试在主体性的基础上建构形而上学。

在某种意义上说,形而上学的转折与衰落,与回答超越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密切相关,其中

康德哲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

看上去康德哲学也是二元论的———康德承认外部事物的客观存在,但是他以悬搁事物自身的方式,完全

从主体的角度构造了一个“纯粹理性的体系”,也即一个自我意识的体系。这里的“自我意识”不同于单纯的

“自我”,也并非隔绝于经验世界的主体,而是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统一。显然,把被笛卡尔分离开的心灵

与物体,即知识与对象重新统一起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康德将笛卡尔的我思(自我)改造成了自我意识,将
世界作为知识的对象纳入到自我之中来,这项艰巨的工作乃基于康德对“先天性”的重新解释。

康德的自我意识包括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先验自我(或先验我思、先验统觉)作为意识的自身同一性

构成了一切经验和知识的最高的先验根据,经验自我包括感觉经验以及意识的活动,先验自我通过一套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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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以及沟通知性与感性的先验想象力)作用于经验自我,它们是综合统一杂多表象的先天认识形式。《纯
粹理性批判》中关于范畴的先验演绎的目的是证明知性范畴构成了经验和知识的先天条件,反过来说就是,
如果没有范畴我们不仅没有知识而且也没有经验(对象)。所以康德意义上的自我意识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

内在性,或者说扩大了自身的内在性,也包括经验世界于自身之中,从而将被唯理论与经验论隔离于意识之

外的对象“还给”了意识。就此而论,先验自我通过先天认识形式(知性范畴)而实现了经验世界的统一性,或
者说,经验世界的统一性或现象的统一性乃源于自我意识的统一性。

只有一个经验,其中一切知觉都被表现为处在普遍的且合规律的联系中,就像只有一个空间和

时间,显象的一切形式和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一切关系都在其中发生一样。当人们谈论不同的经验

时,这只不过是不同的知觉罢了,这是就它们都属于同一个普遍的经验而言的。也就是说,种种知

觉普遍的和综合的统一性恰恰构成了经验的形式,它无非就是显象按照概念的综合统一性。①

由此,康德将先天性解释为“先验的”(transzendental):所谓先天认识形式并非来源于经验,乃是同时构

成了经验的先天条件的东西。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先天认识形式既是经验和知识的条件,也是对它们的限

制,我们只能认识经验对象,无论是意识之外的事物自身,还是意识之中作为最高的先验根据的先验自我,都
不是认识的对象。康德通过这种不可知论一方面强调了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亦为形而上学的超越理想留

下了余地,把形而上学的根本理想从认识领域转移到了道德领域,但也因此面临着新的难题。
康德重新区别了本体与现象:关于自然我们的确可以形成科学知识,但是我们所认识的自然不过是现

象,而现象之为现象毕竟不是终极之物,在现象之外总要有引起现象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本体”。对于

形而上学来说,现象是感觉之物,本体则是思想的认识对象,而在康德看来,本体的确是思想的对象,但却不

是认识的对象,因而只是一个消极意义上的“界限概念”,它标志着我们认识的界限,其积极意义仅在于实践

理性的领域,唯有自律的意志具有本体的地位。然而,尽管形而上学以本体作为认识的对象是成问题的,但
是它们的理论自身是可以自洽的:本体是现象存在的基础和根据,现象则是本体的显现。而在康德哲学中,
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却是难以自洽的,这不仅体现在本体仅仅是思想的对象因而是不可知的,而且本体与

现象分属两个服从不同法则的领域,现象并非本体的显现:经验世界作为现象界服从的是知性的自然法则,
作为本体的意志所遵守的理性法则是对于人类理性这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表现为“应该做什么”的道德法则。
这意味着现象界服从于自然法则而并不服从道德法则,出于道德法则的道德行为一旦出现便落在了现象界

中从而受自然法则的制约。倘若如此,不仅道德行为是不可能的,而且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亦不可能形成统

一的“纯粹理性的体系”。解决这个难题,是《判断力批判》中合目的性原理的任务。
康德认为,对于我们的全部的认识能力(理论理性)来说,在“超感性的东西”上面,“既不能为知性概念也

不能为理性概念拥有一个用于理论认识的领域”,“我们的理论知识丝毫也没有由此扩展到超感性的东西上

面去”②。虽然如此,当意志作为自律的本体时,它就是超感性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作为感性东西的自然概

念领域和作为超感性东西的自由概念之间有一道明显的鸿沟,以至于从前者到后者不可能有任何过渡,就好

像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前一个世界不能对后一个世界有任何影响。但是,后一个世界毕竟应当对前一个世

界有影响,因为自由概念应当使通过它的法则所提出的目的在感性自然中成为现实。“因此,自然必须也能

够这样来设想,即它的形式的合法则性至少与要在它里面造就的目的按照自由法则的可能性相协调”③。这

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寻求过渡的可能性。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弥合鸿沟,使
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过渡”成为可能的“中介环节”就是判断力,不过不是规定的判断力,而是“反思的判

断力”。区别于规定的判断力,反思的判断力有一个范导性的先验原理———合目的性原理。当我们把由自然

的机械因果律统治的自然“看作”是一个合目的性的统一整体时,道德法则作为人类理性的动机而做出的目

的活动,与服从于机械因果律的自然,便有可能协调一致,至少一个遵从道德法则做出的道德行为在服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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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则的自然界中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很显然,这不是仅凭人类理性自身就可以实现的。实际上,当康德

称判断力的作用是“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环节”的时候,问题并不仅仅是“过渡”,我们似乎不能

简单地把判断力看作是连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第三者”,它实际上涉及到对康德批判哲学作为“纯粹理

性的体系”的整体理解。具体说来,它涉及到自然的整体统一性,庄振华教授称之为“世界的根本秩序”问
题①。

康德揭示了形而上学误入歧途的要害:试图以某种先验原理(自由因)来弥补经验原理的局限。按照康

德的看法,我们在自然界中能够发现的只有自然因果律,以某种先验原理来解释自然宇宙是没有根据的,于
是他对于形而上学的自由因做了实践理性的解释。然而如前所述,康德以自我意识的统一性作为现象的统

一性的根据,但是如果现象仅仅服从于自然因果律,那意味着这个统一性仍然是需要解释的,而更重要的是,
实践理性的自由的因果性与理论理性的自然的因果性如何协调一致的问题。如果道德法则只能影响思想

(动机)而不能决定身体(行为),它们分别由两种不同的法则支配,那么作为自由的因果性的“自由因”便不能

成为处于自然法则限制下的行为的真正原因。于是,康德以反思的判断力要求合目的性作为范导性的先验

原理,以有机体作为“例证”,论证了自然的合目的性可以作为我们看待自然的一种方式,既说明了自然具备

满足实践的目的活动的条件,亦由此而使自然成为了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整体,从而使“纯粹理性的体系”得以

完成。如前所述,自然亦即现象的统一性来自先验自我的统一性,然而仅仅服从于自然因果律的自然并不是

一个统一的“整体”,形而上学面临的难题同样摆在康德的面前。如果我们可以把自然看作是一个像有机体

一样的目的论的体系,那么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原理就不仅仅是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环节”,而且

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结构乃是 “覆盖”到自然的合规律性之上的“世界根本秩序”,由此自然才是一个统一的整

体。既然自然是一个合目的性的整体,我们就可以追问这个合目的性的整体的最高目的以及创造的终极目

的。按照康德的看法,自然的目的论体系的最高目的是人的文化。如果要进一步完善这个目的论的体系,我
们还必须解释这个“最高目的”的目的,它必须是无条件的超感性的东西,因而不能是自然中的任何有条件的

东西,所以康德称之为“创造的终极目的”,这就是人类理性中的德性。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而无条件的德

性需要上帝的存在,所以自然神学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有一种伦理神学。对康德来说,若非如此我们就不

能解释清楚实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自由如何是纯粹理性的体系的“拱顶石”,乃至道德如何既是

可能的也是现实的;更进一步说,形而上学如何是可能的。
康德试图构建的形而上学与以往形而上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仅仅引入某种形而上学的自由因作

为自然的充足理由,而是把自然之整体看作是一个目的论的体系。对人类理性来说,自然从来不是单纯的自

然世界,人的世界是一个“文化世界”,这个“文化世界”指向一个“道德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理性的

体系”最终体现为一种道德目的论。
那么,康德是如何解决超越问题的? 这与康德对于transzendental与transzendent的区分密切相关。
三 先验与超验

如前所述,形而上学虽然历史悠久,但却是很晚才“成熟”的学科,它诞生于希腊哲学,孕育于经院哲学,
成熟于德国古典哲学之中。

形而上学在经院哲学晚期形成了两个分支,即普遍形而上学与特殊形而上学,康德执意在transzenden-
tal与transzendent之间做出区别,乃源于他对于形而上学这两个分支的批判反思。但凡了解康德哲学的人

都大致知道这两者的区别,但是在如何翻译这两个概念的问题上学界存在着长期的争论。相对而言,“先验

的”和“超验的”是比较流行的译名。
在拉丁语中,超越(transcendere)多与“内在”相对,如果主体/意识/经验是“内在的”,那么“超越”即超越

于主体、意识、经验之外,所以在康德哲学中,transzendent通常译作“超验的”,transzendental则译作“先验

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的transzendental(先验的)乃是超越与内在的“调和”,其创意在于把transzen-
dental的主要含义看作是独立于经验同时构成经验之条件的先天认识形式,由于它们并非源于经验,因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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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验是“超越的”,但由于它们作为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并非外在于经验,而是使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
所以也可以说是“内在的”。窃以为transzendental在康德这里之所以仍然具有“超越的”的含义,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是它们并非仅仅是“属人”的,故而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和“理性为自身立法”不能被说成“人为

自然立法”和“人为自身立法”①。
康德区别了transzendental与transzendent,但这并不意味着transzendental没有“超越的”的含义,同样

亦不意味着transzendent没有积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将transzendental译作“先验的”,的确难以体现

其中“超越的”含义,更何况康德也在“先验对象”、“先验原理”等含义上使用transzendental,而在这些概念中

“超越的”的意思是明显的,这或许是人们不满意“先验的”译名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超越”(Transzen-
denz)是形而上学的根本诉求,transzendental的主要含义仅仅是经验和知识的先天条件,而且构成了对经验

和知识的限制,即使含有超越的成分也不可能满足形而上学的理想。须知,康德哲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经验

和知识的限制为形而上学之超越的理想留有余地:
超出经验对象之外,因而关于作为本体的事物,思辨理性就被完全正当地剥夺了一种知识的一

切积极的东西。……思辨理性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它保全了本体的概念,亦即保全了思维这种本

体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而且举例来说,它从消极方面来看针对一切责难拯救了自由,亦即假定与

纯粹理论理性的那些原理和限制完全相容的自由,却对于这样的对象没有提供任何确定的东西供

认识,因为它毋宁说完全切断了这方面的一切希望。②

康德把希望留给了实践理性,他领着我们“绕圈子”,以自由的可能性显示道德的可能性,反过来以道德

法则的实在性证明自由的实在性,并且通过自由“复活”了形而上学的超越对象:
自由的概念,就其实在性通过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置疑的法则得到证明而言,如今构成了纯粹

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一个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而作为纯然的理念在思辨理性中依然没有

支撑的其他一切概念(上帝和不死的概念),如今就紧跟它,与它一起并通过它获得了持存和客观的

实在性,也就是说,它们的可能性由于自由是现实的而得到了证明,因为这个理念通过道德法则而

显示出来。③

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将形而上学的自由因落实到了实践理性的意志之上,从而为transzendent开辟了

新的积极意义。然而,如果transzendental出于理论理性,transzendent出于实践理性,这是不是说超越都出

于人类理性,只有所谓“内在的超越”而没有“绝对的超越”?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仅就道德法则而论,康德一

向强调道德法则是对于一切有理性者普遍有效的法则,“因此,这条原则并不仅仅局限于人,而是涉及一切具

有理性和意志的有限存在者,甚至也包括作为最高理智的无限存在者在内”,只是对于前者而言法则具有命

令式的形式而已④。但是,无论有限的理性还是无限的理性毕竟都是理性,而且康德不是从“最高理智的无

限存在者”,即上帝的角度,而是从人类理性的角度“推测”或“引出”超越性,他始终恪守超越的形而上学是不

可能的立场,所以从“绝对的超越”的角度看,康德的所谓超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超越,至少不能满足基督教

神学的“绝对的超越”。
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超越以超越与被超越者的等级秩序为基础,这意味着这个等级秩序是断裂的而

非贯通的,因而超越与内在是矛盾关系。康德试图“调和”超越与内在,然而在传统形而上学看来,“内在的超

越”是明显的悖论,所以康德的调和并不成功⑤。虽然如此,康德的“调和”却影响深远,使得“绝对的超越”逐
渐淡出哲学,他将笛卡尔开创的主体性原则贯彻到底,尝试从主体的立场出发构建形而上学,从而解决超越

的难题。大致可以说,类似从“绝对的超越”转向了“内在的超越”,这对于其后继者尤其是黑格尔完成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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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体系构建工作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总而言之,康德的“转向”既凸显了“绝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也凸

显了“内在的超越”的难题,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而决定了形而上学的“命运”:形而上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完

成,也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终结。
“超越”与“内在”相对,其中隐含着两个方面:人的有限性与对象的超越性。基于人的有限性,超越于人

的对象或境域是“绝对的超越”,然而超越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人在寻求通达超越对象或境域的方式。如果我

们要在哲学与宗教之间划一道界限,哲学要求保持其自身为“此岸”,宗教则始终指向“彼岸”,那么形而上学

作为基督教神学与希腊哲学的融合则是“跨界”的。就此而论,近代哲学因为主体性的原则而逐渐使形而上

学回归了哲学的立场。由此观之,无论正面还是负面,无论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康德对超越的重新解释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 结语

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从“绝对的超越”向“内在的超越”的转向,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试图克服虚无主义

的工作终将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康德本人似乎并没有直接讨论虚无主义的问题)。雅可比揭露康德哲学将导

致虚无主义,自有其道理①,然而康德意识到“绝对的超越”在哲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转而寻求某种“内在的

超越”,这毕竟也是克服虚无主义的一种尝试。其实,自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欧洲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

社会转型,轴心时代形成的各个文明理念就开始没落了,与虚无主义的遭遇是迟早的事。就此而论,如果我

们不能接受科技文明时代虚无主义的后果,又无法持守纯粹的信仰,那么康德哲学就是我们可以不断返回去

思考的理论资源。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如何才能走出“布里丹驴子”的困境,在形而上学和虚无

主义之外另辟蹊径,寻觅一条生路,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

KantsCriticalPhilosophyandtheProblemofTranscendence

ZhangZhiwei
Schoolofphilosophy RenminUniversityofChina Beijing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transcendence constitutesthedilemmaoflifeanddeath ofclassicalmetaphysics Kant
isnotonlyacriticbutalsoabuilderofmetaphysics Histhoughtisatacriticaljunctureinthehistoryof
theriseandfallofmetaphysics Andthetwokeywords transcendentalandtranscendent inKantsphi-
losophyarecloselyrelatedtotranscendenceofmetaphysics Inthecontextofmetaphysics thispaperat-
temptstoexploretranscendencebysortingoutthesystemofKantscriticalphilosophy inordertoshow
thatKanttriestoreconcile transcendenceandimmanence Also hiscriticalphilosophyisembodiedina
certaintransitionfromabsolutetranscendence toimmanenttranscendence  whichdeterminesthe
fate ofmetaphysics metaphysicswascompletedinGermanclassicalphilosophyandalsoendedinGer-
manclassicalphilosophy 
Keywords Kant criticalphilosophy transcendence transcendental transcendent meta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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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与现代科学架构模式
庄振华

  摘要:广义现代科学在大致相近的几个世纪中纷纷出现,遵循大致相同的架构模式,即以一些为各自领域自辩

的核心条件为基准,从它们向具体科学事实演绎,铺陈出巨大而严密的知识系统。这样的知识系统服务于现代生

活的自我巩固,既有无限的拓展能力,又因自居真理而有自我封闭的危险。黑格尔《逻辑学》在阐明科学的“古今之

变”的基础上,在逻辑科学的高度系统地讨论了现代科学的根基、成果、实质和出路。他由此呈现出的现代科学架

构模式,有利于启发现代科学的自我反思,避免科学精神走入封闭化的误区。

关键词:黑格尔;现代科学;公理化演绎系统;二元设定

DOI 10 13734 j cnki 1000-5315 2023 0214

收稿日期:2023-05-2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黑格尔逻辑学视域下现代理性的自我调适研究”(20BZX090)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作者简介:庄振华,男,湖北汉川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E-mail zhh_zhuang@gmail com。

广义的现代科学(以下简称“现代科学”)包含以“科学”自居或自律的现代各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

科学,它是类似于福柯所谓“知识型”(épistémè)的一种知识整体建制,或者说是以一种相当一致的架构模式

为基础的。在现代科学中,自然科学虽然居于典范地位,它的公理演绎模式也成为上述架构模式的典型代

表,但其他科学也并非将自然科学的“范型”简单套用到社会、人文领域而成,而是与自然科学同为某种更广

泛的科学运动的成果:它们是近代早期大致相近的几个世纪里,上述架构模式在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

方面凝结而成的产物。我们不禁要问:现代科学何以在这些领域纷纷兴起? 现代科学的“现代性”究竟该如

何把握? 现代科学架构模式的实质与出路何在?
在《逻辑学》一书中,黑格尔一方面意识到现代科学偏离前现代科学而发生的转变,并从逻辑科学的高度

论述这一转变,另一方面他对于现代科学的“本质论”根基、“现象世界”巨大成果、“本质性对比关系”实质与

“现实性”出路均有西方哲学史上罕有其匹的精到论述,堪称现代科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一部“密码本”。
这些论述至今对于科学史研究乃至科学研究本身仍然极富启发。下文中我们先从现代科学架构的产生过程

中寻索其机理,再借助《逻辑学》中的相关文本,考察黑格尔眼中科学的“古今之变”,最后简述该书对于现代

科学架构模式的前述各方面问题的抉发。
一 现代科学架构的出现

现代之为现代,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科学的支撑与证实;而现代科学之为现代科学,又反过来需要仰赖

其迥异于古代、中世纪科学①的现代性特质为其开疆拓土。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时代短短几个世纪的

时间里,我们发现大致相同的现代性特质在自然科学、经济、政治乃至历史、军事等领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崭

露头角。这个特质便是:各领域中若要成立“科学”,作为其对象或主题的那一类物质、行动、思想便必须“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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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然,如果仅仅认同现代科学架构模式,不承认前现代的架构模式具有“科学性”,那就不存在“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了。本文并不采取

这种狭窄的立场,虽然这种立场也很常见。



魅”,脱离“隐秘的质”(qualitasocculta),化为人类思想可加以规律化、公式化的可通约的质,于是“物质本

身”及其“背后驱动者”这类实体性概念便从科学家视野里消失,运动、力、速度、价值、比例这类关系性概念或

功能性概念便成为科学的基本要素。我们不妨以自然科学与政治科学为例,看看这种现代性特质的具体表

现,由此初步透显其架构模式。
先看自然科学。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rer)在文艺复兴研究界久负盛名,他撰有科学史

与思想史名著《近世哲学与科学中的认识难题》(四卷本)。他在该书中就现代科学的概念说过:“科学概念如

今不再显现为对物的实存的模仿,而显现为现实事物内部种种秩序与功能结合体的符号。”①比如“率先从存

在(Sein)迈向活动(Tätigkeit),从实体概念迈向功能概念的乃是现代物理学”②。这就是说,在现代科学这

里,“事物本身如何”的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探究的③,真正重要的是“人看到事物如何”,即在人

的理智看来,事物如何通过它们的相互关联(比如运动中的相对关系,即卡西尔所谓的“活动”)以及它们在这

张巨大的关联之网上的功能。这类关联与功能呈现为一个坚固密实的结构体,而这个结构体在科学中便被

表述为种种定理、公式、学说。
众所周知,伽利略的理论就是文艺复兴科学运动中数学-物理学的典范。他以功能函数、关联取代以往

流行的实体、事物④。他认为功能概念先于事物概念,相形之下,不仅具体事物的特质不重要,连它的定在

(Dasein)也不重要⑤。秉持这个原则来看,并非我们直接观察到的一切都值得科学来关注,都算得上“科学

事实”,比如在伽利略看来,“并非基于某种直接观察的所谓见证的一切,都可以在这种见证面前充当科学意

义上的事实(Faktum)。只有与全体现象的系统连接和协调一致才能决定单个‘事态’(Tatsache)的价值:但
要想检验这种协调一致,我们必须拿特殊情形与普遍而系统的诸原理相对照”⑥。实际上,自然界的一切东

西要想进入科学(即具有“科学性”,从而具有“真理性”),其“准入门槛”都是在被知识化之后,必须在这个更

大的知识网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我们详审各门自然科学的知识网络,会发现它们是一个个严整的公理

演绎系统,也就是像“涟漪”一般,围绕一些奠定该系统之基础并为该系统“自辩”的公理而逐步演绎出一大批

定理与命题,而这些定理与命题再与具体的科学事实对接。公理、定理、命题与科学事实之间又形成相互证

成的关系:前三者是科学事实的科学依据,缺乏科学依据的科学事实仅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能向世

人证明其如此这般发生的必然性,因而不具备科学性;而科学事实则是对前三者的证实,缺乏证实的公理、定
理、命题会沦为不具客观实在性的主观构想。这样一来,各门自然科学便构成一个个相对自足并自我证成的

知识结构。现代人惊喜地发现,这种知识结构完全可以充当使他们得以傲立于世乃至“支配”世界的法宝:世
上万物要么被纳入这个结构之中,成为对现代人“真理在握”这一信念的“证实”,要么因无法纳入这个结构之

中而被判为“蒙昧”、“迷信”或“非科学”。
再看政治科学。我们且以霍布斯的《利维坦》为切入口。西方现代政治以该书的构想为基本范型,以上

包教会、下纳人民的“巨兽”型主权国家为根基,使得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立足其上,国家一切事务均以对

这种主权的承认为前提。近世学者对于《利维坦》的评价,以批评其持有霸道强硬的“国家主义”和赞扬其埋

下“自由主义”的种子这两种声音最为响亮,或者说基本上摆荡在这两类评价之间。然而这些评价若不追溯

到“政治科学何以成为科学”这个问题上,或者说若不追溯到政治科学在传统势力重围之下如何为自身的独

立性与科学架构奠基这个问题上,便难免沦为浮泛之论。而霍布斯在此书中的贡献,也不在于具体的制度设

计(他的设计在后世几乎都经历了极大变形),而恰恰在于他直面并系统地回答了上述问题。
霍布斯十分忌惮那些片面强调人民自主性的看法,这类看法包括:人们自行判断事物是否合法;人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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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stCassirer DasErkenntnisprobleminderPhilosophieundWissenschaftderneuerenZeit ErsterBand Berlin VerlagBrunoCassirer 
1992  3 
ErnstCassirer DasErkenntnisprobleminderPhilosophieundWissenschaftderneuerenZeit ErsterBand 77 
这样的信念,后来在康德关于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学说中获得了哲学上的论证。

ErnstCassirer DasErkenntnisprobleminderPhilosophieundWissenschaftderneuerenZeit ErsterBand 402-403 
ErnstCassirer DasErkenntnisprobleminderPhilosophieundWissenschaftderneuerenZeit ErsterBand 409.
ErnstCassirer DasErkenntnisprobleminderPhilosophieundWissenschaftderneuerenZeit ErsterBand 394.



出于自愿而服从国家命令;私人所有权可排斥国家对财物的主权;对于臣民判定的无道昏君,臣民可杀戮之;
国家的主权可以分割①。在他看来,臣民的自由是有限度的,“正如人们为了取得和平并由此而保全自己的

生命,因而制造了一个人为的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一样,他们也制造了称为国法的若干人为的锁链,并
通过相互订立的信约将锁链的一端系在他们赋予主权的个人或议会的嘴唇上,另一端则系在自己的耳朵上

……臣民的自由只是相对于这些锁链而言的自由”②。表面看来,这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难道不是一种令

人窒息的国家主义吗? 然而霍布斯的志向根本不是直接基于欧洲中世纪留下与近代兴起的政治局面之上,
在国家与人民这两极之间争一时之短长。在他看来,当时欧洲的邦国与王国都只是一些大型氏族,根本不符

合他心目中的国家形象③;他也担忧自己的主权者学说与西方世界的政治实践相去太远,很可能费力不讨

好④。他要完成政治本身的科学化,需要在全新打造的政治空间中实施他的计划。他所谓的主权,体现为一

系列国法与国家信约⑤,乃是像自然科学中的公理一样,奠定政治科学“基本盘”或“舞台”的一些核心要素。
人民的一切活动,包括对君王的好恶乃至反抗,都必须基于主权之上才有意义。比如对于主权者可能向臣民

提出的自杀、绝饮食、断呼吸、摈医药等荒谬的要求,臣民当然有不服从的自由⑥。但须知这些也都必须以主

权的挺立为前提,因此霍布斯说国家的理性原理“使国家的结构除开受外在暴力的作用以外永远存在”⑦。
臣民没有拒绝建立主权的自由,只有其他的自由⑧。基于这样的考虑,霍布斯对那些温情脉脉的试图以国家

权力讨好民众的主观喜好的做法并无好感。他明确指出,其实不必对民众出于畏惧而服从感到大惊小怪,这
乃是服从主权者的常见方式,不要以为出于畏惧死亡和暴力的信约便一律无效⑨。

综观整部《利维坦》,撇开为全书提供人类学根据的第一部分之外,霍布斯将绝大部分篇幅都放在两个事

项上:一是从多方面反复强调主权的不可颠覆性,二是在主权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之间建立起系统的关

联。前者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公理,后者则类似于公理通过大量定理、命题而向政治科学事实进行的具体演

绎。而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一科学架构,贸然给《利维坦》的政治扣上“霸道”或“宽和”、“国家主义”或“自由主

义”这些帽子,那无疑是极不科学的做法。
现代经济运行的机理与此相同。现代经济的运行以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价格与价值的逐步脱离,以及

与此同步的商品的诞生、经济社会的建立为前提,交换价值、价格、商品、经济社会虽然都是一些与现实物品

有距离且抽象的存在,但它们却反过来构成人类生活的根基,包括人的自由、价值、成功、幸福在内的现代社

会一切要素都要在这个根基上才有意义。从科学说理的角度来看,与政治科学中一切都以主权与政治本身

的维持为最高准则类似,经济科学中一切要素也都围绕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运行方式走向偏执便是物

化与异化。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自然科学、政治科学、经济科学这些专门的科学领域以一种远离“真实生活”的方式在

运行,而我们生活的其他部分仅仅接受科学的“服务”,在实质上依然不改其生动鲜活性,其实生活的其余部

分也都被科学化了。社会生活中职业生涯、规章制度、媒体舆论等所起的作用,同样是社会本身的“自辩”,它
们虽然完全只由民众造就,却又反过来成为民众生活的形塑者。任何人要进入社会,就必须受到这些建制的

束缚。
政治科学、经济科学、社会科学虽然不像欧式几何那般有着严密的“定义-公理-定理-命题”结构,但

依然可以称为“公理化演绎系统”,因为它们以一些挺立各自领域、为各自领域自辩的核心条件为基准(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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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67页。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164页。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129页。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288页。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206-210、133-139页。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169页。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262页。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170页。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153页。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详细讨论经济科学(以及下文中与社会生活对应的社会科学)在近代诞生的情形了。



是将这些核心条件“公理化”了),从这些条件出发向具体的科学事实演绎,铺陈出巨大严密的系统。而这些

系统并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个人构想,它们成为现代生活中绕不过去的实在结构与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甚

至可以说比我们通常以为“实在”的经验生活更实在。现代科学由哥白尼、伽利略、斯密、马基雅维利、霍布

斯、卢梭等引领,在近代早期纷纷诞生,实为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不可不察的一个枢纽性现象。结合黑格尔《逻
辑学》的“本质论”不难发现,科学事实与公理、定理、命题之间,乃至定理、命题与公理之间,都存在着“现象-
本质”的二元设定关系,并带有由这种二元设定必然带来的结构性困境。

二 黑格尔论科学的古今之变

在介绍黑格尔对现代科学架构模式的正面探讨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黑格尔对于现代科学的“定位”。
在《大逻辑》①著名的“科学必须以什么作为开端?”这一小节的开篇,黑格尔明确指出现代科学是以科学史上

的一场古今之变为前提的②。在此背景下,现代科学已不可能像古代科学那样罔顾开端问题,直接给出本原

(即便那就是真正的本原),而是“本原也应当是开端”③,即必须从某个具备“开端”资格的特定地方开始,以
本原逐步自我显现、自我构造的方式展现科学的整体架构。

这一小节的第一自然段(以下简称“段”)指出,近代以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哲学从何处开端“是一件困难

的事情”④。若是从直接的东西开始,那往往意味着拘泥于感官经验;若是从间接的东西开始,那东西就脱离

了直接的经验,只是主观上被认定为“真”。这两种开端方式都很难摆脱主观性与偶然性。如果说这种离主

体或近或远,却都难以摆脱主观性与偶然性的开端方式是“一阶”的,那么黑格尔自己在《逻辑学》中的开端方

式则是“二阶”的:它通过《精神现象学》已经解决了意识与科学的关系难题,不是从与意识的任何一种纠缠开

端,而是一开始就达到了“纯粹知识”(《精神现象学》中叫“绝对知识”)这一自成圆圈的层面。黑格尔对开端

的追问,一上来就与上述近代的两派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说那两派讨论的是人应该从何处开始追求真理,
那么黑格尔讨论的则是客观思维自身由何处发端,才既可以被视作无需其他前提的,又以唯有它自身才能逐

步展示出来的后续东西为根据,因而其运动自成一个圆圈。
接下来一段表明传统形而上学以本原为重,至于从何处开端则是无关紧要的,以便与下一段中近代科学

重视开端问题的情形相对照。正如《大逻辑》“导论”与《小逻辑》“绪论”中“科学对待客观性的第一种态度”一
节描述的那样,旧形而上学尽管在先验哲学看来有“独断”之嫌,但毕竟抓住了“思有同一”的形式要素并直接

予以认定。而它认定的最根本形式,便被当作本原。黑格尔顺手列出历史上被提出过的一些本原:古代的水

(泰勒斯)、一(巴门尼德与柏拉图学派)、努斯(阿那克萨戈拉)、理念(柏拉图)以及近代的实体(斯宾诺莎)、单
子(莱布尼茨)。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即便讨论本原如何为人所认识,那也只是为了确定一个更易于通达本原

的认识渠道(黑格尔也列举了一些在历史上被标举过的这类渠道,比如思维、直观、感觉、自我、主体性自身),
这依然是以本原为导向的,因而是一种“内容规定”⑤,而不是为了以自我为中心来讨论“我能认识到什么”、
“我如何进行认识”这类主观性规定。既然事情本身的形式要素被抓住了,事情对于人的认识而言呈现为一

项既定的任务,那么人从哪里开始从事认识活动的问题就取决于个人见识的深浅、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

偶然因素,因而是一个相当偶然与外在的问题,并不迫切,“因为似乎只有在本原那里,人们才会关注事情,关
注什么是真相,什么是一切东西的绝对根据”⑥。因而我们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那里才会经常看

见依照人的不同才智品级“因材施教”的劝慰之语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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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本文以“《逻辑学》”泛指1812-1816年单行本《逻辑学》和《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第一部分。如特指二者中的某一个,则分别以“《大逻辑》”和
“《小逻辑》”指称。
黑格尔《逻辑学Ⅰ》,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德文本参见: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 Wissen-
schaftderLogikI ErsterTeil DieobjektiveLogik ErstesBuch Frankfurt SuhrkampVerlag 1969  65。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的原文

均可参见该德文本,不另注明。
黑格尔《逻辑学Ⅰ》,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第46页。
黑格尔《逻辑学Ⅰ》,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第45页。
黑格尔《逻辑学Ⅰ》,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第45页。
黑格尔《逻辑学Ⅰ》,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第45页。
这在古代的东西方似乎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中国传统上也一向讲究人在德、才、艺等方面的品第。



第三段描述现代科学何以“学风丕变”,极端重视开端问题,并说明现代科学中开端与本原的关系。黑格

尔敏锐地发现,我们在近代依然可以看见,一些“还没有认识到”作为这种变更之发源地的“更深层次的需

要”①的学派,依然以某种并不适应于此种需要的方式在做学问,比如唯理论仍然以独断论方式证明本原②,
经验论以怀疑主义的方式寻求主观的认识标准,雅可比则乞灵于“直接知识”,即“内心启示或信仰、理智直

观”③。
但时代的深层次变化其实已经发生了几个世纪之久:近代典型的科学架构方式,即公理化演绎系统,早

在文艺复兴时代便已在其他各门科学(自然科学、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等)中普遍兴盛起来④。这种架构方式

奠定的科学运行模式是:科学必须从人能认定的最基本、最简单的要素出发,自行演绎出整个科学大厦,这个

科学大厦中的所有部件(科学知识)既非直接的感性经验,亦非人的主观念头,而是科学自身在其内部生成的

一个连贯的系统,因而完全是可理解的。哲学在此情境之下发生的转变,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持续

推进的教化,它(指旧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笔者按)被迫来到另一个方面,开始重视认识活动的行为举

止”。此时,人的认识机能及其“主观行动也被理解为客观真理的本质环节”,连传统的种种本原“也应当是开

端”(即必须被置放到上述科学大厦的某个初始位置上去才是有效的),“那对思维而言是前提的东西,也应当

是思维进程里的第一位东西”⑤。
最后这一段虽然简短,但它对于理解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黑格尔去世

以来,西方与我国许多黑格尔研究(甚至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还沉迷于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那里寻找

“哪个东西最厉害、最根本”这种老套的思维,忽视了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哲学脉络始于对近代科学架构方式的

深刻思考与吸收。这种吸收在根本上源自他们对于时代脉搏的敏锐感知。没有这种思考与吸收,德国古典

哲学根本不成其为德国古典哲学,它也根本不可能具备深刻应对现代性问题并影响至今的潜力。
前述“古今之变”的实质尚需辨明。这里发生的,远不仅仅是“认识论转向”、“主体主义”、“信仰转向理

性”一类哲学史教材上的常见标签,因为正如近几十年国内外的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思想史研究表明的,
这些事情在中世纪内部就已多次发生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足以充当前述转变的标志。这一转变的

实质在于现代人凭借各门科学乃至社会生活的公理化演绎系统,营造出了一个个貌似“自给自足”并具备“从
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⑥巨大潜力的科学“领域”(Gebiete),使得以往时代的一切事物、传统、思想都仅仅充当

这些领域以公理化演绎的方式建构自身的“资源”。人们在这一个个领域中既感到有“底气”(因为在这里万

物都有其可理解的本质,如规律、法则等),又有“奔头”(因为这里有成套的价值体系,发现真理也似乎是指日

可待的),可以彻底安心地生活而不必担心隐秘的质、神仙鬼怪一类东西来干扰了,因为那些东西一开始就被

判为“非科学”,被一脚踢开了。相比之下,前述那些标签只不过是这一根本转变的一些表面形式,它们在近

代比在中世纪更集中、更激烈地呈现出来罢了。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这一转变的实质乃是“本质-现象”
的二元设定思维扩大成为了整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三 从本质论看现代科学架构模式

本质论系统展开的二元设定思维,不像在《逻辑学》第一或第三部分中那样或者隐而未发(存在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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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黑格尔《逻辑学I》,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第45页。
这话只能是就整体特质而言,尤其是与康德先验逻辑相比较而言。其实无论笛卡尔、斯宾诺莎还是莱布尼茨,都相当深刻地糅合了公理化演

绎系统的方法。只不过在黑格尔看来,系统地在逻辑科学的意义上探讨主观认识活动(开端)与客观内容(本原)的关系,并将后者奠定于前

者之上,这个工作在历史上只能从康德算起。
黑格尔《逻辑学I》,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第45页。
在数学史上则更早,比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就是最典型的。只不过当时还局限在数学中,并未像近代以来这样,凭借与主体性思维的结合而普

遍兴盛于各种科学之中。
黑格尔《逻辑学I》,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第45-46页。
这里借用俄裔法国科学史名家科瓦雷(AlexandreKoyré)的话。若是以将本质论与概念论对照来看,事情的深层真相未必像科瓦雷描述的

这样简单。现代科学倒可以说前所未有地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即从更尊重宇宙秩序的真正无限性状态落入恶劣无限性状态,从前现代

的一种不易为现代科学思维理解的真正开放性落入现代科学自造的封闭性之中。当然,危险毕竟只是危险,并非必然。只要人们找到规避

危险的出路,它就不会发生,而这正是黑格尔本人的期望之所在。



得到了克服(概念论)。《逻辑学》的本质论整个地可以视作现代理性与现代科学的特征、结构与出路的探

讨①。《逻辑学》对此架构模式的揭示,是局限于各门科学本身内的眼光很难见到,甚至很难想象的,但却会

在现代科学与现代文明的某些“极限时刻”(比如犹太集中营、原子弹、人工智能)产生回响。我们看看本质论

从不同侧面分别透显出的现代科学的根基、成果、实质和出路。
(一)“本质论”根基

本质论(尤其是其中的“现象”②二级层面)构成现代科学运行的主要层面③。现代科学不再满足于探究

世界上“有”些什么,但它对于“为什么毕竟有什么,而非一无所有”这类更高的宇宙秩序问题也并不感兴趣,
它感兴趣的是如何以一整套规律性知识与科学事实构成相互证成的稳固局面。本质论正是对这一局面的逻

辑科学描述,它同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它“比下有余”之处在于,它不再像存在论那样,局限于用“有什么”
的眼光去看问题,而是因为抓住了本质,便睥睨现象。本质论打破了存在论的浅薄,具备了立体性和深度。
比如当科学家进入科学的世界中,认为通过他的实验与研究所揭示的规律,能够把世上各种事物的奥秘一一

揭示出来,认为此事值得他为之付出一生,因为此事比起拥有多少财富、取得多大功名来说,更有深度和价

值。但如果将本质论绝对化,认为规律就是世界的奥秘与真理,值得我们付出自己的一生,那就没有看到它

的局限,也是很可悲的。这便涉及本质论“比上不足”之处:我们看待本质时毕竟脱离不了与“有什么”的对

照,我们永远是在与被扬弃的存在(即现象,黑格尔亦称之为“直接东西”或“非本质性东西”)的对照中去理解

本质性东西的,这就使得我们面临一种危险,即在貌似现实、切近的生活中构建起封闭的“理智舒适区”,脱离

了更高的宇宙秩序。
通常我们习惯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认为现象与本质仿佛都实有其物,摆在那里等着我们撇开一个(现

象),深挖另一个(本质)。然而黑格尔的本质论却要揭示出事情本身固有的一种二元设定:我们透过现象看

本质,实际上是透过一个被客观思想(objektiveGedanken)④设定而成的“现象”(因“直接”而近乎虚假、无价

值),去寻求一个被客观思维设定而成的“本质”(如规律,实际上不过是对过往现象的总结,即依然是现象);
而现象与本质虽然是被客观思维设定而成的,却也相互证成,足以构造出一个科学的规律世界。这两种设定

物的确是客观思维的设定,不是个人的任意遐想,因此具有不可消除的客观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它的设定性与有限性,看到思维透过现象发现的所谓“本质”其实依然是现象(或对现象的公式化、规律化总

结),否则我们就是在常识意义上“透过现象看本质”了。但这绝不意味着本质论是“错”了或“白费”了,因为

本质论也构成了事情本身的一个层面,也是使现代生活得以展现,是使现代科学得以成功的必由之路。
本质论的三个二级层面也各有“窍门”。第一个二级层面(“本质作为自身内反映”⑤)并不像它的标题容

易引人误解的那样只谈本质,而是也包括现象。它要表明,本质性东西和非本质性东西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万

物所必须具备的,或者说要表明给万物设定本质的必要性。只不过这个二级层面仅仅在抽象意义上讨论这

个整体结构(二元设定),而没有在特定现象中构造出科学的世界图景来,而第二个二级层面(“现象”)就产生

了以规律为中心的世界图景。后一个层面虽然叫作“现象”,然而也是包含本质的现象。所以这个层面不仅

是抽象断定“事物必须有本质”,而且具有了科学性和系统性,这种科学性以规律和知识为之“背书”,形成一

个完整的世界。第三个二级层面叫“现实性”,它当然也是整体结构。这个层面的根本宗旨是承认现实事物

中就具有某种“绝对必然性”,或者说现实事物中就含有通达宇宙秩序之路。换言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中就有通达宇宙秩序的“天梯”,不必彻底否定世界去另寻什么抽象真理。
(二)“现象世界”巨大成果

44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庄振华《黑格尔论理性的困境与出路》,《德国观念论》第2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5-50页。
标题依照《大逻辑》,下同。
这不是说存在论、概念论与现代科学无关。相反,存在论的“大小(量)”、概念论的“客观性”分别是现代科学基本的操作方式与可能的出路。
而本质论之所以被当作现代科学运行的“主要”层面,是因为它对现代科学的要害与出路展示得最充分。
按:在此,“客观思想”义同“客观思维”,可大致理解为人类思维,与个体之人的主观念头相区分。参见: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Ⅰ:逻辑

学》,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0-70页。
黑格尔《逻辑学Ⅱ》,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



科学之为科学,依靠的当然不是独断地宣称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东西或什么力量,然后描画一下这东西或

这力量如何以神秘难解的方式造就了这个世界,否则就成了玄学或巫术。它依靠的主要是一种立体化的论

证结构:万物(科学事实,即现象)都在由各种规律(即本质)构成的一个可理解的解释网络中获得严密的解

释,而且这个解释网络本身在不同时代是可以依靠它的内生需求得到扩展,与时俱进的。而本质论的“现象”
二级层面,尤其是其中的“现象世界”范畴,便可视作对这一点的逻辑科学勾画。

如果说在“本质作为自身内反映”二级层面上,思维只是在抽象谈论本质的二元设定结构,因而可以任由

想象在一个抽象的“物”的表、里探索,甚至可以构想出“质素”、“自在之物”这样一些奇怪的形象;那么在“现
象”二级层面上,思维就必须正视现实世界中各种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即必须尊重一个一个事实的规律了。
就思维的生动形象与活跃性而言,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前者更具体,但就思维的现实性而言,后者才是更具体

的。在目前层面上,物质不再是可靠的根基,也不再是想象的驰骋之地,它被弱化成了持存性,是一个相当外

在、相当次要的因素。那时问题的关键不再是抽象的“物”内部的争执,而是使上述持存性得以可能的规律与

比例关系。
进入到“现象”二级层面之后,以往并不显眼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非常急迫地出现了:世界是被构造的。

这一点原本就是现代生活的基本事实,可是为什么到本质论的第二个二级层面才凸显出来呢? 因为到了这

里,客观思维才正式接触到现象世界中事物与事物之间有深度的形式网络①。如果说在存在论的量论与度

论中,比例关系的网络还是平面化的外在关系网络,那时还谈不上什么“构造”问题,那么如今才真正出现事

物内部的立体关系网络,而这种内部立体关系网络才是“构造”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本质性对比关系”实质

作为论证结构的立体关系网络,既为科学提供了科学性,却也“绊住”了科学的“手脚”,因为本质(科学规

律)与现象(科学事实)之间是二元设定的关系,即二者并不代表绝对意义上的真理,而是仅仅在相互反映中

才有意义。科学往往因为看不到这种设定性,而将被设定之物误当作真理,反而因此失去了通往真理的道

路。
传统的一切形式与秩序在现代都要经过二元设定的考验。如果说“本质作为自身内反映”二级层面比较

朴素地信赖万事万物都有“讲究”,都成立,那么“现象”二级层面则是在这“讲究”内部架设起更复杂的层层二

元设定。而“力与力的外化”对比关系则可以视作整个《逻辑学》中最典型的二元设定模式,相比之下,“内核

和外观”对比关系就是对这二元设定的实质的揭示。人在“现象”层面上做了许多事情,表面看来是抓本质、
抓真理,但实际上是给规则性呈现的现状作辩护,即总结出覆盖全世界的一整套规律,充当对现状的“解释”。
然而这种解释其实是换一套科学化的语言将现象又描述了一遍②。

但黑格尔并未止步于此,他认为本质若能经受得住“现象”层面越来越深的二元设定的考验,就会表明自

身是现实性。即在现代本质不能像前现代那样朴素地树立起来,它必须经过“现象”层面的考验才能树立起

来。然而考验毕竟是考验,力和力的外化两者“一唱一和”,极有可能“霸占”科学思维,使其获得一种虚假的

“真理在握”之感,不再反思二元设定,更不用说往较高层面进发了。
(四)“现实性”出路

若论现代科学架构模式的出路,则必须假道于“现实性”层面。这个层面一方面激励科学思维坚定“世界

有其绝对必然性”的信念,另一方面则引导科学思维放下“规律即真理”的执念,向着单纯的二元设定所达不

到的真正绝对者(即“绝对必然性”意义上的绝对者,而非“现实性”层面的第一个三级层面意义上的绝对者,
或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实体)进发。

逻辑科学意义上的“现实性”并不等于我们直接接触到的东西。它是带着逻辑科学的眼光在现实生活

中,或者说带着现实生活的体验在逻辑科学层面上把握到,现实世界就含有某种绝对必然性。但如果我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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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I:逻辑学》,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8卷,第225页。德文本参见: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 
Enzyklopädieder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imGrundrisse1830 ErsterTeil DieWissenschaftderLogik Mitdenmündlichen
Zusätzen Frankfurt SuhrkampVerlag 1970  264.
关于规律问题参见:庄振华《黑格尔论规律》,《哲学动态》2017年第2期,第56-62页。



认为有了这个“保障”,带着常识毫无反思地直接到眼下的生活世界中去“折腾”一番,就算是接触到“现实”
了,那也大错特错了。因此,发现“现实性”的过程不仅与世界的逻辑结构的在先性(即世界的逻辑结构奠定

生活世界的基础)不矛盾,反而是对这种在先性的证实。
现实性其实是现代科学架构的初步出路,尽管还没有达到“究竟”出路(概念论)。在“本质性对比关系”

层面(尤其是在“内核与外观”对比关系中)对二元设定进行透彻反思之后,如今这个“现实性”层面实际上极

为“敏感”:一方面,当我们顺着宇宙秩序这个方向阅读时,它是二元设定的一个升华;另一方面,当我们稍有

懈怠,选择在“现实性”层面营造理智的“舒适区”时,这个层面仍有成为二元设定的避难所甚至“帮凶”的危

险。
我们综合《大逻辑》与《小逻辑》的“现实性”二级层面,可以按照《大逻辑》的章节标题,将该二级层面的结

构做粗线条地勾勒如下。“绝对者”谈的是一个内部就含有绝对性和真理的世界,而不像“现象”层面那样仅

仅展现一个由相互关系构成的科学世界图景。“绝对者”在这里当然不是指与我们的世界相隔绝的一个天国

上帝,而是盼望着我们的世界本身具有某种绝对必然性,可以通达宇宙秩序,尽管这个盼望要通过接下来两

个三级层面的漫长旅途才能真正实现。人类只要保有通达宇宙秩序的眼光和生活方向,便可以踏踏实实地

信赖这个世界,相信它可以作为生命与进一步教化提升的基点。“现实性”三级层面则是对上一个三级层面

上稍显抽象的信念的客观证实,也是整个本质论中与二元设定相“搏斗”最艰难也最惊险的章节。由偶然事

物中看出“绝对必然性”,这需要的并不是什么高超的思维技巧,反而是人对自身在理智与生活中的操控欲望

的最大克制,以及对宇宙的可惊奇之处(宇宙秩序)的真正敬畏。“绝对的对比关系”这个三级层面则是在认

识到世界的这种必然性的基础上,反观这种必然性在现实事物那里的三种实现方式。
四 结语

科学面对“旧时代”攻城略地而又自带“真理”光环的荣景时代似乎已成为过去,它采取每一个步骤之前

都必须在浪漫派、环保主义等力量面前自证清白与展示美好前景。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新科技对于人类日

常生活的冲击带来的不适感,使得沉溺于生活的某种“舒适区”(包括“拟古癖”)的人士产生反弹,但另一方面

更是因为科学的二元设定实质及其局限性逐渐为人所知。现代科学必须明白,无论何种看似“无限”的拓展

都必然发生在某个逻辑层面上,若是对这个逻辑层面的实质与出路不加反思,那么表面风光无两的“进步”带
来的实际上是自我固化、自我封闭的巨大危险。

实际上,对于黑格尔在本质性对比关系(处在《逻辑学》“现象”层面)、绝对者的被动呈现(处在“现实性”
层面)、绝对者的主动呈现(处在概念论层面)这三个层次提出的反思与挑战,现代自然科学已有一些应对之

法。随着19-20世纪数学大变革对于科学计算能力乃至科学想象力的解放,现代量子力学等学科对于本质

论的二元设定结构多多少少已开始深度反思,比如测不准原理就可以视作这种反思的成果。基于这种反思

之上的科学新发展,自然也要将二元设定“走向何方”的问题考虑在内。只不过这类应对之法仍然零星而不

系统,也没有在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科学中普遍铺展开来。这是当代科学依然需要借重《逻辑学》之处。
在概念论层面,黑格尔提出了一整套“客观性”设想,即对于在“具体普遍性”框架下如何重新定位机械过

程、化学过程与目的论的系统思考。这其实可以视作黑格尔眼中现代科学的出路,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高级

科学”。当代科学是否愿意放下市面上对黑格尔的种种偏见,从这些思考中获得一些启发? 这是相当令人期

待的。

[责任编辑:帅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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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对世界实在性问题的化解
———基于“在-世界-之中-存在”结构

廖新宇

  摘要:自古希腊以来,传统形而上学家们都试图证明世界及其存在物的实在性(Realität)本质,但海德格尔却认

为,尝试去解答存在物的存在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荒谬的。从海德格尔的视角,传统存在论执着于证明世界实在性

问题的原因有三种:率先把世内存在者理解为现成之物,把世界理解为众多存在者的集合,跳过存在论而以认识论

为先。在《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人的存在)的生存论结构———“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分

析,化解了传统实在论对外在世界实在性问题的徒劳证明,而对“用具整体”、“世界之为世界”以及“在-之中”结构

的分析正是理解海德格尔这一努力的关键。

关键词:海德格尔;实在性;世界之为世界;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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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中的规范性问题研究”(21BZX094)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廖新宇,女,安徽宿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 2016103715@ruc edu cn。

自古希腊以来,实在性问题(Realitätsproblem)就是形而上学的重要问题。各个时期的哲学家们始终在

尝试证明世界及其存在物的实在性本质。康德甚至认为,不能为“我们之外的物的存在”提供令人满意的证

明是“哲学和普遍的人类理性的丑闻”①。但海德格尔却提出:“‘哲学的耻辱’不在于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证

明,而在于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着、尝试着这样的证明。”②对于世界的实在性问题以及海德格尔的化解

之法,中西学界向来都讨论众多,但问题大多聚焦于海德格尔到底是一个“实在论者”还是“观念论者”,或海

德格尔是“强健的实在论者”、“压缩的实在论者”,还是“超越论的观念论者”等争论上③,或者是梳理海德格

尔早期主要著作中处理实在性问题的思想变化④。本文无意对海德格尔本人的立场进行判性,而聚焦于《存
在与时间》第一篇中对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结构的分析,澄清海德格尔对实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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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2版),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86页。
最早在1942年,法国学者AlphonsedeWaelhens就指出,海德格尔面临着观念论的威胁;而PiotrHoffman则试图通过对海德格尔情绪理论

的分析,以维持海德格尔的实在论面向;WilliamD.Blattner先是坚持海德格尔在先验观念论与经验实在论之间并不冲突,可以同时拥有这

两种视角,后又修正自己的观点,认为海德格尔是经验实在论,既不是先验观念论也不是实在论;HubertL.Dreyfus和 CharlesSpinosa直

言,海德格尔自身文本的这种表面上的悖论在学术文献中引发了一场三方辩论,即海德格尔是一个强劲的实在论者,先验的观念论者还是紧

缩的实在论者。参见:PiotrHoffman HeideggerandtheProblemofIdealism  Inquiry no 4 November2000  403-411 WilliamD 
Blattner IsHeideggeraKantianIdealist  Inquiry no 2 August2008  185-201 WilliamBlattner HeideggersKantianIdealismRevisi-
ted  Inquiry no 4 October2011  321-337 HubertL Dreyfus&CharlesSpinosa CopingwithThings-in-Themselves APractice-Based
PhenomenologicalArgumentforRealism  Inquiry no 1 November2010  49-78 
梁家荣从海德格尔早期探讨实在论问题的诸作品出发,结合国外学者的诸多讨论,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紧缩实在论者”。参见:梁家荣《海
德格尔论实在问题》,《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29页。



概念的深化及其批判传统实在性问题的三种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还原海德格尔本人基于此在的生存论-存

在论结构对外在世界实在性问题的化解。
一 何为实在性问题?
要回答“何为实在性问题”,首先要回答海德格尔如何理解“实在”或“实在性”。众所周知,海德格尔以存

在的意义问题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旨归,而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也以“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

异”①作为追问存在问题的必然前提。而形而上学所追问的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每一个存在者的存在都

有两种规定性,即“什么-存在(Was-sein)”,和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存在方式(Weise-zu-sein)”。对这两个规

定性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海德格尔溯清实在性概念的方式。
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梳理了“Realität”、“Dasein”和“Existenz”②等概念的复杂含义。海

德格尔认为,经由古希腊和经院派延续下来,并“得到了莱布尼茨和笛卡尔的规定”,一直到康德的“Realität”
(实在)概念必须清晰地与其所谓“Dasein”(实存)概念区别开来③。按照上述对存在者的两种规定,此种

“Realität”概念与柏拉图的“相”或“理念”(idea)概念具有相同含义,表示的是一存在者被把握到的存在者之

“是什么”,也即表示事物之存在本质④;而“Dasein”则与Existenz(实有)和 Wirklichkeit(现实性)同义,表示

存在物的存在方式。
与之相反,海德格尔突出了存在论上Dasein的优先地位。一般而言,Dasein既不表明“自然物的存在方

式”,甚至也“不表明存在方式”,而表明“我们自身所是的存在者,人的此在(dasmenschlicheDasein)”⑤。此

种意义上“Dasein”之通常和首要但并非唯一的存在方式则被规定为“Existenz”(生存)。海德格尔认为,就上

述传统的实在性含义而言,“实在的(real)乃是那属于res[事物]的”⑥。因而,只从存在物的视野出发,那未

经区分的 Existenz、Wirklichkeit和 Dasein概 念 与 “Realität”一 样,都 可 统 称 为 事 物 的 “现 成 在 手 性”
(Vorhandenheit)。那么,我们就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实在者如何可能拥有实有? 如何规定实在性与实

有的存在论关联?”⑦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也在这个意义上成立并成为要证明的问题。
在古希腊哲学中,实在性就作为存在物之存在的本质规定。人们总是首先感知到存在者是什么,存在似

乎可以通过存在者的属性呈现在我们面前。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提出,形而上学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

在”⑧,而非一般存在物。但在海德格尔看来,亚里士多德对存在之为存在的追问,仍然是就具体存在物而

言,依旧从作为个别事物的实体(Ousia、Substanz)来规定存在,探究存在物“是什么”。在中世纪经院哲学

中,上帝作为最完满的超越性的存在者,其他受造物都因他的存在而成为可能,但上帝自身也仍要面临其实

在性如何实有的问题。
到了近代,实在性问题突出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论问题。在《重申实在论》中,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把自笛卡尔以来的“通过内部表象来把握外部实在”的方式称为“中介性理论”。这种理论昭示

了一种“内-外”结构,我们寻求把握的实在是外在于心灵的,而我关于它的知识却是内在的⑨。在笛卡尔那

里,这种“内-外结构”是由彻底划分物理实体和精神实体来达成的。正是思维和广延的绝对二分,才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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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张柯《“存在论差异”与“本质与实存之区分”———论海德格尔的两种“区分思想之关联”》,《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
期,第16页。
对于Dasein和Existenz的中文翻译实难统一,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Dasein常见的翻译为“定在”、“此在”、“亲在”等;而在海德格尔《现象学

之基本问题》的中译本中,丁耘将其译作“实存”。本文倾向于以“此在”来定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人之Dasein”,以“实存”来定位康德的“存
在物的存在方式”之Dasein。而对于“Existenz”的翻译,通常被译作“生存”,孙周兴在《本质与实存———西方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路线》一文

中阐明了将其译作“实存”的理由;丁耘则将其译作“实有”,本文将使用“实有”,以与存在物之 Dasein做区别。参见:孙周兴《本质与实

存———西方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路线》,《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修订译本),丁耘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6页。
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修订译本),第45页。
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修订译本),第36页。
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修订译本),第45页。
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修订译本),第105页。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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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思无关的外部空间对象如何进入我的意识的难题,并由此形成了“观念论”和“实在论”的长久争执。此

一争执集中体现在康德对“哲学和普遍人类理性丑闻”的判定中。在“对观念论的驳斥”中,康德重点反驳笛

卡尔的“怀疑式观念论”,并试图证明世界的实在性。但海德格尔认为,康德仍然没有跳出笛卡尔以孤立主体

为开端的窠臼。相反,当康德试图证明“在我之外的事物的存在”时就已经预设了“在我之内”,他仍然是把

“我之内”作为问题的立足点,从我的内在意识出发证明“我之外”的东西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野

中,当谈到“我”的Dasein和“我之外对象”的Dasein,仍然指的是“现成性”的那种存在方式,这就与笛卡尔一

样,同时把此在和一般存在物都看作是“共同现成存在”,而在存在论上忽略了作为主体的“此在”的基本建

构。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存在论追问存在问题,始终没能摆脱“存在物”的存在的视角。因而,对“存在之解释

首先依循世内存在者的存在制定方向”,这就使“存在得到了实在的意义”,“存在的基本规定性成了实体

性”①。实在性问题初步显露为作为存在物之本质的实在如何获得其现实性的问题,以及主体对自在存在的

客体的认识论问题。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实在论问题可归于三个方面:第一,把世界、存在物和此在都理解

为共同现成存在的;第二,把“世界”理解为世内存在者的总和;第三,率先把存在论问题转化为认识论问

题②。
二 此在与作为用具整体的世内存在者

基于上述三个层面,海德格尔认为应该从存在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世界的实在性问题。从《存在与时

间》来看,海德格尔就是要把“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的研究从片面依循实在意义上的存在的方向上扭转回

来”,从更源始的存在论视角来考察实在问题,证明“实在不仅只是种种存在方式中的一种,并且,它在存在论

上对此在、世界和上手状态还有某种渊源联系”③。接下来我们就要从海德格尔认为的更本源的视角,此在

之特殊的生存论结构“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各个环节,即“世内存在者”、“世界”及“在-之中”着手,从
中窥探出海德格尔对传统实在论批判的基础及其对世界实在性问题的深化。

海德格尔始终强调,“在-世界-之中-存在”是一个“统一”的现象,而不是各个要素拼凑的内容。尽管

在逻辑上,此在与世界是可分的,海德格尔也分开讨论了各环节———“世界”、“此在”以及“在-之中”在存在

论上的独特性,但我们要明确这一结构的整体性,在“这些建构环节中摆出任何一项都意味着摆出其他各项,
这就是说:各自都是整体现象的寻求”④。而对作为这一结构重要环节之一的世内存在者的理解,则首先澄

清第一种误读,即世内存在者不能率先理解为现成之物,而是与此在有着深刻交融的上手之物。
关于世内存在者到底所指为何,通常的理解就是存在着的物。海德格尔认为,恰恰正是这种对“物”的理

解,使得问题被迫导向了对物的实在性和由之构成的世界实在性的追问。海德格尔则把这种此在在操劳或

与物打交道之际所照面的存在者称为“用具”(Zeug),术语的简单变化带来的却是整个思维方式的改变。
与简单的自然物和感官材料不同,“用具”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具有“为了作”的结构。这意味着,“用具本

质上是一种‘为了作……的东西’”⑤,如铅笔是为了书写,针是为了缝纫。同时,“为了作”结构还表明了从某

种东西指向某种东西的“指引”,如铅笔指向纸张,锤子指向钉子,这样就构成了用具整体(Zeugganzes)。海

德格尔认为,只有在用具整体中,“个别”用具才能在指向其他用具时显露自身,“严格地说,从没有一件用具

这样的东西‘存在’。属于用具的存在的一向总是一个用具整体。只有在这个用具整体中那件用具才能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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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是的东西”①。海德格尔在这里强调,用具不只是它如何单独地发挥其作用,狭义地表明它“为了作什么

用”的功能,而是一个用具如何与其他用具及其活动相融,形成一个整体用具脉络,只有在这个用具整体中,
个别用具的个体性才能显露出来。如海德格尔举的例子,“书写用具、钢笔、墨水、纸张、垫板、桌子、灯、家具、
窗、门、房间。这些‘物件’绝非首先独自显现出来,然后作为实在之物的总和塞满一房间”②,即它们不是个

别物品单独现成存在的,而是每一个用具都指向其他用具,与其他用具相互关联、相互指引,钢笔与纸张、墨
水、桌子、灯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指引的用具整体,恰恰是在用具整体的指引中,个别用具才能找到其位置,获
得规定性。由此,世内存在者不是作为外在的、独立的物,而是首先作为用具整体,在与其他物的指引连结中

共同存在。
作为用具整体的世内存在者如何与此在发生关联? 海德格尔描述了世内存在者的两种存在样式———

“上手状态”(Zuhandenheit)和“现成在手状态”(Vorhandenheit)。就海德格尔把世内存在者首先理解为此

在与之打交道的“用具”而言,两种状态的差别就在于,是在操劳中“使用”用具还是“瞠目凝视”用具。在用具

的使用中,此在以操劳着与用具打交道的方式消散于实践活动中,此时使用用具越顺手,用具越顺当地发挥

作用,用具与此在的关系就越切近、越源始,用具也就越是作为它本身所是的东西来与此在相照面,这种由在

用具整体中顺当发挥作用而被规定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就称之为“上手状态”。处于上手状态的

用具似乎是“消失了”,此在对其没有任何特定的意识,有的只是对实践任务的完成倾向。例如“庖丁解牛”,
“牛刀”作为一种用具指向牛时与此在的关系最为紧密,牛刀与庖丁似乎是“合一的”,牛刀以消失于活动的状

态显现自身,这可以说是一种最佳上手状态。由此,这种围绕在此在近旁的存在就构成了此在的“周围世

界”,此在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最先接触到这些周围存在物的世界,并与之打交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切近并

不是指空间距离上的远近,而是此在操劳上手“用具”本身就具有切近的意味,使用得越是上手,此在与用具

之间的“距离”就越是切近,如武侠世界的“人剑合一”。
“现成在手状态”则意味着停下对用具的使用,而转为一种静观。海德格尔举出了三种用具无法顺利上

手使用的状态,即用具失灵(触目)、出现故障(腻味)或完全损坏(窘迫),此时,此在的实践活动被中断,用具

作为其自身的揭示活动也随之停止,从一种“消失”的东西变得更“显而易见”,呈现为一种“不上手状态”,此
在的操劳活动被终止,产生了对所使用用具的“意识”,开始停下来对用具进行勘查、检视,此在被迫进入另一

种姿态,即理性思虑状态,此时的用具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物件单独存在,接受理性意识的反思性规划,思
考、衡量、计算等一系列理性认识行为开始发生作用。世内存在物从一种作为用具的“上手存在”而转变为与

此在同时现成存在的静态物,即“现成在手存在”。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的存在论对世内存在者的理解就是跳

过了最源始的“用具”的上到手头的存在方式,而直接进入到对现成事物的实在性的考察,因而不仅忽略了对

世内存在者的源始呈现,也忽略了对上手状态的用具整体的指引结构,从而错失了对世界之为世界的领会。
但海德格尔并不是全然否定世内存在者的现成存在状态。他正是要通过对此在存在论上的澄清,揭示

出这种存在样式是不充分的、不源始的,源始世界现象并不能被理解为现成存在。正如德雷福斯评价海德格

尔在这里想要展示的主题,即“用具的情景式使用在某种意义上先于对事物的纯粹观看,而且被使用所绽露

的东西在存在论上比由超然沉思所绽露的带有确定的、无背景的属性的实体更加根本”③。也因此,此在与

世内存在者首要的不再是分别独立且自在存在的现成之物,而是世内存在者总是先作为用具整体向此在呈

现出来,并在与此在的打交道中以上手状态的指引而得到规定和揭示。
三 从“周围世界”到“世界之为世界”
前面,我们澄清了应该首先在存在论上得到追问的存在者是作为上手之物的用具整体。而“世界”作为

“在-世界-之中-存在”的重要环节,“对世内存在者起决定性的规定作用,从而唯当‘有’世界,世内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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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来照面,才能显现为就它的存在得到揭示的存在者”①。但如何才“有”世界? 这种说法仿佛意味着世界

也是作为一种现成世内存在者,但其实不然。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区分了“世界”的四种含义:所有现成存在者的总和构成的世界整体;超越

现成存在者层面抽象的存在世界②;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世界之为世界”(dieWeltlichkeitderWelt)的存

在论-生存论概念。
第一种世界含义,就是通常意义上自然及物质总和的世界。笛卡尔通过作为物质实体首要属性的“广

延”构成的“世界”,就是这种存在物集合的世界。海德格尔批判笛卡尔对世界存在论的论证方式为“笛卡尔

式的教条”,认为“笛卡尔把自然物性当作首先可以通达的世内存在者,又把世界问题紧缩为自然物性的问

题,这样就把问题收得更狭隘了”③。因而,笛卡尔这种首先从世内存在物的现成状态出发的方式不能达到

对世界存在的真正理解。对于第三种“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似乎是此在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形成的世界,
但海德格尔强调第三种世界的理解仍然是在存在者层次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这是“具有一种前存在论的生存

上的含义”,是作为存在者的此在被抛入其中的已然先于此在而被规定好了的世界。只有第四种世界的含义

才是海德格尔本人试图建立的世界概念,通常意义上的世界理解由于在存在论上跳过了对“世界之为世界”
的理解而错失了世界现象本身。海德格尔称,“世界之为世界本身是可以变为某些特殊‘世界’的任何一种结

构整体,但是它在自身中包含有一般的世界之为世界的先天性”④。单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只能知道它是作为

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结构中的环节,其作为一种结构先于其他特殊世界概念,但如何准确理解“世
界之为世界”?

海德格尔提示我们,要从“平均的日常状态”着手,从此在的“周围世界”(Umwelt)⑤出发扩展到对“一般

的世界之为世界”的理解。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称,“必须追索日常在世,而只要在现象上执着于日

常在世,世界这样的东西就一定会映入眼帘”⑥。因而,世界首先要被理解为此在的周围世界。
海德格尔说,“日常此在最切近的世界就是周围世界”⑦,即此在操劳于周身之物所指向的世界就是周围

世界。上述对处于上手状态的用具整体的“指引”结构的分析同时表明,一个用具不仅在其整体中获得指引,
而且也作为它物的指引与它物共同处于一个指引关联中。海德格尔称这种关联整体为“因缘”(Bewandt-
nis),并认为只有在因缘整体中,上手事物的存在才能得到揭示,“只有在先行揭示了因缘整体性的基础上,
才可能揭示因缘本身,即揭示上手事物的存在”⑧。海德格尔举例子说,锤子这一用具与捶打“有缘”,捶打与

修固有缘,修固又同防风避雨有缘,防风避雨是为了此在避居其下,这一系列关联整体就构成一个因缘整体,
世内存在者就首先被理解为因缘整体中的上手存在的用具,而所有的因缘最终都与此在有缘,世内存在者是

作为此在操劳于世界与之打交道的用具而得以显现自身。
海德格尔把这种“因缘整体”等同于“世界”,世内存在者就是在与此在的因缘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在

这个因缘整体中,海德格尔把关联指引区分为五种要素:何所藉(Womit)、何所依(Wobei)、何所用(Wo-zu)、
为了作(Um-zu)、为何之故(Worumwillen)。这就构成了一个以“此在”为中心的因缘之间的相互指引关系。
德雷福斯在描述对用具的使用所具有指引整体时举例子说,“为了(forthesakeof)成为一位好老师,我用

(with)一支粉笔在一间教室里面(in)的黑板上写字,以便(inorderto)画一张图表,作为对(towards)海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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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进行解说的一个步骤”①。在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海德格尔使用“因缘”以及“指引”都是想强调世内存

在者与此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每件具体的物和独立的此在,“世界”就是在此在与上手用具打交道的因缘

关系中绽放出来的,而不是由现成存在的物组成的,此在也在这些先行展开的关联指引中领会自身。
同时,海德格尔把上述五种指引关联之间相互的联系看作是赋予意义,而由这些处在相互关联中的存在

物的意义又构成了“意蕴”(Bedeutsamkeit)。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是“把上手事物的存在(因缘)乃至世

界之为世界本身规定为一种指引联络”②,即“世界之为世界”是由作为意蕴的指引联络组建的,也可以理解

为是由此在切近的上手存在物所构成的因缘整体和意蕴的世界。
因而,世界本身既不是作为一种世内存在者,也不是由现成的世内存在者集合而成的世界,而是此在在

其生存活动中与存在相互构成的源始世界。此在就先行处在这样一个展开的意蕴世界中,而对世界之现成

化的理解,恰恰遮蔽了世界这一已然敞开的,由因缘意蕴的联络整体构成的世界之为世界。
四 “在-之中”结构及领会的优先性

至此,我们已经澄清了作为用具整体的世内存在者以及由因缘意蕴整体构成的“世界之为世界”。但如

何理解最后一种误读呢? 即如何理解把存在论问题转化为认识论问题,赋予理论认识活动以优先性。
按照传统存在论的认知方式,哲学自然会面临如何通达自在存在的世界的问题。在《存在与时间》中,海

德格尔清晰地表明,传统存在论“通达这种存在者的唯一真实通路是认识,是intellectio[理智],而且是数学

物理学意义上的认识”③,即通向世界真实存在的唯一可能路径就是通过理性认知的方式,只能依赖于纯粹

理性知识才能获得对物体存在的认识。由此,世界的存在也就被把握为一种现成存在的客体属性。海德格

尔认为,这种通达世内存在者的方式其实就是把此在和世内存在物都看作是现成的存在,此在通达物体的方

式就是一种物体机械地切近另一种物体的自然运动过程。借由这种共同存在,物质世界的存在一方面通过

数学理性认识的方式得到规定,另一方面,这一得到认识的存在就成了世界的真正存在。
但海德格尔的基本立场是,理论认识奠基于此在在生存论上的先行领会。也即是说,此在不是首先通过

理论认识的方式通达对世界的理解,认知和理论认识不过是此在与世界发生联系的诸多方式中的一种,而且

是在此在忽略了其上手存在物时才衍生出的一种认识活动,理论认知要建立在“此在在世生存”这一基本建

构中才能被理解。
何为“此在的在世生存”? 这要从“在-之中”结构和“领会”着手,一方面澄清此在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主

体,而是在先地就寓于世界之中,并“依寓”世界显现出其源始敞开境域;另一方面,此在在先行展开的世界中

以生存论上的领会筹划自己的能在。
“在-之中”作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基本环节,勾连着此在和世界。海德格尔强调,这个“在-

之中”不同于“范畴性质”上的空间中的包含关系,即不是像“水在杯子之中”、“衣服在衣柜之中”这种一个存

在者置于另一个存在者“之内”的空间关系,也不同于“依存”的方式,如“桌子倚着门”、“凳子触着墙”这样并

存的方式,“绝没有一个叫做‘此在’的存在者同另一个叫做‘世界’的存在者‘比肩并列’那样一回事”④。“在

-之中”的“在”(in)就意味着此在已经“逗留于”、“居住于”世界,即此在“依寓世界而存在”,这种“依寓”就如

同居住者与居住环境之间的生存论的关系。比如我居住在房间中,我周围的家具、物品对我来说都已经是熟

悉的了,这个房间内的物品不是与我共同存在于一个空间之中,我“在房间之中”最源初的意味是我居住于其

中所营造出来的世界,不是我“看”到了它的实在,或我凝视、思考它的实在,而是意味着与我周围的物品打交

道,我“使用”、“料理”、“整顿”某种东西。
因而,在我与这些物品打交道中,世界就已经敞开了。因为“只有当世界这样的东西由于这个存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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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tL Dreyfus Being-in-the-World ACommentaryonHeideggersBeingandTime DivisionI 92 按 这里forthesakeof with 
in inorderto towords 分别对应Worumwillen Womit Wobei Um-zu Wo-zu ,表示了此在与用具之间的一种指引关联。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2版),第128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2版),第140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2版),第82页。



‘在此’已经对它揭示开来了,这个存在者才可能接触现成存在在世界之内的东西”①。在这个已经敞开的世

界中,此在对世内存在者的“认识”就不是作为理论对象而呈现出来的现成存在,而是此在操劳于周围世界与

之相照面而显现出来的东西。海德格尔表明,认识用具的最基本方式就是去“使用”它,此在与世内存在物的

“最切近的交往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觉知的认识,而是操作着的、使用着的操劳———操劳有它自己的‘认
识’”②。这种认识不同于仅仅对物的各种属性做“观看”活动,因为只对存在物做理论上的观察就失去了对

用具上手状态的先行领会,而与用具打交道的方式遵循着其整体“为了作”的指引,用具在使用中消散于其上

手状态,仿佛是“消失”了,因而无法率先“观察”到用具。
但由于传统理性认识论的方式遗忘了对存在的探索,从而只能对存在者的现成属性进行认识。这也即

是说,人们往往只关注到事物的现成性,率先把世内存在者理解为现成存在的客体,同时把由存在物构成的

世界理解为外在于此在的实在,进而通过树立主-客二元式的思维方式形成一种理论认识。因而,对存在物

的认识只有通过意识的中介作用对现成在手的对象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测量。但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认识方

式略过了上手状态的源初性,操作着、使用着用具才是源始境域下最初的“认识”方式,而只有在上手存在的

用具出现故障,操劳活动被中断之后才有认识活动。
同样,此在生存在世界之中,先在地就对世界的存在有所“领会”。海德格尔在解析“此-在”(Da-sein)

的生存论结构时说:“作为开展活动,领会始终关涉到‘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整个基本建构。”③这意味着,在这

个敞开的境域中,世内存在者首先与此在来照面,但在世界之中的存在物与此在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隔绝

的,此在“在-世界-之中”也不能理解为此在和世内存在者共同现成存在,而是在世界这个先行展开的“处
所”中,此在以“去存在”(zusein)的方式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并以消散于世界之中的建构方式操劳着周身

事务。也可以说,此在、世界、世内存在者这三者在“在-之中”的基本建构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
界在此在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的同时已经敞开,世内存在者也在世界的敞开中得到揭示,这才是在现成存在

和认识发生“之前”更源初的境域。
但海德格尔强调生存性领会的优先性,并不是否认在世界之中的存在物是独立于此在的现成存在。就

先行领会和理论认识而言,此在对于世界的“理论认识”方式并不是一种源初的、根本性的存在方式,在这“之
前”此在已然寓于世界之中,并对世界有所领会,现成存在只是一种“次一级”的存在方式,事物的实在性只有

在已经展开的世界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只有首先以操劳的方式同世界打交道的活动被中断,对现成事物的

“观察式的规定性认识”才是可能的。
五 结论

通过分析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这个基本建构的各个环节,我们澄清了三种对世界实在性的误

读。首先,世内存在者作为用具的上手存在,是优先于现成存在物的存在样式的;其次,世界不是通常所理解

的由存在者的总和构成的世界或已然现成存在的世界,而是此在生存于其中的、有着丰富的因缘意蕴的生存

论存在建构,是一个敞开的、与此在相互融通的世界;最后,在“世界之为世界”的意义上,此在与世界之间的

关系就不是“内部-外部”、“主-客”二分的模式,其认识方式也不是同作为现成存在的此在对其他存在者的

理性思考,而是此在在先行展开的世界中,对世内存在者就已先行领会,并在已展开的因缘世界中筹划自己

的能在。
总而言之,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此在如何超越自身意识通达外部世界的问题在此在的生存论机制上就是

无谓的。在海德格尔的视野里,此在与世界在根源上就是相互融通、相互关联的,主-客体的问题也确实是

重要的,但不是最根本的。同样,把存在理解为实在性和现成性,这并非不正确,只是不全面和不源始。在存

在论-生存论上理解,此在和世界源本就是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只是由于此在的生存活动,才使得与他相

关的不同存在者形成了一个世界,没有此在,即使这些存在者都在这也没有世界,世界是此在生存论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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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与世界彼此相互构成。海德格尔认为,这种从源头处的追溯是前科学、前认识、前理论的,是最根本的。
而将世界视为现成之物的世界,一方面将存在物剥落了与因缘意蕴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使此在失去了其

自身的生存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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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权力机构:一个公法概念私法嬗变
的历史进路、理论逻辑与当代意涵

李 铮

  摘要:《公司法》的修改引发了新一轮对公司治理模式的讨论。“权力机构”是《公司法》对股东会的规范定位,

对其内涵的解读是形塑公司治理模式的关键。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概念,权力机构在内涵上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但均具公法属性。回顾历史,“权力机构”曾是国营企业治理制度的核心概念,并先后经历了“权力机

关”、“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机构”三个阶段的历史变迁,有着特殊的生成背景与复杂的发展谱系。私法移用权

力机构概念的原因有三:一是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制度证成;二是社会主义民主理念的制度表达;三是社

会主义“国家所有”的制度表征。权力机构概念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承担着证成我国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殊宪法使命。随着经济体制和政企关系的发展与转变,对权力机构概念的理解应采“弱公

法”的解释进路,适当剥离其公法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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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机构是我国法人制度,特别是公司法人制度的核心概念。1993年《公司法》首次将股东(大)会定性

为现代公司的“权力机构”,《民法典》总则进一步将权力机构提升为法人制度的一般概念,并使其享有解散法

人、处理清算财产、修改法人章程、选举或者更换法人的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成员的权力。股东(大)会是公

司的法定治理主体,其与董事会、经理之间的不同权力配置模式形成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①。我国公司治

理究竟采用何种模式,始终是困扰学界的基础理论问题。对权力机构概念的阐释既是理解股东会在公司治

理结构中决策权属分配的核心问题,更是分析我国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关键一环。
在公法学话语体系中,权力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和代表国家行使统治权的公共机关。就此而言,权力机构

应是一个公法概念,公司及其内设机构只能享有权利,而没有权力行使的空间。如此而引发的问题是,权力

机构究竟是一个公法概念还是私法概念? 其在公法与私法之间有着何种概念演变的路径? 更进一步的问题

是,这种概念演变的背后隐含着何种制度逻辑? 又会引发哪些体系性问题?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在微观层面

涉及权力机构的规范内涵与概念属性,在中观层面涉及权力机构背后所隐含的宪法逻辑与政治意图,在宏观

层面涉及我国公司治理制度的路径依赖与模式选择,值得学界认真对待与高度重视。2021年12月20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一读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2022年12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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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是公司最重要的组织机关,三者的不同权力配置格局形成了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中心主义和经理中心主义三种不

同的公司治理理论。不同理论之争的实质是公司权力的归属问题,具体而言,股东会中心主义主张公司的权力属于股东,而董事会中心主义

与经理中心主义则分别认为公司的权力属于董事和经理。参见:潘林《论公司机关决策权力的配置》,《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第204页。



日,二次审议稿问世,两次审议稿都对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与权责体系的优化予以了重点关注。在此之际,
回顾权力机构概念的私法嬗变历程,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与反思权力机构概念的规范属性和制度功能,不
仅十分必要而且正当其时。

一 公司的权力机构的域外经验与内涵分析

中国公司治理制度并非本土生成,而是“借鉴与效仿于欧陆公司法”①,因而对权力机构概念内涵的解读

应首先参考域外经验。鉴于此,本文将尝试对域外公司法与民法典中有关股东会性质与地位的规范进行系

统检视,为权力机构概念的解析寻找可供借鉴的域外法资源。
(一)权力机构概念的域外经验考察

据笔者目力所及,作为股东会在公司中的地位与功能的规范界定,权力机构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

治理概念,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立法虽均对股东会的职权范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直接对股东会进

行概念界定的却并未见到。德国《股份法》第四章第一节对股东大会的权利进行了概括性描述,但并未就股

东大会的地位或性质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虽然德国法学界一般认为股东大会是“最高机构”②,但这并非规

范概念,而仅为学理解读。日本《公司法》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股东大会可对本法规定的事项及股份有限

公司的组织、运营、管理及其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切事项作出决议。”由此,“最高机关”成为日本学界对股

东会地位的普遍认知③,但就规范层面而言,该法同样未对股东大会的地位作出直接界定。法国《商法典》将
股东大会区分为特别股东大会、股东会大会和专门股东大会,并对不同类型的股东大会的职权作出不同的制

度安排,但仍未明确股东大会的性质与地位。在美国公司法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对
股东会的规定非常薄弱,仅在第二百一十一条与二百一十二条对其开会方式、开会时间、召集程序与投票规

则等进行了程序性规定,却并未有涉及股东会性质的实体性规定。英国2006年《公司法》虽赋予了股东会变

更章程和细则、变更股本、任命和罢免董事以及清算公司等专属权力,但股东会在公司中的规范地位仍付之

阙如。
域外的民法典也未见类似于权力机构的概念界定。在2006年修改之前,《日本民法典》法人章第六十八

条规定:“社团法人的事务,除依章程所定委任于理事或其他职员者外,均依全会决议执行。”其虽将社团全会

定位为法人事务的决策机构,但并未对其地位作出明确的界定。《法国民法典》第九编对公司法人制度进行

较为系统的规定,其将公司日常事务的管理交予经理,同时将经理的权力范围限制在章程的规定之内,超出

其权力范围的事务则由股东会决策,但股东会在公司中的性质为何却未见规定。《德国民法典》规定董事会

负责处理社团的具体事务,当社团事务不能由董事会或其他社团机关处理之时,由社员大会决策,但社员大

会在法人中的规范地位亦付之阙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五十条规定“社团以总会为最高机关”,这是

极少数直接对由全体社员所组成的机关之地位进行界定的地区。虽台湾地区法学界通说认为,社团总会的

最高机关地位“表现于其广泛的权限之上,……凡董事或其他机关不能处理的事项,……总会得决议之”④,
可见最高机关从规范层面表明了总会相较于其他机关在权限范围上的差别,但与我们的权力机构概念仍相

去甚远。总之,权力机构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概念,缺乏可供借鉴与参考的域外经验。
(二)权力机构概念内涵的语义学解析

权力机构由“权力”与“机构”两个词语组成,二者的不同组合结构产生出两种不同的权力机构概念。
一方面,如果将权力机构看作是由“权力”与“机构”两个规范词语所组成的合成词,那么对权力机构概念

的理解就需要对两个词语分别进行分析,并在整合的基础上探求其整体意涵。就“机构”而言,机构是机关的

组织体系,是机关的总称或者概称,并没有太多实际含义。对“权力”的分析成为阐释权力机构概念的关键。
权力的经典释义来自于马克思·韦伯,他认为,权力是“行动者在一个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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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公司法修订中的公司治理制度革新》,《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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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机会”①,在他看来,权力实质上是一种贯彻意志的能力。就此而言,权力的主体其实是极为广泛的。近

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崛起,原本散落于个人、家庭、家族、村落、企业、民间团体、宗教等主体的权力

被国家回收并独占②,国家权力成为权力的唯一表现形式,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管理部门成为权力的唯一主

体。就此看来,权力机构是指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机关总称,这就是广义的权力机构概念。
另一方面,如果将权力机构视为一个整体,而非两个词语的合成,那么权力机构则是权力机关的总称,此

时,对权力机构概念的阐释就转换为对权力机关内涵的解读。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权力机关就已

经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核心概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地主阶级权力既倒,农会

便会成为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③其后,权力机关依次被用于指称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的工农兵代表会议④、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⑤,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⑥。1954年《宪
法》正式将权力机关宪制化,并将其称为人民代表大会,该概念被1982年《宪法》所继承,此后权力机关与人

民代表大会基本形成互通关系。整体意义上的权力机构概念特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所组成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权力机关体系,这即是狭义的权力机构概念。
通过对权力机构概念的语义分析可知,权力机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均指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机关体

系,具有明显的公法属性。可见,私法领域中的权力机构概念是公法概念的私法嬗变所致。虽然“公法与私

法在当今社会机制之下也许不一定泾渭分明,但至少还是有界限的”⑦,私法能够借鉴公法的制度与概念,但
并不等于私法和公法可以完全融为一体,相反,二者有着各自质的规定性。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作为公法

的权力机构是基于何种原因而进入私法的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先明确私法中的权力机构究竟是在广

义上还是在狭义上借鉴与使用公法的权力机构的,这既直接关系到权力机构概念私法嬗变的原因,也间接影

响了我们对权力机构私法内涵及功能的解读。答案需要在权力机构概念的演进历程中去寻找。
二 我国公司的权力机构的概念演进

从概念的产生和来源上讲,权力机构概念在我国企业治理制度中有着特殊的生成背景与复杂的发展谱

系。通过将法学思维融入历史分析,在概念演进中检视各种立法表述与政策话语,可以发现,权力机构概念

先后经历了权力机关、权力机构和行使权力的机构三个阶段的历史变迁。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传统的所有制

企业法放弃了权力机构概念,转而使用行使权力的机构的表述,但以《公司法》为核心的现代企业组织法却继

承了权力机构的概念表达,并延续至今。
(一)“权力机关”的出现

权力机构最初是以权力机关的概念出现,并被用于指称国营企业中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后逐渐成为国营

企业治理制度中的重要概念。权力机关在企业治理制度中的表述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的报刊中。

1949年《东北日报》刊登了题为《企业管理民主化是改进生产的重要保证》的社论,其中提到工厂管理委员会

为企业的最高权力机关⑧。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一表述被写入官方的政策文件中。1957年,中共中央在

《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中要求各企业“积极尝试常任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职工参加企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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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2页。
周尚君《权力概念的法理重释》,《政法论丛》2012年第5期,第2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页。

1927年11月后,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形式开始由农民协会向工农兵代表会议转变,井冈山、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工农兵代表

会议。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明确将中央工农兵代

表大会确定为最高政权机关。
根据《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的规定,边区参议会是“人民代表会议,是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政府必须遵守和执行参议会的决

议,并对它负责。”参见:张希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306页。
在解放区和根据地进行政权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

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08页。
张淑芳《私法渗入公法的必然与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第87-88页。
《企业管理民主化是改进生产的重要保证》,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

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



理和监督行政的权力机关”①。1965年《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出台标志着权力机关概念的

规范化与制度化,其规定:“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群众参加管理、监督干部、行使三大民主的权力机

关。”②除国营企业外,私营企业法律制度中也可以看到权力机关的身影。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关于公司组织

的立法,1950年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组织的企业,应以股东会为最高权

力机关。”
在该阶段,权力机关主要被用于国营企业,同时也适用于私营企业,但因企业的性质不同而在指称对象

上有所差异。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国营企业中,权力机关被先后用于指称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大会。
工厂管理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制度雏形,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其就是公营工厂实行民主管理的制度形

式,并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正式确认。1957年后,工厂管理委员会

制度逐步被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所替代。另一方面,在私营企业中,权力机关被用于指称股东会。“1956年生

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私营企业就被并入公有制经济中,私营企业基本上不再存在”③,相应

地,权力机关概念在私营企业法律制度中也仅是昙花一现,并未形成长期存续的规范发展脉络。需要注意的

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全民所有制企业被称为国营企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国营企业

逐渐转变为国有企业,并于1993年获得宪法确认。故本文将1993年之前的公有制企业称为国营企业,将
1993年之后的公有制企业称为国有企业。

(二)从“权力机关”到“权力机构”

1978年改革开放后,权力机关概念逐渐淡出,权力机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营企业的政策中。比如,

1980年出台的《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指出:
“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生产民主的基本形式,是广大职工参加管理企业、监督各级

干部的权力机构。”随着权力机构概念被广泛接受,1981年《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以下简

称《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从法规层面上对其予以确认,该条例第二条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
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群众参加决策和管理、监督干部的权力机构。”1983年《国营工业企

业暂行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权力机构与职工代表大会之间的概念指称关系正式确立。随着权力机构概念在

公有制企业制度中的确立与发展,一些非公有制企业也开始使用此概念。198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董事会是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营企业的一切

重大问题。”
虽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经历了从权力机关到权力机构的概念转变,但二者在内涵与功能上并无实质区

别,仅仅是一种立法技术的更新而已。机关与机构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机构是一个整体

性概念,而机关是一个个体性概念,机构是机关的组织体系,是机关的总称或者概称④;其二,机关是独立的

组织体,可以自身名义作决策表示于外,并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而机构则是非独立的组织体,无独立法律地

位,对外行为应以机关的名义为之⑤。权力机构概念转换的原因显然与第一点无关,主要涉及第二点。立法

机关意识到职工代表大会并非独立的组织体,而仅是国营企业的内设机构,无法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作出产生

法律效果的决策,因此职工代表大会应是企业的机构而非机关。因此,权力机关与权力机构的区分仅是一种

立法技术的更新,并不涉及中央对职工代表大会地位认识的实质性变化。其实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概念使用

时也没有严格区分权力机关与权力机构。198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经委、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召开了

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并在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然而,在该座谈会上党和国家领

导人并未使用权力机构概念,而多使用权力机关概念。比如,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袁宝华在总结发言

中强调:“我们一定要把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项根本制度,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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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使职工代表大会真正成为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监督干部的权力机关。”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顾

大椿向中央汇报时说道:“为了体现职工当家作主,要赋予职工代表大会以一定的权力,使它作为职工群众参

加管理、监督干部的权力机关。”①

(三)从“权力机构”到“行使权力的机构”

1986年后,国营企业治理制度中的权力机构概念逐渐被行使权力的机构的表述所取代。1986年出台的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就已经放弃了权力机构概念的表述,该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代

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随后,在1988年出台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下简称《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再次强化了“行使权力的机构”的表述,这
标志着权力机构概念被正式废弃。那么,为何国营企业放弃了权力机构概念呢? 这需要回到国企改革的历

史背景中去理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营工业企业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无人负责,实际上是无权负责,
无法负责,无力负责”②。为此,邓小平提出应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在国营企业推行厂长负责制,切实做到职

责分明③。为了与此种领导体制的改革相适应,国营企业以行使权力的机构的表述代替了权力机构概念。
根据袁宝华的回忆,“多数同志认为,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行使生产经营决策权,如果再规定职代会是企业

决策的‘权力机构’,厂长负责制的‘负责’也就不存在了,而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存在的‘明曰集体负责,实际上

等于无人负责’的状况又会出现”④。由此可见,从权力机构到行使权力的机构的概念演进是为了弱化职工

代表大会的地位,强化厂长的权力,以实现“企业责、权、利的统一”⑤。
与所有制企业法对权力机构概念的弃用不同,现代公司组织法却继承了权力机构的概念。1993年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后,原《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于是国家又另起炉灶,构建了以《公司

法》为核心的新企业组织法体系,从而形成了所有制企业法与新企业组织法并存的“双轨制企业法体系”⑥。
然而,与《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不同,《公司法》并未放弃权力机构概念,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此后,《公司法》虽经历多次修改,但
权力机构却被保留至今,并最终被《民法典》所提炼和保留。《公司法》继承权力机构概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司法》的各项制度均以《中外合资企业法》所构建的法制框架为基础⑦,而权力机构正

是其核心概念之一;另一方面,作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法”⑧,《公司法》是双轨体制下的产物,因而在公司

内部机构的关系构造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⑨,这集中体现在对国营企业领导体制的沿用上,权
力机构作为国营企业治理制度的核心概念便被《公司法》所继承。

总之,纵观权力机构概念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权力机构概念在我国企业法律制度中主要被用于指称国

营企业或国有企业中的工厂管理委员会或职工代表大会,二者作为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组织形式,实质上是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民主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表现。因此,国营(国有)企业对权力机

构概念的使用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就此而言,私法中的权力机构概念是在狭

义上借鉴和使用公法中的权力机构概念的。
三 权力机构概念私法嬗变的原因

既然企业法律制度中的权力机构概念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密切相关,那么对权力机构概念私法嬗

变原因的分析就有必要从宪法学视角审视作为企业民主制度构建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与作为国家民主制度

构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亲缘关系,尤其是在功能上的类比关系。本文认为,职工代表大会在制度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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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上参照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借用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机关概念,以证成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地位、
表达社会主义民主理念并表征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度。

(一)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制度证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阶级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体而言,工人阶级“已不是被统治阶级,
而是统治阶级,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中的领导阶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人翁”①。为了激发起工人阶级的政

治觉悟和主人翁意识②,体现工人阶级在国营工厂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③,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应运而生。

1948年,在党中央的号召与要求下,工厂管理委员会在各公营企业中得到广泛建立,并于1949年5月通过

的《关于在国营公营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决定》中得到规范确认,同年,《共同

纲领》进一步将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提升为一项宪定制度。随着1956年中共八大的召开,党委领导下的职

工代表大会制度逐步确立起来,代替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并最终被1982年《宪法》所确立。此后虽然职

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历程中不断受到冲击,但其作为体现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制

度构建一直延续至今。鉴于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传承与延续关系,为了表述方

便,后文将二者统称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地位

得以实现的重要制度保障。由此可见,人民当家作主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价值内核,同时也是企业管理

制度的价值追求。正如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中所指出的,“保
证职工群众能够切实参加企业管理和对行政工作实行有力的监督,以使工人群众不仅通过本阶级的政党和

自己的代表实现对整个国家的领导,而且通过他们参加企业管理和自下而上的对企业的监督,体现工人阶级

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作用”⑤。可见,职工代表大会不仅直接表明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更是

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家作主地位的重要体现,从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制度表征。正因为如

此,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被官方文件称为“社会主义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根本区别之一”⑥。总之,职工代表

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在目标上是一致的,他们分别从企业管理与国家治理两个角度证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

政治地位,因此,工厂管理委员会便借用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机构概念。
(二)社会主义民主理念的制度表达

纵观国营(国有)企业领导制度的发展历程,从企业民主制的广泛建立到一长制体制的全面推行,从改革

开放初期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恢复到厂长负责制与职工代表大会制并举,企业领导制度虽历经数次变革,但
民主管理作为企业治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始终贯穿于国企改革的全过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管理就已

经是公营工厂的治理原则之一。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公营工厂会议时强调,“厂长的集中管理,并不

取消工厂内部的民主”⑦。在解放战争时期,民主管理原则在公营工厂治理制度中得到延续。1946年,党中

央在《关于工矿业政策的指示》中提出,“在工人已经有相当觉悟并组织起来时,可由工人自选代表,代替工

头,实行工人自己民主管理”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1965年《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与1981年《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的相继出台,民主管理作为公有制企业的一项治理原则被法定化。1982
年《宪法》进一步将企业民主管理提升为一项宪制规则,并一直延续至今。

民主理念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内核,协商民主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功能之一。肇始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建制之初就具有协商民主的政治基因,并在不断发展与完善

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立法协商、监督协商、决定协商与任免协商为核心的制度系统,从而成为体现政治多元主

06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田毅鹏、刘凤文竹《单位制形成早期国营企业的“参与性动员”》,《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第63页。
李晚莲《毛泽东时代的国企职代会与国家基层治理逻辑》,《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第47页。
尤文梦《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人民至上”价值意蕴》,《广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第3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167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发<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的通知》,《国务院公报》1981年第16号,第489页。
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文献》,第71页。
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文献》,第112页。



义之民主价值与提高政治治理与国家治理之工具价值的重要制度载体①。因此,“权力机关”作为人民代表

大会的专属概念成为人民民主理论的重要概念表征。如此,民主原则既表现在企业治理中,也表现于国家治

理上。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顾大椿曾言:“使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

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结合起来。这是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②可见,企业民

主是为了与政治民主相适应而提出的,换言之,企业民主不过是政治民主观念的延伸③。制度的相互呼应造

就了概念的相互借鉴。国营企业借用了专属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机关概念,并将之适用于同样具有民主

功能的职工代表大会,进而达到以企业职工民主证成国家人民民主的目的,体现了社会主义企业民主的特殊

性。
(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制度表征

从根本上说,对国营(国有)企业性质的理解应当回到我国宪法中的“国家所有”制度上来。我国《宪法》
第六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

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设计初衷是破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以公有制代

替私有制,从而实现社会对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进而达到为社会共同利益而使用的目的④。国家所有制是

公有制的一项重要内容⑤,国家所有制将作为生产资料或生存条件的“财产”,或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

经济力量收归国家,以国家垄断的形式对这部分公共财产进行保护与合理利用,避免组织或个人的恣意使

用,进而实现附着于其上的公共目的⑥。国营企业是实现“国家所有”的重要制度载体,其通过执行国家计划

指令和分配任务而承担着确保“国有财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使用的“政治任务”。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
作为“国家所有”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国营企业通过执行国家计划指令和分配任务而承担着确保“国有财

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使用的“政治任务”,而绝非仅有企业利益。
国营(国有)企业特殊的政治职责与公共使命使职工代表大会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职工代表大会是

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组织。国营(国有)企业的公共性的根本属性使其本身成为国家行政组织体系的组成部

分,是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公权力机构,承担着控制与保护国有财产的政治职责,甚至在“组织结构、生产

运营、预算制度等方面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⑦。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国营企业践行此项政治职责的负责机

构,也因之具有行政机关属性,因此,不仅享有权利,同时也拥有权力。另一方面,职工代表大会也是企业内

部的最高领导组织。为了确保国营企业的政治职责得到有效履行,职工代表大会被赋予了最高领导地位,企
业的其他组织都必须服从其领导,就此而言,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大会是在国营企业内部享有统一领

导权的企业组织。
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中享有优越地位和领导地位,

即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集中行使国家权力,享有对国家重要事务的决策权,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
受其监督,对其负责。就此而言,人民代表大会与职工代表大会具有相似的机构地位,他们分别在国家政权

结构和企业管理结构中处于最高地位。正如陈用文所言:“工厂管理委员会既然是工厂企业中统一领导的行

政组织,当然是权力机关。”⑧正是为了表现职工代表大会的公权力机关属性,也为了突出其在企业组织内部

的领导机关身份,从而确保“国家所有”制度目标的实现,国营(国有)企业才借用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机关

概念。
四 权力机构概念的制度功能与当代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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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机构概念的制度功能

一方面,权力机构概念承担着证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功能。正如有学者所言,“在一个经济社会

系统中,主导性经济体制决定了企业组织形式的制度选择与规范特征”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计划

经济体制,国家对经济实行完全控制,经济的运行依靠国家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政企合一遂成为企业组织形

态的重要特征。基于此,国家不断将“其认可的主流法律价值渗透融合到具体规范编制和公司企业生存空间

的布局上”②,而这种主流的法律价值始终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这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国

家的国体、政体、权力配置与组织结构会深刻地影响企业制度的构建,甚至成为其参照样板;二是企业治理制

度的构建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特殊的宪法使命。权力机构概念在国营企业中的产生深受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影响,其既证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地位,又表达了社会主义民主理念,更表征了社会主义“国
家所有”制度,因而承载着证成社会主义诸项政治制度的特殊功能。

另一方面,权力机构概念也承载着形塑我国企业治理模式的功能。权力机构概念所承载的政治制度的

证成功能使职工代表大会成为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地位、保护国有资产利用和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最高机关,
职工代表大会无疑成为企业的权力核心,“职工代表大会中心主义”的企业治理格局就此形成。作为一部国

企改革法,1993年《公司法》的首要任务是“为国有企业转变为商业公司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因而“不可避

免地裹挟了旧有体制的诸多传统”③。原国营企业的治理模式与概念体系多被《公司法》所继承,其中很重要

的一点便是股东会对权力机构概念的继受,“职工代表大会中心主义”也相应地转变为“股东会中心主义”,现
代公司的治理模式就此确立。总之,权力机构概念不仅形塑了“职工代表大会中心主义”的企业治理传统,更
成为以《公司法》为核心的现代公司组织制度中“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核心概念装置。

(二)权力机构概念的历史局限

虽然权力机构的产生与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并承担着特殊的制度功能,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制度

的发展与转型,权力机构概念的公法属性与私法制度之间的排斥反应逐渐显现。
一方面,权力机构概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及政企分开的管理制度相抵触。建国初期,我国宪法所

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亟需借助于各项具体制度实践得以实现与宣示,此时,国家借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将国家治理制度与企业管理制度相连接,进而以国营企业的治理制度实现了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证成。
权力机构概念便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营企业法律制度中的具体体现。然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

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逐步瓦解,“企业从原来附属于行政机关的地位转变为

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④。国营企业对权力机构概念的弃用正是为了降低企业对国家的依附性,强化企业的

独立性,从而与市场经济体制及政企关系的转变相适应。总之,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及政企关系日渐合理的

今天,公司的权力机构概念已然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另一方面,权力机构概念虽造就了“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但同时又成为公司治理模式转变

的概念阻碍。权力机构概念的私法嬗变使职工代表大会成为企业治理的权力中心,职工代表大会中心主义

更是随着权力机构概念的发展与演变成为中国企业治理的路径依赖。就此而言,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治理模

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从“长远来看,对不同类型的公司进行差异性规制应当成为我国《公司法》发展

的方向,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不宜一刀切地适用于所有公司”⑤。近几年来,以董事会中心主义为代

表的公司治理理论强势崛起⑥,与股东会中心主义的研究路径呈分庭抗礼之势。然而综观当前学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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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甦《我国公司立法的理念变迁与建构面向》,《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第22-23页。
甘培忠、周游《我国公司法建构中的国家角色》,《当代法学》2014年第2期,第62页。
刘凯湘、刘晶《我国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历史成因———以国有企业改制为线索》,《法学论坛》2021年第6期,第52-54页。
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编《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座谈会有关文件汇编》,第29页。
刘凯湘、刘晶《我国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历史成因———以国有企业改制为线索》,《法学论坛》2021年第6期,第59页。
参见:梁上上《公司权力的归属》,《政法论坛》2021年第5期,第81页;潘林《论公司机关决策权力的配置》,《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第203
页。



成果,坚持股东会中心主义的理论证成都以权力机构概念的功能与地位为核心依据①,而企图推翻股东会中

心主义的理论构建虽注意到了权力机构概念的重要性,但大多采用“鸵鸟战术”,要么避之不谈,要么浮光掠

影,未能对其作出合理解释②。在公司治理模式多元化的今天,权力机构概念无疑成为制约我国公司治理模

式转变的概念阻碍。
(三)权力机构概念的当代意涵

在世界各国的法治进程中,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甚至有相互融合之势,但二者毕竟在调整

对象、调整范围、规范构成及调整技术等方面存在质的差异,因此理应保持一定的界限。面对权力机构概念

的历史局限性,可采取较为务实的修法策略,即以“决策机构”或“全权机构”代替权力机构。然而,“每一个国

家皆有其特殊之企业及股东文化,反应在制度上,遂各自有不同之需求”③,权力机构在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中

有其特殊的生成背景,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概

念,其存在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此,通过简单局部化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修法思路显然没有注意

到权力机构概念的上述制度特性,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法律与社会现实并非总是步调一致,而是往往落后

于社会的发展,面对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应秉持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法律的解释填补规范

与事实之间的缝隙,从而使相对稳定的法律规范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相适应。面对权力机构概念的公法

本源与私法现实之间的制度张力,应坚持法律解释的方法,兼顾其公法属性和私法内涵,通过对其公法属性

的适度改造以完成权力机构概念的私法化。
权力机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并因之具有不同的内涵倾向:一种是突出其公

法内涵的“强公法”意义的权力机构概念;而另一种则是弱化其公法内涵的“弱公法”意义的权力机构概念。
一方面,作为“强公法”的权力机构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政企合一,国家政治制度与企业管理制度高度融

合,权力机构概念实际上承担着证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历史使命,此时对权力机构概念的解读应强化

其公法属性与公法内涵。在强公法的权力机构概念笼罩之下,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属性及全权地位得以凸

显,凌驾于其他组织机构之上而享有优位地位。另一方面,作为“弱公法”的权力机构概念,需要注意的是,
“弱公法”只是强调弱化权力机构的公法属性而非完全无视。本文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政企关

系的变化,国家治理与企业管理逐渐分离,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已不再需要借助于企业的权力机构

而得以表达和呈现,因此应剥离权力机构在表征人民当家作主地位和保护国有资产利用上的制度功能与公

法内涵,但应同时保留其民主管理的内涵。如此,股东会便不会因其权力机构地位而理所当然地优越于其他

机构,但其拥有的民主性使其与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在权力范围上有所不同。
权力机构的此种解释路径可为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提供更多的规范空间与理论可能。有学者在论

证我国“股东会中心主义”之治理模式时认为,“股东大会权力机构地位不仅源于《宪法》第五十七条和第九十

六条有关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分别被界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条款,
更源于宪法条款背后的人民主权思想和现代民主理念”,“议行合一体制既适于我国公共治理,也适于我国上

市公司治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不存在三足鼎立的平等关系”,“股东大会在公司治理机构中处于至

高无上的决策机构地位”④。这明显是从“强公法”的角度理解权力机构概念的,虽然注意到权力机构的公法

属性与制度功能,却没有意识到我国经济体制及政企关系的转型对权力机构概念解释所产生的影响。若从

“弱公法”的路径理解,公司的权力机构仅意味着股东会与其他组织在权力范围和权力类型上存在差异,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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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叶敏、周俊鹏《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发展与变化》,《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年第1期,第

74页;刘俊海《论上市公司治理的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145页。
比如,有学者认为,“尽管我国《公司法》将股东会定位为‘权力机构’,但此处的权力并非指向公司业务中‘独立的自由裁量权或者判断’”,从
而得出“我国的公司机关分权模式既非股东会中心主义,又非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结论。更有学者认为,“对于公司法采取股东会中心主义的

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我们不能被‘股东会为公司权力机构’‘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等表面上的文字表述所迷惑。”参见:潘林《论
公司机关决策权力的配置》,《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第207-210页;梁上上《公司权力的归属》,《政法论坛》2021年第5期,第70页。
曾宛如《股东会与公司治理》,《台大法学论丛》2010年第3期,第113页。
刘俊海《论上市公司治理的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145-146页。



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人民主权理念、议行合一等政治制度无关,股东会便不会因其公法属性与制度功能而

成为公司的权力中心。如此,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根基便会因权力机构概念内涵的转换而动摇,我国公司治理

模式的多元化发展便有了规范解释的空间和理论深化的可能。
五 结语

权力机构本是一个公法概念,但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私法所借鉴,并随着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与

演进而成为一个具有本土原创性和历史延续性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权
力机构概念实质上承担着证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宪法使命,并因此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底色。然而,
世易时移,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和政企关系日趋合理的今天,政治制度模仿式的公司立法模式实际上已经失

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权力机构概念所承担的宪法使命已然完成,若仍坚持其原初意涵与制度功能,显然

有刻舟求剑之弊。虽然受路径依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法典》与《公司法(修订草案)》仍延续了既有的立

法语言,将股东会定性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但应结合时代精神,从“弱公法”的角度对权力机构概念加以理

解,这将为我国公司法治理制度的多元化转型提供规范空间与理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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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司法适用
“弱势”困境的实证分析

唐仪萱 刘琦

  摘要:裁判文书数据显示,《信托法》不仅在被援引总量和单独被援引数量上少于《合同法》,且在被援引位置上

也放在《合同法》后面,呈现出信义义务条款被《合同法》诚信条款取代、信义义务被视为合同义务、合同法免责条款

用于规避信义责任等现象,导致信托纠纷司法路径“合同法化”倾向、信义义务被弱化的问题。究其原因,既有理论

概念模糊、信托立法粗疏的因素,又有裁判思维惯性以及缺乏文化内生动力的影响。改变《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

的司法“弱势”处境,尚需落实信义义务的立法确认,完善信义责任和免责规则,对司法识别进行多维强化并将信义

观念内化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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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XJC820001)、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华法律文化视角下成渝地区民事信托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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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信托契约论、合同审判思维等影响,“信托本质是一种合同关系”、“信托合同可以准用民法典委托合同

规则”等观点受到追捧①,从而导致《信托法》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尴尬局面。《信托法》、信义义务在司法实

践中被《合同法》(包括《民法典》合同编和《合同法》的合同规则)②、合同诚信与合同义务等替代适用,信托纠

纷法律适用中合同法化倾向严重,由此带来信托立法目的落空、信托优势发挥受限、民事信托被忽视、司法裁

判混乱无序等问题。但信托不是合同,信义义务也不是合同义务,信托纠纷应首先适用《信托法》,《合同法》
只能居于次位。当前研究多从立法论视角提出信托制度的完善对策③,有关《信托法》的实证研究不足,即使

偶见些许个案研究,也甚少关注信义义务与信义义务规范。事实上,信义义务是信托关系的核心,是信托得

以实现的法律保障与伦理保障,彰显信义义务的法律规范是信托立法的重要部分,是《信托法》区别于他法的

关键。目前来看,基于《民法典》合同编对《合同法》规则的继受,《信托法》以及信义义务在《民法典》时期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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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利明《信托合同与委托合同的比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26-27页。
《民法典》于2021年正式实施,截至2021年10月,“北大法宝”仅有1份信托纠纷裁判文书援引《民法典》,且因所涉法律事实均发生于《民法

典》实施前,最终并未适用《民法典》。因此,本文统计数据均来源于《合同法》。
学界多聚焦于《信托法》本身之不足并提出相应立法完善观点。参见:陈雪萍《论我国<信托法>对信托有效要件规定之完善———以英美信托

法信托有效设立的“三个确定性”要件为借鉴》,《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8期,第134-149页;文杰《“三权分置”视阈下农地信托法律规则之

构建》,《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第40-52页。



用情势与《合同法》时期相比未有明显变化,再加上《民法典》新增了遗嘱信托,因此,《民法典》时代《信托法》
信义义务规则的适用困境亟须改善。本文立足于信义义务,结合实证数据,对《信托法》司法适用“弱势”困境

的归因进行研究,从立法、司法、文化层面,探讨改革进路,以期发挥《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的应有作用。
一 《合同法》对信托信义义务替代适用的情势严峻

(一)《合同法》在信托纠纷中的适用优势明显

截止到2021年10月,笔者在“北大法宝”司法数据库“信托纠纷”案由下,检索到适用《信托法》或《合同

法》的裁判文书(包括判决书和裁定书)数量为300份,其中单独适用《合同法》的裁判文书共计105份,占比

35%;单独适用《信托法》的裁判文书数量不足适用《合同法》的一半,仅47份,占比16%;同时适用《信托法》
与《合同法》的数量最多,共计148份,占比高达49%。在这148份裁判文书中,在“裁判依据”部分,《合同

法》排序位置优先于《信托法》的共计75份,占比超过一半,为51%;《信托法》排位优先于《合同法》的数量为

57份,占比38%。除此之外,还有9份裁判文书在“法院认为”部分援引《信托法》,但仅以《合同法》作为裁判

依据①,6份仅在“法院认为”部分援引两法且《合同法》优先②,还有1份不认为是信托纠纷③。可以看出,在
信托纠纷中,相比单独适用,法院更热衷于两法并用。而单独适用时,法院往往更愿意适用《合同法》来处理

信托纠纷。总之,就《信托法》与《合同法》的整体适用情况而言,《信托法》不仅在被援引总量和单独被援引数

量上少于《合同法》,且在被援引位置上也放在《合同法》后面。此结论也与学界之前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④。
因此,可以看出,《信托法》司法“弱势”地位确实存在。由此引发的疑问是,此种 “弱势”现象是否是以《合同

法》弥补《信托法》立法不足的无奈之举? 笔者进一步对《合同法》在信托纠纷中被高频援引的条文展开分析。
不得不承认,部分法院选择适用《合同法》确是基于《信托法》规则缺失的无奈之举。比如,就受托人责任

承担与救济方式而言,《信托法》仅在第二十二条授予委托人撤销权,在第二十五条进行了原则性规定等,缺
乏对受托人责任承担的具体规定。再比如,《信托法》亦未对信托免责条款效力问题进行规定。在“××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等营业信托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就写有“×××与××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并未就

上述具体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明确约定,《信托法》中亦无关于案涉违反信托受托人义务情形应承

担责任的特别规定”的表述,最后法院不得不选择援引《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条)
进行裁判⑤。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与××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营业信托纠纷”的判决书中⑥。但是,
立法不足是否就是造成《信托法》信义规范适用“弱势”的唯一因素呢? 如表1所示,在信托纠纷案由下,适用

率较高的《合同法》条文有第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

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⑦。其中,第八条、第六十条和第一百零七条这类一般性规定的适用率最高,而
《信托法》中均有与之类似的规定,比如《信托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这表明,《信托法》的立法缺陷可能并

非影响法院选择的唯一因素,否则援引率较高的条款应该是《信托法》中未明确规定但是《合同法》中有所涉

及的义务履行、责任承担等相关条款,而非《信托法》与《合同法》相似的一般性规定。学界所主张的准用《合
同法》规则以应对《信托法》立法不足之法律适用困境的对策措施⑧,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得到直接证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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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上海金融法院(2018)沪74民初391号民事判决书、上海金融法院(2018)沪74民初239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15民初89308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1571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

初15707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11766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3民初26333
号民事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新民初1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664号民事判决书。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3847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3851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川民申3849号民事裁定书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3848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3850号民事

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3852号民事裁定书。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20)豫0303民初5559号民事判决书。
杨秋宇《<信托法>合同法化适用倾向及其应对》,《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69-70页。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13860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8183号民事判决书。
导致《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以及第一百二十五条使用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系列案件”对于数量统计的影响,此处“系列案件”
主要指法院集中上传同一诉讼内容、同类诉讼请求、一方当事人众多的一批案件。
王利明《信托合同与委托合同的比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32页。



此,《信托法》的立法不足不能作为解释法院信托纠纷解决机制合同法化倾向严重的唯一因素,还需继续挖掘

其他原因。
表1 信托纠纷中《合同法》援引率情况

信托纠纷中援引《合同法》作为“裁判依据”的文书共168份,援引率较高的8个条文①

序号 条文编号 内容 援引数量(份) 比例

1 第八条 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 82 49%

2 第一百零七条 违约责任 67 40%

3 第六十条 全面履行和依诚实信用原则履行 56 33%

4 第一百一十三条 损害赔偿的范围 32 19%

5 第一百一十四条 违约金 27 16%

6 第一百二十五条 合同的解释 27 16%

7 第四十二条 缔约过失责任 24 14%

8 第四十四条 合同的生效 22 13%

  (二)信义义务的合同法化倾向严重

1.信义义务条款被合同法诚信条款取代

考量《信托法》的司法适用现状,离不开对信义义务条款的实证分析。作为信托关系核心的信义义务,所
体现的“诚实”与“信任”是信托制度蕴含的基本思想②。我国立法也存在将诚信、忠实与勤勉并列的做法。
在价值理解上,可以将信义义务,尤其是注意义务类比诚实信用原则③。《合同法》第六条(《民法典》第七

条)、第六十条(《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信托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均对诚实信用原则作了规定,其中《信
托法》第二十五条亦是信义义务的总括性条款。因此,本文在两法相似规范中选择最能体现信托基本思想的

诚实信用原则条款的被援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在“信托纠纷”案由下,检索到援引诚实信用原则条款的裁判文书共116份,其中,援引《合同法》第六十

条的裁判文书共计56份,占比48%,援引《合同法》第六条的为20份,占比17%,两者共计占比65%;而援引

《信托法》第五条的裁判文书为28份,占比24%,援引《信托法》第二十五条为11份,占比10%,共计占比

34%;除此之外,还有1份援引《民法通则》第四条诚信原则。可以看出,即使《信托法》有直接规定,法院也更

愿选择《合同法》的规定④。但是,合同诚信与信义义务两者并不等同,法院如此援引《合同法》第六条有法律

适用错误之嫌。

2.信义义务被视为合同义务

如后文所述,信义义务作为《信托法》的道德基础和规范力量,有别于合同义务⑤。但在我国司法实践

中,存在不少错误理解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的情形,甚至以合同义务取代信义义务。例如,在“山东省××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托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一案中⑥,法院就通过对最能体现信义义务的《信托

法》第二十五条说理,得出“故原审依据上述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所作出

的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的结论。可以看出,在实践中部分法官未能将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清楚区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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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此处《合同法》中的8个条文按援引率由高到低依次对应《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八十四条、第五

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五百条以及第五百零二条。其中,除《民法典》五百七十七条对《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原文保留外,其余7
个条文均有一定程度的修改,但基本内容未发生实质变化。因此,可以预见的是,若不采取措施,《民法典》时代信托纠纷合同规则适用“强
势”问题依然存在。
能见善久《现代信托法》,赵廉慧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徐化耿《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及其在中国法上的展开》,《中外法学》2020年第6期,第1582页。
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3民初135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5)益赫民二初字第1614号民事

判决书、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1745号民事判决书等。
孙弘儒《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弱化及其反思》,《法治社会》2020年第6期,第109页。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申8571号民事裁定书。



者即使知道两者存在差异,也更愿意将信义义务视作合同义务而便宜行事。若不加限制,信义义务或将被合

同义务“吞噬”。
事实上,信义义务作为信托关系的核心,具有履行的高标准与严格性。若不能将其与合同义务进行区

分,那么信托制度得以持续发展的优越性可能会丧失,信托制度强大而鲜活的生命力或将丧失。

3.《合同法》免责条款规则被用以规避信义责任

信托免责条款为受托人逃避信义义务与法律责任开辟了“绿色通道”①。信托契约论者视信义义务为任

意性规范,在此基础上,限缩受托人义务、扩大受托人权利成为弱化信义义务的他种置换形式②。我国当前

并未对信托免责条款效力予以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援引《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认定信托的免责条款

效力。换句话说,在信托纠纷实践中,只有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才被视为无效豁免,而扩大受托人权

利,限缩受托人义务的规定则通常被认为是有效的基于意思自治的约定。在“×××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营

业信托纠纷二审案中”③,法院仅对扩大受托人权利并限缩委托人权利的避险条款是否属于《合同法》规定

的格式条款进行认定,若被认定为非格式条款,即认可该条款的效力,而对于免责条款内容是否违反信义义

务的强制性规定不作过多审查。这种直接援引《合同法》免责条款、不考虑信义义务的强制性的裁判思路,其
实是减弱了对受托人义务的归责,不利于信托目的的实现。

综上所述,在司法实践中,《信托法》被本应处于补充适用地位的《合同法》“越俎代庖”,尤其是作为衡平

法核心的信义义务,是实现信托价值安全与效率的平衡杠杆,在实践中却整体式微,适用频率不及诚信条款,
其本身也常被视作合同义务。可以说,《信托法》信义义务的司法适用不足、信托纠纷司法路径合同法化倾向

严重等问题对于信托制度的本土化发展埋下严重隐患,《合同法》对信托信义义务替代适用的情势在《民法

典》时代依然严峻,是《民法典》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司法适用“弱势”的归因

(一)《合同法》思维的惯性

法院对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履行和责任承担等问题倾向于适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合同法思维的

惯性使然。这种思维惯性的养成,既有《合同法》颁布时间早、合同纠纷体量大等外在因素,又有《信托法》在
我国有着特殊移植背景的内在因素。一方面,在英美法系,信托是先于合同产生的。而我国的信托制度晚于

合同制度诞生,《信托法》亦晚于《合同法》颁布。另一方面,实践中大量的合同纠纷案件使审判人员锻炼出一

套高效、实用的合同审判模式。“契约”、“意思自治”、“违约责任”等合同法思维逐渐固化,甚至对合同法治理

路径产生依赖。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21年10月,“北大法宝”数据库共收录870份被人民法院归为“信
托纠纷”案由的裁判文书。而仅2021年各级法院受理的一审民商事案件数量就超过1500万件,信托纠纷案

件的数量之少可见一斑。在此情形下,包括律师、法官在内的各方法律工作者对信托司法实务都相对生疏。
相较于不够了解的舶来制度,法院选择更为安全且熟悉的《合同法》规范作为治理路径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更值得思考的是,信托法审判思维为什么无法形成? 信义义务在信托实务中为什么不能得到广泛

的认可与适用? 信托文化以及信义观念的缺失是否才是《信托法》审判思维无法形成的内在动因呢? 关于此

点,是存在一定可能性的。衡平法是“信托之母”,衡平法理创造了信托概念,构筑了信托理念,可以说,没有

衡平法就没有信托的诞生。相应地,作为衡平法灵魂的信义义务,在缺乏衡平法土壤的法律体系中,势必继

受困难。法律移植从本质上看是不同法律文化之间接受与排斥、借鉴与学习的关系,因此存在着文化适应的

问题④。同时,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法律的移植与继受并不是简单地对法律制度、法律规则的植入与镶

嵌,而是重视与传统文化、制度的协调互动、有机融合。信义观念作为来自英美法系的异质文化,大众对其认

可缺乏足够的文化心理支撑。信义义务在移植过程中未与我国传统文化有效衔接,没有形成中国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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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广义上信托的免责条款主要分为四类:受托人法律责任的免除、义务的限制、权利的扩张以及从信托财产中获得补偿。狭义的免责条款主要

是指受托人法律责任的免除。参见:朱圆《论信托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法学》2019年第9期,第44页。
孙弘儒《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弱化及其反思》,《法治社会》2020年第6期,第110页。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终7486号民事判决书。
李麒《法律移植与文化适应:基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分析》,《政法论坛》2016年第5期,第117页。



体系良好继受的内核①,难以真正形成更广泛、更深入的文化传播力。因此,从文化角度出发,这或许是司法

审判机关更愿意适用《合同法》与契约诚信而非《信托法》与信义义务的原因之一。
(二)相似概念边界的模糊

1.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

为什么法院在处理信托纠纷时更多地适用《合同法》? 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厘清信托与合同②,尤其是

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的关系。不可否认,“信托契约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营业信托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等思想对于信托权利义务的确定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但是,法律不应过度追求简

单化和功利性,毕竟,法律不是简单的理性塑造结果,而是萌芽于特定的历史与民族生活之中。因此,在对

《信托法》的移植中,必须认识到并承认信托并非合同的前提③。在此基础上,辨明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对于

改善《信托法》与信义义务规则的司法适用困境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我国的信托制度晚于合同制度诞生,受大陆法系的立法学说影响,信义义务的传播广度与理解深度都远

低于合同义务,甚至出现前文所述的信义义务被视作合同义务的情形。事实上,两者绝不等同。其一,两者

的标准与要求不同。信义义务强调利他,而合同奉行利己。合同当事人不需要刻意促进相对人利益,也不需

要以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样标准维护相对人利益。信义义务的受托人则可能为了信托的顺利履行承担额外

的、没有预料到的负担④。信义义务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是支撑典型信托形象的坚固力量。其二,义务发生的

根据不同。有人坚持信义义务的合同路径是因为信义义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合同加以修改,并由此得

出“信义义务必然是合同(合意)的产物”的结论,但该观点明显存在漏洞,是合同分析方法的扩大化。一项义

务可以通过当事方的合意加以修正,并没有表明它是如何产生的。就如侵权法中的注意义务能够被合同加

以修改、排除,但并不代表该注意义务是由合意产生⑤。因此,受托人的义务虽然可以通过合同约定,但是需

要法定标准来衡量。信义义务本质是法定义务,是不可减免的核心义务⑥。我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的忠实义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分别管理义务、第三十条规定的亲自执行义务等均为法定义务。与此相对,
合同义务主要表现为约定义务,在充分尊重意思自治的原则下,当事人可以约定任何不被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权利、义务内容。

2.违信责任与违约责任

违信责任,也称为信义责任,是信义义务的当然延伸,是信义义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对信义义务

与合同义务两者的区别探讨不能忽视违反义务所招致的责任。首先,两者的归责原则不同。原则上,违约责

任属于无过错责任,而信义责任属于过错责任。信托受托人可以通过证明其对信托财产的损失不具有过错,
从而免于承担相应责任。其次,两者的救济方式不同。信托责任的救济方式不仅包含损害赔偿、恢复原状等

违反合同义务也具有的救济方式,还包含更为独特的违反禁止获利规则时的归入权救济,即《信托法》第二十

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不以损害发生为前提、以利益取得为基础的归入权,在处理“利益”大于“损失”的情形

上,能够一扫传统民法规则的无力感。可以说,这种更为“严苛”的新型救济方式是对信义义务更高要求与标

准的责任反馈,同时也彰显了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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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莹莹《信义义务的传统逻辑与现代建构》,《法学论坛》2019年第6期,第28页。
信托与合同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六点:一是功能不同,在由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债务人以其全部财产作为责任财产,担保债的履行,而
信托则实现了资产隔离功能,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二是义务标准不同,相较于合同义务,信义义务有更高的道德要求;三是救济方式不同,
返还获利是违反信义义务的独特救济方式;四是法律构造不同,合同是关于双方当事人的协议,强调合同的相对性,而他益信托存在三方当

事人,不符合合同构造,并且,《信托法》以强制性规定为主,而《合同法》以任意性规定为主;五是对价支付要求不同,除了营业信托外,民事信

托并不需要支付合同意义上的对价;六是对财产的转移要求不同,典型信托的特征之一便是信托财产的转移,而合同对财产是否转移不作要

求,甚至合同内容可与财产无关。我国《信托法》虽然使用了“委托给”的表述,但结合全文分析,依然表达了信托财产转移的意思。参见:张
淳《信托合同论———来自信托法适用角度的审视》,《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第95页。
周小明《信托制度的比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陶伟腾《基金托管人之义务属性辨析:信义义务抑或合同义务?》,《南方金融》2019年第10期,第94页。
陶伟腾《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3页。
部分信义义务规则的具体要求与内容不够清晰,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方式予以明晰,但该约定不能突破信义义务的本质,不能随意以及无限

度地削减。参见:赵廉慧《作为民法特别法的信托法》,《理论前沿》2021年第1期,第73-74页。



3.信义义务与合同诚信

除上述区别以外,信义义务与合同诚信的边界模糊对于《信托法》信义规则司法“弱势”有重要影响。发

端于英美的信义义务是衡平法的灵魂,起源于大陆法系的诚实信用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衡平性,因为

衡平强调的是一种诚信、公正与良心的法律理念,良心与正义是其内核①。正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相

似性,实务中才出现选择《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而非《信托法》上的信义义务的情形。
但是,认同相似性并不意味着对差异的忽视,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态度倾向不

同。合同法中的诚信是一种契约诚信,主要强调的是在交易中,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下追求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而信义义务的核心———忠实义务可以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两方面。积极义务经历了由“唯一

利益”向“最佳利益”的学说转变②;消极义务则强调受托人不能与受益人的利益发生冲突③。合同诚信与信

义义务相比,前者强调“不打扰他人”,后者强调“为他人服务”;前者相对消极,后者更为积极主动。其二,注
意程度不同。信义义务的谨慎义务要求受托人以“善良家父”的标准办理信托事务。而体现合同诚信的注意

义务则仅是以一般人应在交易中所具有的注意能力为限。信义义务对受托人的要求明显比合同诚信要求更

高。其三,信任基础不同。信义义务蕴含的信任更多的是普遍信任,而合同诚信所蕴含的信任则更多的是对

法律强制力的信任,即系统信任④。两相比较,信义义务对信任要求更高。
(三)信义义务规范粗疏

法律始终以其规范清晰的表现形式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构建。我国信托立法存在相

关规定内在混乱、信义义务及违信责任规则缺失的现状,因此,无论其立法初衷如何,都必然导致法律指导功

能的弱化。即使信托立法不足并非《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司法适用“弱势”的最主要原因,不可否认的是,信
托立法粗疏也是信托司法困境出现的原因之一。

1.我国立法并未对“信义义务”等规范术语进行确认

虽然部分学者认为《信托法》以列举的方式对信义义务进行了确认,但是这只能说明少量条款满足信义

义务的内涵要求。《信托法》事实上并未使用“信义义务”、“忠实义务”等术语⑤。规范术语的立法缺位,在某

种程度上增加了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合同诚信之间的区分难度,致使信义义务在司法实践中也处于沉默状

态。

2.我国信义义务的法律条款规定存在逻辑主次不分、法律性质不明、轮廓和内涵模糊不清等问题⑥

信义义务的概念和内涵并未得到明确界定。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两者关系的联结与区别亦未体现,致
使信义义务整体呈现碎片化、逻辑性弱等特点。

3.《信托法》对信义义务和违信责任的具体规则设计不足

相较于英美法国家信义规范的成熟与丰富,我国体现信义义务的法律条款数量少且分散。《信托法》中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是对忠实义务的体现,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

条、第三十四条、第五十八条则归属注意义务的范畴⑦。其中,不少信义义务规则设计目前还停留在框架阶

段,缺少实质内容的填充⑧。例如,作为信义义务之一的告知义务,是对委托人知情权的法律保障,能有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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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薛张敏敏《衡平法“良心”司法传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种基于近现代衡平司法风格的观察》,《河北法学》第2017年第8期,第136页。
“唯一利益”的意思是受托人只能以受益人的利益为唯一的利益,“最佳利益”是指受托人的行为必须符合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参见:徐化耿

《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及其在中国法上的展开》,《中外法学》2020年第6期,第1577-1578页。

TamarFrankel FiduciaryLaw 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 2011  108.
普遍信任是指对他者、对一般社会、对天下人的信任;系统信任是指对法律系统、制度系统、规则系统的信任,本质上是对社会秩序的信任。
参见:季卫东《法治与普遍信任———关于中国秩序原理重构的法社会学视角》,《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6年第1期,第158页。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中有使用“忠
实义务”、“勤勉义务”法律术语,被普遍认为这是信义义务在《公司法》上的体现。
王莹莹《信义义务的传统逻辑与现代建构》,《法学论坛》2019年第6期,第28页。
周小明 《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页。
田丰雷《论我国信托受托人告知义务的立法完善———以美国<统一信托法>为鉴》,福州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少受托人利用信息优势所导致信托关系中受托人权利义务不相匹配、受益人利益受损的结果发生①。《信托

法》第三十三条对告知义务予以规定,但是其中不乏问题,比如,对记录的详略规定不明确以及每年一次的报

告义务能否突破? 同时,《信托法》缺乏对违信责任的具体规定,脱离责任束缚的权力将被滥用,没有规定对

应责任承担的义务形同虚设。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为了追求权利义务一致的实质公平,不得不求助于《合同

法》等,由此加剧了《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司法适用的困境。

4.对信托免责条款效力问题未作规定

学界普遍认为,扩大受托人权利、限制受托人义务的条款属于广义的信托豁免条款,实质是转嫁违反信

托的风险。那么,“跛脚”的信义义务还能否发挥最佳作用呢? 对于扩大受托人权利的免责条款,若不加限

制,拥有完全自主权的受托人则更像是合同当事人,而非信托当事人,常见于“受托人可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

管理信托财产,拥有绝对的自主权”这类表述②。免除或者限制受托人责任的条款,则从减损受益人救济途

径的角度对信义义务的实际作用进行约束,例如“受托人不因其不当的行为承担责任,除非是故意损害委托

人利益”③。信托的实质是保障受益人利益获得,若是不对受托人违反信托行为进行法律限制,而是完全遵

循《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则相当于不存在信义义务,信托名存实亡。
总之,合同法审判思维的固化、相似概念之间的混淆以及信托立法本身的粗疏共同导致了《信托法》信义

义务规则在司法适用中的“弱势”。然而,在“信托契约论”观点的影响之下,在实践中对此出现了“不置可否”
甚至“任意处之”的声音。这既是对信托立法指引功能的否定,也是对信托制度本质的忽视。《信托法》作为

信托专门立法,有其发挥指引信托行为、指导信托裁判的作用,其中所蕴含的信义义务规则也是信托制度的

核心要义,是对信托信任关系的回应与保障。功利地追求便宜与效率,忽视不同法律、不同制度的差异,不可

避免地会导致司法不公现象的出现:不同法律关系的错误认定,委托人、受益人因被降低标准的“信义义务”
遭受损害,受托人却从宽松的义务标准下逃脱责任,等等。因此,面对《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的“弱势”困境,
消极漠视绝不是正确的态度,积极探索改善路径才是应取之道。

三 《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司法适用“弱势”格局的改善策略

以信义义务为原点的改革进路,是扭转《信托法》司法适用弱势地位的应有之义。
(一)信义规范的立法强化

1.信义义务规范的精细化

第一,《信托法》对“信义义务”规范术语的确认。对信义义务术语的立法确认,能够为审判指明信义义务

的独特地位与价值,提醒其对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原则的区分,避免法律适用错误,损害当事人利益,导致

司法不公。
第二,完善信义义务规则设计以及责任承担方式。我国《信托法》中虽然对受托人的各项义务进行了规

定,但多是框架建构,还有较大的解释空间。一方面,要完善信义义务规则设计。随着信托业的发展以及立

法技术的提升,对信义义务进行精细化规则设计以期减少司法的不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以前文所述的《信
托法》第三十三条为例,虽然我国《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对信托公司的告知义务进行了更为

具体详实的规定,但该办法仅针对信托公司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因此,在此基础上,可以参考美国《统
一信托法》④,确立受托人积极履行告知义务的原则,在“每年定期”的基础上,增加适时告知、必要告知、主动

告知等内容。同时,应对受托人记录内容进行细化。对于能够反映受托人关于账户收入、支出、向受益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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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受托人权力”是指受托人依照信托文件或根据信托目的在信托财产管理、信托事务处理及投资等事项上所享有的权限。权限是法律所确认

的当事人意思范围,与权利相近,但未达到权利的程度。参见:于朝印《信托合同视阈下的信托受托人权力》,《东岳论丛》2017年第4期,第

171页。
在StaceyV.Brach案中,信托文件中含有“管理信托财产的完整权利,如同他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一样,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信托财产”
的表述。参见:朱圆《论信托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法学》2019年第9期,第44页。
朱圆《论信托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法学》2019年第9期,第44页。
美国《统一信托法》第八章第十三条详细规定了受托人告知义务的履行对象、履行时间、履行内容以及受益人的请求权等,“受托人应当使信

托的合格受益人合理获得信托管理的信息以及保护其权益所需的实质性事实。除非当时情形下受益人的要求不合理,否则受托人应当迅速

回应受益人提出的获得有关信托管理的信息的要求”。



配的情况以及信托财产的出售、购买和交换等信息应该详细记录;对于信托本金和信托收入之间的分配情况

应该及时披露等。另一方面,健全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承担方式。仍然以信义义务中的告知义务为例,信息

不对称可能带来“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问题,不利于信托目的的最终实现①。权力的行使必须与责任

的承担紧密相连,有权无责的后果就是权力被滥用,也使法院在司法适用中不得不求助于其他法律法规。因

此,需明确受托人违反义务的责任方式。考虑到受托人可能未从违反前述义务中获利,因此信托特有的归入

权救济形式无法进行合理嵌入,此时传统的损害赔偿责任具有可采之处。建议增加“受托人违反前款规定的

义务的,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类似罚则表述,建设困住权力的笼子。

2.无效免责条款识别的严格化

关于信托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问题,当前多数国家认为豁免“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法律责任的免责条款

无效②。分歧主要存在于豁免“一般过失”法律责任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出于提高信托效率、增强信托活

力、减少服务障碍等目的,一些国家把“一般过失”法律责任的免责条款认定为有效。我国对于信托的免责条

款效力并未作出规定,学术界对此研究也寥寥无几。为了更好地解决实践中粗暴援引《合同法》免责条款、格
式条款等规定,立法应增加信托免责条款效力的规定。本文认为,结合我国信托特点,从信义义务的要求出

发,应将信托“一般过失”的免责条款认定为无效。
相较于英美法系成熟的信义义务规定,信义义务在中国本就先天不足。若是不对信托免责条款进行合

理限制,则脆弱的信义义务可能更难发展。在我国民法理论上,通常认为一般过失就足以否定当事人的诚

信、善意,轻微过失则不然③。据此,受托人的一般过失行为即是其主观缺乏诚信、善意瑕疵的体现。信托最

为重要的义务即是诚信、善意的管理义务④。信托不是合同,不能简单地将《合同法》对意思自治的重视推广

至信托领域。而且,正如前文所言,这里的“诚信”标准本就高于一般意义上的诚信,将信托免责条款的范围

拓展到一般过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信托的信任与合同诚信之间的程度差,与民事一般法仅将无效的财

产损害赔偿责任免责条款限于故意重大过失的立法宗旨相一致。因此,建议《信托法》增加对免责条款的规

定,并认定“一般过失”的免责条款无效。
除此之外,对于扩大受托人权利或者限缩受托人义务条款效力的认定,应该分为两种情况讨论。一是对

于宽泛性地扩大权利、限缩义务的条款,原则上应该否认其效力。一方面是因为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

人并未完全理解宽泛性免责条款的含义与后果;另一方面是因为宽泛性免责条款会侵蚀并降低信义义务标

准,可能导致投机行为产生,降低信托制度价值⑤。二是针对具体权利义务的免责条款,对于非强制性义务

的免除条款原则上应认定为有效,但是,免责条款的内容需保证是清楚明确的,若存在多种理解时,应从最不

利于受托人逃避责任的角度进行解释。
(二)司法识别的二维强化

对信义规范司法适用地位的修正,应当建构以法院为轴心,横向引入专家辅助人,拓宽法院司法识别能

力的来源,纵向加深司法指导,深化法院司法识别能力建设的工作机制,全方位、多角度地提升审判的专业

性。

1.加强司法解释与案例指导工作

事实上,虽然立法修订能更为根本性地改变信托司法适用混乱的局面,但是构建完善的信托成文法道路

布满荆棘。信托原本是在判例法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成的,将不同法系的冲突在信托成文法化的过程中巧妙

地化解,需要极高的立法技术。而在现实考量和时间成本双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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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信息不对称会造成理财利益的不对称,因在理财委托前的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风险称为“逆向选择”,在理财委托后的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

风险被称为“道德风险”。参见:叶林、黄爱学《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中的信息披露义务》,《法治论坛》2010年第1期,第114页。
美国、苏格兰等国对豁免重大过失条款效力持否定态度,而英国1952年《信托法》将信托受托人承担责任的情形限定为“故意违反信托的行

为”,可以看作其对豁免重大过失法律责任的肯定。参见:朱圆《论信托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法学》2019年第9期,第47-48页。
张新宝《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66-467页。
汪怡安、楼建波《信托受托人免责条款效力探析———美国法的立场及其启示》,《盛京法律评论》2020年第1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年版,
第107页。
肖百灵《论信托文件中免责条款的效力———美国法的经验和国法的借鉴》,《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56页。



法解释、制定司法指导性文件以及发布指导性案例,可以直接、有效地弥补信托立法之不足,改变信托司法的

混乱状况却是可期的。
通过发布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信托与合同的关系、信义义务的标准等进行解释,再对受托人、委

托人过错所需承担的责任、免责条款的效力等问题进行补充、明确,以司法解释在司法裁判中不容置喙的地

位与作用对信托审判的理念与认识进行塑造。同时,发布信托纠纷指导性案例①。指导性案例作为“准法

源”,是最高人民法院从制定法中引申和间接获得的具有弱规范拘束力的裁判依据②。目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的信托纠纷指导性案例数量很少。指导性案例不仅从内容上对信托与合同,信义义务与合同诚信、合同

义务的区分作出示范与指引,在审判技巧上也引领法院去学习,减少法官错判误判。

2.提升法院审判专业性

信托法律关系复杂,厘清相似概念困难,且时常与股权、资产证券化、投融资、知识产权等结合运用,受托

人是否遵守信义义务更成为信托案件中的最大难点。因此,有必要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审查受托人的

信托财产投资行为是否谨慎有效、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是否为受益人最大利益进行投资时,拥有投融

资专业知识的专家能够对投资的组合管理、财务报表、投资表现等进行评估与分析,为法官心证的形成夯实

根基。虽然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在资格认定、参诉地位、意见效力等方面存在争议,但在司法实务中,专家辅

助人的意见已经被大部分法官作为证据采纳、采信③。相信通过对专家辅助人必须出庭的规定、双方意见质

询的保障与完善,法官在“有限采用规则”④(limitedadmissibilityrule)基础上,对专家意见的可采性进行判

断,对于提升信托审判的专业性,增强司法识别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释法说理推动信义观念的司法强化

裁判文书是整个司法审判与法官素养的最终呈现,也是改善信义规范适用“弱势”的关键之处。通过加

强和规范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可以推动信义观念的司法强化,助力信托审判思维的养成和深化。

1.依据交易习惯与通行学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0号)(以下简称《意见》)
强调释法说理的操作不仅要合法,亦要合理,第七条提出在没有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情形下,法官可以依据

习惯作出裁判;第十二条指出交易惯例、通行学术观点⑤等可作为论据论证裁判理由。
此处以审慎投资义务为例,探讨如何通过在释法说理中引入交易习惯和通行学说以增强审判人员的信

义观念。审慎投资义务作为受托人谨慎义务的关键内容,是信义义务在信托投资领域的具体展开,甚至是现

代营业信托中受托人的核心义务之一⑥。因此,审判人员对于审慎投资义务的认识,在本质上是对信义义务

的理解与把握。审慎投资义务的重点是“高度谨慎”的认定标准,但《信托法》对此仅有原则性规定,导致审判

人员对案件信义义务的认识易出偏差,成为阻碍审判实务认定的重要因素⑦。作为信托实践中奉行的、具有

普遍适用性的投资标准,审慎投资人标准属于交易习惯中的行业惯例⑧。同时,该学说也成为包括我国在内

的不少国家认定审慎投资义务的通行学说⑨。目前该标准也被《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采
纳,但内容尚须完善。审判人员可引入此标准,结合案件事实论证说理,厘清案件难点,夯实心证根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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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法发〔2010〕51号)第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

应当参照。
雷磊《指导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第286页。
李学军、朱梦妮《专家辅助人制度研析》,《法学家》2015年第1期,第158页。
“有限采用规则”是指某些言词或实物证据只能为某个限定的目的而被采纳为证据。
法学通行学说是描述并合法化一种被学界普遍接受且能够反复指导法律实践的法学理论。参见:姜涛《认真对待法学通说》,《中外法学》

2011年第5期,第933页。
姚朝兵《美国信托法中的谨慎投资人规则研究》,南京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7页。
刘雪丽《论我国信托受托人的审慎投资义务》,华东师范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
“交易习惯”可以划分为行业惯例以及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行业惯例”是“交易习惯”的一种类型而已。参见:王冠玺、卢志强

《我国民事交易习惯司法适用及司法解释的困境与重构》,《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6期,第213-215页。
陶伟腾《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1页。



此,便实现了信义义务的审慎投资义务的成功落地,推动了信义观念的司法强化。

2.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如前所述,审判人员对信义观念缺乏足够的文化心理支撑,成为《信托法》信义规范适用“弱势”的原因之

一。事实上,我国存在能够与信义观相衔接的传统文化。其一,我国不乏刘备“白帝城托孤”等体现信义关

系、蕴含信义义务的历史事件。其二,我国的传统诚信与信义义务具有相似内核。传统“诚信”通常与“道义”
并举,强调“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即在义利关系中,“信义”相较于“利益”具有优先性①。信义义务的“禁
止利益冲突”和“最佳利益”原则与传统诚信意涵不谋而合,传统诚信为信义观念“软着陆”提供了可能性。

信托发展历程彰显出道德诚信向法律诚信转变的过程。为在当代司法裁判中实现信义观念的“软着

陆”,应在释法说理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观念。《意见》与《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2021〕21号)中均提出了裁判文书释法说理需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原则是对传统诚信观的时代发展和现代改造。虽然“契约诚信”对于

经济交易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处于“加速拐弯”式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不能全盘学习建构在理性主义基础

上的西方“契约诚信”文化,否则容易催生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导致市场工具理性的泛滥②。应以科学理性的

态度挖掘传统诚信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重义轻利”与“义利统一”的价值整合,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原则具有新时代内涵。因此,强调在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中引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有利于信义观念在中国法律文化体系中形成良好继受的内核,也有助于加强法官对信

托本质、立法目的与精神的理解,增强信义观念的司法强化,改善合同审判思维固化的现状。
四 结语

实证表明,当前我国信托纠纷司法判决中存在《合同法》优先适用、无理适用及替代适用的严峻情势,难
以释放《信托法》应有的法律效用,信义义务的特殊性质也未能得到彰显,致使信托机制运作不畅、屡陷困境。
相似概念的混淆、法律本身的缺陷、审判思维的桎梏以及内生动力的缺失,共同导致了《信托法》在当前司法

实践中的尴尬局面。可以说,《信托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弱势”是对其落地中国20年来法律功效的部分否

定。因为立法目的不只在于规范法律关系,更要落实在司法适用中。究其根本,是在信托制度的法律移植过

程中,对信义义务粗放对待所致。信义义务作为信义关系的核心,也是信托制度的灵魂所在。事实上,对信

义义务的移植,要关注其背后支撑它发展运行的制度,在本土挖掘适合其发展的土壤,厘清概念分界、完善条

文规范。残缺、单薄的信义义务,无法支撑起信托法律制度的健康运行。总的来说,《信托法》司法适用“弱
势”困境警示我们,在对外来规则进行继受时,不能全盘搬运,不能否定核心,更不能粗暴地追求简单化与功

利性。基于此,对信义义务进行精细化、严格化规范是信托制度落地生根并切实发挥效用的必要基础,司法

识别的强化是方法论上的合理保障,而信义观念的弘扬与深入人心则是信托长远发展的核心内蕴所在。只

有将立法、司法、信义观念三位一体共同推进,《信托法》的弱势地位方能得以修正,信托制度方能顺利完成本

土化进程,成为我国人民实现财富增值与传承需要的可靠助力。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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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武林杰《中国传统诚信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30-33页。
金建萍《比较视域下诚信价值观的现代意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4期,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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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数据跨境流动规则
例外条款的适用及中国应对

杜玉琼 罗新雨

  摘要:全球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数据跨境流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已成为国际经贸协定电子商务章节中的

关键条款,其中的数据例外条款构成了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核心所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作
为主要由发展中国家驱动的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其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中的例外条款彰显了“发展与安全兼收并蓄,

更侧重国家监管”的价值追求。但是,由于RCEP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例外条款的设置存在适用条件较为宽松、关键

概念表述模糊等问题,成员方在适用中必然存在不确定性和滥用的隐忧,且既有争端解决方式难以实现对例外条

款的解释。对此问题的解决,WTO相关案例可提供适用原则和解释方法上的指引。中国作为RCEP的主要参与

者、推动者和多边主义的维护者,应评估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可诉性,并以 WTO案例为指引,恪守善意原则,遵
循界定限制措施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解释进路,以期明确RCEP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例外条款的适用,促进区域电子

商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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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贸易模式正经历数字化转型。虽然电子商务的概念尚不统一①,但其呈

现的各种贸易形式均以数据跨境流动为基础。近年来,各国间签订的区域和双边经贸协定愈发重视数据的跨

境流动,并把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设置为电子商务章节的关键条款②。但另一方面,若国家放任关键技术数据、个
人敏感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无疑会对国家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挑战③。正如《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

与合作倡议》概述所言,“我们生活的互联网经济时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④。因此,在区域

和双边经贸协定中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例外条款(以下简称“数据例外条款”)便成为缔约方对数据跨境自由流动

的“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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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虽然部分区域或双边协定采用“数字贸易”的表述,但鉴于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章节中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设置上的共性,且本文侧重讨论

RCEP电子商务章节下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故本文统一采用“电子商务”的表述。
武长海主编《国际数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61页。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G20官网,2016年9月20日发布,2022年7月16日访问,http   www g20chn org hywj dncgwj 
201609 t20160920_3474 html。



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RCEP”)正式生效。作为全球最大的区域自由

贸易协定,RCEP的经济体量约占世界经济的1/3,并惠及全球近1/3的人口①,其范围内的区域贸易正经历着

数字化转型②,电子商务章节及其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成为该协定的主要内容,而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设置可

以协调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国家监管之间的关系。因此,探讨RECP数据例外条款的有效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 RCEP数据例外条款设置的价值和目的

一般而言,价值是指导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基本准则③,而具体规则服务于特定的目的④。立足于应然的角

度,规则的设置不仅应致力于价值的彰显,还应追求目的的实现。RCEP数据例外条款是指第十二章第十四条

“计算设施的位置”(以下简称“数据一般例外”)和第十五条 “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以下简称“数据安全

例外”)中的例外规定⑤,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设置,不仅彰显了特定的价值,亦实现了缔约方制定数据例外条

款的目的。
(一)价值彰显:发展与安全兼收并蓄,更偏重保障数据跨境流动安全

总体上,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设置彰显了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价值取向。时至今日,数据已然成为当今

国际经贸往来的基本要素⑥,其通过改变传统贸易模式,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助力。据统计,2021年跨

境数字服务贸易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占比达到63.6%⑦。正因如此,RCEP数据例外条款虽侧重国家监管,但
其仍要求缔约方充分考虑该条款对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影响。RCEP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一般例外条款中,
原则上禁止缔约方限制数据跨境流动,并强调该例外的援引应符合非歧视性和必要性要求。RCEP在数据跨

境流动规则安全例外条款中,规定该例外的援引应具备相应的必要性,以防止该例外的滥用。
同时,RCEP将例外条款作为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基本规则。数据跨境流动往往伴随着信息的大范围传

播,放大了国家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⑧。为了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并最大程度协调各缔约方的利益诉求,

RCEP选择积极回应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并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中以设置例外条款的方式,概括地赋予了各

缔约方监管数据跨境流动的权利。RCEP规定,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中对自由流动的强调不排除缔约方对于安

全例外条款的适用(第十七章第十三条)。同时,RCEP也设置了数据一般例外,以期为各缔约方限制电子信息

的跨境传输或实现数据本地化提供必要的政策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与安全兼收并蓄”的价值取向中,RCEP数据例外条款更偏重“保障数据跨境流动安

全”。原因在于,RCEP缔约方构成多元,不同发展水平的缔约方需要更具包容性的数据例外条款。因此,

RCEP数据例外条款为缔约方监管数据跨境流动提供了更为独立自主的空间。例如,针对缔约方能否限制数

据跨境流动这一问题,RCEP开创性地设置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柬埔寨、老挝等缔约方可在一定时期内更

为宽松地适用数据例外条款(第十二章第十四条注释、第十五条注释),从而为此类缔约方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

提供了必要的过渡期。
(二)目的实现:更尊重缔约方监管数据跨境流动的需求

在“发展与安全兼收并蓄,更偏重保障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价值引领下,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设置更尊

重缔约方监管数据跨境流动的需求,其具体内涵可在RCEP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

CPTPP)、《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以下简称 USMC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以下简称DEPA)等
协定的数据例外条款的比较中进一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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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沈铭辉、李天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进展、影响及展望》,《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3期,第103页。
《助力地区疫后经济复苏,RCEP为电子商务注入新活力》,光明网,2022年1月16日发布,2022年7月16日访问,https   news gmw cn 
2022-01 16 content_35450529 htm。
马忠法、谢迪扬《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际法价值构造》,《武大国际法评论》2022年第2期,第1页。
杨铜铜《立法目的司法运用的功能及其效果提升———以指导性案例为分析对象》,《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第184页。
下文关于数据跨境流动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规定亦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十二章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0年5月21日发布,2022年7月16日访问,ht-
tp   www mofcom gov cn article b g 202005 20200502967296 shtml。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治理白皮书》,CAICT中国信通院网,2023年1月10日发布,2023年7月3日访问,http   www caict ac 
cn kxyj qwfb bps 202301 t20230110_413920 htm。
黄家兴《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碎片化:现状、成因及应对》,《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4期,第71页。



一方面,RCEP数据一般例外的设置更尊重缔约方基于“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监管需求。在“通过电子方

式跨境传输信息”和“计算设施的位置”的规定中,RCEP与CPTPP均设置了一般例外条款①。但由于RCEP各

缔约方的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差距较大,RCEP采取更为宽松的规制进路,除了强调限制措施应符合非歧视要求

且不超过必要限度之外,RCEP数据例外条款在其注释中还赋予了缔约方自行决定限制措施是否超过必要限

度的权利。相较之下,CPTPP、USMCA等协定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更为限缩一般例外的适用。例如,USMCA
虽然在“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中设置了一般例外,但剔除了“计算设施的位置”中一般例外的规定,以克

减缔约方对电子商务活动进行监管的政策空间。
另一方面,有关数据安全例外的设置,RCEP更为尊重缔约方基于“基本安全利益”的监管需求。作为主要

由发展中国家驱动的大型区域贸易协定,RCEP充分考虑到数字时代国家安全信息泄漏的风险,以及发展中国

家风险应对能力的相对缺乏,其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中明确设置了安全例外,准许缔约方可以采取其认为维护

“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措施,并规定其他缔约方不得对此类措施提出异议。相较之下,CPTPP、DEPA、

USMCA等协定并未在对应章节中设置独立的安全例外条款,其数据跨境流动的限制措施与安全例外之间的

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
二 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适用审视

由于RCEP数据例外条款蕴含“发展与安全兼收并蓄,偏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价值取向,因此其设置更

尊重缔约方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的需求。但是,RCEP数据例外条款较为宽松的适用条件可能导致该条款存在

滥用的隐忧②。加之RCEP数据例外条款中关键概念表述模糊,该条款的适用仍具有不确定性。
(一)一般例外中“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表述模糊

RCEP数据一般例外虽然强调缔约方的规制权,但其“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表述有待细化。不同于 WTO
通过限制性列举的方式说明一般例外目的的做法,RCEP仅用“合法公共政策目标”来概括缔约方适用数据一

般例外条款的目的,且并未对该目标进行定义。此外,RCEP明确规定“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具体内涵由缔约

方自行决定,可见,该目标与缔约方自身的数据跨境流动政策密切相关。例如,在个人隐私保护层面,日本、新
加坡立法规定个人数据的跨境流动应符合本国所要求的个人数据保护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缔约方适用RCEP数据一般例外虽有非歧视和不超过必要限度的规定,但“合理公共政策

目标”无法聚焦导致缔约方采取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时难以满足上述要求。RCEP数据一般例外的非歧视

性具有特定含义,指缔约方采取的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不得造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③,但“合法公共政策目

标”的模糊表述反而加剧了缔约方自主决定适用该例外的倾向,进而放大了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造成任意或

不合理歧视的可能性。此外,抽象的“合理公共政策目标”也无法为必要性的解释提供较为清晰的指引。数据

跨境流动限制措施的目标决定了其实施的方式、范围和程度,因此,必要性的理解应结合缔约方数据跨境流动

监管的具体目标和实践。由于“合理公共政策目标”并非具体的监管目标,因此各缔约方实际上对数据跨境流

动限制措施必要性的理解并不统一,进而造成缔约方适用RCEP数据一般例外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由于RCEP各缔约方的信息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且各缔约方对国家安全和个人信息的保护

呈现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因此,RCEP数据一般例外“合法公共政策目标”较为抽象的表述实际上反映了成员间

监管目标差异的现实。一般而言,法律漏洞的补充需要相应的法律解释④。因此,RCEP数据一般例外的适用

需要进一步发展相应的解释方法,以增强缔约方适用该例外的可预期性。
(二)安全例外的适用过于偏向缔约方的监管自主权

“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⑤。由于数据跨境流动是网络空间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

其规制水平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在网络空间中的保障程度。鉴于限制数据跨境流动对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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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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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十四章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有学者认为,RCEP在数据跨境流动与存储等规则方面的议题深化水平相对较低、例外条款较多。参见:谢谦《全球数字经济规则议题特征、
差异与中国应对》,《改革》2023年第6期,第29页。
张晓君、屈晓濛《RCEP数据跨境流动例外条款与中国因应》,《政法论丛》2022年第3期,第113页。
梁慧星《论法律解释方法》,《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第47页。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求是》2013年第22期,第25页。



用,以及各缔约方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差异,RCEP特别强调了其他缔约方不得对数据安全例外的适用提出异

议。但是,这一规定也加剧了缔约方滥用安全例外的可能性,若一成员为维护“基本安全利益”采取数据跨境流

动限制措施,则该成员既无需通知其他成员,也不必向其他成员说明限制措施的必要性。同时,由于安全例外

的适用过于偏向缔约方的监管自主权,也限缩了相关争议诉诸RCEP争端解决程序的可能。
对缔约方监管自主权的过度偏重极易造成数据安全例外的滥用,这与RCEP促进电子商务广泛使用、建立

信任和信心的电子商务环境目标存在潜在的冲突。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是电子商务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必要前

提,而一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当限制则有可能减损市场主体对该国电子商务环境的信任和信心。不同于

RCEP数据一般例外的是,RCEP数据安全例外并无非歧视要求,这意味着该例外的援引不需要考虑限制措施

对数据跨境流动自由造成的影响,也容易导致该例外成为阻止跨国企业进入一国市场的障碍。例如,出于贸易

保护的目的,一国可能会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数据跨境流动,致使跨国企业无法开展正常的商业活动。就

目前来看,RCEP电子商务环境目标和数据安全例外有着潜在冲突。RCEP数据安全例外将国家安全置于数据

跨境自由流动之上,其仅强调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并未对数据跨境流动贸易价值和非贸易价值的协调进行

深入考量①。为提升跨国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信心,RCEP数据安全例外的适用仍应关注数据跨境流动自由和

国家安全之间的协调。
(三)RCEP争端解决方式难以实现对数据例外条款的解释

目前,RCEP电子商务章节项下产生的争议原则上不可诉诸RCEP争端解决机制(第十二章第十七条第三

款)。为解决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相关争议,RCEP规定了两种争端解决方式,即争议方之间协商解决争议

或争议方将有关争议提交RCEP联合委员会。但是,上述两种解决方式均难以实现对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

解释。
首先,缔约方通过相互磋商解决争议的方式无法为规则解释提供嗣后参照。RCEP规定在协商过程中,争

议方应善意进行磋商,以达成共同满意的解决方案(第十二章第十七条第一款)。但是,该争议解决方式强调缔

约方的互动性和合意性,争议方之间争端的解决更多取决于各自利益的协调和让步,并不涉及规则的解释。因

此,即便争议方之间协商解决了因例外条款适用所引发的争端,也无法澄清数据例外条款的具体规定。
其次,通过RCEP联合委员会寻求对数据例外条款的解释不仅效率低下,也难言现实。RCEP电子商务章

节规定,该章节项下所产生的争议在未能通过磋商解决时,缔约方可将争议提交至RCEP联合委员会(第十二

章第十七条第二款)。作为替代磋商的争端解决方式,RCEP联合委员会虽具有规则解释的职能(第十八章第三

条),但需遵循各缔约方协商一致的规则(第十八章第四条)。这意味着数据例外条款的解释需要全面考虑不同

缔约方的诉求,由于RCEP缔约方之间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差距和文化认知上的不同,各缔约方对数据跨境流

动监管的态度和立场差异较大,因此,通过RCEP联合委员会澄清数据例外条款效率较低。
综上所述,RCEP现有的争端解决方式在理论上虽可澄清数据例外条款的适用,但其外交协商的性质决定

了此类争端解决方式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非正式或效率较低等弊端。因此,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解释需要一

套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意义的解释方法,从而减少各缔约方适用此类例外条款的不确定性。
三 WTO相关案例对RCEP数据例外条款适用的指引

RCEP是遵循 WTO规则而形成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②,而 WTO例外条款和RCEP数据例外条款呈现一

般规则和特殊规则的关系。RCEP专设有一般条款和例外章节(以下简称“RCEP例外章节”),以实现RCEP数

据例外条款与 WTO例外条款的衔接。RCEP例外章节规定,WTO的一般例外经必要修改后纳入电子商务章

节③。此外,RCEP例外章节的安全例外与 WTO安全例外的表述基本相同,而RCEP数据安全例外仅强调了

其不可诉性。一般而言,若某一事项可同时适用一般规则和更为具体的规则,则后者应优先于前者,而一般规

则既有的适用情形也对具体规则的合理适用具有指引作用④。因此,WTO中涉及例外条款的案例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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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观福《数字贸易中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法规制》,《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3期,第171页。
杨国华《论RCEP与 WTO规则的关系》,《国际商务研究》2021年第5期,第3页。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十七章第十二条。
古祖雪《现代国际法的多样化、碎片化与有序化》,《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43页。



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解释提供指引。“多边路径不但是国际法善治的应有之义,也是数据无地理边界属性的

客观要求”①,多边视角的参照有助于澄清RCEP数据例外条款表述的不确定性,解决RCEP数据例外条款滥

用的隐忧。
(一)秉持善意原则解释例外条款

在 WTO既有关于例外条款适用的案例中,争端解决机构秉持善意原则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解释思路。
早在“美国汽油案”(DS2)中,WTO上诉机构就指出,专家组在判断该案中一般例外的适用性时,“忽略了条约

解释的一项基本规则”②。上诉机构认为,条约解释的基本规则是指《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符合善意原则的解释方法,因此上诉机构明确了一般例外的解释顺序,“分析有两个层次:其
一,根据GATT第二十条第七款对限制措施的性质进行论证;其二,根据GATT第二十条的介绍性条款进一步

评估同一措施”③。善意原则厘清了一般例外的解释思路,也为之后的案例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因此,在“美国

虾案”(DS58)中,上诉机构就否定了专家组优先考察限制措施是否符合一般例外序言的做法,并认为专家组“没
有遵循《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三条第二款的要求,适用‘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的所有步骤”④。

同样,关于安全例外的解释,在“乌克兰诉俄罗斯转运措施案”(DS512)中,WTO专家组强调,“WTO争端

解决中出现的解释性问题应通过适用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来解决……这些规则包括《公约》第三十一条和第三

十二条”⑤。可见,本案中的专家组也是先判断限制措施是否符合安全例外的具体情形,再考察限制措施是否符

合安全例外的宗旨。
可见,善意原则对例外条款的解释具有普遍适用性。由于 WTO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解释都需要平衡

贸易自由和国家监管之间的关系,因此善意原则可以提供一致的解释思路。在“卡塔尔诉沙特知识产权侵权

案”(DS567)中,WTO专家组强调善意原则具有避免安全例外滥用的功能,指出“善意原则要求各成员不得利

用GATT第二十一条作为其规避GATT义务的手段”⑥。WTO上诉机构也曾表示,“GATT第二十条的引言

实际上是善意原则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制约着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对此,上诉机构进一步强调,“第二十条

引言的目的和目标通常是防止滥用第二十条的例外情况”⑦。可以说,解释方法是基于规则解释活动而形成的

分析技术,而秉持善意是运用解释方法的原则。秉持善意原则解释例外条款的过程体现了平衡贸易自由和国

家监管关系的追求,这对于RCEP缔约方合理援引数据例外条款具有重要的指引与借鉴作用。
(二)注重限制措施必要性的论证

由于 WTO的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条款都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成员方采取限制措施的具体情形,限制措

施的应有目的都较为明确,但 WTO有关例外条款适用的必要性表述却较为抽象。因此,WTO争端解决机构

在个案中往往对限制措施的必要性进行详细论证,以明确其限度。
早在关贸总协定时期,“泰国香烟案”(DS10/R)的专家组就尝试运用文义解释解读限制措施的必要性,但

该解释方法过于严苛,无法对必要性予以全面考量。在该案中,专家组并未直接解释必要性,而是论证限制措

施何以不必要,认为“泰国实施的进口限制只有在没有符合替代措施的情况下才被认为是必要的”,进而将限制

措施的“必要性”理解为“唯一性”。在上述判断的基础上,专家组进一步指出,泰国存在相应的替代措施,并以

此否定了限制措施的必要性⑧。但是,专家组的论证并未考虑替代措施的实际可行性,如果替代措施的实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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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过高,或者替代措施仍不足以实现一般例外的目的时,那么替代措施也并非必要。因此,仅以文义解释判断

限制措施的必要性过于理想化。
随后,WTO争端解决机构运用目的解释确定限制措施的必要性,形成了判断必要性的基本思路。在“欧共

体石棉案”(DS135)中,WTO专家组通过咨询专家意见,认为保护人类生命和健康这一目的至关重要。上诉机

构据此认为,“替代措施并非最能实现目标的方式”①。之后,目的解释成为审查限制措施必要性的通行做法。
在“韩国牛肉案”(DS161)中,上诉机构指出,“相关法律或规章所要保护的价值越重要,其被视为必要的可能性

就越大”。此时,若一项限制措施最有利于实现所追求的目标,那么“一项对进口产品影响相对较小的措施可能

比一项严格或具有广泛限制效果的措施更容易被认定为必要的”②。在目的解释的影响下,论证限制措施目的

的重要程度已经成为判断限制措施必要性的关键。
在遵循目的解释的基础上,WTO争端解决机构特别强调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相关性。在“巴西轮胎案”

(DS332)中,专家小组认为,除了评估限制措施在实现一般例外应有目的之贡献程度时,还必须比较原有措施与

可能的替代措施,以权衡不同措施在实现贸易目标上的差异③。由此可见,作为 WTO判断限制措施必要性的

主要方法,目的解释方法已趋于成熟,其发展过程体现出细化一般例外审查的趋势。
在安全例外的争端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同样采用了目的解释。在“卡塔尔诉沙特知识产权侵权案”

(DS567)中,专家组认为,鉴于基本安全利益关乎国家生存,援引方可以自行决定基本安全利益的内涵,“以便能

够评估被质疑的措施是否与这些利益相关,这并不是一项特别繁重的任务,并适当地接受专家组的有限审查”。
对于限制措施的必要性,该案的专家组表示,限制措施与基本安全利益存在最低的相关性即可,即限制措施“作
为保护基本安全利益的措施并非不可信”④。

综上所述,在关于 WTO例外条款的争端中,探讨限制措施的必要性是其争端解决机构论证的重心,而目

的解释方法为例外条款的必要性论证提供了清晰且实际的解释思路。因此,RCEP数据例外条款亦可采用目

的解释,合理界定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的必要性。对于RCEP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一般例外,其必要性的解

释应关注限制措施和替代措施的比较。而对于RCEP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安全例外,其必要性的解释只需考

虑手段和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基本的相关性即可。
(三)遵循约束安全例外适用的趋向

在 WTO安全例外中,规定了 WTO成员可以采取其认为保护基本安全利益所必要的行动,该例外中“其认

为”的表述意味着援引方可以自行决定必要的限制措施。因此,对于适用 WTO安全例外而引发的争议是否可

以诉诸 WTO争端解决程序这一问题,长期以来未有定论⑤。但近年来,涉及 WTO安全例外的案例呈现约束

安全例外适用的倾向。WTO争端解决机构认为,基于 WTO安全例外而采取的限制措施并非完全由援引方决

定,争端解决机构对相关争议具有管辖权。
“乌克兰诉俄罗斯转运措施案”(DS512)中专家组的论证表明,WTO安全例外的适用应接受 WTO争端解

决机构的审查,以防止安全例外的滥用。专家组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论证:其一,对于 WTO争端解决机构是否

有权管辖安全例外的争端,专家组认为,“专家组有权审查安全例外所列各款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而不是由援

引成员自由裁量”;其二,对于安全例外中“基本安全利益”的内涵,专家组予以澄清,这“显然是一个比‘安全利

益’更狭隘的概念,通常可以理解为与国家的基本职能相关的利益,即保护其领土和人民免受外部威胁,以及对

内维护法律和公共秩序”;其三,对于援引安全例外是否存在限制,专家组表明,“必须客观地认定限制措施符合

该条款所列举的要求”;其四,为进一步考察安全例外的宗旨,专家组长篇回顾了安全例外的谈判历史,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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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成员的观点。最终,专家组认为,各国不能试图借助安全例外“使一项受到质疑的措施免受所有审查”①。
因此,虽然成员国可以自行决定维护国家安全必要的限制措施,但 WTO安全例外的援引仍有一定限制,即在

接受 WTO争端解决机构审查的基础上,判断该援引是否符合安全例外的要求和宗旨。
“卡塔尔诉沙特知识产权侵权案”(DS567)重申了“乌克兰诉俄罗斯转运措施案”(DS512)的核心观点,即

WTO安全例外的适用应接受 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审查。在该案中,专家组强调安全例外的争端适用争端解

决机制,并引用了国际法院的观点,“不论政治背景或其他政治方面,只要提交的案件或咨询意见涉及能够得到

法律解答的法律问题,相关机构就有义务对其行使管辖权”。此外,专家组认为安全例外的援引应符合善意原

则,“成员国对‘基本安全利益’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善意解释和适用GATT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三项义务的限

制”②,以避免成员国将安全例外作为规避 WTO义务的手段。
可见,对于安全例外的审查,WTO争端解决机构并非意图制止其成员采取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措施,而是

为了防止其成员借助安全例外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相较之下,RCEP数据安全例外的适用则呈现拒绝审查的

特点,由此不免存在安全例外滥用的隐忧。因此,限缩RCEP数据安全例外的适用不仅体现了RCEP安全例外

的宗旨,也是协调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国家监管的必要前提。
四 RCEP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例外条款适用的中国立场

我国作为RCEP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理应秉持积极的姿态,推动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适用走向完

善,使其充分发挥协调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国家监管的作用。多年来,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为全球贸易

体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是 WTO的生命力和价值所在③。我国在“抓住数字机遇,共谋合作发展”国
际研讨会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提出,“全球数字治理应遵循秉持多边主义,共商、共建、共享是解决全球数字治理

赤字的正确出路”④。因此,遵循 WTO指引正是我国秉持多边主义立场的体现,以 WTO相关案例为指引亦是

解决数据例外条款适用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承认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可诉性

当前,RCEP电子商务章节项下产生的争议不得诉诸争端解决程序,也没有缔约方以约定适用的方式加以

改变。这一现状固然为缔约方采取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提供了极大便利,但也加剧了数据例外条款滥用的

隐忧。数据跨境流动是全球电子商务发展的根本所在,鉴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以及文化的差异,目前数

据跨境流动的监管趋向碎片化,缺少统一的电子商务规则加以协调。面对多边电子商务规则尚未达成的现实,
联合国相关数字经济报告指出,“关于如何监管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辩论陷入了僵局,各方立场趋于两极化。
目前的监管格局参差不齐,不同国家采取的方针截然不同”⑤。

首先,我国承认RCEP数据例外条款可诉有助于推动更多国家认同和接受注重监管的数据跨境流动理念,
并推动各缔约方对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实践趋向一致。在RCEP数据例外条款不可诉的现实情况下,缔约方

仅能通过磋商途径解决争议。由于磋商过程的高度保密性,以及磋商结果高度依赖特定案件中双方的合意性,
该争端解决方式产生的结果也无法为嗣后的争端解决提供参照。相较之下,相关争议诉诸RCEP争端解决程

序的做法是对数据例外条款的空白或模糊之处进行创造性补充或解释的重要体现⑥,其产生的结果更容易为缔

约方所接受。在该过程中,争议方之间的积极辩论、第三方的参与以及专家组的解释说明,都为澄清RCEP数

据例外条款的适用提供了可能,并可为嗣后的争端解决提供有效指引。因此,承认RCEP数据例外条款可诉,
有助于缔约方在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上达成相对一致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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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国承认RCEP数据例外条款可诉有助于推进多边电子商务规则谈判。RCEP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区域贸易协定,承认其数据例外条款争议可诉诸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做法不仅能够展现我国积极参与电子

商务规则构建的姿态,还可推动数据例外条款在区域贸易中的实践,从而反哺多边电子商务规则谈判。因此,
我国可以与RCEP其他缔约方开展双边谈判①,在有限的范围内承认电子商务章节项下的争端可诉诸争端解

决程序,并积极推动数据跨境流动的区域性合作,最终将RCEP数据例外条款运用于多边电子商务规则谈判

中。
最后,通过个案裁判的方式确定争议方数据例外条款滥用与否的做法是澄清数据例外条款表述模糊性的

有效途径。未来,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适用可能面临解释方法缺失的困境,且缔约方可能对各类解释方法持

不同态度。RCEP数据例外条款和 WTO例外条款在适用问题上有着相似性,二者均存在条款设置模糊、适用

泛化等问题。WTO争端解决机构选择在个案中平衡贸易自由和国家监管之间的关系②,并最终通过相关案例

不断发展例外条款的解释方法,澄清例外条款的具体规定,从而为例外条款的适用提供了可预见性。对此,

RCEP对 WTO争端解决机制澄清规则适用的贡献予以肯定,其规定条约解释应当考虑 WTO争端解决机构的

相关解释。因此,RCEP应积极肯定 WTO争端解决机构在个案裁判中形成的解释方法,为RCEP数据例外条

款适用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
(二)遵循 WTO案例的指引解释RCEP数据例外条款

WTO争端解决机构在例外条款适用的争端解决中形成了详细且实用的例外条款解释方法,最大程度保证

了相关裁判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对此,我国应积极肯定 WTO争端解决机制保障国际贸易可预见性、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稳定的重要作用③,遵循 WTO相关案例的指引解释RCEP数据例外条款。
首先,应坚持善意原则对RCEP数据例外条款解释的引领。当前,RCEP数据例外条款缺乏必要的解释,

由此导致在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适用上,各缔约方难以形成较为一致的预期。鉴于善意原则对例外条款的

解释具有普遍适用性,RCEP数据例外条款仍可依据善意原则确定各部分内容的解释优先级。对于RCEP数

据一般例外而言,其解释应先确定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是否符合“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然后对限制措施和

替代措施进行比较,从而判断限制措施是否符合非歧视要求。对于RCEP数据安全例外而言,由于缔约方亦可

自行决定必要的限制措施,因此其解释顺序也应与数据一般例外的解释顺序保持一致。但考虑到维护“基本安

全利益”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安全例外的解释不应过于严苛地比较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与替代措施,而应更

多地考察“国家基本安全利益”与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之间是否存在基本关系。
其次,积极探寻“合法公共政策目标”中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的应有目的。在RCEP数据一般例外中,

“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表述过于宽泛。相较之下,WTO一般例外的目的则是以限制性列举的方式呈现,明确

了国家在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时应遵循的具体目的。虽然RCEP赋予了缔约方自行决定“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
权限,但在解释中仍可对其进一步细化,以实现缔约方对一般例外的善意援引,并为嗣后的争端解决提供参照。
此外,考虑到RCEP缔约方在电子商务发展上的较大差距,“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解释应秉持开放的立场,积
极发挥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条约解释功能,以提高缔约方在“合法公共政策目标”上理解的一致性。

最后,通过目的解释界定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的必要性。在RCEP数据一般例外中,目的解释应关注限

制措施和替代措施的比较。与 WTO一般例外不同的是,RCEP规定采取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的缔约方可以

自行决定“合法公共政策目标”,这就为目的解释的运用带来了新变化。由于缔约方可以自行决定“合法公共政

策目标”的具体内容和重要程度,所以在判断限制措施的必要性时,缔约方只需考虑限制措施和 “合法公共政策

目标”之间是否存在基本的关联性。对此,WTO案例提供了一定指引,即为了论证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相关性,
可以比较限制措施和替代措施。总体来看,在RCEP数据一般例外中,由于限制措施的应有目的由缔约方自行

决定,因此其必要性的论证不能照搬 WTO关于一般案例的解释,但仍可以灵活运用目的解释,判断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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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非歧视要求。

RCEP数据安全例外源自 WTO安全例外,且二者均有维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目的。因此,在RCEP
数据安全例外中,运用目的解释判断限制措施必要性的过程仍可以遵循 WTO相关案例的基本思路。其一,缔
约方可以自行决定“基本安全利益”的具体内容和重要程度,并据此采取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其二,对数据

跨境流动限制措施的审查仅限于判断限制措施和“基本安全利益”之间存在基本的相关性。
五 结语

RCEP在其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中引入了例外条款,彰显了“发展与安全兼收并蓄,更偏重保障数据跨境流

动安全”的价值取向,并实现了“更尊重缔约方监管数据跨境流动的需求”的目的。作为缔约方构成多元的大型

区域贸易协定,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适用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以加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可预期性。
中国作为RCEP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其数据例外条款适用的完善需要有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对此,
我国应始终秉持多边主义立场,遵循 WTO相关案例的适用原则和解释方法指引RCEP数据例外条款的解释

问题,以助推全球电子商务的公平发展和数字鸿沟的实质弥合。此外,RCEP数据例外条款适用的完善亦有助

于为我国后续加入CPTPP、DEPA等协定提供具体的谈判思路,从而推动多边电子商务规则的谈判和全球数

据跨境流动治理框架的形成。

ApplicationofExceptionClausesintheRulesonCross-borderDataFlowsin
the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 RCEP andChinas
ResponsetoThem

DuYuqiong LuoXinyu
LawSchool Sichuan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207 China

Abstract Thedevelopmentofglobale-commercereliesheavilyoncross-borderdataflows andrulesgov-
erningcross-borderdataflowshavebecomekeyprovisionsininternationaltradeagreementse-commerce
parts Theexceptionclauseswithintheserulesformthecoreofregulationsondatacross-borderflows 
The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 RCEP  asamajorregionaltradeagreementledby
developingcountries highlightsthevaluepursuitofbalancingdevelopmentandsecuritywithafocuson
nationalregulation throughtheexceptionclausesinitsrulesondatacross-borderflows However there
areconcernsregardingthelooseapplicationconditionsandvaguedefinitionswithintheexceptionclausesof
RCEPsdatacross-borderflowrules whichmayleadtouncertaintyandpotentialmisuseamongmember
states Moreover existing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smaystruggletointerprettheseexceptionclau-
ses Toaddressthisissue guidancecanbesoughtfromrelevantWTOcasesintermsofprinciplesandin-
terpretativemethods Asamajorparticipant promoter anddefenderofmultilateralismintheRCEP 
ChinashouldassessthejusticiabilityofRCEPsdataexceptionclauses takeWTOcasesasguidance ob-
servetheprincipleofgoodfaith andfollowaninterpretativeapproachthatdefinesthereasonablenessand
necessityofrestrictivemeasures ThiswillprovideclarityontheapplicationofexceptionclausesinRCEP
srulesondatacross-borderflowsandpromotethedevelopmentofregionale-commerce 
Keywords RCEP WTO cross-borderdataflows exceptionclauses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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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
布局现状及优化研究

高洪洋 胡小平

  摘要:当前我国稻谷和小麦库存充裕,口粮绝对安全;玉米库存相对不足,饲料粮保供压力凸显。各地政府粮

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由粮食生产品种决定,这种现状造成我国粮食储备调控粮食市场的能力削弱,区域结构性缺

粮矛盾突出。因此,调整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缓解区域粮食市场供需矛盾,完善地方代储企业粮食储备激励契

约,是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的优化策略。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全力抓好玉米生产、完善产销区粮食流通保

障体系、完善政府粮食储备监督检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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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作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①的战略部署,对保障国内粮食安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要靠粮食生

产、流通、储备、进出口等环节的共同协调努力才能实现,其中,粮食储备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是
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当前我国已建立中央和地方分级的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储备库存数量充足,库存消费

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的安全水平,在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时有效地发挥了战略

应急功能,经受住了新冠疫情考验,稳定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政府粮食储备是调节粮食市场的手段之一,随着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政府粮食储备稳定

粮食市场供应、平抑粮食价格短期剧烈波动的功能将愈发重要。当前我国政府粮食储备品种以稻谷、小麦口

粮品种为主,饲料玉米储备不足三成。随着我国城乡居民对肉禽蛋奶及水产品等动物性食物消费的日益增

长,对饲料粮的需求不断增加,国内玉米供求关系趋紧,导致玉米价格持续上涨,而玉米储备不足使玉米储备

保供稳价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同时,各地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取决于粮食生产品种,与粮食消费品种结

构不契合,削弱了政府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本文在分析我国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现状的基础上,探析

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安排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的优化策略,以不断增强政府

粮食储备调节粮食市场的能力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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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回顾和问题提出

粮食储备品种结构是指粮食品种的结构特征,如水稻、小麦、玉米等品种的占比①。研究者们采用不同

的方法对不同粮食品种储备量进行了测算。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处估算的粮食储备最低安全水平指

标②,刘甲朋计算出我国小麦、大米、粗粮的储备量分别占总储备量的比例约为46%、27%、27%③。何启华

根据各地口粮消费习惯和工业用粮品种以及不同粮食品种的储藏特性,确定全国小麦、稻谷、玉米储备量分

别占40%、30%和25%,其余为大豆④。普蓂喆等基于1961-2018年三大主粮产需数据,利用产需平衡法

和产量平滑法,得到稻谷、小麦和玉米的最低安全储备率分别为15%-35%、20%-36%、15%-25%⑤。
学者们认为,粮食储备品种布局主要存在结构性问题,即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与当地粮食消费结构不

匹配。有学者认为,我国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存在大米和小麦储备相对不足,玉米储备规模偏高,玉米储备结

构与消费结构不匹配降低了粮食安全保障力度⑥。有学者认为,中央临时储备粮以小麦为主,稻谷的比重

小,玉米只有极少一部分,这种储备品种结构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不对称⑦。一些省份粮食储备的品种与当

地消费习惯不匹配,当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粮食消费过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粮食调运⑧。随着农业发展阶段

转变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我国粮食储备品种比例失衡,粮食安全形势严峻⑨。
科学设置储备粮品种结构是当前优化我国粮食储备体系的可能路径选择。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的

优化既要考虑粮食品种之间的可替代性,又要考虑不同品种粮食在生产、储存、消费方面的不同特性。即

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应与粮食生产品种相协调,与当地居民粮食消费结构相协调。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

应适应粮食贸易流向和流量的变化。有学者提出,可按照品质损失最小化、储存成本最小化以及安全保障

最大化原则,对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进行优化;优化粮食储备品种结构与消费结构以及加工企业布局的

匹配程度,重点充实玉米等紧缺饲料品种储备规模,增强粮食宏观调控的精准性和指向性。
现有文献为研究我国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几个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现

有研究主要聚焦稻谷、小麦口粮品种,对未来需求较大的饲料玉米储备的研究匮乏;二是现有研究对政府粮

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深入的分析;三是现有研究对如何有效遏制地方储备粮代储

企业在储备玉米时的“逆向操作”投机行为,如何优化我国不同区域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缺乏具体的

策略。
二 我国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现状

(一)稻谷和小麦库存充裕,口粮绝对安全

从中央和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结构来看,小麦和稻谷口粮品种占比超过70%。2019年,我国人均粮食

占有量达到474公斤,加上进口粮食,我国实际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达551公斤,但我国人均口粮消费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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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1公斤①,口粮消费占比不到三成。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小麦、玉米、大米三大主粮库存结余2.8亿多

吨,而我国口粮年均消费量为2亿多吨②,小麦和稻谷库存大体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③。2019年

底,国内临储玉米结余库存约5600万吨④,若扣除临储玉米库存结余,稻谷和小麦库存结余仍能满足国内口

粮消费需求,我国口粮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发布的《食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数据来看⑤,我国稻谷和小麦实行最低收购

价政策以来,产需平衡有余,年度结余量⑥持续增加。稻谷年度结余量从2006/07年度至2019/20年度⑦累

计增长19602万吨。2019/20年度稻谷国内消费量为19580万吨,其中,食用稻谷消费15800万吨。稻谷累

计年度结余量可以满足当前我国12个月的稻谷消费量、近15个月的食用稻谷消费量⑧。小麦结余量从2006/

07年度至2019/20年度⑨累计增长8725万吨,2019/20年度我国小麦国内消费量12168万吨,其中,制粉消费

9100万吨。小麦累计年度结余量可以满足当前我国近9个月的小麦消费量、12个月的制粉消费量。
(二)玉米库存相对不足,饲料粮保供压力凸显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发布的《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数据显示,2008-2016年我国玉米库存持续增

加,其中,2010/11年度到2015/16年度玉米结余量出现显著增长,2015/16年度玉米结余量达到峰值5020
万吨,主要原因是2008年国家开始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玉米收储价格至2014年一路走高导致玉米库

存持续增加。2015年玉米期末库存为2.52亿吨,库存消费比高达111.93%,各地特别是东北地区陷入“粮
仓爆满、只进不出、粮食库存消化难”的窘境。在玉米去库存的压力下,2016年国家按照“市场化收购加补

贴”的新机制对玉米收储制度进行改革,玉米价格回归市场,玉米去库存效果明显,到2019年玉米期末库

存仅为1.03亿吨,库存消费比降至35.48%,逼近30%的库存安全线下限。我国玉米去库存速度超出预

期,而玉米饲用需求还在进一步增长。2000年我国玉米饲用消费为7950万吨,到2018年玉米饲用消费量

达到2亿吨,增长1.5倍。玉米及替代品的进口量近年不断增加,据海关数据统计,2021年我国玉米进口量

达2835万吨,作为玉米替代品的高粱、大麦进口量分别为942万吨和1248万吨,玉米及替代品的进口量创

历史新高。预计玉米饲用消费每年将以2%左右的幅度递增,到2025年玉米饲用消费需求可能超过2.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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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粮丰收看大国粮仓⑥餐桌进化史 见证粮食生产变迁》,百家号新京报官方账号,2022年7月14日发布,2023年2月12日访问,ht-
tps   m bjnews com cn detail 165778767614061 html。
《商务部:消费者无需囤积粮食》,中国网,2020年4月3日发布,2023年2月12日访问,http   fc china com cn 2020-04 03 content_

41113095 htm。
《农业农村部:小麦稻谷库存可够全国吃一年》,中国新闻网,2020年4月4日发布,2023年2月12日访问,http   www chinanews com 
gn 2020 04-04 9147705 shtml。
《2021年玉米市场展望:临储库存压力解除 价格强势上扬》,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0年12月23日发布,2023年2月12日访问,ht-
tp   lswz hebei gov cn lysc hyxw 202012 t20201223_50439 html。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食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2021年10月8日,第261期。
年度结余量为当年新增供给量与年度需求总量间的差额,不包括上年库存。
稻谷市场年度为当年10月至次年9月,“2019/20年度”即指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期间,以此类推。
先计算出国内每月稻谷消费量和食用稻谷消费量,再用稻谷累计年度结余量分别与每月稻谷消费量和每月食用稻谷消费量相比计算出相应数

值。
小麦市场年度为当年6月至次年5月,“2019/20年度”即指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期间,以此类推。
先计算出国内每月小麦消费量和制粉消费量,再用小麦累计年度结余量分别与每月小麦消费量和每月制粉消费量相比计算出相应数值。
玉米市场年度为当年10月至次年9月,“2015/16年度”即指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期间,以此类推。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2017年6月9日,第209期。
数据来源于布瑞克农业数据库,http://www.agdata.cn/。
一是玉米价格由市场决定,反映玉米市场供求关系;二是农民随行就市出售玉米,多元市场主体自主入市收购玉米;三是在玉米种植优势产

区(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保障农民种植玉米的合理收益。
数据来源于布瑞克农业数据库,http   www agdata cn 。
《我国饲料粮需求前景及保产稳供形势研究》,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网站,2021年4月23日发布,2023年2月12日访问,http   lswz 
hebei gov cn lysc hyxw 202104 t20210423_51421 html。
《我国2021年玉米小麦稻米进口量飙升至纪录新高》,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网站,2022年1月19日发布,2023年2月12日访问,ht-
tp   lswz hebei gov cn lysc sczx 202201 t20220119_53860 html。



吨①,国内玉米供求形势趋紧,给饲料粮供给安全带来较大压力。
(三)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由粮食生产品种决定

地方储备粮品种结构与当地粮食生产品种直接相关,即当地主要生产什么粮食品种,储备库里就储存什

么粮食品种。作为粮食主产区的河北省主要生产小麦,省内库存小麦为主,小麦库存一直保持在80%以

上②。四川省是全国稻谷、小麦主产区之一,四川省储备库里储存的主要是稻谷和小麦。以成都市新都区饮

马河粮油购销公司为例,该公司承担全部区级储备粮油22750吨,原粮18800吨,其中,稻谷储备9800吨,小
麦储备9000吨③。但实际上四川省是缺玉米的,四川省2018年稻谷调入量仅为16.9万吨,而玉米调入量高

达1004.1万吨④。东北地区是全国玉米种植优势产区,玉米产量约占全国的45%,东北地区粮食储备库里储

存的基本都是玉米。作为粮食产销平衡区的山西省是我国玉米主产省之一,省内玉米、杂粮有余,小麦、稻谷

不足,需从外省调入,其中小麦年均缺口60亿斤,占全省小麦总需求的50%以上,稻谷年均缺口30亿斤,几
乎占总需求的全部,玉米、杂粮每年外销80亿斤以上⑤。作为粮食产销平衡区的广西,2021年水稻产量为

1013.7万吨,稻谷和小麦口粮品种规模保障能力高于国务院关于产销平衡区地方储备规模保障4.5个月市场

供应量的要求,玉米饲料用粮需要依靠区外采购或从境外进口解决⑥,玉米储备不足。
三 我国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粮食储备品种调控滞后,调节粮食市场的能力削弱

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现状反映出我国粮食储备品种调控滞后,粮食储备吞吐调节粮食市场的能

力被大大削弱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饲料玉米储备不足,导致玉米储备调控玉米市场的能力变弱。玉米储备调控玉米市场能力变弱的

直接表现是国内玉米价格波动幅度变大。在我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实施期间,玉米储备较为充足,玉米价格

从2009年最低点的0.83元/斤涨到2012年的1.19元/斤,波动幅度为43%,此后至2015年玉米价格基本保

持稳定。从2016年开始,国家取消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玉米市场价格下行至2017年的0.85元/斤,随后玉米

去库存持续推进,玉米价格一路上涨到2021年3月的最高点1.53元/斤⑦,波动幅度高达80%。可以看出,当
玉米储备数量充足时,玉米储备调控玉米市场的能力就强,玉米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就小;当玉米储备数量不

足时,玉米储备调控玉米市场的能力就弱,玉米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变大。同时,随着我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

结构的变化,城乡居民对肉蛋奶的消费量成倍增长,以玉米为主的饲料粮消费需求将呈刚性增长。我国人均

口粮消费量相对70多年前下降40%,肉蛋奶的消费量增加2倍⑧。据估算,2005-2018年全国粮食消费增

加4736亿斤,95%以上的消费增量来自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其中饲料用粮增量占65%⑨。预计到2030
年,玉米需求将超过3亿吨,国内玉米产需缺口将达到2500万吨以上。一旦玉米储备数量持续不足,玉米

储备调控玉米市场的能力就难以发挥,给国内粮食市场价格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二是玉米价格波动幅度变大,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易发生“逆向操作”的投机行为。我国政府粮食储备

主体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构成,中央政府负责中央储备粮的存储任务,地方政府负责地方储备粮的存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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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粮食节约 玉米豆粕减量大有潜力———对话谯仕彦》,《农民日报》2022年7月14日,第8版。
《河北:粮油供应量足价稳有保障》,河北新闻网,2020年4月10日发布,2023年2月12日访问,http   hebei hebnews cn 2020-04 10 con-
tent_7795950 htm。
数据由新都区饮马河粮油购销公司提供。
数据由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供。
《2017山西粮食(杂粮玉米)产销衔接会新闻发布会》,山西省人民政府网站,2017年9月7日发布,2023年2月12日访问,http   www 
shanxi gov cn ywdt xwfbh szfxwbxwfbh 201709 t20170907_5984335 shtml。
《广西举行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情况新闻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0年11月12日发布,2023年2月12日

访问,http   www scio gov cn xwFbh gssxwfbh xwfbh guangxi Document 1692462 1692462 htm。
数据来源于布瑞克农业数据库,http://www.agdata.cn/。
《端稳饭碗 品味变迁》,《人民日报》2019年10月18日,第6版。
李文明《读懂中国粮食》,第263页。
《我国粮食中长期供需形势与应对的政策建议》,半月谈网,2020年11月26日发布,2023年2月12日访问,http   www banyuetan org jj 
detail 20201126 1000200033136091606371943801969887_1 html。



务。2021年新出台的《政府储备粮食仓储管理办法》规定,中央储备粮不允许地方粮食企业代储,而地方储

备粮仍然允许地方粮食企业代储①。由于各地粮食储备保管费用补贴标准长期未作调整,随着企业人工成

本、仓储建设、贷款利息开支等费用上涨,粮食储备品种轮换价差日益增大,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普遍背负政

策性亏损,长期处于“保生存”状态。当玉米价格快速上涨或下跌时,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往往出于自身利益

会进行“逆向操作”。按照粮食储备的职能,储备粮代储企业在玉米价格快速上涨时,需要以低于玉米市场的

价格向市场投放玉米,以弥补玉米市场短期供应不足。但由于储备粮代储企业预期玉米价格会进一步上涨,
就不可能以低于玉米市场价格销售玉米,也不会将储备库中的玉米立即卖出,甚至可能到玉米市场抢购玉

米,囤积居奇以获取暴利。当玉米价格快速下跌时,为了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防止“谷贱伤农”,避免在下一

个玉米生产周期出现玉米产量的急剧下滑,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需要以高于玉米市场的价格将农民生产的

玉米收储起来,以稳定玉米市场。但储备粮代储企业不会立即进入市场去购买玉米,往往是选择观望,待玉

米价格下降到一定程度时才选择入市,甚至预期玉米价格将进一步下跌时,它们会把手里的玉米投放市场,
然后再以更低的价格买回来,赚取差价。此外,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的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相交织,也
会增加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投机牟利的机会,给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带来不安全因素。

(二)粮食储备品种调控不敏感,区域结构性缺粮矛盾突出

现有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取决于当地粮食生产品种,与城乡居民粮食消费结构不契合,我国政府

粮食储备品种调控不敏感,区域结构性缺粮矛盾突出。
我国各区域粮食生产的自然禀赋和经济条件存在差异,粮食产需结构性矛盾普遍存在。具体来看,我国

稻谷、小麦和玉米生产主要集中在粮食主产区,主产区稻谷、小麦和玉米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77.0%、

86.6%和80.2%②。稻谷在粮食主产区的产量为16149.7万吨,高于11714.2万吨的稻谷消费量,而粮食主销区

稻谷缺口为2109.2万吨,产销平衡区的稻谷缺口为1195.8万吨。小麦在粮食主产区的产量为11563.0万吨,高
于9467.8万吨的小麦消费量,粮食产销平衡区的小麦产量为1693.0万吨,消费量为1572.9万吨,生产和消费基

本平衡,而粮食主销区的小麦缺口为1025.5万吨。玉米在粮食主产区的产量为20925.6万吨,玉米消费量为

21351.4万吨,产销缺口较小;粮食产销平衡区的玉米产量为4911.8万吨,高于3640.1万吨的玉米消费量;粮食

主销区的玉米产量为240.4万吨,玉米消费量为4602.7万吨,玉米产销缺口达4362.3万吨(见表1)。可见,粮
食主产区的稻谷、小麦产销有盈余,玉米产销略有缺口;粮食产销平衡区的稻谷产销存在缺口,小麦和玉米能

实现产销盈余;粮食主销区稻谷、小麦、玉米产销都存在缺口,其中玉米产销缺口最大,粮食生产完全不能满

足当地粮食消费需求。由于各地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是由粮食生产品种决定的,一旦出现粮食流通

阻滞、链条中断等供应不畅的局面,粮食品种区域供需矛盾突出,加上国际粮价上涨带来的输入性影响,诱发

结构性粮食危机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表1 2019/20年度我国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三大粮食品种产销缺口情况(单位:万吨)

     品种

区域    

稻谷 小麦 玉米

产量 消费量 产销缺口 产量 消费量 产销缺口 产量 消费量 产销缺口

粮食主产区 16149.7 11714.2 4435.5 11563.0 9467.8 2095.2 20925.6 21351.4 -425.8

粮食主销区 2183.3 4292.5 -2109.2 103.4 1128.9 -1025.5 240.4 4602.7 -4362.3

粮食产销平衡区 2628.0 3823.8 -1195.8 1693.0 1572.9 120.1 4911.8 3640.1 1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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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储备粮食仓储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直属企业为专门储存中央储备的企业,不得委托代储或者租赁其他

单位的仓储设施储存中央储备。地方储备承储单位根据粮食事权归属由各地具体规定。参见:《粮食和储备局关于印发<政府储备粮食仓储

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1年1月27日发布,2023年2月12日访问,https   www gov cn gongbao 
content 2021 content_5616180 htm。
粮食主产区稻谷、小麦、玉米产量占比数据,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稻谷、小麦、玉米缺口数据,为笔者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发布

的第261期《食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和《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数据(http://www.grainoil.com.cn/)计算而得。



  四 我国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的优化策略

我国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的调整优化,对于切实提高政府粮食储备宏观调控能力以及建设更高

质量、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一)调整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缓解区域粮食市场供需矛盾

在粮食主产区,鉴于稻谷和小麦产销有余、玉米有一定缺口的实际,玉米储备除了布局在几个玉米主要

主产省区(内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外,应重点向玉米消费需求量较大的省区倾斜。如作为粮食主产区

的山东省是我国饲料和畜牧大省,玉米饲用消费量在2019/20年度达2880万吨①(全国排名第一),玉米等

饲料粮年供需缺口约为2000万吨②。目前山东省地方粮食储备品种主要是小麦,为不断满足饲料养殖业需

求,建议山东省增加一定数量的饲料玉米储备。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四川省玉米饲用消费量在2019/20年度

达1200万吨③(全国排名第三)。目前四川省地方粮食储备品种主要是稻谷和小麦,考虑到玉米消费实际,
四川省应进一步增加玉米储备。由于东北三省是全国最大的玉米主产区域,鉴于东北三省稻谷、小麦、玉米

的实际消费情况,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中应以玉米储备为主,并有适当的稻谷、小麦储备。
粮食主销区稻谷、小麦产销有缺口,但小麦产销缺口较稻谷小,玉米产销缺口很大。粮食主销区可适当

增加稻谷、小麦储备,应大幅增加主销区玉米储备。广东省是玉米主销区,2019/20年度玉米饲用消费量达

2310万吨④(全国排名第二),广东省的玉米主要从东北地区调运,若出现“北粮南运”物流通道不畅或者预期

玉米价格将上涨,广东省的饲料和养殖企业将面临“断粮”的压力。因此,广东省应大幅增加地方饲料玉米储

备,在出现国内物流通道运输不畅、玉米市场供应紧张时,保障当地饲料和养殖企业的用粮需求。作为粮食

主销区的福建省,粮食消费以稻谷和玉米为主,其中,2019/20年度稻谷消费量为737.0万吨,玉米消费量为

731.1万吨⑤,稻谷、玉米产销缺口在2019/20年度分别为348.4万吨和717.7万吨⑥,福建省政府粮食储备品种

中玉米储备应进一步增加,并适当增加稻谷储备。
粮食产销平衡区稻谷产销存在缺口,小麦、玉米产销有盈余。其中,2019/20年度广西稻谷产销缺口

325.2万吨(全国第一),山西省稻谷产销缺口214.0万吨(全国第二)⑦。广西粮食消费以稻谷和玉米为主,
稻谷和玉米储备规模应较大,区内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应以稻谷为主,可适当储备一定的小麦。山西省粮

食消费是以小麦和玉米为主,稻谷产量不大,但稻谷消费量远大于产量,省内粮食储备在储备小麦的基础上,
主要增加稻谷储备。

(二)完善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粮食储备激励契约

玉米饲用消费需求较大的地方政府要进一步落实饲料玉米储备任务,但地方政府和地方储备粮代储企

业的目标不完全一致:地方政府的目标是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确保粮食储备数量真实、质量完好以及政府宏观

调控粮食储备有效,而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在经营中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此外,地方政府和地方储备粮

代储企业之间信息不完全对称,相对于地方政府,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拥有更多的储备粮管理信息。地方政

府与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之间存在的目标差异和信息不对称,使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

可能会损害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想要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按照地方政府的目标落实粮食储备任务,
必须设计好粮食储备代储的激励契约。完善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粮食储备激励契约应重点把握以下三个要

点。
第一,粮食储备费用补贴要与代储企业储备粮管理的努力程度直接挂钩。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储备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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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国家粮油信息中心2021年10月8日,第261期。
《山东:多途径推动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农民日报》2022年8月1日,第6版。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2021年10月8日,第261期。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2021年10月8日,第261期。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2021年10月8日,第261期。
笔者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61期《食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中福建省稻谷产量、消费量以及

玉米产量、消费量数据(http   www grainoil com cn )计算而得。
笔者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61期《食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中广西稻谷产量、消费量以及山西省稻谷产量、消费量数据(ht-
tp://www.grainoil.com.cn/)计算而得。



食的努力程度与地方政府的激励契约高度相关。现有代储企业储备粮食的激励契约是粮食储备费用补贴实

行包干补贴。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拿到储备指标就意味着其端稳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在粮食储备管

理上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就能获得固定的粮食储备保管费用补贴。这种契约安排没有考虑到储备粮代储企业

的粮食储备数量是否真实、质量是否完好、调动是否有效以及储备管理水平是否提升等方面的努力程度。因

此,地方政府要将粮食储备管理费用补贴与代储企业储备粮管理的努力程度挂钩,即当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

管理储备粮的努力程度越高,代储企业获得的储备管理费用补贴越多。代储企业对储备粮管理不到位或者

疏于管理的,地方政府可部分取消或完全取消代储企业的保管费用补贴,对于屡教不改的,地方政府可进一

步取消其代储资格。此外,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的仓储条件一般要比中储粮国家直属库的仓储条件差,代储

企业管理储备粮付出的努力成本会相对较高,因此,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获得粮食储备管理费用补贴应略高

于中储粮国家直属库的粮食储备费用补贴。
第二,将代储企业储备粮食品种的预期收益补偿纳入储备粮代储企业激励契约设计,以遏制储备粮代储

企业的“逆向操作”。当玉米市场价格出现短期剧烈波动时,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易发生“逆向操作”的投机

行为。为避免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采取投机行为,在激励契约设计中应对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的收益支付

进行补偿,以使其等于储备粮代储企业的预期“涨价”收益或预期“差价”收益,从而遏制储备粮代储企业的

“逆向操作”。此外,激励契约的设计还应考虑储备粮代储企业承担的粮食储备品种轮换亏损。地方政府可

对储备粮代储企业在储备粮轮换发生盈利时,给予一定的配套奖励,用于改善储备粮的保管条件和为今后可

能发生的轮换亏损风险做准备。
第三,储备粮代储企业激励契约设计要明确地方储备粮管理的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两分开”。地

方储备粮代储企业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相交织,一方面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成本,另一方面促使储备

粮代储企业在粮食经营性业务上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而在粮食储备业务上不愿付出太多的努力。为降低

地方政府对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的激励成本,确保储备粮代储企业落实地方储备粮存储任务,地方储备粮代

储企业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应彻底分开,即储备粮代储企业实行地方储备运营业务和商业经营业务分

离,在人员、实物、财务、账务管理上严格“四分开”。同时,政府部门要强化后续政策扶持,设置过渡期扶持措

施,保持储备粮代储企业储备业务健康稳定地运行。
五 结论与建议

政府粮食储备是粮食市场供求的“调节器”,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目前我国作为口粮品种

的稻谷和小麦储备充足,有利于保障国内口粮的绝对安全。作为饲料粮品种的玉米储备相对不足,随着我国

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玉米产需缺口进一步扩大,国内玉米供需“紧平衡”状态将持续,饲料粮保供压

力较大。当前我国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是根据当地粮食生产品种来安排的,与居民消费结构不契合。
这种布局安排,一方面会造成粮食储备品种调控滞后,政府调控粮食市场的能力削弱;另一方面,使粮食储备

品种调控不敏感,区域结构性缺粮矛盾突出。因此,应调整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缓解区域粮食市场供需

矛盾;完善地方储备粮代储企业粮食储备激励契约。
一是全力抓好玉米生产。玉米主产区采取有效措施抓好玉米生产,保障国内玉米供给。在确保稻谷、小

麦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为满足市场需要,鼓励调整粮食种植结构,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增加玉米种植面积。
在全国玉米种植优势区域,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提高玉米单产水平。创新玉米种子技术突破,加
大玉米优良品种培育、高产种植技术和高效耕作模式的推广力度,不断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玉米综合生产能

力。强化玉米种植生产技术指导和社会化服务,充分调动农民种植玉米积极性,最大程度保障农民的种粮收

益。
二是完善产销区粮食流通保障体系。优化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一方面需要把粮食主产区生产出来

的粮食运往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进行储备;另一方面,在进行粮食储备品种吞吐调节的过程中,需要依托粮食

流通体系发挥储备粮保供稳价和战略应急的功能。要加强粮食储备库建设,促进粮食产销区有机衔接,突破

物流运输瓶颈制约。要加大销区稻谷、玉米、小麦等主粮品种运费补贴支持力度,适当提高粮食运费补贴标

准,根据运输距离的远近设定具体的运费补贴标准。要完善粮食仓储物流体系,全面推行粮食运输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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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的“四散化”,加强销区的铁路、港口散粮接卸设施建设,加快发展散粮“铁公水”联运,提高粮食运输环

节效率。
三是完善政府粮食储备监督检查机制。各地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发展和改革部门、财政部门以及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等要履行对政府粮食储备监督检查职责。地方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通过储备粮代储

资格审查、储备领域违法警示教育等方式加强地方粮食储备事前监管,强化与发展和改革部门、财政部门以

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等合作,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监管、定期检查等方式,加强粮食储

备事中事后监管,构建全方位监督检查机制。同时,还可借助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科技手段,实现储备粮全

过程透明监管;加强责任追究,建立粮食储备监督检查权和处罚权相统一的惩罚机制,提高粮食储备领域违

法违规成本。

CurrentSituationandOptimizationoftheStructureandDistributionof
ChinasGovernmentGrainReserve

GaoHongyang1 HuXiaoping2
1 BusinessSchool Chengdu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106 China
2 InstituteofWesternChinaEcnomicResearch Southwester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0074 China

Abstract Atpresent Chinahasabundantstocksofriceandwheat anditsrationsareabsolutelysafe 
Corninventoryisrelativelyinsufficient andthepressureonfeedgrainsupplyisprominent Thedistribu-
tionofgrainreservevarietiesbylocalgovernmentsisdeterminedbythevarietyofgrainproduction The
currentsituationofthedistributionofgovernmentgrainreservevarietieshasweakenedtheabilityofgrain
reservestoregulatethegrainmarket andtheregionalstructuralgrainshortagecontradictionispromi-
nent Therefore adjustingthestructureandlayoutoffoodreservevarieties alleviatingthesupply-de-
mandcontradictionsinregionalfoodmarkets andimprovingincentivecontractsforlocalgrainstorageen-
terprisesareoptimizingstrategiesforthegovernment'sfoodreservevarietystructureandlayout Specific
policyrecommendationsincludefocusingoncornproduction improvingthefoodcirculationguaranteesys-
teminproductionandsalesareas andimprovingthegovernmentssupervisionandinspectionmechanism
forgrainreserves 
Keywords governmentgrainreserves varietystructure regionallayout foodsafety

[责任编辑:钟秋波]

19

高洪洋 胡小平 我国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现状及优化研究



第50卷第5期
2023年9月
Vol 50 No 5
September 202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Edition 

村社组织参与农业服务规模化的运行逻辑
———基于地方实践经验的分析

黄延廷 申汪洋

  摘要:农业组织化对推动农业服务规模化具有重要意义。以土地托管和联耕联种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实

践是衔接小农家庭经营和农业规模化的重要探索。村社组织可以对外联系引入农业规模服务主体,以此实现农业

规模效益,同时能够凝聚集体经济内部分散的农户,降低组织协调成本,形成农业规模经营,弥补小农家庭经营的

缺陷。基于地方实践经验,满足农户农业服务规模化的多元需求、因地制宜推行农业服务模式、提升村社组织协调

组织能力、完善内外部公共政策支持力度,是提高村社组织参与农业服务规模化能力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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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推动农业服务规模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农业规模效益主要依赖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

营来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是服务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服务规模经营效益的提高又可以促进土地集中规模

的扩大。但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无论是整合分散的土地资源,还是分环节的农业服务规模化,都
绕不开小农家庭分散经营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新型农业生产服务模式得到推广,在发

挥土地规模效益、促进农业现代化、提升农户非农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推动了

学术界和决策者重新思考农业服务规模化的新型模式。
为解决农户土地小而分散的问题,发挥农机作业效率,山东省汶上县供销社积极探索与村“两委”合作,

形成村“两委”组织农民、整合土地,供销社提供规模化服务的土地托管模式,江苏省射阳县探索联耕联种的

经营模式。学术界关于农业服务规模化的研究以具体地区实践的视角为切入点,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推动了

农业服务规模化研究。国家也对农业服务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通过经营权流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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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模经营”①。同年,农业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加

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要求总结推广一些地方探索形成的“土地托管”、“代耕代种”、“联耕

联种”等农业生产托管形式,把发展农业生产托管作为推行农业生产性服务、带动普通农户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的主推服务方式②。由此看出,国家政策已经明确农业服务规模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即先发展新型经营主

体,再由新型规模经营主体提供专业化、市场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事实上,农业服

务规模经营的收益来源于机械化和规模化成本与产出的边际效益之差。以农业服务规模化为路径的农业现

代化依赖土地经营和服务经营的规模化来实现,而农业生产服务规模化和土地经营规模化无法适用于以家

庭生产为基础的分散小农户的经营中。如何在普遍存在的小农经营的现实下实现农业服务规模化是值得关

注的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从三个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一是以农业管理部门为主体,通过扶持种粮大户、

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整合分散的小农户③。但实际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往往会忽

视农户多元化的土地诉求,排斥小农经营。二是由农户自发组成农业合作社,通过同类种植结构、同等地块

种植面积、同时机械化运作等形式自发组合,实现农户分享经营效益、共担经营风险。但这种方式缺乏政策

引导,再加上各地区发展情况差异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弱。三是借鉴国外农业综合体系模式。但由于我国各

地区协同体系建设不健全,难以满足国外农业综合体系的建设要求,故该模式在我国的经营效果还未充分体

现④。
现有研究聚焦国家力量和市场供给的带动引领,倾向以外力引导的方式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实践中,

以国家行政和市场力量为引导的规模化经营需要当地村社组织进行内部协调。在农业服务规模化中,村社

组织发挥整合内部、对接外部的作用,是推行新型农业服务方式的关键力量。但基于地方实践,探索村社组

织在农业服务规模化中的运行逻辑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本文基于山东省汶上县和江苏省射阳县农业服

务规模化经营的实践做法,探讨两类模式下村社组织参与农业服务规模化的运行逻辑。
二 小农家庭经营制约农业服务规模化的主要因素

我国长期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农户决定种植方式和种植结构,自己承担

农业经营风险,家庭成员参与自家农业活动,拥有农业生产价值索取权和生产决策控制权,从而生产积极性

较高。小农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上的显著优势体现在农户对土地的精耕细作上,但小农家庭经营也表现出

一定的局限性,耕地细碎化和经营分散化使得小农家庭经营难以产生农业规模效益,制约了农业服务规模化

的形成。小农家庭经营制约农业服务规模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小农家庭经营限制了农业机械化发展

农业机械化是指使用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如植保无人机、无人收割机等)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

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效益。小农家庭经营下每家每户拥有的土地是分散的,这不仅增加了农户劳动强度和

生产成本,而且限制了农业机械的应用和发展。智能化农机设备在小且分散的土地上得不到很好的应用,外
部大型农业机械化服务难以进入,农业服务规模化就不能实现。

(二)小农户与社会化农业服务主体对接困难

小农户自身难以与外部农业服务主体建立稳定的服务关系。市场化农业服务主体出于对组织协调、管
理运行和纠纷解决等成本的考量,不愿意衔接数量多且分散的小农户,而更倾向于向土地较为集中的农业经

营主体提供服务,使得小农户无法与外部市场化农业服务主体建立稳定的服务交易关系。并且由于缺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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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谈判地位,即使农户接受了服务主体提供的服务,也容易受到外部市场经营主体的盘剥及农业服务部门

的忽视,再加上缺乏中介方的有效组织导致本不愿意对接小农户的外部市场经营主体更加疏远小农户,农
资、农机、农技等社会化服务难以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农业服务规模化难以实现。

(三)小农家庭经营限制了农业技术的推广

一是小农家庭经营下农业技术发展的资金供给不足。乡村地区投融资渠道较窄,社会资本对乡村地区

农业规模化生产的投资意愿较低。资金的缺乏导致仓储、晒场、烘干等高标准农业设施建设滞后,新型农业

技术的使用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二是小农户对农业科技的吸纳和使用程度较低。城镇化的发展使原

有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劳动力以老年人、妇女为主,留守群体接受农业新技

术的能力较弱,对农业技术介入的程度也很低,从而限制了农业技术的更新和推广。部分地区虽有提供农业

社会化服务的主体,但这些服务主体自主与单一农户对接,提供的农业服务简单且科技含量低,难以形成规

模化的农业服务体系。
三 农业服务规模化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由于小农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各地努力探索小农家庭经营与农业规模化衔接的途径。其中,土地托管与

联耕联种是两种较好的实践形式。
(一)土地托管的实践与探索

土地托管是指在不改变农户经营收益的前提下,由农业规模化服务主体介入农户农业生产的部分或全

过程。农户将自己不便或者不宜经营的薄弱环节交由新型经营主体代为管理和经营,由此形成了全托管和

半托管两种形式①。由于外部市场经营主体不了解本地经营实际,不能迅速将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实现土

地规模经营的效果不佳,这就需要更了解本地实际的村社组织从中协调和组织。2017年年末,山东省汶上

县整合土地资源,实现了农业资源的内部整合,对接外部市场经营主体更方便、快捷、高效。根据村社组织在

土地托管过程中组织效能发挥的程度,本文选取汶上县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村进行论证,其做法在学界研究或

地方实践中都具有典型性。
第一,X村半托管农业服务模式。X村位于汶上县南部,现有农村人口1178人,耕地面积967亩,该地

区距离县级行政中心较远,村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较少。当地没有完全实行土地流转,农户拥有分散且零

碎的耕地。留守人员以老年人、妇女为主。在耕种、灌溉、施肥、喷药、收割等环节,尤其是机械化服务和农资

购买环节的农业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迫切需要外部农业服务提供主体的介入。因此,缺乏青壮年劳动力

的农户家庭一般选择半托管农业服务模式,在服务环节上,他们对农资购买和农机服务项目的需求较大。
该村的半托管模式处于发展初期,农户与土地的联系尚未完全隔断,而外部农业服务提供主体与分散小

农户之间的单向联系会增加组织和沟通成本。因此,依靠农户与外部服务主体的自发性联系无法达到服务

规模效益,而村社组织刚好可以发挥这一作用。一方面,村社组织更了解本村实际,在乡土的熟人社会中,能
够快速地深入农户,采集农户对农资购买和农机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供销社、农机服务社、农资企业选择

村社组织作为农户诉求的统一表达主体,可以降低新型经营主体的前期协调成本。村社组织协调下的农资

购买和农机服务规模较大,比农户自身购买服务的价格低,这不仅满足了农户的多元化需求,也减轻了农户

农业生产的成本压力。
第二,S村全托管农业服务模式。S村位于汶上县中部,距离县级行政中心较近,人口大量外迁,土地撂

荒、抛荒现象比较严重。为有效利用土地,形成“农户自愿、村社推动、利益共享”的局面,该村积极宣传土地

托管政策,引导农户通过缴纳服务费的方式让渡土地经营权,并与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根据上一年度粮

食生产标准设定最低农业保障收入,村“两委”代管托管的土地达到85%,为农业服务规模化提供了条件。
村“两委”对外引入托管服务主体入驻本村,全面管理耕地生产,代表农户和受托方签订服务协议,在农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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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土地半托管和全托管形式的托管双方的收入构成关系不同。作为半托管方的农户需要根据选择的不同农业服务项目来支付服务费用。全

托管又分为收益型全托和服务型全托两种。收益型全托是指将土地全权委托托管组织管理,农户每年可以收取定额的租金或分红;服务型

全托是指农户要支付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模式的费用。受托方农业服务主体的收益包括三个主要部分:一是受托的服务费用;二
是与农资企业对接后降低组织协调成本的规模化效益;三是由专业化代管形成的农业规模性投入成本下降和收入增加之间的差价。



获时以等额货币或全部种粮收入给付农户,农户按照每亩533元的标准再加上每亩100元的服务费用缴纳

给村社组织。村社组织与龙头企业、农资企业、农机企业对接的农业服务规模化提升了托管的效益,解决了

村民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当地村社组织将这部分收益用于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

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
在土地托管服务实践中,村社组织发挥协调农户的作用。由于土地托管涉及农户的土地置换、托管方式

的选择、农户多元需求的满足、托管合同的履约等,单靠农民合作社、农资企业、农机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单独联系分散农户,不仅要付出较高的运行成本,也无法达到较好的服务效果。村社组织为新型农业服务

主体入驻村庄开展服务提供了有效支持。已经开展的土地托管实践凸显了诸多优势。其一,满足了现代小

农家庭经营的现实需要。由于村“两委”和供销社的有效对接,在小农家庭经营最困难的农资购买和农机服

务环节节省了劳动力,减轻了留守劳动力的劳动强度,满足了现代小农家庭农业生产的现实需要。其二,推
动了农业规模经营。土地托管破解了耕地分散化、细碎化的难题,耕地集中连片为农业机械化的推行提供了

条件,农业机械在规模化土地上耕作能够获得农业规模效益,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其三,壮大了集体经

济组织。村社组织作为中介,主要收益来源于对接外部经营主体后节省的生产成本,村社组织依靠这部分收

益壮大了集体的经济实力。其四,推广了农业科技。托管服务主体以村社为中介,与农户形成了较为稳定的

土地托管关系,在既有的规模土地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愿意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如汶上

县通过村社组织开展测土配方、统防统治等农业科技应用。其五,加强了土地监管。传统土地流转中对土地

的不当使用损害了农户利益,村社组织介入土地托管,承担起监督外来经营主体履行合约的职能,有效保障

了农户的土地经营权益。综上所述,村社组织作为分散小农户的代理人,在土地集中连片、地块调整和推动

农业服务规模化经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联耕联种的实践与探索

江苏省射阳县联耕联种农业生产托管是将分散小农户依据农村地区固有的血缘、地缘以及地块相邻关

系,通过自主协商的方式打破各自承包农户的田埂、界桩等耕作界限,将零碎化的土地集中连片,再引入农业

服务主体提供专业性服务。射阳县位于平原地区,具备联耕联种的地形条件,有条件的村庄先行推行这种做

法,然后逐步向外推行。射阳县兴桥镇Y村“两委”采取了“农户+农户+村社组织”的农业经营模式。具体

的做法是:村“两委”联合供销社先登记有意愿联合耕种的农户,根据地块分布位置,打破这些农户之间的田

埂,将分散农户控制的细碎化、分散化土地集中起来,对耕地实行有组织的集中和连片,然后在既成规模的土

地上统一种植经济作物或粮食作物,再引入外部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农业规模化服务,从而推动本地农业生产

的联耕、联种、联管、联营。目前该县已经有75%的水稻种植、80%的小麦种植实行了联耕联种。
在土地经营方面,农户控制的分散土地开始集中,大家种植统一的农作物,不仅可以实现农业机械化作

业,还能降低劳动力和生产成本,提升农业生产效率①。联耕联种模式为农户年均增收1000多元,切实提高

了小农经营的农业收入。在村社组织作用发挥方面,联耕联种模式突出了村社组织作用,使得村社组织在村

庄内部的协调变得更加重要。一是农户实现了相似或者相同的种植结构,可以统一购买农资,获得规模效

益。二是在灌溉、喷药、收割等环节实现整合划一,能够降低以往因农业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纠纷发生。同

时,由于有了统一规模化的经营,农业生产下的田间管理变得更加规范。三是联耕联种将原来分散的小农户

凝结成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农业服务主体也因村社组织的介入而有了统一的对接农户的途径。公益性农业

生产部门或农业科技部门推广新型农业技术也就有了更好的渠道,播种、土壤改良、机械应用等方面的农业

技术在村庄被广泛应用。
通过对土地托管和联耕联种两类农业服务规模化模式的剖析,可以看出:土地托管和联耕联种都是在保

留农户独立经营的基础上,更大程度地实现农业服务规模化发展。如土地托管是由种植大户或合作组织代

为管理农户不愿耕种或无力耕种者的土地,进而实现土地集约化经营,取得农业服务规模化效益;联耕联种

模式破除了一定范围内农户地块之间的物理阻隔限制,以统一耕种的整体协作方式取得经营效益。这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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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服务规模化实践对传统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动较小,有效弥补了传统意义土地流转的风险,农户接受度较

高,产生的实际效果较好。
四 村社组织参与农业服务规模化的运行逻辑

农业服务规模化的核心是整合分散农户的农业服务需求,而村组织的协调治理对于整合分散农户的农

业服务需求尤为重要。明确村社组织在参与农业服务规模化中的运行逻辑,对于推介农业服务规模化的先

进做法,发挥村社组织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村社组织整合农业生产资源

农户经营分散的地块种植不同的作物,在耕种、灌溉、收割等环节不具备统一的协作性,再加上农户在农

资购买、农机服务等环节的自发性,导致农业生产的分散化经营问题。村社组织在农业服务规模化中采用

“采集农户意愿-协调经营地块-对接服务主体-取得规模效益”的路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土地托管和联耕

联种尊重了农户的主体地位,通过采集农户的农业服务意愿,整合土地资源,逐渐形成一定的土地规模,再由

外部市场经营服务主体接管农业生产的部分或全部过程,以此实现规模效益。
第一,整合土地资源。我国土地细碎化问题突出,影响了其他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射阳县破除农户耕

地的物理界限,通过订立桩界的方式圈定土地,在不转变土地经营权的情况下实现土地集中。汶上县在实行

土地托管之前就由村社组织对村庄的土地进行了调整,即每户经营的承包地尽量分配在一起,形成一大块,
随后再将每户的大块土地整合成更大规模的土地来对接外部农业社会化服务。由于这两地都位于平原地

区,土地的自然限制较少,只需要通过村社组织的动员和协调,就可以不断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第二,统一种植结构。以往小农家庭种植农作物完全是自发性的,农户往往会种植两种以上的经济作物

或者粮食作物来对冲可能出现的自然和市场风险。由于各种农作物在成熟时间、灌溉条件、土壤要求、化肥

选用等环节存在不同,不利于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土地托管和联耕联种在统一种植结构、实现规模化经营中

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汶上县在托管前就由当地农业技术部门提前测土配方,由村社组织作为代表选育优质

品种进行推广种植,选择同一种植结构,为后续托管管理提供便利。射阳县联耕联种模式在打破田地界限的

同时协商好种植结构和品种,便于破除经营界限。两个地区的村社组织在统一农作物种植结构上都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适应了土地规模化经营趋势,也契合了农业服务规模化的要求。
第三,统一采购农资产品。统一的种植结构要求统一农资的品种,规模地块对农资的需求量也变大,统

一购买农资产品不仅能降低成本,也能保障所购买农资的质量。在联耕联种农业生产托管形式下,村委会可

根据外部服务主体的报价自主选择农资企业。在全托管模式中,村社组织和供销社可以直接决定使用适当

的农资产品;在半托管模式中,农户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供销社联合农资企业提供多类农资产品供农户自主

选择。虽然两类农业服务规模化模式内部对统一采购农资产品的协调程度不同,但总的来说,都实现了降低

农资购买成本的目标。
第四,统一机械化应用。土地的连片集中和作物的协同种植为农业机械化的推行提供了条件。小农家

庭不具备购买大型农业机械的实力,农户主要依靠自身社会关系单向联系农机手,或请村内的农机手进行收

割和翻种。实现了土地规模化以后,外部市场经营服务主体进入村庄,提供大型机械化服务就有了可能,但
也需要村社组织协调统一,这样才更有效率。

(二)村社组织发挥内外协调作用

村社组织在对内联系农户、对外承接农业服务主体方面具有天然优势①。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可
以根据自愿、自主原则组织村民决定本集体经济组织事项。在熟人与半熟人社会的农村,村委会更了解本村

的组织结构、村民分布、文化历史等情况,与村民已经凝结成了“事务共管、收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村民更

加信赖本村自治组织,村社组织比其他主体更具有号召性。村社组织通过整合农业生产资源,原来一家一户

的经营环节得到了统一,形成了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为农业服务规模化提供了基础。村社组织在其中发挥

的介入作用极其关键。村社的介入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农户和对接服务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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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农户方面,村社组织带领农户从分散经营转变为协同生产。由村社组织的骨干成员率先示范,把
自家土地与相邻农户的土地连接起来,在本村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他农户纷纷效仿。这些骨干成员通过

说服村内种田大户或扶植具有潜力的种粮户转变生产方式,在逐步推行过程中,这些大户又会带动影响其他

农户转变规模经营,这就是村社组织在农业服务规模化方面以点带面作用的具体体现。
在对接服务方面,村社组织作为农户的代表统一向外对接,从寻求利益最大化考量选择最优的农业服务

主体。例如对比多家农业服务主体,选择适合本地的、服务价格最低的、能够适当安排本村农业生产机械化

作业的服务主体,降低成本价格。两个地方农业服务规模化实践都遵循了“集体共担、收入分享”的原则。不

同的农业服务规模化模式在实际的服务效果上存在差异。在联耕联种模式中,面向的农户几乎都是本集体

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协调农户的成本主要由集体经济组织支付,村社组织作为统一的代理角色,和外部农

业服务主体进行谈判,收益由集体享有,惠及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个人,这样就在利益关系上将小农户联

系在一起。在土地托管模式中,半托管的服务由于经营决定权在农户手中,其组织成本由农户承担,但在对

接服务的需求上,半托管和全托管均需要村社组织在其中协调。两类农业服务规模化模式形成了“小农+村

社”的运作机制,村社组织将小农户的关键生产活动整合起来,再作为中介对接外部的农业服务主体,从而实

现农业服务的规模化。
(三)地方政府的推动和支持是重要保障

在村社组织参与两类农业服务规模化的实践中,从对内组织农户到对外承接服务主体,村社组织主导作

用的发挥需要地方政府的引导和保障。地方行政力量的推动和支持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行政考核。在发展农业现代化的浪潮中,各地政府都在因地制宜地推进农业现代化。单独依靠村庄

内生动力无法调动各方参与农业服务规模化的积极性,应增加适当的外力推动,在内生动力和外力引导的共

同作用下,村社的效能才能得到彻底释放。在两个地方农业服务规模化实践中,当地政府将土地托管或联耕

联种模式作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有力抓手。地方政府将农业服务规模化的各要素量化,纳入各村和农

业管理部门的综合考核指标,直接影响基层政府和干部的绩效评估,调动了基层组织推行农业服务规模化的

积极性。

2.行政指导。地方政府对农业服务规模化的指导分为技术指导和政策宣传。推进农业技术入村是地方

政府的职能所在,而地方政府借助村社组织搭建的农业服务规模化平台将公益性的农业技术融入农业生产

中,农业生产技术部门与小农户有了统一的对接渠道,有效地提升了生产服务环节的农业科技含量①。这样

的双向互动让农村地区更加便利地接触到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农业技术部门科技入村的积极性。在政策

宣传上,江苏射阳县和山东汶上县地方政府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对当地农业服务规模化的先进做法进行推介,
再选取已取得成效的典型村庄作为代表,通过宣讲会、个别指导、田野宣传等方式宣讲农业政策。此外,两地

还充分发挥驻村扶贫干部的作用,利用多种形式宣讲农业政策,加深村民对新型农业服务模式的理解,引导

村民有效参与②。

3.资源倾斜。地方政府在推进农业资源项目时,会向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实行项目倾斜。如山东

省汶上县实行的“一喷一耕”项目,对实行托管的农户,只要购买了农药均享受免费喷洒服务。此外,政府部

门还通过对参与农户进行补贴和奖励来激发村庄的内生动力。如江苏射阳县对实行联耕联种的农户实行每

亩不低于61元的补贴,并对县域范围内取得积极成效的村社组织负责人实行物质奖励,提高了当地推进农

业服务规模化的热情。
五 完善村社组织参与农业服务规模化的建议

小农家庭经营将在农业生产经营中长期存在。如何在我国小农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现代化是我

国农业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以土地托管和联耕联种为代表的农业服务规模化实践和探索为我国农业现

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两类实践中村社组织都发挥了重要的协调和组织作用。村社组织利用贴近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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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优势实现了分散农户在规模化经营上的意愿统一,搭建了内外对接的平台,最终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

模化。然而,在实践中村社组织参与农业服务规模化的能力仍有待提高。
(一)满足农户农业服务规模化的多元需求

自愿、平等是推行各项农业政策的基本原则。目前,农户对农业服务规模化的需求多样化,协调农户的

多元化利益诉求是推行农业规模化的关键。在实践中要充分尊重农户的主观意愿,通过调整地块、等价补偿

等方式切实保护规模化意愿程度较低的农户的利益。当地政府和村社组织要在工作中根据农户诉求分类,
在农业服务规模化推行中满足农户的多元化需求。

(二)因地制宜推行农业服务模式

要根据村庄的人口结构、自然禀赋、地形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选择适合村庄发展实际的农业服务

模式。在保障服务规模化效益的前提下,一个村庄中可以允许多个服务模式并存,甚至在一个地块上可以叠

加多个服务环节。如在联耕联种的土地规模下,可以引入外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托管服务,发展适合本

村实际的农业服务化模式①。此外,应避免外部力量对农户生存空间的过度挤压和干预,对土地的分布位

置、肥瘦情况、面积大小等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认定,避免因土地价格或服务价格“一刀切”损害农业服务规模

化各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农业服务规模化效益的长久实现。
(三)提高村社组织协调组织能力

村社组织在促进农业服务规模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应加强村社组织的协调组织能力。
其一,各地要为村社组织发挥农业组织化效用设置保障资金,用于村社组织专门推行农业服务规模化,避免

因资金不足而使有条件推行农业服务规模化的村庄错失推行农业服务规模化的机会。其二,地方政府要在

推行农业服务规模化的地区,安排专业人员派驻村社组织,提升村社组织的协调和管理能力以及村社组织在

组织农户和对接服务中应对风险的能力。其三,村社组织要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遵从农户自愿参与,避免

大包大揽。村社组织应注重农户自主、自愿组织起来的生产合作,通过各种有效制度安排降低组织成本,搭
建农户与外部经营主体的沟通桥梁,为农户提供方便,增强农民的自主参与意愿。

(四)完善内外部公共政策支持力度

政府政策应关注农业服务规模化经营的有益实践,出台配套措施,以壮大农业服务规模化力量。有条件

的地区可在区域内形成专业化的农业服务力量,如支持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由村社组

织出面协调整合土地资源。相关政策应重点关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出资建立共用性用地、仓储、晒场、
烘干等公共基础设施,面向农业服务规模化主体出租使用,解决规模主体经营初期对部分公共产品建设能力

不足的问题。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重点推进托管成片地块建设,解决土地碎片化问题,为农业服务规

模化经营提供成片土地资源。
此外,在农业服务规模化经营过程中,应适时引入外部农业经营主体,构建农业经营风险保障机制,以降

低农业服务规模化外部风险,增强村社组织参与农业服务规模化实践的外部保障力度。建立农业规模化信

息服务平台,提供包括种养需求、农业科技、销售服务等全产业链服务信息,搭建区域性农业服务机构交流合

作平台,取长补短。鼓励金融信贷机构为服务主体提供贷款,根据实际经营状况在保障主体、保障金额、普及

力度等方面适度扩大范围,并加大对参与农业服务规模化实践的供需主体的财政支持力度,降低经营风险,
减少经营负担。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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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和回应能力是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提高

农村公共服务的现代化水平,地方政府积极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展了诸如互联网+政务服务、App服务平

台等数字化服务改革项目。这些改革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但农民的参

与性和使用率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旨在提高服务效力的改革项目只有在较高的治理绩效中才能实质性提升农

村服务质量。与其他改革项目相比,农村信息化服务改革项目在进村实施中会自然产生一种针对改革项目本

身的文本性诉求①。这一类诉求具有隐藏性,极易被推进改革的主体(基层政府和干部)所轻视或忽视,使农民

“知道改革但不理解、不会应用改革成果”,导致改革绩效较低。本文以 H村在执行服务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

(“一家亲”App)中的“文本性诉求-干部回应”为研究对象,探究二者与改革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基层政府和干部是推进改革项目的主体,负有提高改革项目绩效的责任,而提升改革项目绩效直接关系到

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农村改革项目落地实施的任何一个环节,通过调节或优化相关要素都会带来绩效的改

进。对此,学术界形成了以下四类主要观点。
一是过程主义的绩效提升路径。政府绩效主要受到“价值取向、政府管理目标、行政管理体制、政府组织结

构、政府人员素质、政府管理技术手段和财政体制”等要素的影响②。增强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农民参与、资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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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本性诉求是指与改革项目、政策文本的理解、功能和应用等高度关联的群众诉求,是一种自源性诉求。农村改革项目、三农政策进村入户

的过程中会产生这一类诉求。它的主要特点是非物质利益性、理解性、技术操作性、隐藏性、非正式表达性和客观存在性。
徐双敏《政府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行政论坛》2007年第6期,第10页。



入、多元协作效应等可以促使政府更关注项目实效。在农村改革项目执行中,乡镇政府和村庄要给予农民参与

的机会,赋予农民公共责任感,以高质量的农民参与提升改革项目绩效。有研究发现,公众参与可以正向影响

企业环境绩效,且这一关系在考虑政策冲击和进行工具变量等检验后仍稳健存在①。此外,政府积极回应农民

的诉求,可以形成“回应性参与”效应②,从而在农民的参与和支持中提升改革效能。农村改革单元的选择也会

影响改革绩效,“村民小组作为成员民主参与的实现单元,在改革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③。另外,从改革项目

本身来看,改革项目在下乡中要破除条块分割体制导致的资源割裂、资源依赖、精英俘获以及形式主义等问题,
发挥村级组织和农民的协同作用,强化利益动员和社会动员④,进而才能增进治理绩效。

二是结果主义的绩效改进路径。通过对政府治理绩效开展纵向考评的问责和横向比较的激励,可以成为

驱动政府改进绩效的内在动力。自上而下的问责制能够通过规范乡镇政府组织领导行为影响政府组织绩效⑤。
基于绩效结果的问责考评,通过绩效反馈使政府关注历史绩效和社会绩效,并在绩效差距中形成自我激励。直

接来自上级政府的问责压力会促使街道或乡镇政府关注自身绩效并着力改善绩效⑥。当然,上级政府通过政府

横向之间的治理评比、排名和拉练,也会不同程度地刺激基层政府着力于改善绩效。
三是主观主义的绩效实现路径。基层官员作为改革项目的执行者,改革项目的绩效直接与其政治晋升挂

钩。在锦标赛体制下,晋升锦标赛是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⑦,是提高绩效的主要诱因。在脱贫锦标赛下,地
方政府围绕脱贫指标开展横向竞争,在“强激励-强监控”治理情境下提升治理质量⑧。地方官员的领导气质、
责任认知以及自我期望等主观因素都会影响绩效。积极的官员往往会有较高程度的发展性责任认知,会自我

激励选择高绩效的行动策略。领导高度重视不仅能够产生当期绩效,而且还能引起绩效叠加和转移,产生可持

续绩效⑨。总之,地方领导人的政绩观是改革项目绩效的重要影响要素之一。
四是管理主义的绩效控制路径。影响政府绩效的多种因素在作用过程上是一个“黑箱”,各种因素的关系

错综复杂。对政府绩效实施全面科学管理可以有效把控政府治理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进而提高绩效水

平。绩效管理推进机制有助于提高政府执行力。对目标管理类、效能监察类、外部评价类等绩效管理工具的

采用,有助于改善和提升政府绩效的不同方面。换言之,加强农村改革项目执行中的预算管理、风险管理、分
权或授权、目标设定、过程监测以及资源调配等,均可以提高绩效。

综上所述,四类主要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农村改革项目绩效的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有极大的理论价

值。与常规性政府治理事务不同,农村改革项目是国家建设基层社会的国家工程,带有很明确的国家治理目标

性。提升农村改革项目绩效既依赖于农民的广泛参与,也依赖于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深度协作。从现实来看,农
民群众既非常关心、也非常愿意参与改革项目。只是一些改革项目(尤其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服务改

革)在进村入户实施的过程中,农民群众必然会产生一种针对改革项目本身的诉求,如“改革项目是做什么的、
对我有什么用、我怎么使用、干部能不能教会我”等。这一类诉求具有非物质利益性、理解性、技术操作性、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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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非正式表达性、客观存在性等特征,它源自农村改革项目本身,而非改革项目执行所牵动或触发的利益诉

求,可以定义为“文本性诉求”。文本性诉求是指与政策文本的理解、应用等高度相关联的诉求,是一种自源性

诉求,与改革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诱致性诉求相对应。从诉求的产生方向看,文本性诉求与改革项目相随,是
自上而下产生的,是农村改革项目的源头性诉求。应该说,这类诉求在大多数农村改革项目中普遍存在,只是

在不同的改革项目中,其表现程度或规模存在差异性。文本性诉求能否得到基层政府和干部的有效回应直接

影响着农民对改革项目的实质性参与程度,进而影响改革项目绩效。既有理论研究较少涉及文本性诉求及其

回应。
因此,基层政府和干部如何有效回应文本性诉求,提高改革项目绩效,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命题。笔者

于2020年4月在Y市H村调查中发现,村“两委”干部在推行服务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时,及时捕捉并解决了

农民群众的文本性诉求,农民高度参与改革项目,高效实现了预期目标。本文以改革项目执行中的文本性诉求

为切入点,深入剖析文本性诉求的有效回应机制,并尝试构建预见性回应模式。
二 改革项目中的文本性诉求与干部回应:H村的案例

2020年初,Y市“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三治办”)在全市范围内试点推行

服务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旨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农村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下辖12个村民小组、1000
多户农户的H村是改革项目试点村之一①。

(一)改革项目进村与文本性诉求的预估

改革项目的重点在于向农民推广使用手机软件“一家亲”App。农民用手机下载安装App以后,实名注册

登录,可以查询各类政务服务信息,表达诉求,参与村务决策和监督等。在改革项目启动初期,Y市三治办召集

试点村“两委”干部以及乡镇政府召开座谈会,下发并讲解了改革项目的实施方案。据 H村党支书说:“县里开

会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这个项目跟别的项目不一样,也没现场教我们干部怎么用,咋跟老百姓宣传呢?”为了真

正地执行好改革项目,H村“两委”干部和12个村民小组长专门召开了项目推进会。在会议上,村支书和参会

的村“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自己都不会用,老百姓肯定也不会使用App。”所有村

“两委”干部一致认为,只有解决好农民使用性诉求,才能真正使改革项目落地。根据实地调查,在改革项目实

施前,存有这类诉求的比例达到了89%,期望得到村“两委”干部技术操作方面帮助的比例达到了91%;在改革

项目实施进程中,有这类诉求的比例达到了42%。
(二)村“两委”干部的回应策略及持续性

在项目推进会上,村“两委”干部就“如何解决农民可能存在的诉求”进行了讨论,形成了“干部教农民、每组

一名技术员”的解决方案。第一步是每一个村民小组抽选一位技术员,可以是懂技术的青壮年村民,也可以是

村民小组组长,每位小组技术员专门负责教会所在村民小组的农户使用App,村委会给每位小组技术员发放

1000元的酬劳。第二步是由村委会出面,把负责服务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的三名专业技术员请到村里,对村

“两委”干部、12名小组技术员进行技术培训。对此,村支书认为:“我们得先把干部教会,再由干部、每个组的技

术员去教老百姓,这样才能真正从根子上解决老百姓不会用的问题。”经过培训,村“两委”干部以及12名小组

技术员已经完全知晓App的基本功能,学会了App操作技术。
(三)回应力度与农民反应

技术培训会结束后,12名小组技术员以户为单位上门解决农民的使用性诉求。村委会对小组技术员的基

本要求是:帮助农民下载App并在线注册和登录,每一户必须保证教会任意一位家庭成员使用App。他学会

后,再教其他家庭成员使用。小组技术员入户必须做好登记,给农户留下手机号。农户在使用中有任何困惑都

可以给小组技术员打电话,小组技术员上门解决。同时,小组技术员在入户时还要向农户宣讲服务平台数字化

改革项目的基本内容与改革目的,并就农民的疑问进行解释。在整个项目推进中,农户也可以就近向任何村

“两委”干部表达诉求,村“两委”干部要积极地解决村民的技术性诉求。农户对村“两委”干部着力解决技术性

问题的行动非常认可,“村里派技术员一家一家跑,到家里手把手教,当场给我们讲解它(App)的好处。”
(四)回应效力与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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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调查材料及数据来自课题组2020年5月在 H村的实地调查。



H村“两委”干部采取的积极行动极大地推进了服务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落地。一方面,12名小组技术员

在入户中清晰地向村民宣讲了App改革项目的主要功能及其便利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政策知晓度及认同度,
并积极支持和参与到改革项目之中。根据实地调查,项目推进一个月后,H村的App知晓率达到了91%,意愿

使用率达到了82.4%,认同率为98.2%。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开始使用App获取相关服务,提升了改革项目绩

效。据实地调查,H村的App下载率达到了90.2%,使用率达到了70.8%。根据试点村的横向对比,无论是下

载率还是使用率,H村均排名第一。对此,Y市三治办工作人员认为:“在改革项目试点中,H村的普及率、激活

率和使用量都是最高的。老百姓用得多,实现了预期目标。”
三 预判诉求与预见性回应:从源头提高改革项目绩效的行动机制分析

通过跟踪观察和分析发现,H村“两委”干部在执行上级数字化服务改革项目时之所以能够提高绩效,关键

在于预判诉求并采取有效的回应行动。
(一)村“两委”干部的回应式政策执行行为是提高绩效的基础

乡镇政府干部、村“两委”干部是农村改革项目的执行主体,更是责任主体。他们既承担着提高改革项目绩

效、实现预期改革效果的行政责任,也承担着让改革项目普惠于民、服务于民的治理责任。从政策执行者的角

度来看,基层政府和干部在执行改革项目的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决定着改革绩效达成的状态和程度。任何改革

项目都是国家自上而下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和建设,最直接的作用对象是农民。将农民的意愿、诉求和建议等纳

入改革项目的执行过程,是提高改革项目绩效的基本条件。当然,这也要求基层政府和干部对改革项目有着较

高的责任认知①。即基层政府和干部对改革项目的认知路径越倾向于服务,其执行改革项目的行政责任和治理

责任的内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采取有效的治理行动去提升改革实效。H村“两委”干部在执行服务平台数字

化改革项目时,不仅将自己视为政策执行者,更将自己视为政策受益者,及时感知和捕捉到会影响改革项目绩

效的潜在性诉求。对于数字化服务改革项目,受制于农民群众的技术素养偏低这一普遍性的问题,“农民不会

理解服务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或者“农民不会使用App”等隐性存在的可能性诉求,也必然会随着改革项目的

推进成为一个肯定性的显性诉求,并且会一直持续存在。数字化服务改革项目的直接绩效就是农民的广泛使

用。由此可见,农民的互联网技术素养是影响数字化改革项目绩效的核心要素。有效回应潜在性诉求则成为

基层政府和干部执行改革项目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提高改革项目绩效的前提。围绕文本性诉求,H村采取了

“先培训干部再教会百姓”、“每组一名技术员”的行动策略,在回应农民诉求中去执行改革项目。从行动策略上

看,H村“两委”干部的行为是一种回应式政策执行行为。在改革项目执行之初,行政主体将潜在的农民诉求纳

入改革项目进程,以回应诉求找到改革项目落地的切入口,并将回应诉求嵌入改革项目执行的全过程之中,增
强了改革项目的农民支持和农民参与。理论上,这是一种回应式政策执行行为。回应式政策执行是将改革项

目中的群众诉求有机地嵌入改革项目执行过程中,将回应诉求与政策执行双向一体化的过程。回应性越强,群
众越是支持和参与改革项目,改革项目的绩效自然也就越高。

(二)对源头诉求的敏锐性预判是提高绩效的关键

诉求是回应的基点。诉求的内容、性质和表达形式决定着政府回应的形式。农村改革项目在执行中存在

三类基本诉求:一是目标性诉求,改革项目要解决农民的既有诉求,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二是诱致性诉求,改
革项目在实施中诱发的农民利益诉求;三是文本性诉求,针对改革项目本身的理解性或操作性诉求。从诉求的

生成之源看,前两类诉求是自下而上的,生成于乡村社会内部,是一种显性的诉求;第三类诉求是自上而下的,
与农村改革项目的政策文本相伴相生,是一种隐性的诉求。在时间序列上,文本性诉求是农村改革项目进入乡

村社会时就会产生的一种源头诉求,体现为政策文件的正式话语表达与农民理解之间的错位与冲突,是一种理

解性和使用性的诉求。这种诉求在数字化、信息化改革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源头性诉求往往比较隐蔽,
需要基层政府和干部进行敏锐的预判和捕捉;它的有效解决不依赖于行政资源、经济资源等的调配与再配置,
而是依赖于改革执行者无限接近农民进行有效的话语解释、宣传和传授使用方法等行动。源头诉求的有效回

应会反过来促进改革绩效的有效实现。因为改革执行者在有效回应源头诉求的行动过程中会与农民进行群体

的或个体的非正式协商、日常沟通等深层次的互动,这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农民对改革项目的支持和参与,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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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改革项目并提升改革项目实效。因此,对源头诉求的敏锐性感知和预判既反映着基层政府和干部的治理

能力,也是改革项目绩效的首要决定要素。有预见力的政府要求治理行为的重点是预防措施,这样公共组织在

将来会更有效率和效能①。H村“两委”干部在推行服务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时,在没有乡镇政府提示的情况

下,敏锐地意识到“农民不会用App”可能是影响改革项目进度的首要因素,并通过会议研讨的方式,就源头诉

求达成共识,正式将以技术使用为核心的文本性诉求纳入改革项目议程,从而为改革项目绩效实现奠定了基

础。正如H村村民所说:“我们确实不会用App,需要干部教我们,他们挨家挨户地教,我们也更晓得它有什么

用,也会好好学。要是干部不教,我们也懒得提,不用就是了。”可见,文本性诉求的非物质利益性决定了农民不

会明确地正式表达,但会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非正式的表达,这就需要基层干部的敏锐感知和预判,消除隐形诉

求对改革项目绩效的负向影响。而对民众潜在诉求的敏锐感知和捕捉以及回应,本身就是政府或官员的内在

责任。回应是负责任的重要体现,而责任与绩效直接关联。
(三)以治理性回应行动解决文本性诉求是提升绩效的核心

服务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的本质是以信息化、数字化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但数字化服务改革项目提升

农村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在于农民群众的数字素养。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所引发的数字素养较低是

影响数字服务改革绩效的重要因素②,也构成数字化服务改革项目中的一个普遍性农民诉求。消除乡村社会数

字鸿沟与数字赋能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内生困境是检验数字乡村战略政策效能的重要指标③。因此,
基层政府和干部必须通过公共决策议程,把文本性诉求的解决纳入到改革项目的推进之中,以有效的诉求回应

来吸引农民的使用,从而提高绩效。数字化服务改革中的文本性诉求需要基层政府和干部采取有效行动向农

民传授使用方法和操作流程。H村“两委”干部为了解决普遍存在的文本性诉求,制定了有效的行动方案。一

是“先培训干部再教会村民”,通过集中参训的方式,提高村“两委”干部对改革项目的认同度,并掌握使用技巧。
二是每个村民小组配备一名技术员,以组为单位入户,现场传授软件的下载、注册、登录、浏览等操作方法。可

以看出,村“两委”干部的行动策略是在突出和重视文本性诉求的基础上,以实质性的治理行动有效回应诉求。回

应行动体现为村组联动,注重技术服务,以入户服务的方式解决村民在技术使用方面的问题,这符合村民对改革项

目的期盼。而村级组织以及时、积极的方式进行“点对点”式回应,将村民对改革项目的期盼程度最大化,进而有助

于提高使用率。文本性诉求与App使用率高度关联,有效回应普遍存在的文本性诉求可以成倍数地提高农民的使

用率,进而提高服务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的实际效能。农民的使用率是反映数字化服务改革项目的重要显性指

标。政府治理的内在逻辑是以有效的行动策略和行动机制最大程度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村“两
委”干部的行为本质是一种治理性回应行动。治理性回应反映了治理主体具有较高的自主性,能够在治理取向下

作出符合民众期盼和意愿的善治性回应行动④。在实践中,治理性回应的直接效果是可以最大程度地赢得民众的

信任、支持和参与,形成良性的互动,进而提升改革项目绩效。
(四)回应前置与连续回应:在“赋能”与“用能”的对接中增进绩效

乡村技术治理对创新传统乡村治理方式,构建乡村有效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治理价值⑤。服务平台数字化

改革项目的实质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对村“两委”干部提供公共服务、村民获取公共服务进行双重赋能。赋能

是基础,也是手段;农民的“接能”与“用能”才是数字治理的目标。如前所述,农民由于较低的数字素养而生的

文本性诉求是影响服务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绩效的重要因素。从时间序列看,文本性诉求具有先存性和持续

性,存在于改革项目的全过程,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和干部将回应贯穿于改革全流程,进行持续性回应。从案例

看,H村“两委”干部基于改革项目的特殊性预判到了普遍存在的文本性诉求,并采取了有效的回应行动。在第

一轮入户回应结束时,大多数农户已经掌握了App的操作方法,也教会了家庭成员。“回应前置”⑥的行动以主

动回应、事前回应的机制有效解决了改革项目推进之初的规模化诉求,但只能降低诉求的数量,并不能彻底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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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诉求。因为持续而稳定的数字素养不是仅靠几分钟的现场传授就能建立起来的,随着时间推移,仍会有一部

分农户不会使用App。文本性诉求是指与改革项目、政策文本的理解、功能和应用等高度关联的群众诉求,是
一种自源性诉求。农村改革项目、三农政策进村入户的过程中,随即就会产生这一类诉求。它的主要特点是非

物质利益性、理解性、技术操作性、隐藏性、非正式表达性和客观存在性。同时也会因为设备操作不当而引起新

的技术诉求。这些诉求得到基层政府和干部回应的程度与App的使用数量直接相关,进而影响改革项目绩效。
针对这一问题,H村村委会以小组技术员为依托,一方面要求技术员及时上门解决农户的技术诉求,另一方面

以地缘距离为行动原则,要求距离较近的村“两委”干部及时关注农户使用中的诉求并及时解决。通过非正式

的制度化渠道,将基于诉求预判建立起来的回应前置机制转换为持续回应机制,使文本性诉求的回应行动贯穿

于改革项目推进的全过程,逐渐降低文本性诉求的数量和内容,保证在回应互动的过程中建立起稳健性的App
使用量和偏好度。服务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的治理价值是赋能,村“两委”干部的回应前置行动以及持续回应

行动则在于塑造村民的数字素养,增强其使用信息技术获取公共服务的能力,实现技术“赋能”到农户“用能”的
有效衔接。回应前置机制下回应行动的持续性越强,用户的诉求越少,用户的使用能力随之增强,技术“赋能”
转化为农民“用能”的可能性越大,改革项目绩效也就越高。

四 预见性回应与政府改革项目绩效的关系及模式

H村“两委”干部在执行服务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中的行动策略是通过有效回应农民的文本性诉求实现最

大化的使用率。预见性回应是理解基层政府和干部提升改革项目绩效的逻辑与路径。
(一)文本性诉求的回应性是改革项目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

涉农改革项目均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入农村,是国家对乡村的整合与治理。因此,所有的改革项目在进村入

户时,农民随之产生潜藏在改革政策文件背后的文本性诉求。它们代表着农民对改革政策文件本身的理解性、使
用性、功用性的诉求,也反映着农民对改革项目的关注和参与意愿。政府回应性影响着改革项目执行中的农民参

与性,参与对农村改革项目有着实质性的影响①,进而影响改革项目绩效。改革项目的绩效可以分为内部优化绩

效和社会适应绩效②。一方面,基层政府和干部对隐性的文本性诉求进行回应,意味着基层组织能够适应治理事

务的需要进行内部调整、协调与重构流程,能够优化基层组织内部运行机制,凝聚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基层政

府和干部对隐性文本性诉求的回应性说明其执行改革项目的逻辑是服务和治理。基层政府和干部能够通过协

商、合作的方式激发基层民众的参与,进而在一种良性的互动中推进改革项目落地运转,增强改革项目的社会

适应绩效。反之,基层政府和干部不能及时觉察到农民的文本性诉求,甚至是回避或逃避,只会让农民漠视改

革项目。可见,隐性的文本性诉求是农村改革项目绩效的重要影响要素。H村“两委”干部将文本性诉求的有

效回应行动嵌入到改革项目执行的整个过程中,使得改革项目的政策宣传、动员与诉求回应同步进行,最大程

度地激发农民参与积极性,提高了改革项目效能。这说明,在特定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文本性诉求与改革项目

绩效紧密相关。文本性诉求的回应性越高,农民参与改革项目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越能提高改革项目绩效。
(二)预见性回应:基于诉求“预见—回应”能力的行为模式

从H村的案例看,服务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绩效实现的关键在于村“两委”干部在执行改革项目中采取了

预见性回应策略。预见性回应是基层政府和干部对治理过程中隐性的民众诉求进行精准把握并采取有效的回

应行动。预见性回应既是一种有效的回应行为模式,也是一种政府治理的行动策略。从政府回应性的发展趋

势看,应该积极“探寻从‘民呼政应’到‘未呼先应’的超越之道,构建‘未诉先办’的新型实践样态,实现‘接诉即

办’的优化转型”③。从理论和实践上看,预见性回应体现为一种源头治理。预见性回应策略可以提升改革项目

绩效,但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或者说受到两个要素的影响。
一是文本性诉求的预见能力。它指的是基层政府和干部在政策执行中对政策受众隐形诉求的洞察力与预

判力。这种能力既取决于基层政府和干部自身对政策性质的认知,也取决于把政策受众纳入到政策执行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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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能力。改革项目的性质不同,影响改革项目绩效的因素也不同,因而民众在改革项目执行中的角色、功能

以及作用限度等都不同。基层政府和干部对改革项目政策性质的精准认知程度越高,越能精准地找到影响此

类政策绩效的隐性的文本性诉求,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行动策略。基层政府和干部从民众的角度出发去考量

政策执行的程度越大,越能精准预判农民的文本性诉求,越能洞察这种诉求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力,越能提前采

取行动解决诉求。H村“两委”干部准确地认识到服务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是信息技术操作、普及和推广性质

的政策项目,改革项目执行的关键因素是掌握技术操作技能,并从执行主体自身的技术技能程度联想到作为政

策受众的农民群众可能会存在技能诉求,从而在改革项目推行之前就提前采取有效行动回应农民普遍存在的

且会影响改革项目绩效的文本性诉求。
二是文本性诉求的回应能力。它包含基层政府和干部回应文本性诉求的治理能力以及改革项目政策执行

的创新能力。基层政府和干部对文本性诉求的回应是一种服务性的责任认知路径,将回应责任与执行改革的

行政责任高度融合,使文本性诉求的回应行动与改革项目的创新执行相结合,以有效的治理行动提升诉求回应

的有效性。H村“两委”干部将文本性诉求与改革项目绩效直接关联,正视诉求,通过外聘技术员进行技术培

训,在村里打造一批有能力回应文本性诉求的小组技术员,小组技术员在入户解决诉求中同步进行政策宣传、
动员与解释,在一种面对面的沟通中向农民群众传递政策信息、展示回应过程,在回应现场凝聚回应能力并提

升改革项目的执行能力,增进了改革项目绩效。有效回应农民群众普遍存在的App使用的技术性诉求的本质,
是以一种高效的方式解决农民诉求的同时提高农民的数字素养,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可有效增加其对乡村数字

基础设施的使用广度和使用深度①,进而提升改革项目绩效。
诉求表达与政府回应是回应理论的基本分析路径。这一理论范式的基点是基于诉求的表达性而产生的政

府回应性,强调诉求表达行为与政府回应行为的关联性与逻辑性。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现实来看,民众诉求既

具有显性的表达性,也具有隐性的潜存性。与显性表达的诉求对应的是政府对诉求的感知力和行动力,与隐性

的诉求对应的是政府对诉求的预见力和行动力。预见性回应机制对既有回应理论所偏重的基于显性诉求的政

府回应进行了拓展和延伸,强调回应性政府不仅应该对显性诉求进行回应,也要对隐性诉求进行回应。在预见

性回应机制下,政府回应更偏向于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回应。本文所提出的预见性回应正是一种更加积极、主
动的政府回应模式。预见性回应基于基层政府和干部对文本性诉求的预见能力和回应能力。对民众隐性的文

本性诉求的预见能力越强,回应能力越强,越能作出高质量的预见性回应行为。也就是说,基层政府和干部对

民众诉求呈现出一种“既预又治”的模式,反之则是“预而不治”或“不预不治”。
(三)预见性回应是提高治理绩效的有效路径

无论是责任政府理论还是服务型政府理论,都强调理想的政府治理应该是基于强回应力的治理。回应力

不仅包括政府和干部对民众诉求的感知能力和作出有效沟通、反馈的能力,还包括有效预测、预见民众诉求的

能力。预见力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更是善治政府的构成要素。一个善治的

服务体系必然可以高质量地回应民众诉求②。农村改革项目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解决农民诉求,创造发展条件。
但是农村改革的过程,也是农民诉求的集聚爆发过程。作为改革项目政策的执行者,既要结合实际创新政策执

行方式,更要回应纷繁复杂的农民诉求。通常来说,有两种基本路径:第一种是预见性回应策略。基层政府和

干部结合政策特性,对改革项目在执行中可能会产生的各类农民诉求进行科学研判,提前采取有效的治理行动

进行回应。在这种回应模式下,农民诉求经由基层政府和干部进入政策执行议程,政府主动预判、发现和吸纳

诉求,诉求的回应与改革项目政策的宣讲动员同步进行,是一种主动意义上的行动,容易增进沟通和信任,推进

改革项目绩效的达成。第二种是常规性回应策略。基层政府和干部在改革项目政策推行前不能洞察潜在的农

民诉求,农民个体诉求在改革项目推进过程中因需表达,干部进行针对性的回应,诉求回应环节滞后于改革项

目政策的宣讲动员,是一种被动意义上的治理行动,体现为“应诉而治”,治理绩效与诉求回应质量高度相关。
从回应模式来看,预见性回应强调政府在诉求回应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回应行动基于政府预判诉求之后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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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计划、系统化的治理安排,是一种更加积极的治理模式,可以成倍数地增进改革项目绩效。
五 结论与讨论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会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重要影响①,同样,政策的执行取向也会对政策绩效产生

重要影响。改革是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主旋律。创新农村改革政策执行方式并切实提高改革绩效是基层政

府和干部的重要责任。这也相应地要求基层政府和干部必须对农村改革项目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类农民诉求进

行精准把握和研判,在有效回应农民诉求中增进沟通和参与,提高改革项目绩效。从H村“两委”干部执行服务

平台数字化改革项目的案例来看,任何改革项目在进村入户之时,农民都会随之产生诸如“改革什么、有什么

用、我怎么用”等文本性诉求。文本性诉求的表达方式更倾向于隐性表达,但却与改革项目进程中的农民参与

性、合作性等紧密相关,进而直接影响改革项目绩效。基于村“两委”干部预见性回应行动的内在机制分析可以

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其一,文本性诉求是所有公共政策进入乡村社会时都会存在的一种隐形诉求,它反映着农民对改革项目的

关注、期待以及某种意愿。
其二,文本性诉求与改革项目绩效紧密相关。文本性诉求得到基层政府和干部精准预判的可能性越大,有

效回应的程度越高,越能获得农民对改革项目的信任、支持和积极参与,越能形成政社协同的改革绩效。
其三,文本性诉求是一种隐性存在,需要基层政府和干部进行精准的研判和把握,并进行创造性的回应。

这是提高改革项目绩效的基本前提。
其四,预见性回应模式是对预判到的普遍性存在的农民诉求进行有效回应的行动策略。而这以基层政府

和干部具有较高的预见能力、回应能力为基础。
其五,预见性回应行为是一种基于现实治理情境考量的前瞻性回应模式,是现代化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体

现。无论是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还是回应有效性的角度,预见性回应是有效路径,也是理想路径。
在乡村振兴、乡村建设行动的时代大背景下,高质量实现农村改革项目绩效是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

必然要求。改革项目的制定基于人民需求,在执行中也必然要注意人民诉求,这要求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基层政

府和干部必须精准把握和有效回应人民诉求。预见性回应模式为从农村改革项目的执行中提升绩效提供了一

个可行的路径借鉴。首先,基层政府和干部要“以人民为中心”去执行好改革政策,转变行政任务式思维,以人

民需求、人民满意为落脚点去执行改革政策。其次,提高农村改革项目施行过程中隐藏的以及可能会出现的农

民诉求的预判能力,通过走访、座谈、研讨等形式,尽可能精准、科学地把握农民诉求。再次,增强诉求回应能

力。要善于创新机制,把所预判到的各类诉求的回应与改革项目的执行结合起来,通过回应过程向农民进行政

策宣传、动员以及传递政策信息,提高农民的支持和参与。最后,要把农民群众关于改革项目的信息性、使用性

诉求等吸纳进改革项目执行议程,创新回应形式与机制,以高效的治理性行动解决好农民群众的困惑和需求。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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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义务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关乎社会公平。当前,中国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完成了以机会普及为核心的初步均衡和以资源均等为核心的基本均衡,现已进入以教师均质为核心的优

质均衡时期,形成了中国式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演进路径。中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矛盾演进逻

辑、价值演进逻辑、制度演进逻辑和实践演进逻辑。省思历史,未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应重塑义务教育发展资

源配置观,建立积极差异化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优化区域内教师交流轮岗制度,探索实施教育增值性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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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是最大的公共产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成为公平之举和时代之需。2021年,我国实现了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工作重

心由基本均衡转向优质均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①,进一步

凸显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回溯近四十年来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历程,党和政府在关

键历史节点上审时度势,充分把握不同时期教育发展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从顶层设计发力,出台一系列政

策,不断缩小区域、城乡、学校、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形成了中国式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演进路径。本文以不

同时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导任务为主线,梳理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演进路径,分析其背后的演进逻

辑,以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我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建设思路。
一 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演进路径

以主导任务为主线,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经历了以机会普及为核心的初步均衡时期、以资源均等为核

心的基本均衡时期,现进入以教师均质为核心的优质均衡时期。本文从不同时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时代

背景、政策脉络、主要举措、取得成效四个方面分析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演进路径,全景式呈现我国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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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机会普及为核心的初步均衡发展时期(1985-2011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家建设急需高素质人才和合格的劳动者,而当时我

国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整体偏低且教育发展不均衡性明显。1985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6.14年,其中城镇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3年,农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5.47年①。农

村劳动力文盲与半文盲占27.9%,其中东部地区为22.1%,中部地区为25.4%,西部地区为39.7%②。在个人

层面,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读书成为大多数人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人们的上学热情高涨,而教育机会的供

给难以满足学龄人口的教育需求。保障学龄人口“有学上”成为国家发展和人民需要的当务之急,也成为义

务教育初步均衡发展的主导任务。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

年制义务教育”③,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时期。1986年,国家颁布《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

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④,从法律上积极推进义务教育机会普及。1997年,原国家教委发布《国家教委关于进

一步推进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强薄弱校建设,促进义务教育学校的均衡化发展”⑤,这
是我国首次在政策中明确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化”,促进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化发展成为当时城市教育综合改

革的一项主要工作。到2000年,我国基本实现普及义务教育。此后,义务教育普及进入“两基攻坚”阶段,均
衡发展逐渐成为义务教育发展的重心。2001年,教育部印发《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动员全

社会以多种形式关心和支持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加强并认真组织实施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努力实

现地区间教育事业的相对均衡发展”⑥。2002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提
出,“积极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衡发展”⑦。2005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

见》是首个系统部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专项政策,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摆上重要位置,将工作的着力

点放在推进县(市、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来⑧。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将“促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写入法律⑨。自此,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从政策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成为各级政府的法定义务。

2007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2010年,《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具体规划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路线图

和时间表,力争在2012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初步均衡,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同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

育的战略性任务,提出“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政策话语上从“积极推进”到“摆上重要位

置”,到“重中之重”,再到“战略性任务”,其重要性不断凸显。
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学龄人口接受义务教育,推进义务教育初步均衡发展。在义务教育

快速普及阶段(2001年之前),在普及方式上,根据当时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家采取分期分批的方

式,有步骤地进行“普九”。1985年,全国分三类地区开展“普九”:第一类是约占全国人口25%的城市、沿海

各省市中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内地少数发达地区,第二类是约占全国人口一半的中等发展程度的镇和农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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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是约占全国人口25%的经济落后地区①。1994年,国家适时调整“普九”规划,进一步明确“普九”的重

点在初中,难点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将全国按四类地区分三步走开展“普九”。第一步(1994-1996年)是
在40%-45%人口地区,主要是城市和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农村;第二步(1997-1998年)是增加了中等程

度发展地区20%-25%的人口覆盖地区;第三步(1999-2000年)是中等发展程度地区余下的15%人口地

区和贫困地区中条件较好的5%人口地区②。随着教育机会快速增加,学校数量不断增多。在办学和经费筹

措上,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198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

的通知》提出,“除国家拨给的教育事业费外,乡人民政府可以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并鼓励社会各方面和个

人自愿投资在农村办学”③。为保障义务教育普及质量,国家建立了评估验收制度。1994年,原国家教委颁

布《普及义务教育评估验收暂行办法》,根据入学率、辍学率、完成率以及文盲率等指标评估普及程度,针对

2000年前只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县的村办小学,提出了底线要求,即要达到“班班有教室,校校无危房,学生

人人有课桌凳,教师教学有教具和必备的资料”④。
在快速实现基本普及之后,普及的工作重点发生转变。西部地区集中力量进行“两基”攻坚,中部地区切

实抓好“两基”的巩固和提高,东部地区力争实现高质量高水平“普九”。截至2002年底,西部地区“两基”人
口覆盖率仅有77%,仍有410个县尚未实现“两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年⑤。针对西部地区义务教育

普及困境,2004年起,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通过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扶持农村地

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加大对口支援力度等措施⑥,解决制约西部地区

实现“两基”的瓶颈问题。在教育管理体制方面,农村义务教育管理重心上移,乡镇政府办学压力有所减轻。

2001年,开始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⑦,县级政府

成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责任主体。在经费投入方面,自2006年起,国家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公

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防止因贫失学辍学

影响机会普及,国家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

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⑧。
从政策成效看,自1986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写入法律,到2000年,我国基本实现“普九”,义务教育普及

率达到85%,“普九”验收的县(市、区)达2541个,11个省市实现“普九”⑨。到2007年底,实现“两基”验收

的县(市、区)共3022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8.5%,“两基”人口覆盖率达99%。到2011年底,西部42个边

远贫困县实现“两基”目标,全国所有县(市、区)和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所有省级行政区全部通过“两基”
国家验收,全国人口覆盖率达到100%。至此,我国全面完成“普九”。我国仅用25年普及了义务教育,实
现了义务教育机会普及意义上的初步均衡。到2011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8年,其中农

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7年,分别比1985年提高了3.54年和3.1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素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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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日报》1985年5月29日,第1版。
《国家教委关于在九十年代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实施意见》,《国家教育委员会政报》1994年第1-12期,第384
页。
《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4年第31号,第1046页。
《普及义务教育评估验收暂行办法》,教育部网站,2008年4月11日发布,2023年6月20日访问,http   www moe gov cn srcsite A02 
s5911 moe_621 199409 t19940924_81908 html。
《实现西部地区“两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中国政府网,2007年11月26日发布,2023年6月20日访问,https   www 
gov cn govweb wszb zhibo174 content_815837 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4年第

11号,第16-18页。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1年第23号,第26页。
《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第2006年第5号,第35页。
教育部《200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教育报》2001年6月23日,第2版。
教育部《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教育报》2008年5月5日,第2版。
《“两基”耀中华 丰碑立千秋》,《中国教育报》2012年11月13日,第3版。
李海峥等《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2022年发布,第49-50页。



显提升。
(二)以资源均等为核心的基本均衡发展时期(2012-2021年)
随着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学龄人口“有学上”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较大,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城乡、区域、学校间的办学水平存在明显差距。面对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迈

向人力资源强国的新形势,人民群众教育需求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的新期盼,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还不能

满足国家发展需求和人民教育要求。缩小各地办学差距,推进资源配置均等化成为义务教育完成机会普及

之后的主导任务。

2011-2012年,教育部先后与31个省(市、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构
建了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2012年,教育部印发《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

导评估暂行办法》,建立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制度,开展对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的督导检查

和评估认定工作。同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详细制定了我国推进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的任务书和时间表,要求“切实缩小校际差距,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努力缩小区域差距”,率先在县域内

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争取“到2015年,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
比例达到65%;到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达到95%”①。
这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进入全面推进时期。2014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进

一步做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的通知》,评估的“核心指标应重点以义务教育学校资源配置

为主”②。针对城乡教育差距,2016年,《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

见》提出,“统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向乡村和城乡结合部倾斜”,“加快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

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和‘两免一补’政策城乡全

覆盖”,到2020年,“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③。2019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十八个部门联合发布《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的行动方案》,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行动任务之一④。
这一时期国家在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经费投入等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促进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

在学校办学条件方面,积极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促进学校办学条件均衡。在农村端,为中小学配齐图书、教
学实验仪器设备、音体美等器材,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学生宿舍、食堂等生活设施,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

学校改造计划和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等⑤。同时,面对农村学生“抽丝式”减少的困境,特别关注乡

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两类学校的建设问题,合理布局两类学校,“从最迫切的需求入手,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和教学装备配备,补齐两类学校办学条件短板”⑥。在城镇端,面对学生“集结式”增加产生的教育

承载压力,2016年,国家实施消除大班额计划,采取学校扩建改造和学生合理分流等措施,要求到2018年基

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⑦,重点化解城镇“巨班大校”问题。在师

资队伍方面,着力破解农村师资短缺难题,保障课程“开齐开足”的基本要求。2014年,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

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将县镇、农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统一到城市标准,即初中为1 13.5、小学为1 19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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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2年第26号,第40页。
《关于进一步做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的通知》,教育部网站,2014年3月7日发布,2023年6月22日访问,http   www 
moe gov cn srcsite A11 moe_1789 201802 t20180208_327119 html。
《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16年第10号,第2-3页。
《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19年2月19
日发布,2023年6月22日访问,https   www ndrc gov cn xxgk zcfb tz 201902 W020190905514308218132 pdf。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2年第26号,第40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18年第5号,第2页。
《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16年第10号,第4页。
《中央编办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通知》,教育部网站,2014年12月9日发布,2023年6月22日访问,ht-
tp   www moe gov cn s78 A10 tongzhi 201412 t20141209_181014 html。



结束了我国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长期城乡倒挂的局面。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年)》,从师德水平、教师补充、生活待遇、编制标准、职称评聘、教师流动、能力素质、荣誉制度八

方面入手①,增加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在经费投入方面,扩大了经费保障范围,增加了经费使用灵活性。

2015年,义务教育经费实现“三统一”,即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机制,统一城乡义务教育

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同时,规定“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

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②。为评估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程度,自2013年起,国家启动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的督导评估认定工作,构建了“一个门槛、两项内容、一个参考”的认定标准和内容。其中,
校际间均衡重点评估县级政府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情况,主要包括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生均体育运动场

馆面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生均图书册数、师生比等8项指标③。
从政策成效看,到2021年,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895个县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发展④。在学校办学条件上,校舍条件、教学设备、信息化水平有了根本性改善。从2012年到2021年,生
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从3.7平方米增至5平方米,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从727元增至2285元,互联网接入

率由25%提升至近100%。在教师配置上,总体满足教育教学基本需要。从2012年到2021年,专任教师从

909万人增至1057万人;本科以上学历教师占比由47.6%提高至77.7%。在教育经费上,国家教育投入不断

增加,生均公用经费多次提高基准定额。从2012年到2021年,小学生均经费支出从每生每年7447元增至

14458元,初中生均经费支出从每生每年10218元增至20717元。⑤

(三)以教师均质为核心的优质均衡发展时期(2022年-)
经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基本补齐了学校运转所需的资源短板,在硬件资源上与

城市和发达地区已不存在明显差距,但教育质量差距依然明显。当硬件资源不再成为学校发展的制约性条

件之后,教师质量成为导致义务教育质量差距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教育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对

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与当前优质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然突出,教育发展不仅要满足学龄人

口接受基本均衡的义务教育的需求,还要努力满足他们接受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的需求。推进教师均质化

成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主导性任务。
在2017年,全国81%的县已经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11个省(市)整体通过基本均衡县

认定⑥,县域内义务教育发展差距明显缩小。这时国家便开始谋划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但尚有25个省级单

位未全面完成基本均衡发展任务,“十三五”期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核心依然是推进基本均衡。2017年,
教育部出台《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为通过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的县提出更高

的目标⑦。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在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优质均衡,到2035年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⑧。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发布,开始实施义务教育质量提升工程,促进县域义务教育从基

本均衡向优质均衡发展⑨。2021年底,《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的通知》发
布,明确了优质均衡的基本任务和攻坚清单,提出“经过3-5年的努力,在各省(区、市)创建一批率先实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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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县(市、区),探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现路径和有效举措,形成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典型经验”①,义务教育工作重心转向优质均衡。2022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先行创建县(市、区、旗)名单的通知》发布,确定了135个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创建县(市、区、旗),以试点

方式探索推进优质均衡的典型经验和有效举措②。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③。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

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全面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其中推进师资配置均衡化成为校际均衡的

重点任务,通过不断加快缩小校际办学质量差距,促进县域内校际间师资均衡配置④。
这一时期主要通过扩大优质教师覆盖面促进义务教育教师均质化。一是实施交流轮岗制度,促进区域

内优质教师均衡分布。交流轮岗重点是加强城镇优秀教师、校长向乡村学校、薄弱学校流动,发挥优秀教师、
校长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到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1年以上作为申报高级职称的必要条件,3年以上作为

选任中小学校长的优先条件⑤。2021年8月底,北京市启动大面积、大比例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校长教师

交流轮岗。校长和教师按需流动,交流轮岗成为一种以质量驱动的专业化流动。二是通过教育信息化技术,
实现优质教师线上共享。国家大力开展“三个课堂”的建设(专门性的专递课堂、共享性的名师课堂、开放性

的名校网络课堂)⑥,实现以信息化为依托,以课堂为主阵地,满足学生对个性化发展和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和教学点在“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开好”课程的目标。三是建

立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督导评估制度,评估指标凸显质量要素。优质均衡在关注硬件基础设施配置的同时,更
加关注以师资队伍为核心的质量指标。在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中更加重视教师质量,教师配置在关注师

生比等指标的基础上,纳入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数、每百名学生拥有音体美专任教师数等指

标⑦。
从政策预期目标看,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到2027年,我国初步建立优质均衡

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供给总量不断扩大,供给结构不断优化,义务教育均衡化水平明显提高;到2035年,义
务教育在学校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经费投入、治理体系方面适应教育强国需要,在县域内,绝大多数县域实

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在市域内,义务教育均衡水平显著提升,保障适龄学生享有公平优质义务教育服务,总
体水平步入世界前列⑧。

二 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演进逻辑

在教育发展浪潮中,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经历了机会普及、资源均等两个时期,现已进入教师均质的发展

关键期,实现了义务教育发展从初步均衡迈向优质均衡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演进路径体现出党和政府对义

务教育事业发展的阶段定位与建设方向,形成了中国式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演进逻辑。
(一)矛盾演进逻辑:教育主要矛盾决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主导任务

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对不同时期教育主要矛盾的准确研判与科学把握,是党和政

府确定教育工作重点的现实依据,是制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战略依据。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

中,不同时期教育主要矛盾决定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导性任务。根据矛盾演进逻辑,党和政府尊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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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律,抓教育发展主要矛盾,及时解决教育发展关键问题。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

出科学论断,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①。全国

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

需要。在教育领域,国家建设急需教育培养人才与人才短缺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人民“有学上”的教

育需求与国家教育机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这种背景下,义务教育首先以机会普及作为推进

初步均衡的主导任务,这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将生产力发展逐步转移到依靠劳动力素质

提升上来,另一方面可以满足学龄人口“有学上”的教育需求。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义务教育逐步取

消学杂费,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义务教育普及水平逐步提高。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②的科学论断。虽然社会主要

矛盾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但社会生产的落后面貌得到极大改善,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得到显著提高。教

育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平等享有教育资源的需求与教育资源供给数量不足、配置不均衡之间的矛盾,推进教

育资源均等配置成为基本均衡发展时期的主导任务。国家致力于缩小学校间的办学差距,逐步实现基础性

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化,保障学龄人口能够平等地享有大致相当的在校学习条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③。在教育领域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教育

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开始追求教育服务的均等化。人们对于优质教育服务的迫切需求实质上是对优质师

资的迫切追求。面对优质师资短缺且分布不平衡的现实,教师均质化成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主

导任务。
(二)价值演进逻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从保底性民生转向战略性投资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基于国情和教情基础上的符合规律性与价值性的选择。在不同时期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过程中,国家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秉持的价值理念是不同的。从最初将均衡发展作为一种保底性

民生,兜住义务教育公平的底线,到现在将其作为一种战略性投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以机会普及为核心的初步均衡和以资源均等为核心的基本均衡体现的是保底性民生的价值逻辑。在保

底性民生的价值逻辑下,遵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发展原则,最大化地实现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配置的

公平性。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主要采取弱势补偿策略,在教育财政能力约束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义务教育

发展的刚性需求,优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一是确保学龄人口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二是确保教育资源

能够维持学校基本运转,在校生能够享有大致相当的在校学习条件。在满足刚性需求之后,我国开始推进以

教师均质为核心的优质均衡,以教师均质为核心的优质均衡体现的是战略性投资的价值逻辑。在战略性投

资的价值逻辑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遵循“面向未来,适度超前”的发展原则,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升为一

种国家战略安排和国际竞争方式。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在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同时,不断适

应建设教育强国的需要。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人才在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国家越来越认识

到义务教育是人才培养链条的首端,是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奠基阶段,投资义务教育就是投

资国家未来发展。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时期,通过教师均质化实现用优质师资培养优秀人才,形成人才

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成为国家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三)制度演进逻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事权责任与财政能力逐渐匹配

教育经费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保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事权责任与财政能力匹配度影响着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演进历程中,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事权责任与财政能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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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逐渐匹配的制度演进逻辑,反映出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1985年,基础教育遵循“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实行“三级办

学、两级管理”的模式。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地方负责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与此同时,我国开始建立独立的乡镇财政体制,实行“收支挂钩”的财政包

干制度。农村教育经费主要依靠乡村自给,乡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教育,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费附加,首先用于

改善学校教学设施。农民通过教育集资、附加费等方式参与到义务教育发展中。在国家财政能力有限又需

要快速普及义务教育的情况下,这种办学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但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
且乡镇政府财政能力难以支撑农村义务教育发展。1994年,国家进行分税制改革,重新调整中央和地方财

权关系。财权日渐上移,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显著提高,财力相对充足;地方政府财政能力

被削弱,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却没有减少。相关数据显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从1993年

的22.0%上升到1994年的55.7%,而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60.3%波动上升到1994年的69.7%①。
这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日益加剧,难以肩负起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任,造成

我国义务教育普及质量参差不齐。2001年,我国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义

务教育经费投入事权责任逐渐上移,县级人民政府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主要事权责任主体。针对

县级政府财政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提高下级政府财力,加大对贫困地区

和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2006年,国家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
立起中央与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义务教育逐步形成“管理以县为主,经费

省级统筹”的发展格局,义务教育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向“人民教育政府办”的转变。此后,国家进一

步细化央地政府职责,不断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事权责任与财政能力逐渐

相匹配,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充足性和稳定性不断提高。
(四)实践演进逻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采取梯次压茬式推进方式

我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遵循“学龄人口到场”-“学校资源到位”-“学校

师资优质”的梯次压茬式推进的实践演进逻辑。梯次压茬式推进意为:前一个发展时期是后一个发展时期的

基础和前提;当一个发展时期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会进入下一个发展时期;但后一个发展时期的开始并不意

味着前一个发展时期的结束,而是在前一个发展时期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机会普及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面对高文盲率与低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

的现实,以及人们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需求,义务教育机会普及势在必行。国家从法律层面强制普及义

务教育,保障学龄人口均等地享有受教育权利,不断提升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到2011年底,我国“普九”
任务全面完成,学龄人口“有学上”的问题得到解决,实现了学龄人口在义务教育机会获得层面上的初步均

衡。当学龄人口有机会平等地进入学校后,人们开始重点关注学校运转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学校的硬件资源

配置,国家致力于通过资源配置的均等化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大致相当的在校学习条件。在农村端,通
过采取弱势补偿的资源分配策略,快速补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公用经费、师资数量等方面的短板;
在城镇端,进行有序教育扩容,着力消除“大班额”问题。2012-2021年,我国用十年时间实现了县域内义务

教育在资源均等层面上的基本均衡。当资源配置均等化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再依靠增加教育资源投入的方

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但会出现教育资源投入边际效用递减问题,而且也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

的教育诉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必然走向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优质均衡。教育机会普及和教育资源均等配

置为推进优质均衡提供了生源基础和物质条件,但仅学生到场、资源到位并不等于发生了真正的教育。从理

论上讲,当教育各要素达到一定标准后,为实现教育内涵发展要优先注重师资建设②。因此,教师队伍建设

成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核心是在扩大优秀教师总量的同时,实质性推进优质教师均衡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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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盘活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服务。
三 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战略选择

在义务教育阶段,经过较长时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走过了初步均衡,刚完成基本均衡任务,当前与未来

较长一段时间内,要扎实推进优质均衡。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战略议题,加快推进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助力教育高质量体系建设。
(一)重塑义务教育发展资源配置观

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是缩小教育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基本均衡阶段,通过增加教育资源投放

数量,我国快速补齐了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短板,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教育资源在一定

程度上不再成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约性条件。但是受资源本身特性以及学龄人口变动的影响,教
育资源配置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未来需要重塑义务教育发展资源配置观,充分发挥教育资源在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中的支撑性作用。
首先,教育资源具有损耗性,需要周期性投放和阶段性维护。教育资源通常具有明确的报废年限(比如

电脑、实验仪器等),达到报废年限就需要重新采购。部分教育资源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定期检修(比如门窗

等)。资源的周期性投放和阶段性维护能够保障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化。其次,教育资源具有迭代性,需要根

据教育需求更新升级。当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相遇,资源迭代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教
育资源逐渐从传统实体化资源转向现代数字化资源。在未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必须通过推进

教育新基建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生态转换,构建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学校管理体系和教学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优质均衡时期义务教育发展的支撑性条件。再次,教育数字资源具有共享性,需要提高教育数字资

源利用率。教育数字资源越来越成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教育资源。数字资源不同于传统的实体

资源,它实质上提供了一种使用机会,属于一种非消耗性资源,具有共享性。在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应引导

师生充分利用数字资源,开展基于数据驱动的教育教学,提高数字资源使用率。最后,农村学校要加强资源

挖掘意识,充分利用好本地教育资源。农村学校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要建立一种“有什么”的思

维,而不能用“没有什么”的思维消极等待政府资源投放。通过挖掘本土教育资源,丰富教育资源多样性,支
撑学校教育教学实践。

(二)建立差异化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合理的教育经费投入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保障性条件。农村学校的规模特征、功能特征和地理

特征影响着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充足性和适配性。与城镇学校相比,在规模特征上,农村学校特别是小规模

学校和教学点,具有“点多面广、规模小”的特征;在功能特征上,农村存在大量寄宿制学校和校车服务学校;
在地理特征上,农村学校地理位置偏远,有些地区地形复杂多样。经费投入应充分尊重农村学校多样化特

征,建立差异化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首先,尊重农村学校规模特征,突破简单依据“学生规模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

用经费”的标准。在实际调研中发现,不足100人按100人拨付生均经费只能维持农村小规模学校基本运

转,距离办好农村小规模学校还有一定差距。在考虑学校总体学生规模的基础上,应纳入班级规模、年级规

模等指标,分档细化农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经费投入标准,根据农村学校实际教育需要划拨经费,适当提

高经费划拨标准。其次,尊重农村学校功能特征,满足学校承担额外功能所需的配套经费。为解决农村学生

上学距离远这一问题,农村地区存在相当数量的寄宿制学校和校车服务学校。与一般走读学校相比,寄宿制

学校和校车服务学校承担了教学以外的寄宿和交通功能。应充分考虑学校因提供额外功能服务所增加的经

费需求。比如,寄宿制学校需要额外承担建设和维护宿舍、浴室、餐厅等方面的费用以及配置生活教师、保洁

人员等方面的费用,校车服务学校需要额外承担定期维修和保养校车的费用以及雇佣司机的费用。最后,尊
重农村学校地理特征,对教师进行差异化补偿。充分考虑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距离主城区较远,教师交

流轮岗、外出培训等花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比城镇学校高的问题。根据距离远近、交通便利程度等指标

对教师进行差异化补偿或学校统一配备教职工校车,最大程度地减少因地理区隔所导致的城乡交流阻碍。
(三)优化区域内教师交流轮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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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质量是决定一个区域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国家在教师队伍建设方

面作出了诸多努力,但优质教师仍然具有稀缺性。在教师初次就职时,具有相对竞争优势者会选择在主要劳

动力市场的学校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好学校任教。即使教师职前素质没有系统性差异,但由于入职学校

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等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教师在职后的发展过程中,素质水平也会逐渐分层。农村地

区和欠发达地区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和学校教育质量较低的叠加影响下,优质教师更为短缺。教师交流轮岗

有利于将优质教师从一种竞争性教育要素转变成普惠性教育要素,促进区域内师资质量动态均衡。
首先,制度设计要重视对轮岗教师进行内在激励。目前教师交流轮岗政策与教师职称评聘、评优表彰等

方面挂钩,充分考虑了教师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经济利益的现实。但仅靠外在激励,教师交流轮岗容易发

生功能异化。出于功利性目的参与交流轮岗,即使是一名优秀教师在交流过程中也难以发挥优秀的品质,交
流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因此,制度设计需要增加对教师的内在激励:一是要尊重轮岗教师劳动特点,提供

专业发展机会,满足轮岗教师价值承认的心理需求和能力提升的发展需要;二是培养交流轮岗教师与所在学

校的共同体意识,通过共同发展愿景实现教师与学校的意义联结,培养教师在轮岗中的归属感、责任感和成

就感。其次,科学设计教师交流轮岗起止年限。交流轮岗开始年限的设定应考虑学科、学段等教育规律性因

素,同时要考虑教师职业倦怠等职业特点,当教师处于高职业倦怠时,交流轮岗会让教师接受新的文化刺激,
有助于再次唤醒教师工作活力。交流轮岗的结束时间在考虑教育规律性因素外,应着重考虑学校管理方便

性、轮岗教师意愿性。最后,制度设计应分步骤推进教师交流轮岗,逐步实现全域化、全员化、常态化教师交

流轮岗。从小范围、小比例逐步向更广范围、更大比例交流轮岗,不断扩大优质教师资源覆盖面;从优秀教师

交流轮岗逐渐实行全员交流轮岗,增加制度设计的公平性。
(四)探索实施教育增值性评价制度

生源素质决定着教师教学工作的起点,影响着教师教育效果的表达。在长期“城强乡弱”的弱势积累和

生源筛选性向城市流动的叠加影响下,城乡生源素质存在系统性差异,这意味着学生的学业起点、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家庭文化资本等方面表现出系统性差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付出相同的教育努力,不同学业起

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所呈现出的教学效果是不同的。用学生绝对成绩评价教师,对
服务于学业起点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家庭文化资本低的学生的教师是不公平的,会影响他们的教学积

极性①。用学生绝对成绩评价学生自身学业表现,同样会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未来应基于学生素质

起点的差异性,实施教育增值性评价制度,承认教师教学努力和学生学习努力。
首先,建立学生发展与教师发展信息数据库,通过数据驱动增值性评价。利用“互联网+教育”,将学生

家庭情况、在校学习表现、学业成绩等方面实时动态更新,形成学生发展电子档案;对教师基本信息、在校教

学表现、教学成果等方面实时动态更新,形成教师发展电子档案。以师生电子档案为基础,建立信息数据库,
为教育增值性评价提供真实、客观的数据支持。其次,合理确定增值性评价指标,构建教育增值性评价模型。
将学生结果性评价指标与过程性评价指标相结合,既要包括学生认知能力指标,也要包括学生非认知能力指

标,构建全方位体现学生个体增值的评价模型,将教师和学生的内隐性努力通过数据显现出来,增加教师教

学努力和学生学习努力的能见度。最后,应警惕在增值性评价过程中的“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优秀

学生因学习成绩通常稳定在优秀水平,增值空间上限遭遇“天花板”;而学习困难学生,由于长期以来的弱势

积累,增值空间一直处于下限。这两类学生在增值性评价中,往往难以体现增值空间,但教师同样应给予足

够的教育关注。针对优秀学生,教师应该提高学生增值“天花板”的高度,努力做到“培优”。比如,进行个性

化教学、项目式教学。针对学习困难学生,教师应努力进行“补差”,克服学习困难学生的“静摩擦力”;当学业

成绩难以增值时,着力提高他们的非认知能力与改进他们的学习策略、学习习惯,实现素质增值。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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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核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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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发展重心势必转移到高质量发展主题上。高质量发展需要合适的实现载

体,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创新创业教育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创新创业教育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为中心,适应了创新驱动发展时代对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要求,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的根本出路,也是

带动大学教学方式转变、促进大学发展转型的动力源,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大学创新活力不足的问题。但要扎扎

实实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就需要广大教师确立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排除功利主义干扰,倾力投身教育教学改革,同
时也要求大学治理能够为创新创业教育顺利开展扫平障碍,特别是从评价机制上松绑,扭转目前大学重科研、轻教

学的态势,保护教师投身教学改革探索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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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新驱动发展时代呼唤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在任何时代,高等教育都首先要面对“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在创新驱动发展时代,社会要求高等教育必

须培养大批创新创业人才,从而适应科技发展迅速、环境变化繁仍所带来的压力和张力。所谓创新创业人

才,就是勇于挑战困难,主动调适自我,敢于把创新思维付诸行动的人才,即“敢闯会创”人才。随着社会发展

变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新困难亟待解决,也就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创新创业人才,从而勇于挑战

困难和问题,敢于尝试新路径、新方法,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主动调适自我,就是要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思维

方式和行动习惯,积极地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这种敢于尝试新方法并获取成功的过程就是创新创业。
因此,创新创业人才就是那些善于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且持续奋发进取

的人才,这正是时代赋予创新创业教育的使命。高等教育只有把全部学生都培养为创新创业人才,才能实现

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显然,创新创业教育遵循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以社会发展需求为指向;二是以满足大学生发展需求为

出发点;三是以教师主动性发挥为基础。离开了社会发展需求,人才培养就失去了坐标;不从学生发展需求

出发,教育就失去了科学基点;不能发挥教师的主动性,教育就失去了内在动力。
(一)审视社会发展需求,培养社会发展急需人才,反映了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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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告诉人们,教育发展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为前提①。审视社会发展需求,也即审视在

今天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适合的,或者说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与技术变革迅速的

社会相匹配。当代社会最需要的就是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人。因为在技术发展非常迅猛的时代,如果一个

人只知道守成,无法创新,不能主动变革自己,就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要求,当然更无法成为社会的强者。
一个人想要改变自己,不能只有心动而没有行动,行动就是要将想法变成实际的规划设计,形成自己的理想

目标和具体行动措施。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不仅要有创新思想,还必须具有创业行动,也即,必须具有创新

创业能力,才能成为创新创业人才。而且,社会发展变化正在倒逼每个人都要成为创新创业人才,特别是大

学生,因为大学生毕业后必然要走向社会,必然要谋得一份职业,必须要能够自食其力,从而为自己赢得一份

尊严。为此,大学生就必须能够发现社会需求,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否则就难以立足于社会。这不是危言

耸听,而是客观现实。今天,传统职业岗位已经人满为患,严重内卷,而且许多简单的劳动岗位不断地被人工

智能技术所替代,从而使未来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个人只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地开发自身的创造

潜能,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谋得立足之地。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就很容易被替代,就很

难具有竞争优势。这也是今天要求高等教育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根本原因。创新创业教育就是要立足

每个人的实际,发现每个人的创造性潜能所在,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为其创造性潜能发展提供充分的机会,
促进个体不仅主动地发现自我潜能,而且积极地实现自我潜能。这也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根本价值所在。

(二)审视大学生发展需要,做好人才培养规划,是教育内部关系规律的必然要求

教育内部关系规律告诉人们,只有适应学生身心发展需要,教育才可能成功,否则就不可能顺利②。审

视大学生的发展需要,就是根据当代社会发展要求,审问当代大学生最缺乏的是什么,从而思考如何来弥补

这些短板。没有这个基础工作,则人才培养设计是盲目的。
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虽然他们普遍地感受到了就业危机的存在,但又普遍地缺乏改变自我行为的动

力,因为他们行为中的被动性已经根深蒂固,这也是传统应试教育体制所造成的恶果。在应试教育体制下,
人们所注重的是寻求标准答案而非对问题的创造性解答,从而导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他们甚

至连自我发展目标都缺乏,仿佛进入大学就是万事大吉了,以后自动就有工作了,没有意识到要找到一个适

合的工作始终都具有挑战性。他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即使找到了固定的工作岗位,也存在着变动的可能

性,因为旧的工作岗位可能消失,必须去面对工作岗位变化的压力和挑战。他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固定知识

的危险,也没有意识到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危险,对于危险往往倾向于本能性的逃避,从而使得开拓精神、冒险

意识严重匮乏。因为传统教育模式满足于固定知识的传授,并未培养学生面对不确定性的风险应具备的创

新创业能力,如此就使得创新创业教育显得尤为急迫。许多人在进入大学之后都有一种松口气的想法,甚至

还有混文凭的思想,没有意识到社会发展变化对自己提出的严峻挑战,从而缺乏责任感与使命感。所以,不
少人总是在被动地完成作业和考核要求。殊不知,社会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具有负责精神和担当能力,这是时

代提出的要求,而且要求每个人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干本领,从而主动适应变动的环境的要求。传统的以

固定知识传授为目标的教育模式显然无法培养这些素质,这恰恰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基本使命。在创新驱动

发展时代,如果人们缺乏主动创造精神,不能自觉地关注社会发展需求,就不会主动地有意识地培养这些能

力素质,那么就会被激烈竞争的职业市场抛弃。
(三)审视教师心理状态,确立创新创业教育观念,是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要求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告诉我们,教师是教育活动的根本主体,如果教师不能领会社会发展要求,不尊重

学生发展需求,就不可能把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作为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的根本目标。审视教师心理状态,就
是要审问大学教师是否认同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是否意识到成为创新创业人才也是自己的人生目标,从而愿

意为推动创新创业教育贡献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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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大学教师的工作现状看,许多人并未真正认同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没有觉察到自己首先应该成为

创新创业人才,当然也没有意识到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过程能够成就自己。大学教师作为知识探究和传播

的主体,自身就应该成为创新创业活动的主体,因为他们从事的活动应该首先服从于内心的求知动机,而非

为了外在的功利目标,探求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创业活动,获取真知就是创新创业的成功。传播知识、培
养人才同样也是创新创业活动,因为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过程也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都必须采取科

学的方法才能获得突破,取得成功,这无疑也是创新创业过程。所以,反观自身的创新创业活动过程,大学教

师就应当首先确立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立志为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做出贡献。只有当教师确立了创新创业教

育理念,才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新创业教育,才会主动改变教育教学方式,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研究学生身

心发展特点,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创新创业人才。可以说,没有教师的倾情投入,创新创业教育很难成功。
所以,当高等教育面临创新驱动发展时代要求时就提出了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命题。高等教育普及化

恰与创新驱动发展时代相遇。于是,如何培养大批创新创业人才就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面临的核心问题。
如果不能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高等教育无疑就是失败的。只有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创新创业

人才,才能证明高等教育是高质量的。
二 创新创业教育以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为中心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必须以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中心,因为成为创新创业人才的标志是具有较高的创新

创业能力,不具备较高的创新创业能力,很难被称为创新创业人才。
我们知道,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发展重心正在发生转移,已经开始从过去重视规模扩大转

向质量提升上。因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入学机会越来越充分,人们所期盼的不再是能否获得高等教育

机会,而是如何获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就是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只有从满足社会需要

出发、充分尊重学生学习意愿和极大地激发教师创造性才能达成这一目标。很显然,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是

人才成长的方向;学生学习意愿,就是学生成长的动力源;教师的创造性就在于实现学生潜能开发与社会发

展需要相一致,达成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期盼,回应社会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呼唤。我们认为,只有学生的创

新创业潜能得到充分开发,才能成为真正的高质量人才;只有当教师真心投身于教学改革实践中,才能实现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唯有深入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才能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才能适应创新驱

动发展时代的要求,这就是创新创业教育成为进入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核心命题的缘由。
在今天,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最为急迫的任务。因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

扩大,大学生就业压力就会越来越大,那么,如何变传统就业压力为创新创业动力,是时代对高等教育的呼

唤,创新创业教育可谓是应运而生①。对今天的大学生而言,树立创新创业信念已经刻不容缓,成为创新创

业人才就是自己的使命担当,这也是改变自己人生被动局面的唯一选择。因为在今天的社会,无论依靠谁都

无法真正解决自身发展的问题,只有自己主动挑战困难,自觉调整心态,主动确立发展目标并持之以恒地努

力,才能使自己获得持续发展,这个挑战自我和实现自我的过程,就是把自己塑造成创新创业人才的过程。
一般而言,当代大学生对自己的人生发展目标并不明确,因为他们的入学志愿并非自己确定的,往往都

是家长愿望、教师盼望、他人推荐乃至从众的结果,所以他们对所学专业并未真正认同。虽然经过入学教育

和自我调适,对专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但对自己未来究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仍然缺乏意识,因为他

们对未来职业缺乏想象力,不清楚未来需要自己做什么,也不清楚自己的潜能优势是什么,从而仍然处于一

种茫然的状态。换言之,因为他们缺乏真实的实践体验,所以对自己究竟是谁、究竟该怎么做并不清楚。这

恰恰是创新创业教育的起点。创新创业教育要求教育工作者首先要从让学生认识自己的潜能优势开始,确
立自己的人生发展目标,从而注入发展动力。没有这一步,他们就无法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只有当学生认

识到自己的潜能优势,才能找到发展自我的根本动力。故而,无论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都是在为大学生

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提供机会。每一次的学业体验,每一次的交流互动,都在促使学生认识真正的自己。没

有一次次的历练,就很难认识自己。每个人都是在挑战自己的过程中认识自己潜能和优势的,如此才能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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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自己的努力方向。
因此,从发现学生潜能出发,就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出发点;从促进学生潜能发展入手,就是创新创业教育

的突破点;以促进学生潜能最大发展为目的,就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宗旨。这三点可谓是创新创业教育的三原

则。它们不仅是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理念的充分展现,也是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深入开展的行动纲领。
它所反映的价值理念是:越是能够满足学生发展需要的教育,越是比较好的教育,那么就越应该加强。学生

发展的根本需求就是实现自我潜能的最大发展。只有当学生发展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之后,学生的创造性才

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来。这既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诉求,也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基本目标。只有将学生的创

造性充分激发出来,才能满足现时代社会发展对创新创业人才的需要。
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主旨的变化: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才是教育活动的根本目标,

以系统知识传授为目标的传统教育实质上是把学生塑造成了接受知识的容器。具体而言,新时代高等教育

必须把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①,即高等教育质量高低就取决于学生所具有的创新

创业能力强弱。因为在人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知识储存任务可以交由机器运算来完成,不再需要把人类

智慧的大脑变成储存知识的仓库,人类智能应该运用于解决更高级的复杂性的其他问题。为此,再把掌握知

识量和难易程度作为衡量标准就已经过时了,应该适时地把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放在首位,把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培养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如此高等教育才能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那么,衡量人才培养成功与否的标准也必须随之改变。过去,人们在评判人才是否优秀时往往把能否胜

任某项具体工作作为判断标准,从而形成了“对口式”人才培养模式;而现在,人们逐渐倾向于把能否开创一

番事业作为人才是否优秀的衡量标准,这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一个人的创新创业能力,这也是创新创业教育成

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人必须具有创造性适应能力,只有善于开拓、
不断进取的人才能成为未来社会的优胜者。我们知道,完成某一项具体工作就比较容易,因为它有比较明确

的任务目标和评判标准,只要想法达到标准要求即可,难度并不大。但要开创一番事业就很难,因为它充满

了不确定性,需要从认识事物本身开始,从发现事物本质规定性进行突破,以促成事物良性发展作为目标,并
且需要在认识过程中逐渐摸索出对事物发展状况优劣的评判标准,这个过程往往是漫长的。这些都需要一

个人具有面对不确定事物的能力,其实质就是创新创业能力。如果一个人缺乏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他就不

可能在充满变动性的工作中占据主动地位。因为人在面对不确定的事物时,仅仅凭借已有知识系统是难以

解决的,它要求个体必须去创新知识,即首先要敢于面对新事物,以包容的态度接纳新事物;其次是敢于大胆

尝试各种可能性来探究新事物的规律性,从而形成对新事物的稳定认识,这就是创新知识过程;再次是积极

开发自身资源,利用有利条件,推动新事物良性发展,这实质上就是创业过程,当然它是以前期的创新认识为

基础的;最后,通过不断尝试,认识到推动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达到了对事物的理性认识,从而保证事物持

续健康发展,达到创新创业的成功。这种创造性解决问题过程,正是创新创业能力的展现,这也是当代社会

对大学生走向未来的基本要求。故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必然是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核心内涵②。
三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走出狭隘化认识误区

虽然创新创业教育在全国各地高校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在社会上,包括学术界,特别是教育界内部,对于

创新创业教育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尚未达成广泛的共识,这严重阻碍了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入开展。人们

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识还受到传统思维定势的严重束缚,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许多人仍然把创新创业

教育理解为培养企业家的教育,把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简单地理解为创办公司企业,特别是创办科技公司企

业,并且把创新创业大赛成绩作为考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效的最为主要的指标,似乎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目的就是为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做准备,好像创新创业教育的理想目标无外乎要培养出诸如微

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或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抑或是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等科技产业的精英。
可以发现,上述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理解具有严重的狭隘化倾向,也是对创新创业教育的严重误读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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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因为这些理解都无法使创新创业教育面向大众,面向全体,只能使它局限于极少数的精英群体,即那些

具有科技创业特殊天赋的人群。我国学界已经认识到创新创业教育应该面向全体学生,是一种广谱式教

育①,主体应该是岗位式创业②,而非独立自主创业。因为独立自主创业对参与者要求甚高,这种苛刻的条件

容易把广大学子吓退,不符合我国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主旨。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具有创

新精神和创业动力,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能够成为社会改革发展的积极主体,因而这种教育是面向全体的,而
且应该渗透在专业教育过程中,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为一体③,成为通识教育的灵魂。因为通识教育目的在

于培养健康的人格,而创新创业教育根本目标在于培养创造性人格,应该成为通识教育的灵魂。专业教育重

在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当融入了创新创业精神之后,就能够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运用专业知识,大胆

地开创一片新天地。思想政治教育重在明确责任和社会价值,当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后就能够鼓励个体脚

踏实地干出一番事业④。这正是人们呼吁创新创业教育应该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的意义所在。
不过,这些误解的背后也传递了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它间接地承认了大学生也具有无限的创新创业

潜力,这是对于过去单纯强调“大学生的根本任务是接受知识”观念的一次质的超越。其次,它也间接地批评

了教育过程中的实践教学缺失,倡导应该多方面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帮助大学生发现自我潜能,实现综合

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再次,它已经意识到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认识到创新精神、创业

动力与青年的使命担当精神直接相关,从而由团组织负责推动具有政治优势。最后,它已经意识到创新创业

能力不能进行单纯的知识灌输,必须进行实际的训练,从而吸引大学生参与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简称“大
创”项目)具有直接的作用,通过大学生的组织团队、聘请指导教师、项目申报评审、结项验收等来培养学生的

创新创业素质⑤。可以说,这些都是创新创业教育开展取得的成果。
然而,这些误解造成的负面效应却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它把创新创业活动局限在科技创业范围内,从

而大大缩小了创新创业活动的空间和内涵,也降低了创新创业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这样只能把创新创业活动

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即集中在那些具有科技创新天赋的少数学生身上,如此就在无形中向多数人关上了大

门。其次,“大创”项目和大赛活动具有明显的功利性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精

神,但很难深入和持久,特别是对培养大学生具有牢固的科学精神而言并不十分有利。再次,创新创业活动

虽然与思想政治觉悟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但两者不可相互替代,强化两者之间的关联很容易造成一种错

觉,认为创新创业活动就是团委的事情,就是一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而是学工部门的责任,与其他部门的

关系不大。这种错觉容易在条块分割的大学内部管理体制下得到彰显。最后,虽然意识到了大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实践不可能脱离专业教师的参与,但如何调动专业教师参与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如此也显露了由

学工部门主导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的局限性。这也是对大学内部治理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创新创业精神如何培养,其难点在于如何培养大学生具有创造性人格,即培养学生以

创造性贡献作为人生最高追求。我们知道,如果大学生没有这种追求,就难以激发大学生持久投身于创新创

业的动力,那么就无法指望产生理想的创新创业效果。因而,创新创业精神追求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前

导,它需要进行系统的设计,绝非一两门课程或一两次活动就能够解决,它需要全员动员、全方位设计、全过

程跟踪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才能完成。也即只有全体教职员工投身于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实现课堂内外教

育实践中融入创新创业精神,最终才能实现全体学生的创新创业素质能力的普遍提升。其中最关键的是专

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相融合,因为目前大学教育仍然是一种专业教育,人们仍然把专业技能提高作为

教育成败的关键。从理论上讲,课堂教学是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的最佳阵地,因为课堂是师生互动的主

阵地,也是理性教育和情感培养的主要载体。如果大学教师具有强烈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就会自觉地把创

新创业理念融入课堂教学之中,那么创新创业精神就会很好地渗透到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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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创新创业教育的真正土壤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是依靠教师的专业精神、学术追求和做人风范

培植的。这也是立德树人的深意所在。我们知道,师风影响学风,也影响校风。如果教师缺乏创新创业精神

追求,缺乏科学态度,对学生缺乏关心爱护,就不可能给学生们正向的引导。无论专业课教学还是公共课教

学,都应该秉持科学的立场,都应该贯穿科学的精神,都必须基于事实,而且要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问题

的科学思路与方法,这样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进行生动的科学教育,否则就容易沦为机械的教

条灌输。当然,教师做到这一点的基本前提就是从事真研究,研究真问题,寻求真正答案,解决真实问题。教

师如果这样做,实际上就贯穿了一种创新创业精神,因为研究真问题就是为了获得新知识,就是在从事创新;
解决真实问题就是在做出贡献,就是在从事创业,即为持续的学术发展创造基业。创新创业是一个持续不断

和持续提升的过程,贯穿了人的终身。教师如果拥有了这种精神,就具备了创造性人格,就可以给学生很好

的精神熏陶。
不得不说,如果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创新创业精神,再参加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效果将大大提升,因为这样

将促进其创造性潜能充分释放,从而成为创新创业活动的真正主角,无论是组织团队还是聘请指导教师,他
们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追求。学校的有效支持就可以促成他们达成目标,如此,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就成为了

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最佳阵地。
四 创新创业教育呼唤有效的大学治理作为保障

推行创新创业教育无疑是一场系统变革,因为它需要从观念转变开始,进行教育制度系统设计,最后需

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来,并且需要不断完善制度设计,充实教育理念,改进行动效果,所以这场改革牵一发

而动全身。确切地说,创新创业教育需要高校内外部系统一起变革才能真正奏效,否则就事倍功半,收效甚

微,甚至走过场。在现实中,创新创业教育开展仍然是局部的,仍然停留在某种活动或某门课程上,缺乏总体

设计。这些正是创新创业教育需要突破的方向。
我们发现,要把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落实到行动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传统的评价机制问题,因为评价机制

发挥着行为导向作用,直接影响人们对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接受程度,也影响人们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投入程

度。在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形成过程中,学校领导的观念具有表率作用,如果他们认识不到创新创业教育的重

要性,那么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就无法立足,创新创业教育就不可能成功;只有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

育,决心改变传统的评价制度,才能使评价制度向促进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轨道转变。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意味着大学办学必须把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而且首先要抓好本科生教育,目标就是

要培养数以千万计的创新创业人才,为此就需要在教学观念上进行系统的转变。过去的教学任务集中在知

识传授上,并不关注学生能力发展,而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就要求必须以学生能力发展为根本,这对于传统教

学观念而言是具有颠覆性的。过去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设计的,现在要以学生为中心,为此必须以激

发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否则教学就是无效的。过去惯常采用的是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式,现在要倡导

以问题为中心开展教学,教师要带领学生探究问题、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改变学生的被

动接受习惯。过去强调进行系统知识的传授教学虽然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但不利于培养学生探究兴趣和

创新知识的能力,特别是创造性应用知识的能力。过去对实践教学是忽视的,现在必须大力加强实践教学,
因为实践教学有助于学生发现问题,激发学生探究兴趣,从而有助于学生从知识的接受者向知识的探究者转

变。过去大学教学管理主要针对教师的教,不关注学生如何学;现在必须首先关注学生是如何学习的,要关

注如何促进学生从浅层学习向深度学习转变①。很显然,这一切转变都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在要求,大学治

理就需要从这些内在要求出发,改进大学教师评价机制,促进教学管理方式转变,从而带动教师变革教学理

念和教学方式,进而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深入开展。
不仅如此,如果要真正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深入开展,还必须改变传统的条块分割的组织模式,使创新创

业教育理念融入全部教育教学过程中,使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目标。这不仅有赖于

教师对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深度认同并自觉转化为教育教学改革行动,而且也有赖于学校行政系统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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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能力。换言之,如果教师不能倾情支持创新创业教育,甘心投身于教育教学改革探索,那么要把创新创

业教育推向深层次就很难。与此同时,如果缺乏行政部门对教师教育教学改革行动的有力支持和保护,那么

教师的教育教学改革动力也不会持久。行政部门支持必须是全系统的,而非个别部门的,即要形成全校支持

创新创业教育的办学氛围,各个部门主动承担为创新创业教育保驾护航的责任,如此才能推动大学科研与教

学围绕创新创业人才目标而展开。大学课堂教学无疑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在这里不仅要培养学

生具有创新创业精神,而且要培养创新创业的基本能力,特别是训练科学思维的基本方法。有了这一切,才
能使学生有效地参与到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中去,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为了实现创新创业教育

力量的整合,许多高校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或创新创业教育学院①,目的在于打破传统行政体制存在的条块

分割局面,这是很好的改革创新举措。
当前,影响大学教师投身于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障碍因素就是绩效评价机制,换言之,“重科研、轻教学

的”绩效评价杠杆阻碍教师投身创新创业教育。在绩效评价中重量化评价,轻质性评价,又使教师偏重量的

增长而轻视质的提升。如果这种评价机制不改变,非但不能使教师投身创新创业教育,即使开展科研也是低

质量的。
我们认为,理想的学术生态应该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而不是相脱节,在其中,教学问题应该成为科研主

题,科研应该服务于教学质量提升。因此,教学质量提升应该是教师科研的基本动力。科研不单纯局限在专

业知识领域,应该服务于学生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所以,促进学生发展应该是大学教师的首要职责。这

既是“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体现,也应该成为教师绩效评价的准则,否则就无法从根本上调动教师真正关心

教学质量的提升。很显然,这需要大学教师管理部门(人事处、师资处)、大学教学管理部门(教务处、研究生

院)、大学科研管理部门(科研处、科技处)和大学学生事务管理部门(学生处、学工部、团委)联合发力,共同研

究科学的教师绩效评价方案,真正把学生发展放在中心的位置,然后转变为大学人事管理制度,成为大学教

师评价的基本政策,最终落实到大学教师评价的实施过程中。没有多部门的相互协同发力,单纯靠某一部门

努力,无法解决这个全局性的问题。显然,推动这个工作,没有高校主要领导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
故而,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促进学生的多样化发展、个性化发展就是人才培养面临的基本任

务,也是每个教师研究的基本课题。大学教师只有投身创新创业教育之中,才能成功解答这个课题,为此,就
必须开展创新教学探索②,以问题为中心开展教学,努力使学生成为知识探究主体,改变其被动接受知识的

习惯。只有这样才能把创新创业精神灌注到课堂教学实践中,让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创新的魅力、创
业的吸引力,自觉地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和素质,自觉成长为创新创业人才。如此,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高等教

育普及化的核心命题才能得到真正的破解。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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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边界,有望让教学的直观性得到普遍落实。人工智能带来

的这种直观,虽有助于帮助学生通过鲜活生动的方式认识一些浅层次的知识,却难以理解那些有深度、需要推理论

证的知识。直观这一概念,除了包括依赖于感官的感性直观之外,还包括依赖于想象的理智直观,而后者更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更能促进深度学习的落实。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对感性直观而言是机遇,但理智直观

却因感官层面刺激的增多而面临着挑战。要有效落实理智直观,需要教师有效地发挥其主导作用,在人工智能带

来的感官刺激中强化对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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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校教学活动诞生以来,一切教学改革,无外乎为了帮助学生更加高效、全面且愉悦地掌握知识,并在

此基础上获得发展。但掌握知识并非易事。知识是千百年来人们研究成果的结晶,具有专业性、高深性、抽
象性特点,远离学生的生活经验,因此在学校教学工作中,知识的传递经常呈现出死记硬背、囫囵吞枣的局

面。在这种情况下,直观性就成为很多学者所推崇的一项教学原则。不少人认为,只有将抽象的知识以直观

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才能将知识打开、理解、内化,从而将知识转化成为促进自身发展的力量。直观

性甚至被夸美纽斯看作是教师应该遵循的一条“金科玉律”,他说:“在可能的范围以内,一切事物都应该尽量

地放到感官跟前……科学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依靠感官的证明多于其他一切。”①直观性虽然重要,但在实践

中却往往难以落实。例如,历史老师无法带领学生“穿越”到各个历史朝代去亲历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

脉络;地理老师也只能让学生待在教室当中“坐井观天下”;而当物理老师讲解太空失重、健康老师介绍溺水

危险等知识的时候,更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夸张地说,中小学阶段学生所学习的绝大部分知识,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都没有做到真正的直观。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则让我们看到了普遍落实“直观教学”的曙光。“人机共生”是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关

系发展的主要态势②,而“共生”的实现,一方面在于人工智能拟人化特征的进步,以降低用户对人工智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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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抗拒①;另一方面则需要人工智能充分调动人类全方位、多感官、高镜像的沉浸体验,营造出一个“真实”
的虚拟场景②,帮助用户产生身临其境的全感官沉浸式交互体验③。随着VR、AR等技术的推广,这种深度

沉浸式体验在教育中的运用尤为被人强调④。和传统教育相比,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度沉浸体验”可以极大

地提升教学的直观性。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课程“VirtualPeople”⑤,完全在VR环境中上课,学生只要携

带VR头戴式设备,就可以看到虚拟博物馆、生活化的场景、地球上人烟稀少的角落(如火山口、海底暗礁)等
场景。人工智能带来的这样一种直观,是否应成为课堂教学的普遍追求,存在何种利弊,会给教学质量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诸如此类问题,值得我们进行一番谨慎的思考。
一 人工智能对直观性的激活

传统课程的实施方式主要是教师在教室里给学生讲授书本上的内容,学生只能听老师“转述”前人研究

出来的、“千百年前”的知识,只能通过教师去认识和了解古人,而不能和古人对话;学生也只能坐在教室里听

教师描述外面的世界,而不能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甚至,学生所学的知识还被限

定在教师所了解和书本所承载的范围之内。因此,当代课程内容的“陈旧过时”⑥和学生的“眼界狭窄”⑦成为

人们时常诟病的两大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课堂受时空局限而导致的教学直观性缺失。虽然学生

可以去学习历史,但却无法经历历史的变迁过程;学生也可以在书本上阅读到“大兴安岭,雪花还在飘舞;长
江两岸,柳树开始发芽;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但大兴安岭、长江、海南岛在学生的脑海中不过是几个文

字符号,并不具备鲜活的形象。即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可以跳出书本的束缚,利用网络去了解爱因

斯坦的思想,可以脱离苍白的文字,通过视频看到美国黄石公园的样貌,但也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了

解别人对爱因斯坦的介绍,去聆听视频中他人对黄石公园的形容,课程并未从根本上摆脱时间与空间的束

缚。相较于悠久的历史和多彩的世界,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音像视频,无疑都黯然失色,因而这样的教学,大
都只是抽象的知识授受活动,也因此遭到了普遍的批判。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课程的时空边界则变得触手可破,教学的直观性也因此大为增强。“新媒体时代

对时间和空间的整合,改变了传统时空观,‘空间的时间’和‘时间的空间’由于媒介技术的进化和创新改变了

传统的地理空间和日常空间的形态”⑧。随着VR、AR等技术的运用,学生可以“看”到万里长城的修建,可
以“围观”伽利略将两个铁球同时扔下,可以“目睹”百万雄师过大江……一句话,学生可以“穿越”到他们所学

知识所发生的时代,成为该知识、该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同样,借助于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学
生可以“亲自”攀登珠穆朗玛峰,可以漫步于美国的黄石公园,可以潜入深邃的海底世界……甚至还促进了虚

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虚实融合和共生”⑨,因而教师可以在教室里“制造”出一个爱迪生,并让这个“爱迪生”
给学生“现场演示”他试制电灯的过程,而不是聆听他人对爱迪生的介绍;也可以令贾岛重生,与学生现场推

敲“推敲”二字孰优孰劣。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过去”不再是“过去”,而是可以和“此刻”交融。“异域”也不再是“异域”,而是就

在我的面前。学生不再觉得伽利略的“两个铁球同时着地”是久远的、异域的事情,而是就在此时此刻、在课

堂当中“我”所亲眼看到的实验;不再怀疑讲解相对论的教师“可能自己都不太理解相对论”,因为他所聆听的

相对论是由“爱因斯坦”“亲自”教的;也不至于对着高山和大海的图片“望洋兴叹”,因为VR技术的运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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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感觉此刻自己正身处珠峰之巅,或大洋彼岸。时空边界的突破,让课程内容从过去进入了当下,从教

室走向了世界。于是,知识便从死寂的、呆板的书面文字、口头语言,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知识。通过技术来激

活知识,让知识变得可见、可闻、可感知,变得可以以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正是人工智能努力

的方向之一。

VR技术、AR技术等带来的“深度沉浸体验”,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导演高群书曾这样形

容VR技术对电影的影响:

VR改变了观众和电影的关系,传统电影的观影方式是“观看”,无论是3D、还是高清,观众始

终是在“观看”电影。但VR电影是“进入性”的———我说的不是“浸入”,而是“进入”———也就是说

它更能让你“身临其境”,虽然它做不到绝对“进入”,却能制造出一种逼真的“进入幻觉”,看到什么

就是什么,VR电影制造出来的就是这种“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感官幻觉。①

这种“‘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感官幻觉”,意味着观众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看”电影,而是以亲历者

的身份在“经历”电影中的每一个场景。“比如电影人物在海里游泳,自己仿佛也在茫茫大海中游泳,那种孤

独、无助感体验得更加真切”,而如果电影场景“设置在悬崖上,周边空空如也,观众戴上头显后,会感觉自己

站在悬崖上,一不小心就可能掉下去”②。这样的技术完全也可以运用到课堂教学当中。比如:当老师“制
造”出一个爱因斯坦来给学生讲解相对论的时候,学生们所学习的,虽然本质上是老师对爱因斯坦的理解,但
他们却会感觉自己是在听爱因斯坦本人讲课,甚至,人机互动技术的进步,还能让学生和“爱因斯坦”直接沟

通对话;当老师讲解“太空失重”的时候,可以一边讲解原理,一边利用VR技术让学生去体验“太空失重”的
感觉,从而达到“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效果。学生们所学的虽然仍旧是前人研究出来的知识结论,是间接经

验,但这些间接经验却具备了明显的直接经验的特性,从而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沉浸式教学,起到加深学

生印象、提升学习积极性等一系列的作用。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可以让教学的直观性原

则得到更加普遍而有效的落实。
二 知识的掌握:认识还是理解

直观性原则的落实,是通过虚拟技术,让学生以“深度沉浸体验”的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让学生在感官

上获得身临其境般的感觉。这种深度沉浸甚至超过了虚拟现实游戏、3D虚拟空间以及当前流行的虚拟社交

空间,而是一个“以数字孪生、增强现实、物联网和脑机接口等技术为基础创建的平行于自然世界且又独立于

自然世界的高保真空间”③,具备“感知即真实”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技术无疑将教学的直观

性发挥到了极致。但这种体验即便在感觉上再真实,也是一种虚拟的体验。查默斯曾发人深省地提问:“你
可以在虚拟世界过上美好生活吗?”④就好像虚拟仿真枪战游戏中的顶级玩家,绝不会成为真实世界中的王

牌狙击手。同样道理,我们也有必要质疑:人工智能用这种虚拟的方式实现的直观,真的能有效提升课堂教

学的质量吗?
关于知识学习,教学实践中常有两种说法:“这个知识你要知道”和“这个问题你要理解”。若不细加思

索,我们往往容易将“知道”和“理解”混为一谈,但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哲学上一般认为,“知
道”或者说“认识”,停留在一个比较浅的层面。当我们说“我知道这个人”的时候,想表达的多半是“这个人我

见过”、“记得这张脸”,但这个人的身份、性格、职业、习惯等内容,都不在我所“知道”的范围之内。在教学中,
有不少知识都面临着学生“知道”但未必“理解”的窘境,而“直观性”的缺失则被视为造成这一窘境的原因。
比如学生无法亲身体会到“太空失重”的感觉,毕竟他们是在地面上学习这一知识点,所以才只能死死记住

“人上了太空会产生失重的感觉”;学生也无法通过肉眼长时间观看植物细胞的分裂过程,所以“有丝分裂”也
只能成为一个需要死记硬背下来的内容,而非一个让学生“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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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虚拟仿真技术,可以帮助学生直接“看到”或“体验”到大量知识内容。类似于太空失重、
有丝分裂等知识,在这样一种“深度沉浸体验”的帮助下确实变得更直观、更易掌握了。对于这类知识而言,
人工智能无疑是有效的。但并非所有的知识都需要通过这样一种直观的方式才能理解。事实上,能够通过

看、听、体验等直观的方式就能认识的知识,大都是一些浅层次的知识;而对于一些更难、更具逻辑性的知识

来说,无论是看、听还是“深度沉浸体验”,所起的作用都不大。比如一个人光靠“看”就可以发现圆的周长比

直径长很多,但却无法因此而理解圆周率及其计算方式。同样道理,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学生可以“看见”
真空管中鹅毛和铁球的下落速度一样,但却不可能因“看见”而通晓自由落体的相关知识;学生也可以在“荷
塘月色”当中虚拟地游历一番,但未必能够体会朱自清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时的心情。对于这

些知识而言,辨析知识的逻辑、琢磨推理的过程、联系上下文体会作者的心情,才是理解知识的关键所在。而

且,当有限的课堂时间被大量地用于“深度沉浸体验”时,必然也会占据学生聆听、思考、领会的时间和精力。
甚至,“沉浸”和“体验”还可能造成学生在进行推理的时候不断被虚拟的画面所干扰,在思辨的过程中随时被

仿真的刺激所打断,从而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更重要的是,教师的讲解、启发、答疑,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学中也大为弱化。原本在教师的帮助下学生

可以“一点就通”的推理过程,原本在教师的点拨下可以举一反三的逻辑思辨,都大量地被“沉浸”、“体验”和

ChatGPT的“有问必答”所占据。当教师的主导作用被削弱,学生的思维能力就只能更多地依靠“沉浸”和
“体验”来“自主发展”。然而,思维是需要教的。只有经过教师的指导和训练,学生的思维才能更深刻、更有

逻辑性。杜威认为,教师对学生的思维进行训练“能增加对种种问题的敏感性和探究费解与未知的问题的爱

好”,“能增强头脑中浮现出来的暗示的合理性,并能够控制暗示的发展和逐渐增强的秩序”,“能够对所观察

和暗示的每种事实,提供更为敏锐的感觉能力与证明能力”①。贝斯特也曾说:“经过训练的智慧乃是力量的

源泉。”②所以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度沉浸体验”乃至ChatGPT提供的回答,在有助于学生“认识”一些简单知

识的同时,却将那些需要依靠推理、逻辑、思辨才能“理解”的知识推向了更难掌握的位置,可谓收之桑榆,失
之东隅。

随着“深度学习”理念的流行,课堂教学越来越不满足于让学生“认识”(知道)某个知识,而是需要“理解”
知识。只有做到了理解,才算是真正掌握了知识。狄尔泰对知识的“理解”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他认为,理
解即从特殊事物的共同性出发,通过归纳推理,从个别的、一系列不完全的情况中“推导出一个结构,一个顺

序系统”的过程③。诸如记叙文的三要素、不完全归纳法、化学元素之间的反应规律等知识,其实都可以依靠

狄尔泰所说的推理方式总结提炼出来,从而达到真正的理解。而这样一种理解,是靠“看”、“听”或者在某个

虚拟场景中的“深度沉浸体验”都难以实现的。可以说,人工智能致力于帮助学生通过各种鲜活的方式来认

识大量的知识,但并未回答认识之后如何做到理解的问题。对那些有一定难度,需要学生去分析、推理、进行

逻辑思考的知识来说,人工智能便显得力有不逮。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之所以能够让人获得知识,并非苏格拉

底将对话的结论直接拿给对话者去看、去体验,而是依靠启发、引导对话者的思维,来让对话者获得知识。奥

苏伯尔更是提醒我们:“智力越成熟,就越有可能采取较简单而更有效的认知活动方式来获得知识。”④在奥

苏伯尔那里,学习知识的时候能否让学生“亲自目睹”,能不能实现“体验式学习”,并不是那么重要。这样看

来,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感性直观,就并非教学的关键所在,自然也就无法有效地提升教学的质量。或许,我们

应该牢记施尔玛赫的提醒,“教育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送,信息必须被理解。学生必须将信息与他们已知的知

识联系起来,并建立起新的认知模型”⑤。只要缺少了“理解”的过程,学习的深度就必然匮乏。
三 从感性直观到理智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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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如果课堂当中需要学生直接去看、去听、去体验的东西太多,教学的深度就会因此受到影响。
以至于有学者反思认为:“直观并非教学的主要追求”,“直观只起辅助作用”①;“直观是一种教学的手段,而
不是教学的目的”,“不能把直观当做目的,不能为直观而直观,不是直观得越多越好”,“运用直观,特别是现

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有道不完的好处,但也有其局限与不足”②。其实无论是人工智能所推崇的直观,还是上

述学者所反思的直观,都是夸美纽斯所说的感官层面的直观,属于“感性直观”的层次。在夸美纽斯看来,“知
识的开端永远必须来自感官”,“科学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依靠感官的证明多于其他一切”,“感官既是记忆的最

可信托的仆役,所以,假如这种感官知觉的方法能被普遍采用,它就可以使知识一经获得之后,永远得以记

住”③。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无疑实现了夸美纽斯所说的“感官知觉的方法能被普遍采用”的这一理想,但为

什么却因此造成了学生学习的深度不足,乃至招致部分学者反对的声音?
夸美纽斯所说的这种直观,完全依赖于感官。但人类对知识的学习,却并不必然通过感官来完成。前文

所述狄尔泰所看重的“归纳推理”,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以及奥苏伯尔推崇的“简单而有效”的认识方式,都
是学习知识的重要途径,而这些途径的一个共同特点便在于理智的参与。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借苏格

拉底之口将通过思考、推论而获得知识的能力比喻为“灵魂之眼”,是人们进行学习的“知识的器官”。他还

说,“维护这个器官比维护一万只眼睛还重要,因为它是唯一能看得见真理的器官”④。可见,在柏拉图那里,
理智的参与,思维的运用,比感知觉层面的直观重要得多,更有利于知识的学习掌握。这也难怪康德会说:
“知性不能直观,感官不能思维。”⑤既然如此,那么当教师的教学过于依靠学生的亲眼看、亲耳听,亲身体验,
而忽视思维的有效参与,没法让学生想清楚、琢磨透彻某个道理,只能是“所见即所得”的时候,课堂的深度不

足,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但这并不是说直观只对浅层知识的教学管用,对于深度学习而言就不重要,甚至弊大于利。在日常生活

中,我们往往只是在感知觉的层面来使用直观一词,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在哲学上,其实还有“理智直观”的概

念,费希特、谢林都曾使用过这一概念,胡塞尔所说的“本质直观”差不多也是同一个意思。费希特认为:“知
识学是从理智直观出发的。”⑥那么当我们在讨论关于知识教学的问题时,自然就不能忽视了理智直观的重

要作用。理智直观并不要求学生去看、去听、去体验,而是需要通过知觉与想象,尤其是想象的自由变更来实

现⑦。胡塞尔认为:“为了亲身地并原初地把握一本质,我们可从相应的经验直观开始,但也可从非经验的,
不把握事实存在的、而‘仅只是想象的’直观开始。”⑧所谓想象力,指的是“把一个对象甚至当它不在场时也

在直观中表象出来的能力”⑨。也就是说,本身并不在场的、学生想象出来的东西,也具有直观的效果。为什

么有的人可以“望梅止渴”? 为什么聆听《高山流水》会带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都是因为人们具有想象的

能力。依靠想象,学生在学习关于南极洲的相关知识的时候,就未必需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去营造一个高度

寒冷的体验,而是只要在脑海中浮现出冰天雪地的场景,就能理解为什么只有不畏严寒的企鹅能在南极洲生

活而人类则不能。VR设备或许能够让学生“走进”一个三棱锥的内部,但凭借想象学生同样可以在脑海中

“制造出”三棱锥的空间结构。依靠想象,学生还可以品味“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宁静,可以“看见”中国地形的

“三级阶梯”结构,可以理解卖火柴的小女孩为什么会在临死前看到圣诞树,等等。想象的结果,虽非真实可

见可感之物,但却具有类似的作用;它不同于从理论到理论的纯粹抽象思辨,但却能有效地促进抽象思维能

力的提升。相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感性直观而言,这种依靠想象的“理智直观”,在教学当中不但效率更高,
也更符合“深度学习”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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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想象不是无原则、无限制的,不能是瞎想、乱想,更不能“满纸荒唐言”,而是必须有依据、有逻辑、有
前后联系、有前后沟通。要培养这样一种想象能力,感官层面的刺激就不是越多越好,体验也不是越真实越

好,而是需要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用于培养学生严谨推理的习惯、合理想象的本领。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

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感官刺激,这固然是好事;但如果过于强调感知觉的刺激而忽视了思维和想象的作用,在
人工智能的喧嚣中将教学原本应该重视的“理智直观”完全、彻底地退回到感性直观的层次,这与其说是教学

的进步,毋宁说是倒退。
“理智直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每一个有责任心的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努力去呵护它、培养它。然而,当

人工智能可以塑造出虚拟的教师来给学生上课,可以用“深度沉浸体验”来代替教师日复一日的讲解,便有人

认为“现在意义上的教师一定会大幅减少”①,“教师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技术会为学习者组织学习内容,智能

网络能够代替教师”②。在人工智能时代,学生或可凭借信息技术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却容易因为缺乏有效

的指导而无法体会信息背后的意义;或可通过网络了解大量的知识,却可能因为教师点拨的缺失而无法形成

系统,从而削弱了所学知识的价值……“直观”虽存,“理智”却易被丢失。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就需要对

教师的作用予以必要的承认和重视。毕竟,技术是为人服务的,技术再发达、再先进,也只能是辅助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如果喧宾夺主,则课程不再成为课程,至多只能叫资源;教学也不再是教学,而是被简化为自

学。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解放了教师,但教师并未因此而“失业”,而是将原本用于“呈现和描述知识”的时

间用于“进一步解释知识”;多媒体和幻灯片技术的出现也解放了教师,但并未让课堂教学演变为让学生“看
着幻灯片自学”,教师依然还得“教”,只不过将大量板书的时间用在了其他方面。那么同样道理,人工智能技

术的普及也可以进一步解放教师,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再需要教师或教师的重要性下降。在人工智能时

代,教师有必要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理智直观”的培养。
人工智能将原本许多需要学生抽象思考的东西直接“呈现”在了学生面前,从而极大地降低了“认识”的

难度,但同时也制约了学生抽象能力的提升———当所有抽象的内容都变得形象而鲜活的时候,学生就无需进

行抽象的思考了。其实在教学中,带领学生去想象“在空间里有三个角都是直角的四边形是否都是矩形”,就
比让学生进入虚拟空间中去“看”到这一问题的答案要有深度得多;带领学生去品味伽利略当初证明亚里士

多德的谬误的思想实验,也比通过VR技术让学生在虚拟时空中“围观”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过程来得更有

意义。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使课堂教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教师有针对性地发挥其主导作用:
哪些东西其实不必要让学生去“深度沉浸体验”,哪些内容让学生去“想象”比让他们“亲自目睹”更能培养其

思维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决定知识以何种方式来呈现,但哪些知识才有必要用人工智能技术呈现在

学生面前,则需要由教师来决定。如此,方能在感性直观和理智直观之间达到平衡,让“深度沉浸体验”和“推
理与想象”共同服务于学生的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对落实教学的直观性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于日新月异的技术,我们应以

积极的态度去拥抱它,但对于知识呈现方式和教学策略的巨变,我们则需要辩证地看待。尤其是我们对直观

教学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感知觉的层面,而是要认识到理智直观的价值。至于何种知识应该以何种直观的方

式呈现在学生面前,则需要依靠教师的合理辨析。倘若我们能够有效地加强教师对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进
而帮助学生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场景中掌握知识、找准方向、获得发展,则人工智能时代的课堂教学便值

得我们期待。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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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deeperlearning)与学习者能动地参与学习有关①,是从揭示问题开始,围绕问题,制定学习规则,
展开一系列旨在解决问题所需的知识与技能的探究活动②。由此可见,深度学习是以问题为中心,通过学生能

动地解决问题来开展的学习。因此,在深度学习视域下,设计能统领、引导和驱动学习,将学习引向深入的高质

量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基本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为此,本文从基本问题的界定、内涵、特征,基本问题对

深度学习的价值,以及设计基本问题的路径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如何进行指向深度学习的基本问题设计,以期为

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 基本问题的界定、内涵、特征

美国学者威金斯和麦格泰格在他们所著的《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中认为,“基本问题”(essentialquestion)
是指“不仅能够促进对某一特定主题单元的内容理解,也能激发知识间的联系和迁移”③的问题。我国学者将

“基本问题”界定为,“单元主题、内容和教学的上位引导性问题,与围绕‘大概念’的思维组织能力相关联,能有

效引发学生的深层思考”④。
由此可见,不管是哪一种界定,基本问题都具有与概念性理解相关,反映学科实质;指向对单元主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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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bigidea),亦称“大观念”,是一种观念的表述,它是理解学习领域或跨学科的核心,是组织知识的关键概念、原则和规律。可把各种碎片

化的理解,联系成一个条理分明的整体。大概念往往是宽泛和抽象的,涵盖各种关键概念,而且这些概念通常是永恒的,并可迁移到另一个

情境之中。



和教学的上位引导,激发知识间的联系与迁移,促进学生的深度思考和高阶思维等核心要义,并具有启发性和

开放性。
为此,威金斯和麦格泰格将“基本问题”的内涵归纳为:“在我们一生中会重复出现的重要问题”,“某一学科

的核心思想和探究”,“学习核心内容所需的东西”①。
例如,基本问题“戏剧是如何通过矛盾冲突和人物塑造相结合来吸引观众的?”,这个问题就能体现基本问

题的核心要义和内涵。首先,它是戏剧的学科核心和本质问题,“矛盾冲突”和“人物塑造”是戏剧的基本要素,
不管什么题材和风格的戏剧都离不开“矛盾冲突”和“人物塑造”,都需要思考“如何相结合”来“吸引观众”的问

题,而且会在戏剧中重复出现,因而是一个重要问题。其次,它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可以吸引和启发学生联系已

有的戏剧知识和经验,对此进行讨论、思考和探究,这种学习所获得的知识、技巧和经验,还可以迁移到其他戏

剧学习或其他的影视、戏曲学习中。
威金斯和麦格泰格还对基本问题的特征进行了界定,认为一个基本问题应具备以下特征:

1.是开放式的,也就是说,这些问题不存在唯一的、最终的、正确的答案。

2.是发人深省和引人思考的,这些问题常常会引发探讨和辩论。

3.是需要高级思维的,如分析、推理、评价、预测等。仅仅通过记忆知识点无法有效回答这些问

题。

4.会指向学科内(有时是跨学科的)重要的、可迁移的观点。

5.能引发其他问题,并激发进一步的探究。

6.需要证据和证明,而不仅仅是答案。

7.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反复出现,也就是说,这些问题需要反复不断地使用和修订。②

他们认为:“只有当问题符合这些条件的全部或大部分时,才能被称为基本问题。”③例如,以下三个问题:为
什么工具和技术的变革会带来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变革? 电子商务对实体经济有什么影响? 人工智能的出

现对人类的发展是弊还是利? 这些问题就符合上述大部分条件,属于基本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属于社会生

产与发展变革中的核心问题,带有一定的哲理性,它又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思考,需要借助各种知识和经验,通
过分析、推理和判断等高阶思维才可能回答,仅仅通过知识点是无法有效回答的。而且这些问题还是开放式的

问题,答案并不是唯一的,通过思考这些问题,还会引发其他问题,激发学生进一步的探究,拓展到更为广泛的

认知领域,使学习发生迁移。
在设计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往往存在对什么是好的基本问题产生困惑。威金斯和麦格泰格认为,“最

好的问题能够让我们了解事物的核心———本质”,并认为“基本问题是那些鼓励、启发,甚至是要求我们超越特

定主题而产生迁移的问题”。对于某一学科来讲,“如果某个问题看起来是真实的且与学生相关,可以帮助学生

对所学知识达到更系统、更深入的理解,可以让学生投入其中,那么我们就说‘这问题找对了’”④。可见,一个好

的基本问题应具有四个要素,即本质、迁移、理解和兴趣。
二 基本问题对深度学习的价值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通向学习的理解

威金斯和麦格泰太格认为,基本问题“能够最大程度地吸引特定的、各种各样的学习者”⑤。可见,基本问题

与学习的兴趣、理解密切相关,它以疑问的句式指示学科的实质,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导思考探索的方向,从
而促进学生的理解。

例如,以下三个基本问题:中国山水画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中国山水画是如何寄托画家情怀的? 中国山水

画是如何营造意境的? 它们以疑问的形式反映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学科实质,能引人深思,从而最大程度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和探究兴趣。如果我们设计如下三个问题来引领学习:中国山水画产生于何时? “元四家”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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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威金斯、杰伊·麦格泰格《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第二版)》,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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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哪四位山水画家? 董其昌是哪一朝代的山水画家? 这三个问题直接呈现了中国传统山水画零散孤立的固

定知识,过于关注“知识点”,通过教科书或网络可查找到现存答案。因此,这样的问题启发性不强,不容易激起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愿望。
威金斯和麦格泰格还认为,“基本问题是通向理解的钥匙,也就是说,通过探究问题,学习者在构建自己的

意义”①,并认为“最好的问题是指向和突出大概念的。它们像一条过道。通过它们,学习者可以探索内容中或

许仍未被理解的关键概念、主题、理论、问题,在借助启发性问题主动探索内容的过程中加深自己的理解”②。为

此,威金斯和麦格泰格将基本问题比作为理解大概念的“航标”③。“如果我们可以将学生的问题引导到我们的

教学内容上来,就可以利用他们寻找答案的天性帮他们进行深度学习”④。可见,基本问题是诱发学生学习兴

趣,主动获取知识内涵、实现理解的动力。
例如,为什么中国山水画理论比表现技法更先成熟? 为什么宋代之前的山水画以青绿山水为主,而宋代以

后的山水却以水墨为主? 为什么元代画家倪瓒的山水画呈现出孤寂、荒寒的意境? 这三个基本问题都是可以

引起探讨和辩论的。若要研究“为什么中国山水画理论比表现技法更先成熟?”这一问题,需要学生首先了解远

古时期,我们祖先对赖以生存的山和水就有了特殊感情,甚至把山和水加以神化,作为神灵来祭拜。其次,还要

知道汉末至魏晋时期,战乱不断,人们普遍感到世事无常,人命不永。于是一些文人士大夫到老子和庄子那里

寻找精神寄托,开始以山水自然为乐土,把生活的理想同山水之美结合起来。第三,受老庄“安其居,乐其俗”、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等哲学思想的影响,魏晋时期虽然山水画技法还显得稚嫩,但其理论已有哲学高度,已显

得相当成熟了。因此,这样的问题是发人深省和引人思考的,并需要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历史、美术史,甚至中

国古代老庄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推理才能回答出来的。
又如,“为什么宋之前的山水画以青绿山水为主,而宋之后的山水却以水墨为主?”这一问题是带有开放性

的。宋之前的山水画,或许与当时追求“心师造化”、“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的绘画理论有关,也可能是当时为

了表现达官贵人悠闲生活和向往人间仙境的审美理想有关。因此,学生仅仅通过记忆知识点是无法有效回答

这一问题的。至于宋之后水墨山水画盛行的原因,在美术史书上还能找到一些答案,如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受
文人画思潮的影响等。

再如,“为什么元代画家倪瓒的山水画呈现出孤寂、荒寒的意境?”要回答这个问题,学生必须从元代的社会

背景,倪瓒所处的生活环境,他的艺术主张以及文人画思潮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由此可见,基本问题需要高阶思维,需要通过史料、文献、照片、实物等证据进行综合的研判,才能作出回

答,它对引导学习理解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关联大概念和小问题,为学生搭建认知框架

在深度学习中,新知识与既存的模式和认知框架要相融合。只有当概念成为这些模式和框架的砖瓦时,概
念性知识才成为理解的基石⑤。郭华认为:“学生所学的知识不是零散、碎片式、杂乱无章的信息,而是有逻辑、
有体系、有结构的知识;学生也并不孤立地学习知识,而是在教师的引导下,根据当前的学习活动去联想、调动、
激活以往的经验、知识,以融会贯通的方式对学习内容进行组织,从而建构出自己的知识结构。”⑥由此可见,学
生的学习是建立在原先已有的知识结构上的,进行新的学习活动时,新知识便与这个知识结构发生关联,从而

丰富、完善或更新已有的知识结构。如果我们在教学设计时,能寻找到知识间的关联及其认知规律,为学生的

学习搭建起一个认知框架,将有助于新的学习。所以,深度学习需要我们为学生搭建一个能够联通新知与旧

知、理论与实践的认知框架,以帮助学生进行更加有效的学习和知识建构,基本问题正是搭建这个认知框架所

需要的“脚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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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本问题属于上位问题,具有开放性,“往往比较宽泛,操作性不强,所以在具体实施时还应该分解出

一系列与学科相关的‘小问题’”①。
例如,基本问题“音乐鉴赏对于提升人的素养具有什么意义?”可以分解出以下三个小问题:“音乐鉴赏对培

养人的审美能力有什么作用?”“音乐鉴赏对提高人的认识能力有什么作用?”“音乐鉴赏对陶养人的精神情怀有

什么意义?”其中的小问题“音乐鉴赏对培养人的审美能力有什么作用?”又可以分解为三个小问题:“音乐鉴赏

的方法有哪些?”“音乐鉴赏的过程是什么?”“如何理解音乐作品节奏与旋律的关系?”如此继续,每个小问题都

还可以分解出更小的下一级小问题。
由此可见,基本问题分解成小问题后操作性增强。基本问题和逐级分解出来的小问题,组成了一个有内在

关联和逻辑的问题链,它通过和大概念的有机关联,构建起一个反映学科实质和知识之间联系及其认知规律的

框架。由于大概念和基本问题都具有迁移性,通过小问题可以关联不同的学习主题和知识技能,使这个框架也

可以无限地延展,形成一个更为广泛的“认知框架”。
例如,美术课题《父亲》鉴赏的单元教学,可以由基本问题、小问题和大概念关联搭建起如表1所示的认知

框架。
表1 基本问题、小问题和大概念关联搭建的认知框架(以《父亲》为例)

大概念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基本问题 为什么《父亲》会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著名作品?

小问题 事实性的知识技能 认知目标 核心素养②

小问题1 作品表现了什么? 人物神态、轮廓、职业特征、场景等 画面信息 图像识读

小问题2
作品是在怎样背景下创

作的?
新中国改革开放、土地下放承包 时代背景

小问题3 作者想要表达什么? 对农民的深情、对劳动的歌颂 主题思想

文化理解

小问题4
作品 用 了 哪 些 表 现 技

法?
古典油画技法、综合技法、罩染技法 创作技法

小问题5
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有何

创新之处?
写实技法、直接画法和间接画法相结合 艺术特色

美术表现

小问题N 作品美在哪里?
色彩协调统一、画面构图稳定、技法富有

表现力、造型严谨扎实
审美体验 审美判断

  大概念是“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阐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艺术创作的重要

理念,也是本课需要学生理解和掌握的学科核心观念。而基本问题“为什么《父亲》会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

著名作品?”是对应着大概念提出来的,主要是帮助学生对大概念的理解,向下逐次引出的小问题和事实性的知

识技能,主要是起到帮助学生对大概念和基本问题的理解。这些小问题和事实性的知识技能之间,具有纵向和

横向的联系,从而形成一个以大概念为统领,以基本问题为导向,以小问题和事实性知识、技能为节点,以核心

素养为目标的认知框架,这个框架将对学生的深度学习产生重要作用。
三 设计基本问题的路径

(一)由课程标准中不同模块的内容要求来设计基本问题

威金斯和麦格泰格认为:“基本问题可以从国家、州或地方课程标准中产生……拿出一套标准,找出标准里

列出的重要动词和名词(尤其是那些重复出现的名词)。通常那些在陈述语句中伴随关键性动词出现的名词就

是重要性概念,这些概念就形成了需要学生探究的重要问题的基础。”③我们由此得到启示,基本问题可以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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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标准中的关键动词和核心名词来设计。
例如,《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音乐鉴赏”模块内容要求“感受、体验中国传统音

乐和世界民族音乐的风格和文化特征,认识、理解民族民间音乐与社会生活、历史文化、民间习俗等的密切关

系”①。其中的“感受”、“体验”、“认识”、“理解”就是核心动词,“特征”、“关系”就是伴随其后的核心名词,对此可

以设计出基本问题:“如何通过感受、体验音乐的艺术特征来认识、理解音乐与文化生活的关系?”再如,该课程

标准“歌唱”模块内容中的“在独唱中,深入理解作品的风格及表现要求,并依据自己的声音特点,自信而有表现

力地歌唱”②,其中的“理解”、“歌唱”就是核心动词,“风格”、“要求”、“特点”都是核心名词,以此可以设计出基本

问题:“如何依据自己的声音特点及作品的表现要求,歌唱出作品的风格?”同理,依据核心动词“歌唱”和核心名

词“表现力”,还可以设计出基本问题:“怎样进行自信而有表现力的歌唱?”这些基本问题就是依据课程标准陈

述句中,伴随关键性动词支配的核心名词设计出来的。
(二)由教科书中的单元教学目标来设计基本问题

威金斯和麦格泰格认为,基本问题往往与我们希望学生理解的重要思想有关。“设计基本问题最直接、简
单的方法就是采用我们希望学生理解的内容来设计”③。他们并且建议,“课程规划者以完整的陈述句形式来表

达希望学生理解的内容———你希望学生理解的具体的重要概念和思想”。我们由此得到启示,基本问题可以由

课程与教学中希望学生理解的重要内容来设计。在深度学习中,教科书中的单元教学目标,就是希望学生理解

的重要内容,我们就可以以此来设计基本问题。
例如,在历史教科书中,课题《中外历史发展纲要》的单元教学目标是,“理解历史进程中的变化与延续、继

承与发展、原因与结果,建构历史发展的前后联系,认识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可以据此设计出基本问题:“历
史是怎样变化与延续,继承与发展的? 有什么因果关系?”“历史的发展有什么总体趋势?”如果该单元教学目标

拟定为“理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基本问题可以据此设计为:“人民群众是如何

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程的?”
这些基本问题就是直接通过教科书中的单元教学目标来设计的,也都是用疑问的句式来表达的。
(三)由单元课题中的宏观性问题来设计基本问题

威金斯和麦格泰格认为:“基本问题的大小和范围有所不同,比较宽泛的基本问题具有‘宏观性’,这些问题

的范围超越了任何给定的单元主题,有时甚至超越了教学科目领域。虽然宏观问题比我们用来探讨具体主题

的问题要宽泛,但这些问题十分有助于产生专题单元的基本问题。”④由此给我们提供了由宏观性问题设计基本

问题的思路:先提炼出反映单元课题核心和实质的宏观性思想或者观念,然后分析这些宏观性问题指向的专题

单元,再针对特定的专题单元来设计基本问题。
例如,在语文单元课题《文学经典名著研读》中,宏观性问题是:“文学作品如何反映社会生活?”我们可以先

从中提炼出反映该单元课题核心和实质的宏观性观念“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生活”,这一宏观性观念可以指向专

题单元《<雷雨>研读》,针对《<雷雨>研读》可以设计出基本问题:“《雷雨》是如何通过描写一个封建资产阶级的

家庭悲剧来反映时代及社会现实的?”再如,在《文学阅读与写作》单元课题中,宏观性问题是:“如何进行文学写

作?”可以据此设计出以《散文读写》为专题单元的基本问题:“如何进行散文的创作、续写或改写?”通过对这些

相对具体的问题的探索,可以促进学生对宏观问题的理解。
(四)由理解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认识来设计基本问题

威金斯和麦格泰格认为:“基本问题的另一个丰富来源是学习者通常持有的对易混淆概念和抽象概念的错

误认识。有经验的教师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学习者经常会表现出对某些概念和技巧的根本性错误认识。”⑤由此

启示我们,在教学设计中,学生可能出现或教师可以预见的错误认识,往往提示教师这就是学生理解的难点。
因此,更应该利用它设计基本问题来澄清他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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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第16页。

JayMcTighe GrantWiggins《让教师学会提问———以基本问题打开学生的理解之门》,第48页。

JayMcTighe GrantWiggins《让教师学会提问———以基本问题打开学生的理解之门》,第49页。

JayMcTighe GrantWiggins《让教师学会提问———以基本问题打开学生的理解之门》,第52页。



例如,在历史学习中,学生对学习技巧的理解,容易产生“学习历史的技巧无非就是记死背牢”的错误认识,
针对这个错误认识,我们可以设计出以下三个基本问题:“学习历史是记忆重要还是理解重要?”“在历史学习

中,如何阅读、理解教材,解读史料,分析史事?”“如何将多种历史学习方法相结合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呢?”这
些问题也是学生学习其他科目的重要问题,通过探索这些问题,学生的错误认识可以得到澄清。

(五)由“理解”的六方面来设计基本问题

威金斯和麦克泰格认为:“理解是多维的和复杂的,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方法,同时和其他知识目标也有

概念上的重叠。”①为此,他们提出了“理解六侧面”,并认为当我们真正理解时,我们能解释、能阐明、能应用、能
洞察、能神入、能自知。他们还认为,尽管(理解六侧面)最初是作为评价理解的指标的,当这些方面在设计课堂

提问,包括基本问题时被证明是有用的②。理解的六方面虽然并非直接阐明了学生在学习中应理解的核心内

容,但它以不同角度的行为动词指示了学生应理解的方向,所以,我们借助理解的六方面,就可以找到学生应该

理解的重要内容,从而设计出基本问题。
例如,在地理课题《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单元教学中,我们依据“理解”的六方面可以设计出如下的基本

问题:从“解释”的方面,设计出基本问题:“在发展经济中保护环境的必要性是什么?”从“阐明”的方面,设计出

基本问题:“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什么关系?”从“应用”的方面,设计出基本问题:“怎样在发展经济中保护好

环境?”从“洞察(转换视角)”的方面,设计出基本问题 :“在发展经济中破坏了环境会怎样?”从“神入(移情、共
情)”的方面,设计出基本问题:“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中来借鉴?”从“自知”的方面,
设计出基本问题:“我能为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做些什么?”通过探索这些从不同的角度设计出来的基本问题,
有助于提高理解的全面性。

(六)由与技能学习有关的内容来设计基本问题

威金斯和麦克泰格认为,“在所有的技能背后,都隐含着重要的目的和策略。这些策略和目的形成了有效

的基本问题的基础”,并进一步提出要“成功的设计基本问题,可以围绕四类与有效技能学习有关的内容来进

行:1.基本概念;2.目的和价值;3.策略与战术;4.使用情境”③。也就是说,任何技能都联系着与其相关的目的和

策略,主要体现为“基本概念”、“目的和价值”、“策略与战术”、“使用情境”等四种类型,反映的都是与技能学习

相关的核心和实质,是学习的重点。所以,我们可以由此来设计基本问题。
例如,在美术课题《水彩静物写生》单元的技能教学中,主要技能是干画法、湿画法,与其相关的基本概念有

色调、接色时间、水分控制等。我们可以围绕这三个基本概念来设计基本问题。围绕“色调”,可以设计出基本

问题:“如何配色才能形成统一的色调?”围绕“接色时间”,可以设计出基本问题:“如何根据不同的干湿效果来

把握接色时间?”围绕“水分控制”,可以设计出基本问题:“水分的多少会对效果产生什么影响?”学生通过对这

些基本问题的探索,就可以逐渐明确和掌握水彩画的技能。
四 结语

设计指向深度学习的基本问题,路径是多种多样的,不管采用哪种路径,都需要教师在对教材内容的学科

实质和大概念有深入理解之后,依据单元教学目标来进行整体的规划和设计。设计一个好的基本问题,除要具

有上述四个要素外,还要考虑教学目标、大概念、小问题以及所涉及到的事实性知识、技能的统整和逻辑关系,
使基本问题成为一个有层次、结构化、可扩展、能持续的问题序列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设计一个好的基本问

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设计过程中,往往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打磨和修正,一个好的基本问题才可能形成。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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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材动态评价模型构建研究
梁 宇

  摘要:构建国际中文教材动态评价模型、实现网络实时诊断性评价是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建设、提升我国国

际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本文立足第五代评价观和经典教材观,确立了中外融通、素养提升、教学适用、应用

实践、科学规范、技术赋能六方面的评价理念,引进机器评价、诊断评价、循证评价等先进评价手段,综合运用多元

研究方法,构建了国际中文教材动态评价模型。该模型分为规范评价、定量评价、定性评价、附加评价四部分,包括

价值取向、教学适用、内容编排、外观配置4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和60个三级指标。在评价内容方面,该模

型的特点包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打造柔性话语表达,注重两种能力培养,聚焦中文二语教学,突出教学适用评价,
深化教育服务理念。在评价方式方面,该模型引入链式思维,强调动态开放,重视诊断反馈,探索综合性、过程性和

发展性评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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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中文教育数字资源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

(22JJD740016)、国家语委重点项目“‘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建设研究”(ZDI145-35)、教育部语合

中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重大课题“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21YHZD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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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国际中文教学资源研究,E-mail liangyu@blcu edu cn。

一 引言

国际中文教材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教材

评价进一步提升国际中文教材质量,对我国建设高质量国际中文教育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具有重

要意义。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明确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2020年教育部印发的《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明确提出,“构建教材建设质量保障体

系”①。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完善教材质量监控和评价机

制”②。202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
出,要构建“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③。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中

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④。可见,构建国际中文教材动态评价模型(以下简称“评价模型”)是国际中文教育标准

体系建设服务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内容。
国内外二语教材评价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评价理论研究。关于教材评价的本质主要有四种观

631

①
②
③
④

《描绘新时代教材建设蓝图 <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发布》,《中国教师报》2020年1月15日,第1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0年第30号,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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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4、46页。



点:“对照观”认为,“教材评价是将教材使用主体需求分析与教材分析对照的过程”①;“选择观”提出,“教材评价

就是要帮助教师在各种教学环境下为各种水平的学生挑选最合适的教材”②;“效果观”指出,“教材评价取决于

教材的课堂使用效果”③;“判断观”则强调,“教材评价是对教材价值的判断”④。此外,学界对二语教材评价的

原则、类型、主体、方法等均有较为全面的阐述。二是评价量表研制。前期研究一方面构建了丰富的教材评价

量表,1970-2008年国外英语教材评价量表多达48个⑤,2011-2021年改编或新开发的英语教材评价量表又

有36个⑥。我国学者研制的二语教材评价量表也有一定代表性⑦。另一方面,评价量表的研制方法多元,早期

的研制方法以理论建构为主,进入21世纪,评价量表更加注重科学性,研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问卷调查、焦
点团体访谈等。总体来看,前期研究对二语教材评价理论和量表研制进行了有益探索,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教

材评价始终无法突破静态的量表式评价,评价体系的研制方法较为单一,评价手段较为传统。
本研究立足第五代评价观和经典教材观,从确立评价理念入手,综合运用多元研究方法构建评价模型,基

于教材大数据,引入机器评价、诊断评价、循证评价等先进评价手段,探索综合评价和过程评价的路径,以期实

现动态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教材评价,为提升教材编写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二 理论基础

(一)评价观

现代评价理论经历了四代演进,它们是以工具导向、测量为标志的第一代评价,以目标导向、描述为特征的

第二代评价,以决策导向、判断为特征的第三代评价,以价值导向、建构为特征的第四代评价⑧。之后,西方学者

提出了第五代评价理论。该理论从实证主义转向社会建构主义,核心理念是通过行动研究使评价、决策、行动

融为一体⑨。我国学者也提出当前教育评价迎来了“以育人为本、以服务为导向、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五代评

价。《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

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全球教育评价改革对传

统评价观念进行了更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一是评价目标从判断走向诊断,旨在促进评价对象的

全面发展,并为教育决策服务;二是评价主体从评价者转向评价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构成“评价共同体”;三是

评价内容更加丰富全面,重视学生的能力提升和品德塑造,注重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感、社会责任感、综合素养

和国际视野;四是评价手段趋向智能,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开展动态化、全景式的数据采集和测量,注
重终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人工评价与机器评价相结合。

(二)教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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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观是对教材本质、属性和作用的认识。教材观又可细分为教材本体观和教材功能观。教材本体观侧

重对教材本质和属性的看法,而教材功能观偏向对教材作用和价值的理解,教材本体观与功能观具有对应关

系,即教材具有什么属性,就会衍生出哪些功能。教材本体理论认为,教材具有多维属性。其中教育属性、教学

属性、内容属性、物理属性受到广泛认可①。教材的教育属性要求人们关注“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②。教材集中体现了国家对教育教学的总体要求,影响着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发挥着立

德树人的教育功能。教学属性是教材的根本属性,规范并制约着其他属性的表达。教学属性是指教材编写者

以课程标准为基本依据,通过学科知识的教学论转换,使其文本具有教师能教会教、学生易学乐学的特点③。教

学属性在教材本体中的核心地位使得教学功能亦成为教学系统中的主要功能,具体体现在它能实现教学目标、
落实课程规划、保障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支持教师教学和职业成长等方面。内容属性呼唤人们思考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教材以结构化、系统化的方式集中呈现了提纯萃取后的学科知识,发挥着传授知识和技能

的功能,回答一个学科“教什么、学什么、教多少、学多少、怎么教、怎么学”的重要问题。物理属性反映在教材的

插图选配、版式设计、出版质量、资源链接等外在形式。教材的物化形态使之具有保存、积淀、传承知识的功能,
以及实用和商业的价值。

三 动态评价模型构建

(一)评价理念

评价理念是建构评价模型的起点,反映了建构者对评价本质的认识,以及对评价主客体关系、价值主客体

关系的理解,决定了评价模型构建过程中的目标设定、内容设计、方法选择、技术路径等,为评价指标筛选、修改

等具体行为提供宏观指导。
第五代评价观和经典教材观共同构筑了评价模型的理论基石。构建评价模型应在顺应全球教育评价改革

潮流、体现教材本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特色,解决当前部分国际中文教材适用性不强、
内容陈旧、精品缺乏、配套不足等问题④。教材本体理论认为,教材属性在不同类型的教材中有强弱之分⑤。国

际中文教材是以国际学生为教学对象,以中文和中华文化为核心教学内容,以培养国际学生中文交际能力和跨

文化交际能力为主要教学目标的教学用书,具有第二语言教材的性质。国际中文教材除了具有教育性、教学

性、内容性和物理性以外,更加凸显实践性、民族性和国际性。国际中文教材强调实践性,其编写主旨是以中文

知识和技能训练为基础,以提高国际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为目标,具有为国际学生营造语境、提供语言交

流机会,促进协商互动的实践性功能。国际中文教材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特色,以及民族历史和民族

心理的样态,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民族色彩⑥。同时因其使用者是外国人,而蕴涵了国际性,是一种跨国籍、跨语

言、跨文化的外向型教材。国际中文教材在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共同影响下,承载着向世界传播中华语言文字和

文化的使命,这就要求教材编写既要突出汉语汉字和中华文化的特点,又要充分考虑教材的使用环境和国际学

生的需求,以跨语言、跨文化的视角,用国际学生可接受的表达方式展示教学内容。语言与文化的国际传播功

能在我国主导研发的国际中文教材中显得尤为重要。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从6个方面具体阐述评价模型的理

念。

1.中外融通

教材应坚守中文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突出中文特点,提炼展示中华

文化精髓。同时,应坚持人类共同价值观,注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各国法律法规、文化传统和教育理念,
促进国际学生对中国的认知、理解乃至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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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曾天山《教材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5页。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
年12月9日,第1版。
王攀峰、宋雅琴《论教科书的内涵与属性》,《当代教育科学》2018年第1期,第7-12页。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5年)》,2021年12月,http   www chinese cn uploads 
file 20220125-1643091013876953 pdf。
曾天山《教材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5页。
李泉《对外汉语教材通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9页。



2.素养提升

教材应立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内容涵盖中文知识与技能、中国文化与当代国情、情感态度、语言学习策略

和人类共同价值观塑造,促进国际学生中文综合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学习能力、国际理解能力的全面提

升。

3.教学适用

教材应注重适用性,贴近教学实际情况,符合学生学习特点和文化背景,助力教师组织开展教学,实现教师

专业发展。同时,应遵循中文作为二语教学规律,体现二语教学方法,提供清晰的二语教学思路,推动教学模式

创新,提高教学效率。

4.应用实践

教材应强调语言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为汉字、词汇、语法提供恰当的语境,选择符合交际需要的主

题和内容,强化文化的体验、比较和思辨,以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贯穿教材的学习内容,强调活动的真实性、互
动性、有效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

5.科学规范

教材应重视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和规范化。语言知识体系以《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0025-
2021)为依据,对应“三等九级”应掌握的音节、汉字、词汇、语法量化指标,确保教材中的语言规范,知识分布合

理。文化知识体系以《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为依据,对应中国社会生活文化、中国传

统文化、当代中国国情三大板块的文化项目,兼顾古今,立体呈现。教学内容应循序渐进,衔接紧密,难度合理

上升。

6.技术赋能

教材应在需求调研基础上配备相应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教材的评价方式应借助智能技术手段,依据评价

目标、对象、内容,创新评价过程与方法,构建专业、高效、综合的评价模型,实现客观、即时、精准评价。
(二)评价对象与目标

国际中文教材类型多样,根据研发主体可分为我国主导研发的中文教材和非我国主导研发的中文教材,根
据使用环境可分为目的语环境中文教材(即来华留学生中文教材)和非目的语环境中文教材(即海外本土中文

教材),根据课型又可分为综合课、技能课等不同课型中文教材。本研究将我国主导研发的国际中文综合教材

作为重点评价对象,理由有三点:其一,综合教材是国际中文教材建设的重点,它是目的语环境中中文教学的主

干教材,在非目的语环境中一般仅使用综合教材;其二,国际中文综合教材内容全面系统,它包括中文和中华文

化的基本教学内容,涵盖听、说、读、写、译五项语言技能,涉及语音、汉字、词汇、语法四项语言要素;其三,综合

教材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以此为基准构建评价模型,对推动国际中文教材建设,具有更为普遍的指导意义。
构建评价模型的总体目标是“以评促建、以评提质”。该模型基于“国际中文教材动态评价系统”,支持开展

自编教材或商业教材的网络实时诊断性评价及动态质量监测,强化服务导向,可以帮助海内外中文教学机构、
中文教师和学生甄选教材,支持国际中文教师优化教材使用策略,实现个性化的教学实践,促进教师专业能力

发展,引导国际中文教材研发机构和编写者编写、改进教材,提高教材编写质量,服务相关管理机构开展基于客

观数据的国际中文教材认证与推荐。
(三)评价内容

评价模型由规范评价、定量评价、定性评价和附加评价四部分构成,依据教材的教育属性、教学属性、内容

属性、物理属性划分为价值取向、教学适用、内容编排、外观配置4个一级指标,下设20个二级指标,60个三级

指标。

1.第一部分:规范评价

规范评价是国际中文教材必须达到的要求,包括3个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规范评价只有“合格”和“不
合格”两个选项,若有一项指标为“不合格”,评价就此终止,教材将被判定为“未达到标准”。若上述指标均为

“合格”,评价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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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际中文教材规范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一)价值取向

1.国家意识

2.世界认知

3.规范要求

(1)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

(2)符合中国及各国法律法规

(3)维护中国及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4)尊重各国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5)没有种族、地域等方面的歧视和偏见

(6)没有版权争议,不侵犯其他个人或组织的著作权

  2.第二部分:定量评价

定量评价是对国际中文教材中的汉字、词汇、语法等的量化评价,包括2个二级指标,10个三级指标。定量

评价由“国际中文教材动态评价系统”自动判定,若指标数值在参考区间内,该指标为“合格”,若指标数值不在

参考区间内,该指标为“不合格”。系统完成定量分析后,评价继续进行。
表2 国际中文教材定量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二)内容编排

4.语言知识

5.课文

(7)汉字等级分布

(8)汉字编入比例

(9)词汇等级分布

(10)词汇编入比例

(11)生词的复现率

(12)平均每课课后语法数

(13)平均每课生词数

(14)平均每课生词密度

(15)课文句子总数

(16)课文平均句长

  3.第三部分: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是对国际中文教材编写质量的通用评价,包括12个二级指标,37个三级指标。每个指标按1-5
评分,1=非常差,2=差,3=一般,4=好,5=非常好。若指标不适合评价目标教材,可选择NO。若目标教材为

通用中文教材,评价就此终止。若目标教材为海外本土中文教材,评价继续进行。
表3 国际中文教材定性评价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三)教学适用

(20%)

6.课程适用

(10%)

7.学生适用

(6%)

8.教师适用

(4%)

(17)教学目标清晰明确,参考现行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确定教材内容

(18)提供课时建议,课时安排合理

(19)符合学生的中文水平,难易适中

(20)符合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

(21)符合学生的学习目标和需求

(22)学习内容能引发学生的兴趣

(23)有利于引导教师备课,便于教师使用

(24)赋予教师灵活使用的空间

(25)有利于教师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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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容编排

70%

9.编写理念

(10%)

10.框架结构

(4%)

11.主题内容

(16%)

12.语言内容

(16%)

13.文化内容

(10%)

14.活动设计

(10%)

15.策略培养

(4%)

(26)合理吸收并体现相关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并符合第二语言教与

学的规律

(27)教材整体或局部设计有创新、有特色

(28)每单元/课中各个模块设计合理,相互联系

(29)教学内容(包括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文化等)布局合理,联系紧密,难
度递增适度

(30)主题/话题丰富多样,符合学生真实交际的需要

(31)主题/话题编排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符合教学规律

(32)语言真实、自然,具有交际性

(33)语言规范、准确

(34)为生词和语法提供了典型例句,必要时提供了上下文,使语境更明确

(35)生词和语法的注释和翻译简明准确,易于理解

(36)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训练比重合理

(37)包含中国社会与人民生活的文化内容

(38)包含中国优秀传统的文化内容

(39)包含当代中国国情的文化内容

(40)包含与语言使用和交际相关的文化因素

(41)文化内容的编排合理适度,呈现方式自然恰当

(42)活动/练习的类型和形式丰富多样

(43)活动/练习有利于学生有效地掌握所学内容

(44)活动/练习能促进有意义的互动

(45)提供综合运用中文技能的活动/练习

(46)活动/练习目标明确

(47)活动/练习指令清晰、简洁,可操作性强

(48)提供主要的语言学习策略(如推测、联想、自评、查找资料等),帮助学

生更好地掌握学习内容

(49)提供积极的交际策略(如解释、更正、重复、澄清、请求等),帮助学生更

好地完成交际任务

(五)外观配置

(10%)

16.形式设计

(5%)

17.配套资源

(5%)

(50)版式设计(如字体字号、中外文及拼音混排、布局等)清晰美观,具有功

能性

(51)插图与内容配合紧密,具有功能性,体现时代感和中国特色

(52)根据教学需要,配有必要的辅助材料,如练习册、测试题、教师用书、字
词卡片、挂图等

(53)根据教学需要,配有数字化教学资源,如视频、配套网站、App等

  4.第四部分:附加评价

海外本土中文教材指专为特定非目的语国家或地区的中文学习者编写的国际中文教材。编写方式主要分

为三种:中方主导编写、外方主导编写和中外合作编写。附加评价是对海外本土中文教材的追加评价,包括3
个二级指标,7个三级指标。每个指标按1-5评分,1=非常差,2=差,3=一般,4=好,5=非常好。若指标不

适合评价目标教材,可选择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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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国际中文教材附加评价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六)教学适用

(20%)
18.本土化教学环境

(20%)

(54)符合当地主流外语教学理念

(55)符合当地课程设置

(七)内容编排

(70%)
19.本土化内容

(70%)

(56)包含贴近当地生活的主题内容

(57)体现当地学生在中文语言要素方面的学习难点

(58)融入当地文化的内容,恰当处理文化比较中的异同

(59)用当地语言注释,且简洁、准确、易懂

(八)外观配置

(10%)
20.本土化设计

(10%)
(60)版式和插图设计体现当地文化特色

  (四)评价方式

1.机器评价与人工评价相结合

以往的教材评价主要由定性描述的指标构成,以教师或专家为评价主体,即使采用评分量表的形式,主观

性仍较强①。本研究探索了机器评价的可行性。在规范评价部分,系统利用敏感词提取技术,为评价者提供智

能提示结果,评价者将其逐一审核后,可自动引用某些结果作为评价证据。在定量评价部分,系统可自动识别

和分析教材中的汉字、词汇、语法、课文等10个定量指标所涉及的内容,对比参数后,分别作出合格/不合格的

可视化评价。机器评价结果可为人工评价提供客观的数据参考。评价者在系统中根据定性评价和附加评价的

指标要求,结合教材内容进行逐一打分,及时记录在教材中发现的相关证据,完成人工评价任务。整个评价流

程基于网络平台,适于自评或他评,能够较好地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利于实施多元主体评价,可显著

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2.诊断评价与循证评价相结合

传统的教材评价侧重结果,仅呈现评分或者等级,存在理据性不足、指导性欠缺等问题。本研究建构的评

价模型可用于自编讲义或公开出版教材,可用于教材编写过程中或编写完成后,也可用于教材的使用前、使用

中或使用后。评价者可按提示步骤进行教材实时评价,评价结束时可获得一份诊断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教材评

价总分值、每个维度的分值、具体情况以及修改建议等。即使是定性评价指标,评价者也要提供充分的证据,
如:“第×页,练习×,练习设计的目标不够明确,建议改为……。”在评价过程中充分循证,给予及时诊断,可为

编写者或使用者提供建设性意见,有助于改进教材编写,调整教材使用策略。
(五)构建方法

评价模型的构建与完善,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以下步骤。

1.指标描述语库的建立与应用

搜集中英二语教材评价量表共57个,建立指标描述语库(含2221个指标),通过词频统计、多词序列提取、
搭配分析3种语料库分析手段,构建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指标基础框架。

2.一线教师和专家的团体访谈

采用焦点团体访谈法,分别对8位一线资深中文教师和7位业内专家进行了两次访谈,对评价基础框架中

的指标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两次访谈确立了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指标框架,在框架中增加了价值取向维度,区分

了通用教材评价指标和本土教材评价指标,区分了定性评价指标和定量评价指标。

3.第一次德尔菲法专家咨询

对13位业内专家进行了匿名咨询,旨在进一步修改并精简指标框架。经过三轮咨询,专家意见趋于统一,
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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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卷调查与因子分析

面向国内外中文教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002份,其中501份用于探索性因子

分析,501份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收敛成8个显著因子,经过此步骤,评价指标体系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5.第二次德尔菲法专家咨询与权重分配

邀请了8位业内专家,将上述步骤的研究成果发给专家,并详细说明咨询目的和咨询问题。通过三轮咨

询,运用层次分析法得出了定性评价和附加评价中4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最终确立了国际

中文教材评价指标体系。

6.评价模型与支撑平台搭建

通过对3000册国际中文教材的语言要素进行统计分析,建立等级词汇库、汉字库、话题库、文化点库、年度

热词库、敏感词库等知识库,实现对国际中文教材的定性和定量评价。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深度学习技术

和可视化技术,创建国际中文教材评价算法,以此为平台核心,并通过微服务、分布式、容器化、DevOps和持续

交付等技术构建了高效可靠的应用平台。
四 动态评价模型特色

(一)评价内容特色

评价模型的主体内容采用“四维”架构,其中价值取向考察教材的总体导向,教学适用观察教材的基本特

性,内容编排评估教材的基础要素,外观配置考量教材的外在条件。“四维”架构的评价内容还具有如下特点。

1.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打造柔性话语表达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①。外语教材本身承载

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②。我国主导研发的国际中文教材既是对外展示传播我国语言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彰显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重要场域。对其评价,首先要衡量它是否符合我国主流的价值规范。这

在实际的教材编写和选用过程中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评价准则,却是首次作为正式指标纳入评价模型,我们尝试

回答“什么是国际中文教材正确的价值取向”,其中尤为重要的即是如何看待“我者”和“他者”。对“我者”,应坚

定语言自信和文化自信,恪守中华民族基本价值观,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者在评

价模型中凝聚为“国家意识”维度,在多轮咨询和调查中受到认可,权重居二级指标之首,足见其重要性。同时,
在法律法规和主权领土两个指标描述中以“我国及各国”为定语,体现了关照“他者”的态度。另外在“世界认

知”、“本土化教学环境”、“本土化内容”、“本土化设计”中,重点体现了尊重与包容“他者”文化和感受的国际主

义精神,这种精神表征实际源于更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和自信。从关怀“他者”的视角出发,要对教材的表达方式

加以考量,要在教学内容上与他国的语言特点和社会文化进行比较与融通,在话语实践上考虑他国师生的理解

和接受方式,多利用他国学生易听、易懂、易记,能激起共同认识和情感共鸣的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③。其次,恪
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核心要义。评价模型中专设“文化内容”维度,其具体指标对应《国际

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中的中国社会生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国情三大板块,考
察教材中中华文化内容的选择与呈现,重点关注了教材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
中华文化与母语文化的关系,突出了语言中的文化,体现了以培养国际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的文化教学

理念和文化内容编写理念。

2.注重两种能力培养,聚焦中文二语教学

国际中文教育必须完成好培养对象国学生具有“跨语言交际”和“跨文化交际”两种交际能力④。两种交际

能力相辅相成,交融互动,协同发展,犹如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评价模型将跨语言交际能力显性地表现在语

言知识、语言技能、主题、语篇、语言活动、策略培养等指标。这部分的指标数量占比约50%,体现了评价模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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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第45-46页。

XiaoLanCurdt-Christiansen CsillaWeninger IdeologyandthePoliticsofLanguageTextbooks  inLanguage IdeologyandEducation 
ThePoliticsofTextbooksinLanguageEducation eds XiaoLanCurdt-Christiansen CsillaWeninger London Routledge 2015  1 
梁宇《国际中文教材国家形象自塑的二元表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57-65页。
陆俭明《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的若干思考》,《语言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4期,第1-8页。



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为重心的基本立足点。在中文交际能力培养方面,评价内容突出了以下4个特点。
(1)以主题为统领。评价模型中主题设计置于语言、文化、活动等内容之前,发挥其统领教学内容的先导作

用,侧重对其丰富性、交际性和循序渐进性的考察。正如Curtain&Dahlberg所述,语言教学中的主题设计在

连接内容、语言和文化目标等方面具有优势,还有利于创设情境、建构意义、关联现实生活、强调真实语用及培

养高级思维①。
(2)以语言知识为基础。语篇具有承载语言知识的功能,教材评价应突出语篇的多样性、真实性和交际性。

体系中评价语言知识的指标数量最多,并采用了定量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就是要强调语言知识在发展中文

交际能力方面的基础作用。
(3)以实践活动为主线。Tomlinson指出,好的教材应为学生创造运用语言进行真实交际的机会,这种机会

是通过大量的互动性、有意义的活动实现的②。评价模型中的活动采用了广义概念,将教材中所有的语言实践

项目纳入评价范畴,涵盖了练习、任务、游戏等形式,拓展了活动的内涵。评价模型对活动设计的评量尤为细

致,不仅凸显了活动在促进有意义的互动方面实现的语言交际价值,还依据多样性、有效性、综合性、目的性、易
操作性等活动设计原则给出了“好的语言活动”的标准。

(4)以策略培养为辅助。策略作为“内隐的学习规则系统”,对知识和技能教学具有隐性的推动作用,是促

进知识学习、增强教学效果的底层动力。虽然策略在教学中日益受到关注,却往往在教材编写和评价中被忽

略。评价模型专设“策略培养”维度,从主要语言策略和积极交际策略两方面进行构建,体现了评价模型对培养

学生学习能力的关注。
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评价模型具体表现在价值取向、文化知识、文化呈现、文化态度等维度,以及附加

评价中,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3.突出教学适用评价,深化教育服务理念

“没有完美的教材,只有合适的教材。”这是二语教材评价领域的经典名句,体现出教材“适者生存、适者为

优”的生态学观点,由此“适用与不适用”逐渐替代“好与不好”,成为二语教材评价中更加贴近教学实际、目标更

为具体、操作性更强的重要标准。二语教材评价有重视适用评价的传统,但所涉维度略有不同。Grant评价量

表由三个适用维度构成:教材符合学生需要、教材符合教师需要、教材符合课程大纲和考试要求③。Cunning-
sworth提出教材的适用评价主要衡量教材与特定要求的匹配度,如学生的学习目标、学习背景等④。Byrd&
Celce-Murcia建构了教材与课程、教材与学生、教材与教师的适用评价量表⑤。评价模型秉承二语教材适用评

价的理念和主要观测角度,设计了教学环境适用、课程适用、学生适用、教师适用“四个适用”的评价框架。教材

是一定教育文化环境中的产物,教材直接体现课程规定的目标及内容,教材要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

则,注重学生中文水平、认知水平等个体因素变量,教材辅助教师教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可见,教材与环境、
课程、师生具有紧密的互动关系,而适用评价则是对这种互动关系最为恰切的评价。“教学环境适用”专为评价

本土中文教材而设计,因本土教材使用环境的特殊性,考察教材在他国教育文化中的适用性显得异常重要。
“四个适用”的评价为当前国际中文教材不适用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改进思路。适用评价表明教材评价不仅关注

知识和内容,更看重教材与教学要素之间的互动,紧扣教材教学论的基本原理,强化落实教材服务教学的核心

宗旨。
(二)评价方式特色

从评价方式角度,评价模型在开展综合性、过程性和发展性评价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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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HelenaAndersonCurtain CarolAnnDahlberg LanguagesandLearners MakingtheMatch WorldLanguageInstructioninK-8Classro-
omsandBeyond 5thEdition London PearsonEducation 2014  16 
BrainTomlinson Introduction PrinciplesandProceduresofMaterialsDevelopment  inMaterialsDevelopmentinLanguageTeaching 
2ndediton ed BrianToml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011  1-34 
NevilleGrant MakingtheMostofYourTextbook Essex Longman 1987  118-121 
AlanCunningsworth ChoosingYourCoursebook Oxford MacmillanEducation 1995  6 
PatriciaByrd Textbooks EvaluationforSelectionandAnalysisforImplementation  inTeachingEnglishasaSecondorForeignLan-
guage 3rdEdition ed MarianneCelce-Murcia MA Heinle& Heinle 2001  415-428 



1.引入链式思维,强化综合性评价

链式思维源于管理学,基于系统论和全局观,主张每个事物都像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环环相扣,前后关联,
形成整体。链式思维注重明暗线结合、分工明确、结构严谨,这与强调评价对象整体性、系统性的综合评价理念

非常契合。国际中文教材是一个复杂精密的系统,既有宏观理念的考量,也有微观知识点的选择和排布,既有

外部教学因素的影响,更看重内容的表达和逻辑,既强调语言技能的实践,又要体现多元能力的培养。构建评

价模型,对其进行系统性、综合性评价需要借用链式思维方式。在评价模型中,规范评价、定量评价、定性评价、
附加评价可视为评价链上的四大节点,各级指标为分节点,评价实践按步骤、分节点有序展开,先进行规范评

价,考察教材是否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再通过定量评价的客观数据辅助其后的主观评价,先评价通用内容,后追

评本土内容,兼顾通用教材评价和本土教材评价,拓展了评价对象的范围。

2.强调动态开放,践行过程性评价

在教材评价领域,过程评价是指对教材编写、使用、改进的全过程进行评价和监测。本研究构建的评价模

型,借助多种技术手段,能够对教材进行多维度的自动分析,并将机器评价与人工评价相结合,实现基于客观数

据的主观评价,提升教材评价的便捷性和客观性。评价模型注重多元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包括机器自动生成的

字、词、句、语法的统计结果,以及人工在各指标上的评分和证据描述等,这种多元数据采集方式可有效提升评

价结果的准确性和精细度。该模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评价,评价者能够实时接收评价反馈,多元视角的评价反

馈汇聚成大数据,有助于提升教材评价的精准性,还能够实现教材的智能推荐,为教材选用提供便利。

3.重视诊断反馈,实现发展性评价

教材的发展性评价是指发挥教材评价诊断、调节、反馈、激励的作用,达到促进教材发展的目标。该模型能

够生成可视化的评价诊断报告,其中包含丰富、具体且富有建设性的评价意见,包含量化统计结果和参考区间

值,与相关标准比对后未编入教材和超纲的字、词、语法,各指标的评分及依据、修改建议等。评价的诊断和反

馈在教材编写和教材使用过程中发挥着调节和促进作用。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评价的诊断和即时反馈有益于

教材改进,提升教材编写质量;在教材使用过程中,诊断和反馈能够为教师提供教材调整和改编策略,以提高教

材的使用效率。
五 结语

教材评价是提升教材质量的有力抓手,但国际中文教材涉及内外变量众多,对其评价也是教材研究的难

点。本研究综合运用了语料库、专家咨询、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等技术手段,尝
试从评价理念、目标、对象、内容、方式等方面系统构建评价模型,力求在评价内容方面突出时代特色和学科特

色,在评价方式方面践行综合评价、过程评价和发展评价。未来研究亟需开展国际中文教材评价实践,以检验

评价模型的有效性,并通过教材评价数据采集,测算各个评价指标的及格水平参考值,进一步优化评价模型并

增强评价模型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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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
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

宋晓云 赵彬

  摘要:行状的文体观念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演变。六朝至隋唐五代时期,人们认为它属于哀祭文章,其主要用途

是为其他文体提供原始材料,文体地位明显低于传记。宋人则发现行状具有传记的特性,将其从哀祭类划归到传

记类,其文体地位得到了提升。文体观念的流变受到时代变革的影响,宋代出现史学化的传记观念、以行状修史被

广泛接受、宋代史官群体多元化等方面的变化都影响到宋人对行状文体观念的变化。由于宋人将行状划归传记,

导致宋代出现了将行状视为私修史书、私家传记,行状书写体例呈现传记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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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从功能角度对行状作出阐释:“盖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
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①其按照目的将行状分为三类:
请谥的行状、入史的行状、请托碑志的行状。研究文体除考量文体的功能外,体制、源流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

因素。从功能角度看,徐氏基本上总结了中国古代行状的功能特征。从体制角度看,行状在宋代发生了显著

变化。按照体例一般行状结尾会指明该文的目的,或请谥,或入史,或请铭,或用“以备采择”等字样笼统地表

达文章目的,然后以“谨状”终结篇章。从六朝到隋唐五代,行状体例基本遵循轨则,降及宋代行状末尾未书

创作目的情形相较于前代明显增多,其中有部分行状从整体书写上看更像是传记文体。宋代行状体制发生

突破的同时,宋人对行状的认知也发生明显转变。六朝萧统编纂《文选》时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从表达哀

思的视域将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文体文章编纂在书末。宋代《崇文总目》将其归入“传记

类”,宋人修《新唐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传记类,南宋时期《通志二十略·艺文略》又将其归到传记类。从

六朝到宋代,古人对行状的理解经历了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此现象背后蕴藏的本质是:一是宋人对传

记类文体认知的深入;二是行状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地位发生变动;三是宋代行状体例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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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此现象的讨论,目前学界关注甚少①,本文拟就此展开论述,揭示宋人对行状文体认知变化的本质。
自古以来,学者从文体源流上均将行状追溯至两汉,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认为:“汉丞相仓曹傅胡干

始作《杨元伯行状》,后世因之。”②《杨元伯行状》其文早已散佚,其貌难以窥测,而现存两汉的文章中有《海内

先贤行状》一书,从体制判断其书中文章不是行状。古人常强调“文辞以体制为先”③,体制是区分文体异同

与判断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准。从整体上观照,成熟的行状在体制上需具备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等要

素,从细微处考征发现,行状文中对世系、籍贯的书写位置有明确要求。清人袁枚《随园随笔》曾说:“至凡所

状之曾祖、祖父与其乡贯,有列于状之前者,以上太常之馆议谥编录,任彦升之状萧子良、韩退之之状柳浑、陈
京是也;有疏于状之内者,以托文章家撰著碑志,韩退之之状马汇、苏子瞻之状其祖序是也。”④按其观点,请
谥的行状、入史的行状属于上行公文,应当将曾祖考三代及籍贯置于状前,请托的行状可书于状内,明确辨别

了不同行状体制上的微末差别。从行状文体特征来看,“《先贤行状》都与成熟的行状文体龃龉不合,再加上

体制、体例的扞格,或可断定《先贤行状》中的文章不属于行状文体”⑤。《先贤行状》或许对魏晋时期行状的

发展产生影响,但其与成熟时期行状相去甚远,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一 六朝到宋代对行状认知的流变

行状发展于六朝,成熟于唐宋。伴随着行状的发展历程,古人对其认知自六朝以还发生多次转变,这一

变化可以从文章总集与目录学中揭橥。
宋代以前的文章总集以《昭明文选》最为著名,目录学以《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为代表。六

朝时期,《文选》从表达哀思的视域将行状与诔、哀、碑文、墓志、吊文、祭文等文体编纂在一起,体现了古人在

文体排序时以“先生后死”为准则的情形。从本质上讲,六朝人从文体共性的角度将行状归入哀祭类:寄托哀

思是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文体共同特性,请谥功能是行状独有特征。六朝人在承认特性的

基础上,发现行状与其他文体之间的联系。萧统曾对《文选》编排体例作出一定阐释:“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

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

序,碑碣志状。”⑥萧统认识到诔文为美终之作,吊文、祭文为悲哀之作,三者皆适用于亡者,因此,《文选》从使

用场合将诔、哀、碑文、墓志、吊文、祭文依次收录。而与萧统同时期的任昉亦有类似表述,《文章缘起》论述文

体时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将谒文、祈文、祝文、行状、哀策、哀颂、墓志、诔、悲文、祭文、哀词、挽词等用于哀祭

的文体依次排列⑦。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虽收录《先贤行状》一书,却未曾收录行状文⑧。
两部官方史书不收录行状文的背后原因是值得深思的:一是六朝到五代整体上将行状看作是饰终的文章,无
论是六朝时期行状功能以请谥为主,还是唐代逐渐扩大到官方修史、私人撰写碑志等,都是在为逝者完成厚

终的程序;二是宋前普遍认为行状只是作为撰写其他文章的原始素材,其文体地位低于史传、碑志等。而以

上情形在宋代得到扭转,宋人承继前人观点的同时进一步认识行状,在归类时将其从哀祭类归到传记类,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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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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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宋代行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行状与史实的关系;二是行状与传体文的异同。对于行状与其他文体异同的谈论,除
了与传记类比较外,还有行状与诔、状等文体关系进行的探究。参见:杨佳鑫《私家传记与<宋史>列传关系考辨———以行状为中心》,《河南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82-87页;孙文起《论宋代文章总集与“传体文”文体地位的确立》,《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
期,第15-22页;杨向奎、薛栋《状、诔、<先贤行状>与行状文体关系考辨》,郭英德主编《斯文》第9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3-14页。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第147-148页。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于北山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
袁枚《随园随笔》,王英志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9页。
杨向奎、薛栋《状、诔、<先贤行状>与行状文体关系考辨》,郭英德主编《斯文》第9辑,第3-14页。
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任昉《文章缘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4-15页。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中无《海内先贤行状》,唯有《先贤集》三卷,姚振宗认为《旧唐书·经籍志》中《海内先贤行状》即为《隋书·经籍志》
中《先贤集》,两者只是同书异名的关系:“《先贤集》三卷,不著撰人。《唐书·经籍志》:《海内先贤行状》三卷,李氏撰。《唐书·艺文志》:李氏

《海内先贤行状》三卷。章氏《考证》:《海内先贤行状》,《唐志》著题李氏。《世说·德行篇》注引荀淑、钟皓、陈纪三事,称《先贤行状》。他书所

引,亦多省‘海内’二字,惟《太平御览·人事部》引王烈、戴良、徐孺子、仇览四事,称《海内先贤行状》。《职官部》引故宗正南阳刘奉先为督邮

事,称《汉魏先贤行状》。案此《先贤集》即《唐志》之《海内先贤行状》。章氏依《唐志》之书名而无‘不著录’三字,盖亦以为即是此书,其不依本

志作《先贤集》者,偶误也。”参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15卷,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4年版,第788-789页。



归到杂传记类,最后回归到传记类,逐渐地提升了行状的文体地位。
宋代主张“与士大夫共天下”,践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因此赵宋一朝成为我国古代的文化高峰,文学、史

学、目录学等都得到长足发展。从现存传世文献来看,宋代目录学、文章总集分奉敕编纂与私人撰述两类,两
者分别代表官方主流思想与文人观点。文学是变动不居的,宋人的观念也是呈动态发展的,如果仅从官修、
私撰这单一维度去观照宋人行状文体观念是不够全面的,而从历时的视野去观照更有利于探究观念的变迁。

宋太宗时期,李昉等编纂的《文苑英华》承续《文选》编撰体例将行状与哀祭文章编著一起,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文选》收录的哀祭文章有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而《文苑英华》将颂、赞、铭、箴、传、记、谥
哀册文、谥议、墓表、行状、祭文(包含吊文)等纳入哀祭类,由此明显看出宋初对哀祭文章认知更为深刻,其中

将行状与传两种文体并列,初步折射出宋人认识到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官修书

目《崇文总目》编纂完成,其书依经史子集分四十五类,其中史部传记类收录唐人作品《李靖行状》、《远祖越公

行状》、《颜氏行状》三篇,这是宋人首次将行状列入传记类。《崇文总目》史部十三类划分是从《隋书·经籍

志》、《旧唐书·经籍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传记类收录行状意义如下:一是《崇文总目》中传记类隶属于史

部,这反映出宋人认识到行状的史学价值以及行状与史学著作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关联性;二是《崇
文总目》用传记类取代杂传类,将其从哀祭类分到传记类,揭示宋人发现行状具备传记文体的特性;三是官方

目录学首次收录行状,直接说明宋代行状进入官方视野,其地位相较于前代得到提高;四是传记类本身是一

个大的概念,其内部有很多文体,《崇文总目》将行状与《陶潜传》、《狄仁杰传》、《郭公家传》等先贤传记、耆旧

传记、家传错杂一起,充分展示宋人从内容上认识行状文体的特点。
北宋嘉祐五年(1060)官修《新唐书》完成,其书《艺文志》在《崇文总目》基础上对行状有些许不同的认知。

首先,《艺文志》将行状划入杂传记类,从名称上看,其书明显是在继承《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
《崇文总目》的同时,对其进行整合,在杂传类、传记类的基础上提出杂传记的名称,换言之,从名称概念上宋

人认为行状具有杂传的某些特性。其次,《艺文志》除将《颜氏行状》、《李赵公行状》辑录于史部外,其书子部

道家类收录《僧伽行状》,这反映出宋人探究行状文体时深受古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影响,按状主身份将

《僧伽行状》归入子部。总之,欧阳修等人认为行状从文体特性上分属于传记文体,从内容上观照可分先贤、
耆旧、僧道等类,质言之,《艺文志》的划分是兼及到文体特性和文体内容的。

南宋进一步发展了北宋的行状文体观念,在北宋《文苑英华》的编纂体例、官修目录书的文体分类影响下

诠释行状。文章总集方面,《宋文鉴》体例沿袭《文苑英华》,将行状与哀祭文章齐同,并无太大创见。《文章正

宗》则将传文、记文、碑文、行状文、序文统归叙事类,真德秀从体制上发覆行状与传记的文体共性,发现传状

碑志具有“纪一人之始终”①的文体特点。目录学方面,南宋私家目录学更为发达,依据成书时间先后顺序大

致有《通志二十略·艺文略》、《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著作,研读后发现南宋目录学

对行状有以下认知:首先,除《遂初堂书目》将行状归入杂传类外,余下均将其纳入传记类,质言之,南宋时期

行状属于传记文体以及进一步分清杂传类、传记类的畛域成为当时的主要趋势;其次,在以类相从的文体分

类原则上,《通志二十略·艺文略》将行状从先贤、耆旧中抽离出来归入家传中,从而揭示行状文体呈现私家

传记的特质;最后,除《遂初堂书目》收录行状为唐人作品外,其余收录文章以本朝作品居多,足见南宋更重视

以行状保存当世名臣史料的观念。
从六朝到宋代,宋人对行状归类发生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虽然在归类时将其从传记类归到杂传记

类,然后再到传记类,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但是都充分显示出宋人认识到行状具备传记文体的特点。宋人不

再用单一的视角把行状视作其他文体所要参考的素材来源,而是将其与传记文体并列,逐步提高其文体地

位。
二 宋代行状划归到传记类的原因

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受不同社会因素影响的,诚如刘勰所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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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①将行状划入传记类是宋代首次出现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受到

宋代社会多元因素的影响。
首先,宋人史学化的传记观念。传作为文类,包含文体众多,如史传、杂传等,其中对史传的看法较为统

一,即指正史列传,而对杂传的看法从两汉至宋呈现动态发展。杂传之名始见《汉书·艺文志》“孝经十一家”
五十九篇中的“杂传四篇”,此处杂传指的是对孝经阐发的文辞,其目的如后世刘勰所言是“转受经旨”②而

用。降及唐代,杂传一词使用范围经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变,《隋书·经籍志》、《唐六典·秘书省》史部均收

录杂传。唐人认为杂传的目的是“纪先贤人物”③,其特点是以人物为中心,明确表示杂传“推其本源,盖亦史

官之末事”④,指出了杂传的书写体例受正史影响。《旧唐书·经籍志》沿袭唐人观点,认为杂传主要是“纪先

圣人物”。逮至宋代,宋人对杂传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第一,如前文所言,名称上发生了从传记到杂传记、再到

传记的变化,这是宋人有意识区别传记与杂传的表现;第二,从目录书收录的文章看,“从《隋志》到新《唐志》,
杂传的范畴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杂传与小说的界限越来越清晰,杂传的史学性逐渐增强,文学性日益减

弱”⑤。现举几部代表性书籍在目录书中著录的变化,以证明此观点,见表1:
表1 唐宋目录书中杂传与小说的区别举例

书名 《隋书·经籍志》 《旧唐书·经籍志》 《崇文总目》 《新唐书·艺文志》

《述异记》 杂传 杂传 小说 小说

《续齐谐记》 杂传 杂传 小说 小说

《冤魂志(还冤志)》 杂传 杂传 小说 小说

  宋人将《述异记》、《续齐谐记》、《冤魂志》从杂传类划归到小说类,证明宋人认识到“虚诞怪妄之说”不是

史官之余,应当从杂传中剔除。反过来观照,《崇文总目》中传记类、《新唐书·艺文志》杂传记类中以偏向史

实作品居多,也证明宋人史学化的传记观念。纵观宋代目录学,宋人对传的理解从名称上看以传记取代杂传

成为趋势,虽偶有以杂传命名但并不影响宋人的传记观念。从传记的范畴看,排除虚妄神怪的文章成为共

识,比如《遂初堂书目》中虽以“杂传类”命名,实际上收录文章以偏向史实的居多,《通志二十略·艺文略》虽
以传记命名,但收录作品有冥异、祥异两类。从宋代整体思潮看,偶然出现与主流观点不一致的思想是正常

的,这不影响宋人对传记的界定。史学化的传记,应当如何界定,清人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有言:
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

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

我。⑥

金圣叹用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区别史学与文学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文学作品是作者根据主观意志去敷

衍,甚至虚构事迹以成文,史学著作是先有真人真事而后取舍成文以符合历史。宋人对传记的理解契合以文

运事的观点,纵观宋代目录书传记类收录的文章确实是以文运事者居多,这便是宋人史学化传记观念最好的

体现。从宋人这一思潮出发,就不难理解宋人将行状收录到传记类中,从本质上说,行状属于身后之文,先有

其人其事后有其文,其书写的原则受到“史法”制约,符合“以文运事”的特点。另一方面,从文章总集的变化

亦可得此结论,如《宋文鉴》收录《毛颖传》、《种树郭橐驼传》、《圬者王承福传》等“因文生事”的文章,到了《文
章正宗》叙事类中将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以文运事”的文章列于《圬者王承

福传》之前,这反映出真德秀认识到史学传记、文学传记之间有明显的界限。而《文章正宗》将行状与史学传

记同列,反映出其认识到行状具有叙一人之始终的史学传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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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宋代广泛接受以行状修史。行状本有入史功能,以行状入史可追溯至六朝,南朝吴均欲撰《齐书》
时出现“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齐春秋》奏之”①的情形,这说明六朝人已然注意到行

状的史学价值。六朝修正史时本纪部分史料多源自《起居注》,列传部分有采择于行状的情形,朱季海《南齐

书校议·卷七校议》论及史源时说“以《纪》文有《起居注》可据,《传》文多摭行状”②,证实了这一观点。需要

说明的是,六朝时期以行状修史并未形成制度化,这仅体现了史官拥有广泛搜罗史料的史学传统。到了唐代

以行状勘报史馆,修入国史成为制度,《唐会要·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云:“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

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③可以看出,唐人撰写关于个人

生平事迹的史书以行状为重要参考。逮至宋朝,以行状修史的情形得到广泛接受,其情形如下。一是宋人更

重视以行状修史,如朱弁《曲洧旧闻·史官记事所因》明确指出,修史时史官应当注意到时政记、起居注、日
历、臣僚行状等四个史料来源,时政记、起居注、日历一般被认为是当朝正史,将行状与它们并列,足见宋人修

史重视行状的程度。二是以行状修起居注,《宋会要辑稿·职官》载有司呈报起居院修注时云:“考功、谥议、
行状……并一月一报。”④三是以行状修日历附传,日历是呈现一位帝王一朝史实的重要资料,其主体部分

“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⑤,而日历附带的人物传记则参照臣僚行状,《宋会要辑稿·运历一》载南宋

人见《靖康日历》内对薨卒以及死于兵者臣僚四十一人的事迹仅粗具梗概未曾立传,请求“下礼部开具所要立

传姓名,下诸路转运司,令所属州县多方求访逐人子孙亲属所在,抄录墓志行状及应干照修事迹,缴申本所,
以备照用”⑥。四是以行状修实录附传,宋人修本朝实录时有附带人物传记的惯例,附传的史料来源则是行

状。曾巩在《英宗实录院申请札子》中明确提到以行状修附传的情形,文曰:“应系英宗朝亡殁臣僚,合立传

者,并令供给行状、神道碑、墓志等,仰本家亲属限日近修写,疾速附递缴纳,赴实录院。”⑦刘克庄《跋庄侍郎

行实》提到,其曾于史馆发现庄侍郎在《实录》中附传的事迹多源于行状。通过对比发现,宋人以行状修史较

之前代有以下明显变化。一是宋人将行状修史范围扩大到起居注、日历、实录等,范围的扩大必然影响行状

的书写,在内容上要求接近史实,为了避免虚美隐恶的情况,宋人采取“再三去问”的方式互证状文的真实情

况。诚如朱弁《曲洧旧闻》所言,“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废”⑧,表明宋人对行状入史

报以积极的心态。二是国史传记以行状为底本的情况更为普遍,这必然导致行状的书写体例向传记靠拢,推
动宋人进一步产生行状属于传记的心理。

最后,宋代史官的多元化。先秦时期史官以世守为主,史官负责记录历史外,还需承担占卜事宜,两汉时

期史官逐渐摆脱巫祝的身份转向专门修史。魏晋时期设立著作郎专职著作,与先秦两汉史官相比,自魏晋设

立著作郎后史官群体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之前史官以史学家居多,多数史学家都有家学渊源,自此之后,文
学家成为史官情况增多,史官队伍初步走向多元化。唐代改变六朝以来修史的制度,“以宰相监修国史,置兼

修国史、直馆等史官,另设起居郎、起居舍人记事记言,集注起居”⑨。到了宋代,“随着宋代官方修史规模不

断扩大,史官群体日益壮大,传统主要由独自著史者、具有家传或师承的史家以及地域性鲜明的史家所构成

的治史队伍格局被打破,由此形成崭新的官私治史队伍。在该队伍中,不仅涌现出了史官世家、史学世家以

及门派与地域性鲜明的治史群体,而且这些群体著史成就突出,连带治史效应明显”,由此形成了成熟的史

官群体多元化格局。因为史官群体的多元化,因此宋代对史官的要求相较于前代更为灵活:六朝时期虽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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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状,但是考验著作郎史学功底的标准是到职后“撰名臣传一人”①,与行状无涉。唐代行状入史情况虽增

多,但几乎未出现文人因撰写行状被任命为史官的情形,这种情况在宋代得到改变,《宋史》载李清臣撰写韩

琦行状后,“神宗读之曰:‘良史才也。’召为两朝国史编修官,撰河渠、律历、选举诸志”②。文人因撰写行状被

直接任命为史官在宋代并非个案,《宋史·曾肇传》载曾肇撰写曾公亮的行状得到宋神宗青睐得以迁国史编

修官。正是因为宋代多元的史官群体才会出现因行状而任职的景象,这也间接引导了宋代行状向史学化、传
记化靠近。

总之,宋代史学化的传记观念、以行状修史被广泛接受、宋代史官的多元化三个因素是相互支撑的关系,
它们合力推动了宋代行状走向史学化,促进了宋人形成行状属于传记的观念。

三 宋代行状划归到传记类的影响

宋代将行状划归到传记类是前所未有的,其本质是宋代行状地位得到提高,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从宏观

来说宋代行状出现史学化、传记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宋人视行状为私修史书。自来史书便有官修、私修之别,官修受统治者意志影响很难发挥作者主

观能动性,私修受君主意志影响较小,可以掺杂个人主观情感。在宋代史书范畴极广,如陈傅良《嘉邸进读艺

祖通鉴节略序》所言:“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

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士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③综合李焘“盖日历即国

史也,祖宗实录、正史亦国史也,起居注、时政记、圣政录及会要亦国史也”④的观点可知,在宋人眼里起居注、
日历、实录、时政记、圣政录、国史、会要、敕令、御集、宝训属于官修史书,小说、行状、志铭属于私修史书。从

史学的角度看,私史也是“史”,虽然可以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整体上需要与主流意识保持一致,这也就

影响到宋代行状的书写。古代以忠孝为基本道德准则,统治者也一再宣扬忠臣孝子以维护统治。因此翻阅

《全宋文》中行状发现,文中在描绘人物大节时主要是凸显忠孝方面,如赵善括《翟侯行状跋》以“为臣死忠,为
子死孝”⑤总结了行状对状主形象的书写。

第二,宋人视行状为私传。私传、私史的区别是范畴大小的问题,私史与正史相对,如上文所言正史范畴

广,私史的范畴自然不小,而私传仅与同属于传记类的正史列传对举,其范围比私史小很多。对史传、私传等

一系列传记区分的标准,清人黄本骥作出如下阐释:“一盖棺论定,有事迹可纪传示后人,如历代史书列传是

也。一其人已殁,勋业烂然,私为立传,为异日入史张本,如诸家集中私传是也。一其人现存,于史法不应为

传,而言行有关于世道人心,不可无传。如韩之《何蕃传》,苏之《方山子传》是也。”⑥根据黄氏观点,史传、私
传两者共同点是传主为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其不同点是史传为得到官方认可的正史列传,拥有权威性,其地

位高于其他传记,私传为私人著述的传记,其目的就是为“入史张本”,意即备史官采择。此观点虽然在清代

明确提出,但是宋人已经隐约地表达了这种观念。从文体学的发展历程看,明清是文体学的总结期,它们抽

绎前人观点,并不代表前人没有这种思想,从这个角度观照宋人将行状视为私传是合理的。以苏轼为例,苏
轼《辞免撰赵瞻神道碑状》谈到平生坚守不为人撰写传状碑志的原则,其撰写《司马光行状》是为报答司马光

曾为其母亲撰写碑铭的情意,至于为何不撰写行状的原因在此没有作出解释。不过,他在《陈公弼传》予以说

明:“轼平生不为行状墓碑,而独为此文,后有君子得以考览焉。”⑦从中可以看到,苏轼认为行状、墓志都是私

传,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君子得以考览”。宋代将行状视为私传是常见的,杜大珪遴选诸家墓志、墓表、神道

碑、家传、行状编著成《名臣碑传琬琰集》,其目的是以便后学之有足观考,认为传状碑志等私传有“质诸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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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皆合,学者将阶此以考信于得失之迹,不为无助云”①的功能。
行状既然是私传,私传与史传的书写要求是不同的,民国张传斌《文辞释例》有阐释:

史传例须称名,亦有书字与官爵者。若私传,则可称某公、某君、某先生。盖私人之称谓,与国

史自不同也。古者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与姓不容相混,郑渔仲论之最详。如有若、曾参上一字,
皆氏也,朱子误以为姓,阎百诗已辨之矣。凡作传者,男子宜称公某氏、君某氏,或某县某氏;若纪妇

行,则宜称名,无名则称姓:此自《左》、《史》以来之通例也。近人为烈妇贞女作传,往往以烈妇贞女

目之,而不称名。假如为忠臣作传,不称其名,而称忠臣可乎? 凡纪妇行,无名者,皆应书姓;除标题

外,不得以烈妇目其人。又官名、地名,必从时制。②

按照张氏观点,私家传记与正史列传在书写官名、地名等关乎制度沿革的名词时“必从时制”,对于传主

姓名的书写方式则有不同的要求,史传可直接书写传主姓名,私传则不必如史传般严谨,可以为尊者讳、为亡

者讳,对其可以使用尊称。翻阅《全宋文》收录行状,发现对于状主名姓的书写符合私传的书写体例,而在地

名使用方面偶有特例,如林光朝《别乘陈公行状》谈到状主转迁时有“改承奉郎,知会稽郡余姚县”③字样,宋
代地方主要是州、县两级,没有实行郡县制,《宋史·地理志》载余姚县隶属于越州(后改绍兴府),林光朝使用

会稽郡是沿用前代称谓,正是因为他书写私传的不严谨,可看出宋人在书写史传、私传是有区别的,毕竟私传

的要求没有史传那般严苛。对于要求墓志、行状等私传书写职官、地名等不能借用前代名称的现象,宋人是

提出过意见的。宋毕仲荀 《幕府燕闲录》云:“范文正公尝为人作墓志,已封将发,忽曰:‘不可不使师鲁见

之。’明日以示师鲁,师鲁曰:‘希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谓转运使部刺史,知州为太守,诚
为脱俗,然今无其官,后必疑之,此正起俗儒争论也。’希文抚己曰:‘赖以示子,不然吾几失之。’”④尹洙认为

私传的职官、地名应从今,不需为追求雅致而沿用古名。总之,宋代行状对姓名、职官、地名的书写整体上是

符合私传体例的要求。
第三,宋代行状书写传记化。文体在发展过程中时有破体现象,“破体就是破坏旧的文体,创立新的文

体,或借用旧名,创立一种新的表达法,或打破旧的表达法,另立新名”⑤。质言之,文体破体从名、实考辨可

以基本分为两种:一是名异实同,即名称发生变化,体例相同;二是名同实异,即名称不变,体例发生变化。从

名异实同的角度看,行状的变体有述、行述、行实、行迹、事状、事述、事略、事实状、逸事状、行业记。从名同实

异的角度发现,宋代行状书写体例呈现传记化的情况明显增多。行状的基本书写体例如上文所言,将状主曾

祖考三代姓名、乡贯列于状前或状内,文中记载状主寿年、埋葬地,文末交代行状目的然后可以用“谨状”二字

卒章。传记的基本体例是以叙一人之始终为中心,开头不需要列三代信息,文末若想抒发议论可书写“赞
曰”、“太史氏曰”等字样发表观点,其结尾基本无以“谨状”结束的案例。从传世文献发现历代行状的书写体

例情况如下:翻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两晋南朝文补遗》得六朝时期行状凡计8篇,有4
篇残缺不全难以判断,2篇请谥,其书写基本符合行状体例,2篇未书创作目的的行状其体例接近传记;翻阅

《文苑英华》、《全唐文》、《全唐文补编》、《唐全文拾遗》(同一篇目,不同出处只算一次)得唐代行状42篇,其中

25篇表明目的的书写上符合行状体例,残缺不全者8篇,目的不明者9篇中有2篇体例近于传记;降及宋代

行状数量增多,翻阅《全宋文》得行状411篇,其中有110篇未书写创作目的,而在未书写创作目的的行状中

有14篇书写体例近于传记。从现有的资料看,宋代传记化行状的数量明显超越前代,其本质是宋人将行状

划归传记类后所产生影响的具体体现。
综上,宋代是我国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此背景下,作为兼具文与史特性的应用型文体的行状逐渐发

生史学化、传记化转变的倾向是在情理之中的,宋人将行状划归到传记的观点一直影响到元明清直至当代,
后学在宋人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理论,甚至提出了将传记、行状统称传状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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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90册,第207页。
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8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0册,第96页。
杭世骏《订讹类编》,陈抗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8页。
周振甫《文章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页。



四 结语

自古以来,文体需要经历生成、发展、成熟、鼎盛、式微、消歇的演变历程,文体发展的各个时期是呈现不

平衡的状态,有的阶段时间长,有的时间短促。文体观念的流变也同样如此,在某一时期对某一文体的看法

单一,而另一时期则多元丰富,这些变化都与时代变迁密不可分。自六朝至隋唐五代,古人几乎把行状看作

是应用型文体将其划归到哀祭类,将其看作饰终的程序,随着宋代出现传记观念的史学化、以行状修史被广

泛接受、宋代史官群体多元化等多样复杂的背景,进而影响到宋人重新审视行状,他们视行状为私史、私传,
在书写时行状体例向传记化发展,最终,宋人行状观念悄然发生变化,将其归到传记类。从本质上说,宋人认

识到行状具有“纪一人之始终”的传记特征,它与表达哀思的赞、诔等文体有明显的不同,行状叙事有法,可与

史互证。总的来说,宋前古人对行状的看法只是将其作为撰写其他文章的素材来源,其地位远低于传记,而
宋人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实际创作上都将行状视为传记,这些都提高了行状的文体地位,毫无疑问,这是具

有拓新意义的。

PromotionofXingzhuangintheSongDynasty FromMourningLiteratureto
theBiography

SongXiaoyun ZhaoBin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 XinjiangNormal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830017 China

Abstract TheconceptoftheliterarystyleknownasXingzhuang hasevolvedovertime DuringtheSix
Dynasties Sui Tang andFiveDynastiesperiod itwasconsideredaformofmourningliterature prima-
rilyusedasraw materialforotherliterarystyles withitsstatusclearlylowerthanthatofbiography 
However duringtheSongdynasty scholarsdiscoveredthatXingzhuangpossessedcharacteristicsofbiog-
raphy leadingtoitsreclassificationfrommourningliteraturetothebiographygenre elevatingitsstatus 
Theevolutionoftheconceptofliterarystyleswasinfluencedbythechangesofthetimes IntheSongdy-
nasty thereemergedahistoriographicalconceptofbiography widespreadacceptanceofusingXingzhuang
forhistoricalrecords anddiversificationoftheofficialhistoriangroup allofwhichaffectedtheSong
scholarsperceptionsoftheXingzhuangstyle DuetotheSongscholarscategorizingXingzhuangasbiog-
raphy thereemergedatendencytoviewXingzhuangasprivatelyauthoredhistoricaltextsandprivatebi-
ographies leadingtotheadoptionofmorebiography-likewritingstylesinXingzhuangcompositionsdur-
ingtheSongdynasty 
Keywords XingzhuangintheSongDnasty literarystyle biography historiography personalbiogra-
phy articl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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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生徂徕对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接受
———兼谈日本文学复古的走向

贾 飞

  摘要:在日本江户时代,以荻生徂徕、服部南郭为代表的萱园派深受明朝后七子的影响,力倡文学复古,取法李

攀龙和王世贞,但学界较少关注他们对王世贞的接受。实际上,基于共同的复古认知,从荻生徂徕的自著文集和所

编选的他人文集中均能看到王世贞的影响。荻生徂徕批判剽窃模拟之风,坚持不囿于秦汉和盛唐的取法对象,追
求源于真情的文学创作,使他最终醉心于踵武王世贞,而非李攀龙。其弟子服部南郭为宣扬文学复古而托名李攀

龙编纂的《唐诗选》,促进了李攀龙在日本的传播,淡化了王世贞的影响,但此举并非荻生徂徕的本意。因此,对日

本文学复古发展轨迹的全面认知,不能忽视王世贞的影响。

关键词:荻生徂徕;王世贞;李攀龙;文学思想

DOI 10 13734 j cnki 1000-5315 2023 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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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王世贞诗文资料补辑与新论”(19FZWB010)、江苏省社科基金文脉

项目“王世贞传”(19WMB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受到江苏高校“青蓝工程”项目特别资助。

作者简介:贾飞,男,江西萍乡人,文学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E-mail jiafei1507@163 com。

李攀龙和王世贞的文学思想对荻生徂徕及其引领的萱园派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直接关系到日本江户

时代文学复古的走向。对于荻生徂徕的创作取法,学界多有研究,如强调他对李攀龙文学思想的接受①,以
及由此对日本复古文学的影响,而王世贞对他的影响则只是偶尔被提及。李攀龙和王世贞虽然都为明朝后

七子阵营的领袖,提倡文学复古,但是他们之间的文学思想存在一定差异性,这已被学界的诸多研究成果所

证实②。与之相适应,通过对荻生徂徕文集及其所编选他人文集的深入阅读和分析,我们发现荻生徂徕对剽

窃模拟之风进行批判,坚持不囿于秦汉和盛唐的取法对象,追求源于真情的文学创作,主要是接受了王世贞

的文学思想,甚至达到了醉心于王世贞文学思想的地步。而在日本文学复古的发展轨迹中,《唐诗选》的广泛

传播,客观上导致了众人对李攀龙的推崇胜过王世贞,不过这并不是荻生徂徕的本意。因此,对日本文学复

古发展过程的全面认知,不能忽视王世贞的价值所在。本文试论述之。
一 基于共同的复古认知

王世贞(1526-1590)作为明朝后七子倡导文学复古的领袖之一,荻生徂徕(1666-1728)作为日本江户

时代萱园派的创始人,大力倡导文学复古,虽然他们生活的国家和时代不一样,本没有交集,但是随着明朝书

籍传入日本,王世贞和荻生徂徕之间便产生了相应的联系。他们不仅同为倡导文学复古的领袖,而且对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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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学界已经关注到了荻生徂徕对李攀龙文学思想的接受。参见:刘芳亮《日本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研究》,山东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

文,第33-46页;陈广宏《明代文学东传与江户汉诗的唐宋之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66-74页。
王世贞和李攀龙文学思想的差异性,历来被学界重视,如魏宏远在列举多种文献后,认为王世贞在复古之外追求“自然”境界,不同于李攀龙

对古法的恪守;郑利华对王世贞和李攀龙的文学主张进行深入比较后,指出两人在学习古人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参见:魏宏远《从重“曹、
韩遗迹”到“天厩万匹皆吾师”:王世贞“自然”思想探赜》,《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24-130页;郑利华《前后七子研

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72-577页。



学复古之路的选择有着共同之处,这也增加了荻生徂徕对王世贞的情感认知。
王世贞年少成名,二十二岁时就高中进士,再加上其显赫的家族背景,他自然成为各个文学团体都极力

争取的对象。不过王世贞自身也喜好结社,如钱谦益曾言:“王元美初登第,即与(刘尔牧)结社。”①王世贞后

来在大理寺结识李先芳,时常探讨诗文创作,并经李先芳和高岱的邀请,入其诗社。王世贞入职刑部时,便受

吴维岳、王宗沐等人的邀请,加入诗社,他曾在《艺苑卮言》中记载道:“明年为刑部郎,同舍郎吴峻伯、王新甫、
袁履善等进余于社。吴时称前辈,名文章家,然每余一篇出,未尝不击节称善也。”②在加入诗社后,他的创作

获得众人认可,也增加了其创作信心。不过对王世贞影响最大的是李先芳介绍李攀龙与他认识,“久之,始定

交。自是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矣”③。这让王世贞找到了创作方向,他曾自言道:“世贞二十余,遂谬

为五七言声律。从西曹见于鳞,大悔,悉烧弃之。”④此即他心折李攀龙之论,并一改之前的创作风格。
首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世贞并不是盲目地跟随李攀龙从事文学复古创作,而是一种有着鲜明自我

意识的自觉行径。首先,李攀龙和王世贞之间的关系构建源于平等对话,直至契合。王世贞追随李攀龙从事

文学复古运动,并不是与之交谈一两次即达成共识,而是“久之,始定交”。如陈继儒所说:“王元美与李于鳞

初为刑曹郎,相约读书,手抄《史记》二部。每相对饮酒,谈笑唏嘘,率若与子长相周旋。自是文章始有发

寤。”⑤关于李攀龙对王世贞初期文学主张的态度,王世贞曾言及:“自六经而下,于文则知有左氏、司马迁

……近体则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宁四五家。盖日夜置心焉,铅椠之士,侧目谁何? 独于鳞不以为怪,时有酬

唱,期于神赏已耳。”⑥因此王世贞的文学主张和李攀龙有其内在的共通性,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盲目跟

随。何诗海评价道:“这是一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成功合作。”⑦亦可见二人在文学复古中的平等合作关

系。
其次,王世贞和李攀龙一起倡导文学复古,是建立在排除其他诗社基础之上的决定。王世贞在跟随李攀

龙之前,已经加入了其他诗社,然而在结合自身的创作取向,以及其他诗社的主张情况下,便毅然离开了其他

诗社。如当吴维岳知道王世贞的选择时,非常吃惊,并亲自前往理论,王世贞曾记载道:“(吴维岳)贻盛气欲

夺我,不得,乃悟而折节,请正李。”⑧其实在这之前,王世贞对吴维岳的文学主张就颇有微词,他说:“先生即

逡逡师古,然犹以师心为能,其持论宗毗陵,其独造盖有足多者。”⑨毗陵即唐顺之,乃为唐宋派的代表人物,
再加上吴维岳不能师古,这与王世贞的文学主张格格不入。因此,王世贞最终离开吴维岳的诗社,也是在所

难免。
王世贞是源于内心的主动选择,走上了文学复古之路,且时刻保持自我的独立性。整体而言,明前后七

子派的复古是诗取大历以前、文取西京以上,而这并不是终点,只是入学的法门,是通往上古诗文的跳板。由

于时间、地域等原因,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滞后于中国文学,因此日本人在倡导复古之际,就多了明人这一个

可供取法的对象。如祇园南海认为明诗是理解汉唐阶段的跳板,他直言:“汉唐之诗难学难解,明人之诗易学

易解。……不如先读明诗之易成功耳。”服部南郭则认为汉魏和唐诗都必须学,而“明人并兼之”。明人之

诗文,重点自然在于前后七子,如柳传震泽校刊《嘉隆七才子诗集注解》,濑尾维贤点校收集李梦阳、何景明及

后七子诗作的《九大家诗选》,荻生徂徕编选韩愈、柳宗元、李攀龙和王世贞的文章为《四家隽》,等等。明人复

古之学在日本大放光芒,对于荻生徂徕而言,他走上复古之路,与王世贞有许多相似之处,只不过此时的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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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是被学习者罢了。荻生徂徕曾详细地自叙道:
不佞昔年消暑漫书,聊以自娱,本非以公诸大方君子,误坠剞劂,遂背本心。且其时,旧习未祛,

见识未定,客气未消。自今观之,懊悔殊甚,忽承奖借,不啻泚颡。盖不佞少小时,已觉宋儒之说,于
六经有不合者,然已业儒,非此则无以施时,故任口任意,左支右吾,中宵自省,心甚不安焉。随笔所

云,乃其左支右吾之言,何足论哉,何足论哉? 中年得李于鳞、王元美集读之,率多古语,不可得而读

之,于是发愤以读古书,其誓目不涉东汉以下,亦如于鳞氏之教者。盖有年矣,始自六经,终于西汉,
终而复始,循环无端,久而熟之,不啻若其口出,其文意互相发,而不复须注解。然后二家集,甘如啖

蔗。①

对于复古,荻生徂徕曾明确而简短地表达过自己的志向,如他所言:“不佞茂卿,自少小修文章之业,慨然

有志乎复古,于是昭旷远览乎千岁,唯明李于鳞先生、王元美先生,则殆庶乎哉。”②在此不胜其烦地摘录荻生

徂徕的心路历程和实践道路,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其走上文学复古道路的全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知道荻生徂

徕受到了李攀龙和王世贞的双重影响,并按照李攀龙的诗文主张进行系统的古文学习,“如于鳞氏之教者”,
也正因为如此,荻生徂徕在以后的阅读中更加注重对古文的学习,“始自六经,终于西汉”,反复玩味,以最终

达到一种自通自悟的状态。其实这种为学之道,恰恰是王世贞所奉行的,如他在指导后学徐孟孺写作时认

为:“今宜但取《三百篇》及汉魏、晋宋、初盛唐名家语,熟玩之,使胸次悠然有融浃处,方始命笔。”③

再者,荻生徂徕走上复古道路前,有着自身的文学主张,他是经过比较后,自主地选择复古道路。如其

言,他中年时“得李于鳞、王元美集读之”,即荻生徂徕不是以文学初学者的状态去阅读李攀龙和王世贞之作。
受环境的影响,荻生徂徕之前已经“业儒”,不过心生厌恶,李攀龙和王世贞之作让他找到了新的创作方向。
同样,荻生徂徕也并非一时冲动而推崇李攀龙和王世贞,他说:“不佞固陋,少小修文章之业,辄不自揣妄意以

谓诗不下开天,而文则西京以上,务自出杼轴,不循人墙下而走。唐唯韩柳,明唯王李,自此以外,虽欧苏诸名

家,亦所不屑为,何况挽近乎?”④他还认为:“古言凘尽,而后韩愈出焉,是文之所以别古今也。明王李,距今

仅百有余年,而不失其为古者,所学殊也。”⑤因此在经过仔细比较后,荻生徂徕走向了李攀龙和王世贞,这和

之前提及王世贞受李攀龙影响走上复古道路的心路历程极其相似。
可见,在对文学复古道路的选择上,王世贞和荻生徂徕均不约而同地受到了李攀龙的影响,不过他们在

创作过程中内心追求真性情的自娱心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如王世贞在答友人周俎的信中说道:“于诗

质本不近,而意甚笃好之,然聊以自愉快而已。”⑥荻生徂徕亦言:“不佞昔年消暑漫书,聊以自娱。”⑦这就与李

攀龙“仆愿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与左氏、司马千载而比肩”⑧,且一味法式古人的创作心态有所区别,同
时为以后王世贞和荻生徂徕走出李攀龙的文学藩篱埋下了种子,也为荻生徂徕最终走向王世贞打下了认同

基础。
二 《唐后诗》中的李、王之别

诚如鲁迅所言:“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

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⑨而《唐
后诗》是荻生徂徕为宣扬其文学主张而编订的诗歌选集,通过此书,不仅可以近窥荻生徂徕的诗学观,还能深

入研讨荻生徂徕对李攀龙和王世贞二人文学思想的认知。
对于该书的情况,荻生徂徕多次在文集中提及,如:“不佞又选《唐后诗》、《汉后文》若干卷,其《唐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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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集、辛集既付剞劂。”①并在《题唐后诗总论后》中认为宋元诗不足取后,交代了选编此书的原因,他说:“故
今抄明诗,传之寒乡学者,使借是以识百年内外,亦有能游泳夫开元天宝之盛者已。”②即让广大学子知道开

元、天宝之后,写诗尚有另外可取法的对象,其路径已经比李攀龙“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③的

主张开明不少。由此可知,《唐后诗》选编诗作的范围并不是唐朝之后的宋、元、明各朝,而是就明朝诗作而

言,且此书并不是一次性选编后加以刊刻,应属于分批次刊刻。当然,《唐后诗》有其完整性,荻生徂徕曾进行

过完整的编纂,如他在与友人江若水的书信中言及:“九大家诗选奉返,《唐后诗》脱稿,足下与有力哉。”④

至于该书的具体情况,由于时代久远,及其分批次刊刻,以致在保存上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造成目前没有

完整版的《唐后诗》存世。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保存的《唐后诗》一书,是目前在日本所发现品质最好的版

本,该书索书号为821-46,享保五年(1720)刻本,半页10行20字,每页下方均标有“武夷山藏”字样,四周

单边,白口,单黑鱼尾,框高18cm ×27cm。就内容而言,此书实为残本,如《唐后诗》的总目录有甲(古乐

府)、乙(五言古诗)、丙(七言歌行)、丁(五言律)、戊(七言诗)、己(排律)、庚(五言绝句)、辛(七言绝句)、壬(杂
体)、癸(本邦)十类,然而此书只有281页,且只存有庚集、丁集(上中下)、辛集(上下)三集。可喜的是,该书

正文前有服部南郭的序,序的首页有印章三枚,藏书章为“瑞岩圆光禅寺藏书”、“帝国图书馆藏”,以及显示选

购该书时间的印章为“明治三九·七·七·购次”,序后另有印章两枚,分别为“南郭”和“字余曰子拪”;还有

《唐后诗总目录》,庚、丁、辛集均有详细的目录内容;以及荻生徂徕所写的《唐后诗总论》⑤,从而可以断定该

书为分批次刊刻中的某次全本。就书中所体现的李攀龙和王世贞之别而言,具体有如下几点。
首先,从《唐后诗总论》所选之论而言,在形式上,荻生徂徕总共选明人之论为48则,分别为胡应麟23

则、王世贞15则、何景明1则、徐仲选1则、王敬美5则、范士楫1则、戴明说2则,且对于这些所选之论,荻
生徂徕说:“右诸公论,大抵尽明诗矣。”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诸多诗论中,荻生徂徕并没有选录李攀龙之

论,他也不可能不熟悉李攀龙的诗学主张,而作为后七子派的领袖人物,李攀龙诗学之论不乏经典之语,如其

提出的著名论断———“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⑦,直接影响到后人对唐朝古诗及五言古诗的认知;再如

他曾说“诗可以怨,一有磋叹,即有永歌。言危则性情峻洁,语深则意气激烈……泥而不滓,蝉蜕滋垢之外者,
诗也”⑧,注重诗歌创作和作者内心情感是息息相关的。

其次,在内容上,《唐后诗总论》所选之论48则有明显的分布规律,即按照历朝诗学总变之论到明代诗学

总变之论,再具体到明代诗人的具体评论进行排列。其所选王世贞之论,均来自《艺苑卮言》的第五、六、七
卷,即《艺苑卮言》集中论述明人诗学的有关章节。对于王世贞诗学的创作态度,荻生徂徕通过所选他人之论

进行了肯定,如他选胡应麟之论:“弇州《四部稿》……诸体毕备……王太常云:‘诗家兼大成,千古惟子美,今
则吾兄。’汪司马云:‘上下千载,纵横万里,其斯一人而已。’”⑨即将王世贞放在历史的时空中观察,也是毫不

逊色。虽然荻生徂徕没有选李攀龙诗学之论,但是在所选诗学之论中不乏对他的评论,如借王世贞之口肯定

李攀龙“才可谓前无古人”,借王世懋之口称赞李攀龙“求似于情,而求胜于句,然则无差乎? 曰:‘噫,于鳞

秀。’”。不过相对于这些肯定,所选之论中对于李攀龙评价更多的是批判,如荻生徂徕选王世贞之论曰:
“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选胡应麟之论曰:“于鳞七言

751

贾飞 荻生徂徕对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接受———兼谈日本文学复古的走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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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以能奔走一代者,实源流《早朝》、《秋兴》,李颀、祖咏等诗,大率句法得之老杜,篇法得之李颀,属对多偏

枯,属词多重犯。”①荻生徂徕也和王世贞、胡应麟等人一样,不满李攀龙诗作过多的模仿,导致缺少自身原创

及情感的表达。正因如此,荻生徂徕不满自己得意弟子服部南郭对李攀龙的刻意学习,如其说:“曷不可,俾
诵其(服部南郭)诗,则泱泱乎美哉盛也。体无所不具,材无所不博,盖刻意沧溟,而岂弟过之?”②即荻生徂徕

认为服部南郭通过刻意学习李攀龙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这些成就的获得,有过犹不及之嫌,故而对其刻意

学习李攀龙的行径抱有微词。荻生徂徕还借胡应麟之口对李攀龙和王世贞诗学创作的高低进行了评判:“唐
有工部、青莲,明则弇州、北郡,唐有摩诘、浩然、少伯、李颀、岑参,明则仲默、昌谷、于鳞、明卿、敬美。才力悉

敌。”③与之相对,王世贞如杜甫,李攀龙如王昌龄,其中各自地位的高低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从《唐后诗》所选篇目来看,总共涉及作者54人,他们分别为王世贞、李攀龙、李梦阳、徐祯卿、何景

明、吴国伦、刘基、高启、刘崧、袁凯、王谊、许廷慎、刘球、高壁、张宁、钱百川、边贡、薛蕙、孙一元、王廷相、唐顺

之、徐中行、宗臣、谢榛、王世懋、杨基、林鸿、周玄、杨士奇、王洪、于谦、高叔嗣、王廷陈、杨慎、郑善夫、常伦、敖
英、黄甫汸、乔世宁、高岱、汪时元、张佳胤、李化龙、卢柟、徐渭、胡应麟、赵羾、郭登、周在、王云凤、靳学颜、许
邦才、李先芳、魏裳。从这些人物的生活时代来看,基本上明朝各个时期均有其对应的代表性人物,且这些人

物集中在前后七子,甚至是追随前后七子的王世懋、胡应麟也囊括其中。再从所选这些人物的诗作篇目来

看,多于6首者,有王世贞、李攀龙、李梦阳、徐祯卿、何景明等15人,也是前后七子占据了主体,其中又以王

世贞和李攀龙最多。可见,荻生徂徕的复古学习态度非常明确,是取法前后七子,首推王世贞和李攀龙,以致

均为明代重要诗学人物的袁宏道、钟惺,就不在荻生徂徕的选取范围之内,他曾明确说道:“如其宋元及明袁

中郎、徐文长、钟伯敬诸家,慎莫学其一语片言,此学诗第一要法。但唐诗苦少,当补以明李于鳞、王元美等七

才子诗,此自唐诗正脉。予近作《柏梁余材》,即是物也。”④“诗有东坡、文长、中郎、伯敬,天生此一种人物,以
转盛趋衰,破醇就漓,可畏之甚也。”⑤即荻生徂徕认为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诗作不仅不能作为后人学习的对

象,甚至要在看到时退避三舍,而对于李攀龙和王世贞的诗作,却是推崇之至,为“唐诗正脉”,是后人学习的

典范。
荻生徂徕所选王世贞五言绝句的数量超过李攀龙,五言律诗两人持平,均为100首,李攀龙的七言绝句

则多于王世贞,据《沧溟先生集》统计⑥,李攀龙诗作为1386首,七言绝句的创作数量最多,为332首。在荻

生徂徕所选的庚、丁、辛集中,只涉及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三种文体。而据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

稿》统计⑦,其创作数量最多的是七言律诗,多达919首。虽然我们不知道荻生徂徕所选七言律诗数量的具

体情况,但如前所论,李攀龙相当于“七绝圣手”王昌龄,自然其七言绝句的创作水平较高,不过王世贞相当于

杜甫,荻生徂徕所选王世贞七言律诗的数量应该不在少数,很可能也多于李攀龙,且荻生徂徕曾在看完友人

之文时,欣喜地说道:“予所特爱者七言律歌行。”⑧从中可见荻生徂徕对于王世贞和李攀龙,是按照诗学文体

质量的高低进行选编,并非源于崇拜而刻意多选,因此,不能单凭所选李攀龙七言绝句数量多于王世贞,而断

言荻生徂徕更加推崇李攀龙。
由此可知,《唐后诗》中的李、王之别,着眼于李攀龙和王世贞各自创作的特点,更加客观地还原了荻生徂

徕对二人的接受,明确了荻生徂徕的诗学取向,这也是日本文学复古的最初取向。
三 醉心于王世贞的自主选择

荻生徂徕酷爱王世贞的墨迹,他在五十岁时,受友人左容惠翁赠送王世贞墨迹一幅,便写诗唱和以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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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喜悦,诗道:“吉光片羽忽从风,谓是遥来丹穴东。十二楼深仙子住,相思欲往路无穷。”①并且在与友人

的书信中言及:“凤洲之心画,遂得与其心声相从乎一堂上焉……千万不出相思二字耳矣。”②而心画、心声与

诗心、文心实为一体,如王世贞曾言及:“夫诗,心之精神发而声者也。”③因此,基于自身的文学素养及内心品

性,荻生徂徕在寻找学习对象时,选择了李攀龙和王世贞,而在对这二人进行全面的认知后,可以更好地理解

荻生徂徕对王世贞画作、墨迹的喜爱,以及对其文学主张的推崇,他还自言道:“吾醉心弇州。”④这种醉心于

王世贞的自主选择,在文学思想的认同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批判剽窃模拟之风。文学复古在于向古人学习,注重通过法度、格调等手段去学习古人的创作方

式,进而达到与古人相契合,以纠正时下文风的目的。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对前人之作的模拟是必经阶段,
这本无可厚非,不过一味地注重模拟古人,缺少自身情感的融入,将不利于文学的长远发展,也背离了文学创

作的本意。李攀龙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故提出“拟议以成其变化”⑤的主张以救之,不过在具体的创作中,该
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践行,如钱谦益以“影响剽贼”⑥视他。对于剽窃模拟的看法,王世贞和荻生徂徕是一

致的,如王世贞直言:“剽窃模拟,诗之大病。”⑦荻生徂徕直指:“近世学士家,弃蔑本艺,唯末流是沿,帖括剽

窃,旁引佛老,语足以吓人,其稍自喜者,亦甘为欧苏奴隶,而不知《史》《汉》何物。”⑧如前所论,荻生徂徕在

《唐后诗》中借诸多明人之论,对李攀龙剽窃模拟的行径进行了批判。《乌生》是古乐府诗中的名篇,李攀龙、
王世贞和荻生徂徕均对此进行了模拟创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唶! 我秦氏家有游遨荡子,工用睢阳强,苏合弹,左手持强弹,
两丸出入乌东西。唶! 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
唶! 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 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唶! 我黄鹄

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钩尚得鲤鱼口。唶! 我人民生各各有寿

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⑨

黄口四五雀,罗坐秦氏桂树间。啄啄树上蠧,母子相哺自言安。唶我三河,不知为谁家? 有轻

薄少年,臂坐一鹞子,鹞子小小如人拳,出入雀东西。一纵即中两黄口,毛羽摧颓,魂魄飞上沧浪天。
鹞子下来还少年。阿母生黄口时,乃在髙堂欂栌间。唶我人民,安知雀乳处窈窕紫深宫中,安从通?
白兔乃在平原大泽中,罗者尚复得脯腊之。唶我猛虎,斑斑南山间,射工尚复得枕藉之。明珠乃在

合浦深渊中,后宫尚得剖以缀其襦。唶我人民,生各有寿命,何须尚复计会贤愚。

乌生八九子,营巢高树颠。得食不充腹,置之咽嗉间。八九子,争向乌。力不能,任诸雏。毛羽

剥落,皮骨憔悴尾毕逋。八九子,翼以肥,各自东西飞。老乌夜悲,啼血继之。八九子,争食喧野田,
谁来念乌饥? 乌且死,愿子莫生乌,但生枭与鸱。陛下仁圣,海宇咸庆,乌不返哺莫知故。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家桂树枝。唶我秦氏家有美丽好女,工用双孔针五色丝,持针为人刺嫁衣,
仰视乌叹咨。唶我颜色,即丑胜汝姿,汝飞任意遨游求妃。阿母生阿女时,欲与贵人奇此女。唶我

贵人,安知阿女处,闺房窈窈安从通? 青雀乃在昆仑玄圃中,汉天子尚复得媒介之。唶我箫史仙仙

云霄间,弄玉尚复得追随之,神君乃在竹宫帷帐中,阿母尚得神君语。唶我人民生各各有欢娱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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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须计较早暮。①

从诗作可知,古乐府诗中的《乌生》是由乌母生子后被秦氏弹丸所杀而引发对寿命长短的叹息,从李攀

龙、王世贞和荻生徂徕三人的模拟之作来看,李攀龙和荻生徂徕的诗作能够看出明显的模仿痕迹,然而有所

不同的是,李攀龙只是将原作的部分字词进行了替换,如乌变成雀,弹丸变成鹞子,且行文的语意和情感都没

有发生变化,真乃“临摹帖耳”。而荻生徂徕虽然行文句式没有较大的改变,不过文中内容却发生了大的变

化,诗作讲的不是乌,而是生活中的母女,由寿命的长短转变为欢娱愁苦的早暮。王世贞所作则看不出模拟

的痕迹,他不仅在形式上进行了改变,如其没有按《乌生》原来的句式,且在内容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写作对象

也是乌,不过侧重点却在于对乌不反哺现象的痛斥,并上升到对社会的反思。通过对诗作的分析,我们也就

更加清楚荻生徂徕为何屡次批判李攀龙的模拟之风,而没有言及王世贞。李攀龙曾对王世贞说道:“吾拟古

乐府少不合者,足下(王世贞)时一离之,离者,离而合也,实不能胜足下。”②即李攀龙也折服于王世贞有自得

之意的拟古乐府之作。
其次,取法不囿于秦汉和盛唐。廖可斌认为:“后七子的文学主张比前七子更趋僵化,李攀龙要负首要责

任。”③的确,他所推崇的“秦、汉以后无文矣”④,以及后人殷士儋概括其文学主张时“盖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

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⑤,都说明了李攀龙文学创作取法的狭隘。而王世贞虽然喜欢秦汉

文、盛唐诗,但他不囿于此,如他叮嘱于凫先道:“足下且勿轻操觚,其诗须取李杜、高岑、王孟之典显者,熟之

有得,而稍进于建安、潘陆、陶谢。文取韩柳四家平正者,熟之有得,而稍进于班马、先秦,其气常使畅,才常使

饶,意先而法,即继之剨然。”⑥荻生徂徕对李攀龙和王世贞的文学取法有深入的认知,以致在谈及具体的取

法对象时,荻生徂徕甚至以王世贞之文学观来佐证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如荻生徂徕肯定他人在秦汉、唐朝之

外有自身特色时,说:“先生盖明文衡山之流亚欤,温以粹,清而不窕,浏浏乎其美也。其诗虽不专唐,其文不

攻秦汉,亦足以传矣。……夫弇州恧于不识衡山,因序其集,则古今事,固有相似者焉。乃先生之识余,而余

不识也。”⑦这就跳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认知。
更为可贵的是,荻生徂徕在王世贞文学主张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他还注重学习者自身的本性,如他对

友人竹春庵说道:“今观足下为人,温恭谦冲,恂恂似不能言者,洵洙泗之遗哉……若以不佞素所娴习欤,则莫

若师古矣已。上焉六经,中焉先秦、西京,下焉明李王汪三家……明则沧溟凤骞,弇州龙变,之二者,恐非足下

资性所近,无已乎则汪公已,其文不尚奇,不喜辨,不诡随,不激昂,舂容都雅,要以法胜,辟诸兵家节制之师

焉。足下其能学诸,然古善牧马者,必先去其害马者,文章之道亦尔。”⑧荻生徂徕告诫竹春庵在面对众多可

法式的古人时,不能全盘照搬吸收,而应该根据自己的秉性,选择合适的学习对象,剔除不适合自己的,以提

高学习效率。李攀龙和王世贞固然比汪道昆成就更高,但是他们的文章创作特点并不适合竹春庵的性格,而
汪道昆却非常符合竹春庵的本性,是他该取法的对象。人的本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并且是生而固有的普遍本

性,因此荻生徂徕还强调:“孔子曰‘学而时习之’,又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书》曰‘习与性成’,习之道亦

大矣哉。”⑨正视学习者的本性,突出自我存在,而不是在古人面前消失自我。荻生徂徕的如此复古之论,实
发前后七子之所未发,从而赋予文学复古新的内涵。

再次,对真情之作的追求。受李攀龙影响走上复古道路的王世贞,他内心的“性灵”火种并没有泯灭,
在第一次离开李攀龙南下途中所写的《初拜使命抵家作》、《乱后初入吴,舍弟小酌》、《将军行》等作品,就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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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复古之作有着本质区别,徐朔方更是直言:“当他暂时离开这位诗友而南下时,他的诗作就出现了另外的

调子。”①即使在大力倡导文学复古,撰写《艺苑卮言》之际,王世贞仍注重创作时真情的流露,如他认为创作

应该“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②,并以王维创作为例说道:“凡为摩诘体者,必以意兴发端,神情傅合,
浑融疏秀,不见穿凿之迹,顿挫抑扬,自出宫商之表可耳。”③与之相同的是,荻生徂徕在复古时也注重情的重

要性,如他认为:“诗,情语也。”④并且批评汪道昆在选取古艺文者时,却不选韩非子文集,而“韩子之文,在周

汉之间,炳彪如,亦尽乎情矣,古之遗也,故吾取诸艺文”⑤。除此之外,荻生徂徕还进而追求文章之性灵,如
其诗云:

郊园久辍五侯珂,忽拉儒宗复此过。泉石犹余经济大,咏歌应发性灵多。吾从孔孟论山水,人
道皋夔在薛萝。总是德星今再聚,愿留照映被岩阿。⑥

整首诗作体现了荻生徂徕的园林之乐,并充满留恋之情,同时发出诗歌创作该“发性灵多”,多抒写内心

情性的感慨。这种对性灵的追求,与袁宏道认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

与境会,顷刻千言”⑦的主张不同,却与王世贞将“性灵”回归到追求人之本性与社会和自然的合一有着相似

之处,如王世贞认为:“山郁然而高深,水悠然而广且清,而不悦吾之性灵哉。”⑧“诸所以黼黻泉石,娱快性灵

者,种种来谕,谓发尚纯鬒,健啖雅步”⑨。因此在荻生徂徕看来,诗文创作体现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而不是

基于法度的文字堆积。郑振铎曾言:“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人类情绪之中

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文学是基于人学基础之上的文学,要体现人类的情感,因此在复古之中,一味

地尺寸古人而没有自身情性的流露,只会更加远离文学的本质。故而李攀龙使后七子的复古路径更加狭窄,
王世贞和荻生徂徕则推动了文学复古的新发展。

正是基于荻生徂徕醉心于王世贞,对其文学创作及主张有着深入了解,因此在世人热议王世贞学盛唐或

者苏轼时,唯有荻生徂徕敏锐地认识到王世贞对白居易的喜爱,如其言:“弇州晚年枕藉长庆,而谢茂秦在七

子中,独称异族。”事实上王世贞在不同时期均有慕白行为,或仿效白体而作,或阅读《长庆集》后而作,或醉

后之作犹带白家门风,以至于王世贞发出“生平雅慕乐天”的感慨。所以结合王世贞一生的创作轨迹及情

性主张,可以明确他是推崇白居易的,这与荻生徂徕之论相吻合。这种深刻的认知,是建立在荻生徂徕对

王世贞文集熟悉的基础之上的。如在他的文集中,不仅屡次提及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弇州山人四部稿》、
《短长说》等书,还有“四部续稿”,即《弇州山人续稿》,而王世贞的“四部续稿”以其晚年文集为主,多情性之

作,光是他自己提及的性灵之处就多达11次,这是李攀龙、吴国伦等其他复古者不曾有过的。
四 对复古走向的浅思

本文不是刻意地削弱或全盘否定李攀龙对荻生徂徕的影响,而是在客观文献的基础上,发现荻生徂徕在

面对李攀龙和王世贞时,存在着对王世贞文学思想的多维度接受。而造成后世认为日本复古文学多是受李

攀龙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唐诗选》的盛行。
对于《唐诗选》在日本流传的具体时间,及其文本本身的真伪问题,学界历来争论颇多,莫衷一是,笔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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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许建业之论,他认为《唐诗选》应为后人伪作,因为作为《诗删》的摘本《唐诗选》,其文章篇目应该不出于《诗
删》,但《唐诗选》部分篇目却在《诗删》中没有,这不符合摘本的内在逻辑①。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作为李攀

龙的挚友王世贞,在其文集中没有提及对《唐诗选》一书的评价,且在王世贞整理李攀龙文集的过程中,也没

有提及,这有悖常理。鉴于这不是本文所论述的核心所在,再加上目前笔者也没有发现新的确凿证据,故在

此不过多讨论这些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推动《唐诗选》的传播并非荻生徂徕,而是其弟子服部南郭。如服

部南郭推崇《唐诗选》道:“唐诗莫善于沧溟选,又莫精于沧溟选。”②并且,“南郭所校订的《唐诗选》在享保九

年(1724)由嵩山房刊行后旋即流行开来以至家弦户诵。据日野龙夫(1982)估算……江户时期的刊行数目依

然近6万部”③,这在古代,是非常惊人的数字,足以体现大家对《唐诗选》的认可,即使放到现在,这发行量也

是较大的。
而对于《唐诗选》,在荻生徂徕的文集中却仅仅出现过一次,荻生徂徕认为:“诗以《唐诗选》、《唐诗品汇》

为益友。”④不过事实却是,荻生徂徕称之为“益友”的《唐诗选》,并不是后来流行的名为李攀龙所编的《唐诗

选》,他此时所阅读的《唐诗选》其实是江户时期流行的《唐诗训解》,为书商托名李攀龙、袁宏道的伪书,他在

晚年时才认识到这一问题:“近来渐觉其非,而以《唐诗训解》代之,曰是于鳞先生之作。吁,于鳞岂有《训解》
哉?”⑤

其实,荻生徂徕对李攀龙的肯定主要是源于明后七子的“诗必盛唐”主张,而诗学盛唐是后人的一致行

径,如宋人严羽屡次强调以盛唐为师,他认为:“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
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⑥王世贞亦言:“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
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⑦不过盛唐诗是诗歌创作的最高追求,但并不是

王世贞的唯一取法对象,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于诗大历而后者,阑入十之一,文杂贞元者,二十之一,六朝者

百之一”⑧,因此他喊出了“诗不必尽盛唐”⑨的口号。诗可学盛唐,但不以盛唐为专,不局限于盛唐,亦是荻生

徂徕的诗学主张。
出于内心对王世贞的接受,荻生徂徕在与他人提及李攀龙和王世贞,或者是自己在文中叙述时,不是千

篇一律地以“李王”并称,而是多次以“王李”并称,除了之前引文中涉及的外,再如荻生徂徕言及“昔大函氏,
评王李二家”,“七子为王李所自称”。这正如刘虹在进行多次语言使用的实验后,认为语言态度代表了个

人的取向,对语言使用和语言变化有影响,他说:“这种影响不仅可以从具有不同语言态度的人的言语差异中

表现出来,也可以从同一个人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言语差异表现出来。”从中可见荻生徂徕对王世贞的真

挚情感。
但不可否认的是,《唐诗选》的盛行,改变了李攀龙和王世贞在日本复古文学中的传播进程,这极大推动

了民众对李攀龙的接受和认知,提升了李攀龙在日本文学中的地位,不过随之而来的是王世贞渐渐淡出人们

的视野,日本文学复古也走向了另外的方向。

概而言之,受李攀龙和王世贞影响而走上文学复古道路的荻生徂徕,源于自身已有的情性之学,创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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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真情的体现,以及对剽窃模拟的批判,不囿于秦汉和盛唐的取法,使自己认同并推崇王世贞,而不是拘泥

于李攀龙的文学主张,虽然后来在日本文学复古的发展轨迹中,人们更加推崇李攀龙,但不能否认王世贞的

文学贡献。

AcceptanceofWangShizhensLiteraryThoughtbyOgyuSorai 
AlsoontheTrendofJapaneseRetroLiterature

JiaFei
SchoolofLiberalArts Nantong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226019 China

Abstract DuringtheEdoperiodinJapan theSoraiSchool representedbyOgyūSoraiandHattoriNan-
gaku wasdeeplyinfluencedbytheLaterSevenMastersoftheMingdynastyandadvocatedforliteraryre-
vival drawinginspirationfromLiPanlongandWangShizhen However therehasbeenrelativelylittle
attentionpaidtotheiracceptanceofWangShizheninacademiccircles Infact basedontheirsharedun-
derstandingofliteraryrevival theinfluenceofWangShizheninbothOgyūSoraisownwritingsandthe
anthologieshecompiledcanbeperceived OgyūSoraicriticizedthetrendofplagiarismandimitation in-
sistingonnotlimitingoneselftothemodelsoftheQin Han andTangdynasties butratherpursuinglit-
erarycreationbasedongenuineemotions ThisledhimtobecomedeeplyfascinatedwithWangShizhenin-
steadofLiPanlong HattoriNangaku hisdisciple promotedliteraryrevivalbypublishingaCompilation
ofTangpoetryattributedtoLiPanlong whichfacilitatedthespreadofLiPanlongsinfluenceinJapan
whiledownplayingtheimpactofWangShizhen However thiswasnottheoriginalintentionofOgyūSor-
ai Therefore foracomprehensiveunderstandingofthetrajectoryofliteraryrevivalinJapan itisimpor-
tantnottooverlooktheinfluenceofWangShizhen 
Keywords OgyuSorai WangShizhen LiPanlong literary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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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题材、学者小说与“半糖”哲学
———骆平小说论评

刘小波

  摘要:性别议题在当下仍是一个热点话题,骆平自身的高校女性知识分子身份使得她在创作中十分关注性别

问题,作品多选择“她题材”,尤其关注人到中年后的境况。女性题材与中年危机的叠加,让骆平小说本身充满着十

足的话题感,也使得作品有一种深度介入现实的取向。骆平的小说既是女性写作的典范,也有一种知识分子书写

的共性,对知识分子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嘲讽,同时在一种自反式书写中,接续启蒙传

统。与此同时,骆平的小说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超越单一性别的凝视,也超越了简单的知识分子批判书写,将这些

议题转换为一种民生关注,是一种及物的写作。骆平的小说风格有一种明显的转型历程,这一过程建构了一种独

特的“半糖”哲学,这是对中国古典生存智慧的效法,这其实是解决诸多生活问题的秘籍,也是化解身份焦虑的有效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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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学者纷纷推出了小说作品,这一“多栖”写作的现象值得关注。学者小说

因其创作主体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普遍具有较高的水准。学者小说的流行与文学无界时代背景下作家群体

构成变化有较大的关系,也与文学的属性和作家的特征密切相关。学者参与小说写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对

文学“泛化”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形成理论和创作的良性互动,引领小说进行“变革”。
骆平正是这一写作潮流较早的参与者。骆平年少成名,并一直将小说创作坚持下来,相继出版了《亲爱的,

请别为我哭泣》、《钟萼街16号》、《全职主妇的危机》、《真的爱你》、《锐舞派对》、《迷乱之年》、《红城》、《绿门》、《蓝
桥》、《爱情有毒》、《药道》、《与世隔绝》、《过午不食》、《野芙蓉》、《半糖时刻》等多部长篇小说(集)。这些作品多

围绕女性命运展开书写,是女性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与心灵史。这些作品也是时代生活的切片,在一种小说的辩

证法中,将个体与时代整合起来。骆平的小说既有一定的女性意识,也有一种知识分子书写的共性。骆平的小

说风格有一种明显的转型历程,这一过程建构了一种独特的“半糖”哲学,这一生存理念具有强烈的传统意味,
是对中国古典生存智慧的效法。这其实是解决诸多生活问题的秘籍,也是化解身份焦虑的有效手段。

一 “她题材”:身份的优势与写作的局限

骆平自身的高校女性知识分子身份使得她在创作中十分关注性别问题,作品多选择“她题材”,尤其关注人

到中年后的境况。性别议题在当下依旧是一个热点话题,关涉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高校女性知识分子在创

作中关注性别问题,也是题中之义。“性别议题在今日中国成为热点,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政治问题,而是和中

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整个社会结构、人群组织、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这实际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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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世界性问题。”①

在骆平的小说中,核心角色多是女性人物,她们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反映女

性在家庭生活、职场以及精神层面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和焦虑。从《全职主妇的危机》开始,她就写起了女性面临

的危机。《真的爱你》还有一个副标题“都市问题小说”,正如小说题名所昭示的,小说直指问题,这些问题大多

是都市女性所遭遇的情感困境。《锐舞派对》写了母女两代人形式不同而内核一致的悲剧性命运。《爱情有毒》
出版时,出版方称之为中国自己的“鸡仔文学”。小说描述职场女性婚姻生活,囊括了都市青年女性关心的家

庭、职场和两性关系等话题。《迷乱之年》讲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婚姻解体的故事,表现中年知识女性情感上执

着追求及受挫之后的自我重新认知与定位,也是书写女性的中年危机。《药道》在刚出版时被媒体看成是作家

的转型之作,小说揭露了医药行业的“黑幕”,但在作品中,仍有作者擅长的感情书写,依然不遗余力地书写女性

命运。近年来出版的作品《过午不食》、《半糖时刻》,继续书写着这种女性困境。
由于职业惯性,骆平的小说书写有一种代入感。她的高校工作经历会进入作品,同时也有一定的超越性,

超越性别的单一凝视,既有跨性别的他者的凝视,也有自我的审视。骆平的小说对男权社会有一种理性的反

思,小说中多次出现以男性的眼光打量女性,有时难免带有某种挑逗性,作家对此直接表达了某种判断。由于

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作家更多的还是在书写当代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一种依附关系。比如在《半糖时刻》中,朱
砂在事业上的成功与丈夫的运作有很大的关系,不屑的言语中所流露出的其实是对这种依附关系的一种不满。
女性命运是小说着力点,也是作家自我阐释时强调的一点。在很多访谈中,骆平都坚持为女性发声,并阐释关

注女性的创作初衷。在骆平看来,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比男性在进入社会或者说进入职场的同时,她会多一重

责任,那就是家庭,而对于男性来说,可能会纯粹去衡量他的事业的成功与否。从这个角度来说,女性的焦虑就

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了。② 性别差异产生了诸多的不平等,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才有了骆平多部作

品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讲述。骆平笔下这些女性有着大体一致的年纪:已步入中年,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都到了

一个瓶颈期。小说由此进入中年危机的表达,作家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焦虑并寻求焦虑化解的方式。
当然,联系到近年来这种创作趋向,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近年来,围绕女性展开的“她题材”叙事极为盛

行。毫无疑问,女性问题凸显,才会需要这么多关注,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意义出场,符号消失。跨性别的

“她题材”书写创造了一种因叙事身份冲突而产生的艺术张力,具有“刺点”意味;“她题材”并非文学独有,几乎

遍及所有艺术门类,这些伴随文本形成了一个大的叙事场景和语境,影响了文学书写;“她题材”的泛滥会导致

女性问题进一步隐藏,因为重复的书写会造成符号幻境,用符号代替意义。“她题材”的盛行,女性书写的同质

化,很可能掩盖问题本身,让严峻的社会问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而已。性别对立的社会事

件时有发生,也让女性题材变得较为敏感。特别是针对女性书写而言,有些女性作家本是一种自觉的写作,并
没有明显的女性意识,但是在很多批评理论的引导下才逐渐有了这种意识,很多作品是在阐发时进行的“理论

化的改写”③。这种“理论化的思维”是一种事后推导,最终会影响她们的写作。以至于在后续的写作中,她们会

标榜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或者文字没有变动,或者有些生硬的强加。理论化的思维对作家的书写影响不容小

觑,在研究中也需要引起重视。种种原因导致当前女性书写思想的局限性十分明显,较少追求思想的高度,女
性书写仍需要沉潜下来,进行题材、技法、表达、主旨、语言等多方面的持续更新与不断锤炼,方能诞生有价值的

而非无效的文本。
二 文学介入:知识分子写作与启蒙的接续

骆平小说多围绕女性话题展开,以女性在当前生活中的各种遭际为切入点。不过,很多时候她小说中的女

性主义、男权等话题已经转换为一种对民生的关注,及物的写作也是文学介入生活的尝试。她以一种大悲悯的

情怀关注芸芸众生的日常,一方面是柴米油盐淹没的庸常生活,另一方面是对精神高地的追逐与攀登。骆平的

小说创作既显示出女性作家身份的敏感性,也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介入关怀书写。骆平的小说持续性地对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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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贺桂梅、张晋业《“我将文学研究视为认识中国的中介”———贺桂梅教授访谈录》,《当代文坛》2023年第4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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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yi ifeng com c 8Oq61cevQiF。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0页。



主题进行书写,不断强化,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领地,同时也兼及社会生活的多种面相。
骆平的小说明显是一种学者体小说。高校学者写作一直以来是一种独特的文学风尚,有诸多的创作共性。

骆平的小说多以高校女性知识分子为中心展开,既有一定的女性意识,也有一种知识分子书写的共性,对知识

分子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嘲讽,同时在自我反思的自反式书写中,接续启蒙传统,为这一项

未竟的事业继续奋斗。知识分子书写首先体现在一种批判性书写上。骆平的小说是介入现实的写作,不少作

品直击现实问题。《绿扉》、《红城》书写大学里复杂的人际关系,而这一系列人际关系和“潜规则”的实质不过是

利益交换的纽带,但要打破这堵墙,进行改革,则举步维艰。《蓝桥》书写老师为了评职称花钱发表论文的事件,
直指大学职称评定制度的某种畸形和学术腐败的内幕。《药道》是一部行业主题的小说,也显示出作家勇于介

入生活的姿态,小说对社会问题的揭露更加明显,涉及医疗这一民生问题,同时揭露了制药公司贿赂政府官

员、医院提取高额回扣的重重黑幕,与当时的社会热点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骆平的“大学”书写揭露了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既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表达,也暗示了启蒙的消失,因

为肩负启蒙使命的主体,即知识分子群体本身已经彻底世俗化了,甚至为了私利不惜背弃一切自己所宣扬的主

张。而在近作中,知识分子群体也被庸常的生活所淹没,启蒙成了一项无以为继的事业。骆平小说笔下主要人

物多为高校知识女性,步入中年后,遇到各种物质的、精神的困惑,面临着一系列的抉择。骆平接续着谌容《人
到中年》的写作,继续深入探讨这一话题,虽然语境有一定差异,人物性格仍有诸多的耦合,但是,变化也在悄然

发生,特别是理想主义的逐步消亡。面临困境缺少了一种反抗精神和一种牺牲精神,知识分子逐步变成了逆来

顺受型人格,浪漫精神在消失,理想主义在消失,知识分子的情怀也在消失,这也是作家所要反思的地方。不

过,骆平仍在通过各种尝试,继续着启蒙的使命。《野芙蓉》着力书写知识分子对启蒙事业的坚持,这部小说既

有对当下知识分子的关照,也是对父辈的回溯性书写,对失去的理想时代的追忆。作品对国民性的讨论依然没

有停止,看似以日常俗事为中心,但始终在寻觅一种灵魂内里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与精神信仰之间寻觅某种平

衡,很多时候,写作本身成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殉道行为,虔诚而炽烈。
骆平的小说书写,与她自身对当代文学的持续关注不无关系,这种写作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两者而言

都大有裨益。文学研究指导创作,创作又可以检验文学研究。骆平的很多作品具有一定的通俗性,她早期一度

被贴上了情感写作的类型标签,而作为高校学者的身份,明显有一种“文学的同情”,对题材本身的尊重,“通过

对创作规律的体验,优秀学者可以摆脱理论偏见,形成‘文学的同情’,破除文学等级偏见与学科壁垒”①。骆平

的写作正体现出一种破壁的努力,是学者小说的又一功效。
学者型作家一直是新文学发展演变中极为重要的一分子,近年来越来越多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学者纷纷

推出了小说作品。学者小说因其创作主体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普遍具有较高的水准,良篇佳构不断涌现。学

者进行小说创作源于他们多年来的独特文学记忆与经验,更大的动力则在于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学情怀,这份情

怀并非仅仅是抒发一己之感悟,而是一种对文学本身以及历史时代和社会的思索。对那些逝去的光阴,除了经

过记忆滤镜的美好,更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学者型小说的涌现是文坛一种自我净化调节的现象,对文坛有一定

的纠偏和引领作用,在批评和创作的互动中,用批评推动原创,丰富小说书写,对小说书写具有一定程度的纠偏

和引领功能,同时以创作反思批评本身,达到两者的良性互动。同时,作为小说叙述主体的学者具有自反性,既
反思自身,即知识分子这一独特的群体,也反思社会,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这些文本在当前语境中还有另外的

价值,那就是这些作品多为小说这一文体同质化书写中的异质性文本,甚至不乏小说“革命”的意味。
三 “半糖”哲学:中庸之道与焦虑的化解

骆平的作品延续了中国学者小说的传统,并有女性身份的加持,是女性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与心灵史。骆平

早期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情欲书写,也写了女性成长所走的歧路。那些堪称失败的女性人物,其命运多是自身

性格原因导致的,从根源上来讲便是过分追逐一种“满”的效果。《红城》中的女大学生简微红因虚荣向同学隐

瞒了其家境,后来她遇到了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教授佟槿栖,甘愿当他的情人,最终走向内心的崩溃和灵魂的毁

灭。《锐舞派对》也是对欲望的集中展示,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多次流露无法抵抗诱惑的内心独白。这其实也是

痛苦与悲剧的根源,无法抵御诱惑。《迷乱之年》中的女主人公俞清川因为对家庭生活的失望,特别是与丈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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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上的差距,便试图通过肉体的放纵来缓解,多次尝试情感的冒险,最终在“从身体开始,在身体结束”的游

戏中沉沦下去,却并没有收到预想中的效果,反而愈陷愈深,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种情欲放纵的方式并非

女性的独立的真正路径。虽然作家一再为人物开脱,那就是对这些放纵与背叛都是在长久的压抑之后,但是并

不能真正挽救些什么。总的来看,这些写作“无意中还是落进了她要挣脱的陷阱,将社会性别冲突简化为力比

多的较量”①。
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作家对生活困境的应对也逐步变得游刃有余,而在这一过程中也提炼出一种生存

哲学。作家将那种极端的、满满当当的追求转变为一种“半糖”哲学,理性取舍,懂得放弃,平和而柔软,却有了

另外的力度。在近些年来的写作中骆平的“半糖”哲学表现十分显眼,这一生存理念具有强烈的传统意味,是对

中国古典生存智慧的效法。这其实是解决诸多生活问题的秘籍,也是化解性别身份焦虑的有效手段。《过午不

食》、《半糖时刻》便是随着创作心态的转变而诞生的作品。《过午不食》的书名是佛教用语,意即要有克制、有分

寸、有火候的把握。《半糖时刻》则揭示出很年轻的时候需要非常多的甜蜜,需要“全糖”的状态,越甜越好,但是

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的层面,有了一定的阅历,不再需要特别激烈的东西,这时候只要“半糖”就好,一切都是

刚刚好的温淡的状态②。在《半糖时刻》中,几名女性人物随着年岁的增长,不再具有那种头脑发热的冲动型人

格。在婚姻状态中的两个人更理智地看待彼此,以及更理性地面对生活中共同承担的职责、权利,使彼此从狂

热的情感中冷静下来。
研读文本会发现,骆平当下的作品和早期作品风格上有较大的差异,她自己也多次提及这一转变,特别是

与年龄的增长有关:“当衰老从白发与微小的皱纹开始,我变得越来越镇定。”③镇定是成熟最直观的体现,也是

从“满”到“半”的根源。“半”而不是“满”,是适可而止,是中庸之道,是传统哲理在当下寻找到适合生存的土壤。
在《半糖时刻》的结尾,几位主人公仍具有一种功利性的追求,但作家同时写到了生命的消逝,两相对比也能一

窥作者的态度转变。
骆平早期曾被冠以情感作家的称谓,现如今书写情感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在于,这是一个情感被掏空的年

代,在金钱、地位、权利等物质面前,情感多数时候是无力的、苍白的、不值一提的,也渐渐被人遗忘了,当小说中

重提情感话题之时,无论是读者还是作家都显得力不从心。《爱情有毒》这样的作品出版时,因其内容的极端化

呈现,被“言情”概而言之,并引发争议④。不过,骆平依旧能够寻觅到一种比较妥帖的方式。《野芙蓉》还是书写

她擅长的爱情故事,将其放置在一种历史的语境中,小说讲述的是一场跨越两代人的情感纠葛。而这样的一种

情感书写,因为有了岁月的加持,变得厚重起来。女主人公对感情近乎疯狂的执着也是对感情苍白年代的某种

抚慰性补偿。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也体现出地缘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及主旨的表达。小说中遍布着十分

显眼的地域元素,芙蓉花、师大校园、废弃的火车轨道、麻将馆、茶舍,无不持续地传播着地域形象。方言也是鲜

明的地域元素,除了日常生活中的方言使用,还将普希金的诗歌进行了改写,“假如生活豁了你,标开腔,标装

神”⑤流露出独特的地域幽默。而这种地方元素,其实也折射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一种生活理念,乐观

豁达、坚韧不拔,这其实也是作家在贩卖焦虑的同时所提供的解决焦虑的方式。
纵览骆平的这些情感书写,大都是诊断情感问题,到最后也尝试给出解决方案,不是毫无原则地妥协与退

让,也不是一味求全求满,而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式。《过午不食》、《半糖时刻》都是追求一种不达定点的知

足感,留有一定的盈余,不追求极致,这是面对生存困境所提炼出的一种生存哲学。只不过究竟能否从根源上

解决问题,仍是一个未知数。这也是当下女性主义及女性题材文学共同面临的问题,写来写去,仍是一个问题。
也许作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在无往而非灰阑的世界上,大声疾呼显得滑稽,智性而温婉的话语,才有可能具备

持久的内在的力量”⑥。激进主义往往就是大声疾呼,显得滑稽,“半糖”哲学就是用智性温婉取代大声的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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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实问题来取代激进主义,具有一种别样的力量。由此,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讲,“半糖”哲学也是对激进的女

权(“女拳”、宣扬性别对立、矮化男性等)与女性文学书写的一种纠偏。
四 结语

学者小说书写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重要的组成部分。骆平的小说具有学者小说的共性,同时将知

识分子还原成普通人,是具有生活质地的写作。骆平的写作对智性写作有一定程度的警觉,体现出一种创作上

的变法。从她早期作品到当下的写作来看,有一种较为明显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写作习惯于一种技法的沉迷,
有时甚至达到炫技的程度,骆平的小说也对形式追求有一定探索,但并未陷入一种无效的循环和盲从。从女性

写作大潮来看,骆平的小说也有一种改变性尝试,并不仅仅宣泄女性身份带来的各种负面的东西,更多的还是

在努力寻求一种解决的办法。“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对生活的思维和审美方式,与短篇小说有着极大的差异。其

主要差异就在整体性与枝节性上。短篇小说透过一个枝节反映现实,大长篇小说则须全景式地将整体描述出

来,使读者看到现实社会的整体。”①骆平的中短篇小说都是采用围绕一个问题或事件反复敲击的模式,而长篇

小说则明显追求一种整体性的全景呈现,举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这是一种小说书写的辩证法,
小与大、个体与社会、历史与当下,还包括形而上与形而下、物质与精神、庸常与诗意等多层面的辩证,这既是对

历史与当下的整体把握,更是对世界与内心疆域的隐秘凝视,这种兼具个体审美特质与抒情共同体建构的创作

旨趣,注定会在现实主义文学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骆平仍在继续着她的小说书写,而这些她反复探讨的议题

必然会在新作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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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规生成与社会变迁
———以清代中后期成都刘氏族规碑刻为例的研究

郭广辉

  摘要: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剧增、社会动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民间社会出现了订立家法族规的高潮。现存

于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宝胜村的刘氏族规碑刻为探讨族规生成的过程和原理提供了较好例证。碑刻记载了道

光至光绪年间刘氏家族订立的三种族规和一种诉讼首状,通过逐一解析各族规和首状的内容及其生成逻辑,可以

发现综合性族规实际上是一个较长时期家族演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映,其内容生成并非“一次性”的知识生产,而是

知识层累的结果。族规研究,需要将其置于社会情境和生活实践中加以阐释,注重对其生成、演变过程的梳理,贯

通其与其他文献类型的关联。此外,刘氏族规碑刻对从微观角度深入理解清代中后期成都平原的家族特征与地方

社会的结构过程颇具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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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规是指家族内用来约束家族成员的行为规范,一般来说具有强制性和惩罚性。追溯其历史,目前所知

最早的成文族规诞生于唐代,历经宋元时期的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尤其是到清代中后期,因人口剧增

和社会动乱等因素,民间兴起了制订家法族规的高潮①。家法族规在民间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引起历史

学、法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的关注。前辈学者对历代家法族规或区域家法族规作了较为整体性的

研究,重点探讨其内容、类型、特点、作用、评价等问题②。有关族规订立的问题,学者多从制订机构、指导思

想或内容来源、订立和颁布的程序等角度来展开论述③。这类研究多通过将众多家法族规的条文按照主题

作重新分类组合,以作类型化描述或总体性概论,有益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家法族规的时代特性或区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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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费成康主编《中国家法族规》(修订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页。
民国时期,林耀华和瞿同祖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下,分别在其《义序的宗族研究》(燕京大学1935年硕士学位论文)和《中国法律与中

国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中,指出族规的存在及其功能,但未展开全面讨论。在瞿同祖的建议下,HuizhenLiu-Wang(刘王惠箴)
的TheTraditionalChineseClanRules NewYork J J AugustinIncorporatedPublisher 1959 一书最先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族规进行了

系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历代家法族规的研究,除前引费成康主编《中国家法族规》外,代表性成果还有:戴建国《宋代家法族规试探》,
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350页;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

69-85页;常建华《试论明代族规的兴起》,本书编写组编《明清人口婚姻家庭史论———陈捷先教授、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念论文集》,天津古籍

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47页;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有关区域家法族规的研究,则以徽州家法族规的论

著最多,如:赵华富《徽州宗族族规家法》,赵华富编《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33页;卞利编著《明清徽州

族规家法选编》,黄山书社2014年版;等等。
参见: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第78-85页;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修订版),第23-45页。



征,却无意间忽略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具体家法族规与其得以诞生和存在的历史情境之间的关联。
事实上,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Geertz)的话说,族规与法律一样都属于“地方性的技艺:它

们都凭借地方知识来运作”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脱离“地方知识”来讨论族规。正如杜正贞的研究说明,
族规有着复杂的生成、确认和修改的过程,除了受国法、儒家礼仪的影响外,更与人们的生活和利益密切相

关,其间充斥着权力的博弈和话语的竞争②。族规不仅仅是社会的反映,还对塑造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我们需要将族规的生成及其作用,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来认识,既在社会变迁的脉络中具体呈现族规的生

成逻辑与原理,又要通过族规的内容和作用来深入理解社会变迁的过程与机制。
明末清初,成都平原在战乱、灾荒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代前期,大量外省移民

的到来,才逐渐使地方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随着移民定居和族人繁衍,到清代中后期各家族往往会在

族人管理、资源分配、社会秩序等方面遭遇众多挑战或困境,订立族规成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普遍做法。这些

族规大多载于族谱中③,或者刊刻在石碑上,为我们探讨成都平原的族规与社会变迁提供了丰富史料。
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成都刘氏族规碑刻。在今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宝胜村刘家大院的祖堂西

侧墙壁上,镶嵌着两块族规碑刻。每块碑刻高约1米,宽1.17米,碑文为阴刻楷书,竖排左行,两块碑刻内容

相连,全文近4000字。碑文刊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篇首为时任成都府简州知州霍勤炜颁发的示谕,准
许刘氏族人呈报的新订族规立案遵行。刘兴国等人在呈文中称,祖先由江西入川后在桃花寺附近置业定居,
经历100余年后,“届兹人众族繁,恐有不肖玷辱先灵。民等集族会议,仍遵先祖遗训,兴设尝会,培植风水,
保固蒸尝,原期惩不法而赏有功”,于是,公议订立条规19则,并且将“先年治不肖之案及合约”一同抄粘刊

碑。这里所谓的“先年治不肖之案及合约”,是指刘氏家族订立的道光十六年(1836)“拆屋文约”、道光二十六

年(1846)“堰塘使水条规”以及光绪十四年(1888)惩治族人的“首状”④。所以,刘氏族规碑刻的主体内容,除
了光绪三十一年新订立族规条文外,还包括早前订立的两份合约和一份首状。从内容来看,新族规与合约或

首状分别属于独立的文本,后者并非族规条文的组成部分,但又与之密切相关。刘氏族人认为早前的合约或

首状对族人仍具有约束或警示意义,并且新族规条文的部分内容来自于早前的合约或首状,所以要将其一并

刊刻。从性质上说,四种文本各具特色。族规按照调整范围分为“单一性规范”和“综合性规范”两类,按照文

字形式则分为“法条式”、“训诫式”和“合约式”三类⑤。根据刘氏新订立族规和合约、首状的内容及形式(详
见下文),可知光绪三十一年族规条文属于法条式综合性规范,道光十六年“拆屋文约”是合约式单一性规范,
道光二十六年“堰塘使水条规”为法条式单一性规范,而“首状”作为一种诉讼文书,不属于族规的范畴。尽管

刘氏族人将“拆屋文约”和“堰塘使水条规”称为“合约”,但二者是分别针对单一事项的专门规范,在本质上也

属族规的范畴。因此,刘氏族规碑刻实际上包含三种族规文本和一种诉讼文书,并且三种族规的性质各异,
具有显著的多元性特征。四种文本的产生时间,前后持续70年,表现出显著的历时性特征。这与我们常见

的那些在某一时刻订立的单种族规文本是不同的,这种多元性和历时性使得刘氏族规碑刻具有独特的研究

07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61页。
参见:杜正贞《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21-
33页;杜正贞《“异姓为嗣”问题中的礼、法、俗———以明清浙南族规修订为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23-39页;杜正贞《习惯(俗)的
确认与生成:从诉讼档案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41-149页。
以笔者在四川省图书馆所查阅的数十种族谱为限,发现《(简州)李氏族谱》(光绪四年刻本)、《(成都)周氏宗谱》(光绪三十一年刻本)、《(华
阳)桂公祠林氏家谱》(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华阳)范氏家谱》(1915年刻本)、《廖氏族谱》(1924年铅印本)等族谱均载有非常详尽的族规条

文。
首状是宋元以来常见的一种诉讼文书,用于出首告状或自首坦白。清代四川巴县、南部县衙门档案所存首状显示,“原首”与“被首”多为服

亲,且都属于卑幼犯尊长(参见:申艳茗《<南部档案>所见“首状”探析》,《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87页)。
刘氏家族的首状内容,亦属族内卑幼犯尊长的事例。
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修订版),第19-20、35-38页。



价值。因此,如果我们不只是将刘氏族规碑刻的内容作为史料来源①,而是逐一探讨各族规和首状“文本”生
成的社会情境及其彼此关系,或有助于思考族规生成的过程、逻辑和机制等问题,并深化对清代中后期成都

平原社会变迁的认识。本文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赐教。
一 由赣入川与置业定居:刘氏家族史考略

清代前期,四川是全国接受移民最多的地区。据曹树基测算,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总人口约为

1000万,其中自康熙中期以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的人口约为617万,占总人口的62%②。如此大规模移民主

要来自湖广、江西、广东、福建和陕西等省,大多属于主动自发的“经济性移民”,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迁徙入

川③。
刘氏祖先是清初大规模入川移民中的一分子。据族人介绍,当年他们的祖先刘立璋及其母李氏、兄嫂刘

立琼和陈氏一起从江西迁移进川,李氏在途中去世,最后只有刘立璋和兄嫂到达四川④。据光绪《刘氏家谱》
记载,刘氏的原籍在江西省赣州府安远县南水乡太平堡新田甲⑤。安远县位于江西东南端,“壤连闽广,万山

联络”⑥,地处丘陵区,全县“万顷山冈一线田而已矣”⑦。百姓“惟以耕稼为业”,但农事非常辛苦,“课晴问雨,
并日而营,三时迄无休息”,山区的农民只能“以薪易米”,或者散种旱禾⑧。这里的土地承载能力较弱。刘氏

在安远的始祖是刘贵七郎,原居广东龙川县,于元末因“人稠地窄”而迁居此地,垦荒纳粮。最初贵七郎和两

个儿子置有大量土地,但明中期以后受到族人讼案、差役繁重及用度奢侈等因素的影响,家族的土地规模不

断减少。随着族人的增加,人均土地亦越来越少。至明末清初传到第十世刘怀泰时,其同祖父堂兄弟就有十

位,族众之繁可见一斑。清初又有大量闽粤流民迁入该地,导致人地矛盾更加尖锐⑨。刘氏族人因人稠地

狭,出外营生者众,有的去了瑞金、兴国等地,到康熙年间则有不少族人迁往四川。刘怀泰的孙子即是刘立

璋。刘立璋的父亲英年早逝,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年轻的兄嫂,势单力薄,他们全家的生活想必变得更加艰难。
这时,对他们来说,像其他族人一样迁到四川去,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出路。

家谱并未记载他们入川的具体时间。有一种说法是,刘立璋等人在雍正年间入川,但这与其他事实相

矛盾。刘立璋是到四川后才结婚的,他的妻子杨氏来自居住在今宝胜村八组、九组的杨氏家族。杨氏祖先的

原籍,同样在安远县太平堡新田甲,只不过是在晚明时先迁居附近的长宁县(今寻乌县),后又迁上犹县,康熙

二十七年(1688)杨奕延迁到四川成都龙泉驿桃花寺侧近定居,康熙四十九年(1710)他的叔叔杨乔俊亦搬来

居住。据《刘氏家谱》记载,杨氏生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其长子刘士桂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所

以,刘立璋应该大约在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五年(1711-1716)间迁徙入川。据乾隆《安远县志》记载,康熙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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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刘蓬春教授曾以该碑刻为主要史料对成都东山客家的宗族管理、风水观念以及宗族和官府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系列细致研究,参见:刘蓬

春《从<刘氏家族示谕碑>看清代东山客家的宗族管理》,《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1期,第28-33页(按:该文载录碑刻全文,存在个别文字

错误);刘蓬春《东山客家的“风水”族规》,《四川文物》2008年第1期,第78-82页;刘蓬春《清代东山客家的“风水”实践与“风水”观念———
以四川成都洛带镇宝胜村刘氏宗族石刻族规碑文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16-122页;刘蓬春《东山客

家宗族组织与清朝地方政府的关系———以成都洛带刘氏宗族示谕碑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2期,第320
-324页;刘蓬春《清代东山客家宗族组织的性质———以成都洛带刘氏宗族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编《狮山论坛》(上),四
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145页。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清 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2-83页。

2016年7月29日,刘氏族人访谈笔记。
佚名纂修《刘氏家谱》,光绪年间抄本,第61a页。
董正修、刘定京纂《(乾隆)安远县志》卷1《舆地志·形胜》,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第8a页。
杨霄远《薄敛疏》,魏瀛修、鲁琪光等纂《(同治)赣州府志》卷66《艺文志·明文》,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第6a页。
黄文燮修、徐必藻纂《(道光)安远县志》卷11《风俗志·农事》,道光三年(1823)刻本,第1b页。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第26-31页。
刘士濬《增修迁川实录谱系后序》,佚名纂修《刘氏家谱》,第62b-64a页。
光绪《刘氏家谱》没有记载刘立璋等人迁川的时间。据孙晓芬介绍,刘立璋的八世孙刘隆文,曾在1980年代编修《刘氏考正(证)族谱》(笔者

在田野调查时未见该谱),称他们是在雍正年间迁川的。参见:孙晓芬编著《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
页。
杨祖志、杨祖云纂修《杨氏家谱》,光绪二十三年(1897)抄本,第1b页。



二年(1713),赣州府境内发生了严重水患,安远县虽地势较高但亦未能幸免①。这次灾害很可能是刘立璋一

家决定离家进川的促发因素。
碑文记载,刘立璋在桃花寺“置买粮业,创造房屋”。但刘氏族人对祖先创业方式的记忆却有两种自相矛

盾的说法:一种是说刘立璋先充当佃户,然后插占土地而落业②;另一种则说刘立璋先靠佣工度日,稍有资财

后佃耕而食,直至丰衣足食后才购买田地置业③。从当时的情形看,刘立璋插占土地是几乎不可能的。清初

官府为了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允许移民自行插占土地,报亩定籍。到了康熙末年,四川人口数量已达

289.6万人,接近前朝万历年间的人口规模④。时任四川总督年羹尧就以“虽川省丰稔,足以相容,然日久人

众,所关甚大”为由,拒绝大量外省移民来川就食⑤。此时的成都平原,实际上已经没有荒地可占了。在刘家

大院东北侧,今属宝胜村五组的地方是谢氏家族的聚居地。谢氏原籍是广东省嘉应州,谢子安和妻子陈氏于

康熙五十三年(1714)一起迁川,先到简州草池堰短暂居住,后迁宝胜寺侧近居住,买田1000余亩⑥。因此,
大约同时入川的刘立璋一家,只能购买田地落业,碑文所载“置买粮业”应是事实。他的兄嫂则在龙泉驿观音

阁(今宝狮湖水库附近)置业定居,两处相距约15公里。
刘立璋积累资本的历程和时间无从得知,但从他与妻子杨氏的同乡兼姻亲关系或可推测,这一历程和置

业选址应该与杨氏家族有着密切关系。据家谱记载,刘立璋在36岁那年就去世了。据此推知,他应该最迟

在雍正到乾隆初年买地置业。在刘家大院东侧2公里处,有一名叫锦佳池的地方(今分属宝胜村一组和岐山

村六组),是来自广东兴宁县的刘氏家族祖屋。兴宁刘氏的入川始祖,雍正四年(1726)先迁居荣昌,两年后搬

到简州两河口佃种土地,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此买地落业⑦。据此可知,到乾隆中期,成都东山地区的

土地价格和人口密度应该都还处于较低水平,刘立璋在此前“置买粮业”应该不会非常困难。另据现在的田

野调查可知,大概在乾隆中期,这里家族分布的空间格局基本定型。也就是说,乾隆中期以后,在成都东山丘

陵地区很难在一个地方买到数百亩土地了。
刘氏族人回忆称,刘立璋当初购买的田地规模大约是300亩⑧。相比谢氏的1000余亩土地,他们的产

业并不算多。他们定居后,刘立璋祖父母和父亲的遗骸都迁葬到新居地,并且将祖传“江西龙灯”和保护神

“菩倌”(土地菩萨)一并迁来⑨。他们积极与周边家族通婚联姻,并参与公共活动,融入本地社会。距离刘家

大院最近的场市是镇子场(今龙泉驿区洛带镇),该场的江西会馆在乾隆十七年(1752)兴设中元会,刘士桂捐

银1.8两。刘家大院附近的桃花寺,则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兴设了文昌会,有“五十一家”参与,刘士桂

亦是其中一员。但是,在清代,刘氏族人获得功名者甚少,这或许限制了他们在社区生活中的影响力。
刘立璋生养了3个儿子并有10个孙子(详见图1),这是合同文约中所见的“三大房”和“九大房”的由

来。其后裔以“本立士发成,昌盛兴隆贵;大学承先统,礼义登朝位”的班辈排序。从刘立璋算起,至今已传

至第十二世。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刘氏族人离散开来,除了居住在刘家大院外,还有大量族人分布在今成都

市龙泉驿区、金堂县、郫都区、新都区石板滩和成华区龙潭寺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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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修、刘定京纂《(乾隆)安远县志》卷7《纪事志·灾异》,第7a页。
刘蓬春《东山客家的“风水”族规》,《四川文物》2008年第1期,第80页。
孙晓芬编著《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第156页。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9-70页。
《四川总督年羹尧奏陈捐银以助军赏并请密谕整顿营伍折》(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第8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71页。
佚名纂修《谢氏族谱》,光绪年间抄本,第62b页。
佚名纂修《刘氏族谱》,民国年间抄本,第31b-32a页。
刘蓬春《东山客家的“风水”族规》,《四川文物》2008年第1期,第80页。
孙晓芬编著《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第157页。
《中元祀孤碑记》,乾隆十八年(1753)立,碑存洛带江西会馆门外。
《文昌会碑》,道光十六年(1836)立,碑存宝胜村桃花寺内。
据家谱所载世系,发联房的后裔全部迁出刘家大院,故未列入“九大房”之内。
孙晓芬编著《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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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刘氏入川始祖刘立璋及前后世系图①

二 人满为患与族人离散:道光十六年“拆屋文约”订立的背景与影响

清代前期,移民先祖的创业历程往往充满幸运、艰辛和不确定性②,但在实现有田可耕、有屋可居和子孙

满堂的理想后,他们无疑对未来充满信心。然而,因族人繁衍增多和生产生活资料的有限性,过不了多久,移
民后代子孙就会遇到田地和房屋的难题。刘氏族规碑刻刊载最早的族规,是订立于道光十六年(1836)十一

月二十日的“拆屋文约”,此时距离刘立璋入川约120年。该文约说到,刘氏家族内“眼今死者死,病者病”,一
种对生命和健康的担忧正笼罩着族人。大约就在当年的秋收以后,刘氏族人便专门请来阴阳先生看原因。
阴阳先生发现,“先年老屋当门所种树林与下檐菜园之地,修为房屋之所”与老屋“实有关碍”,老屋左侧本欲

公坟墓后所修房屋与祖地“亦有关碍”,他还告诫说,“若房屋不拆,日后被祸不小,伤害实多,不惟退财破产,
而且害人损丁”。在这种焦虑不安之驱策下,三大房子孙在香火堂商议,就“惜死顾生”达成一致,强制要求房

主限时拆去先年所修有碍风水的房屋、粪房和猪圈等,砍去老屋当门的树木,要求以后任何人不得在老屋当

门左右下檐和祖坟后修建房屋,违者将被强拆,甚至报官究治,并相约:“恐口无凭,立合同三张,各房执一张,
子孙永远存照。”该文约是专门针对族内修建房屋的规定,因此属于单一性族规,其内容并不复杂。但若要理

解该族规订立的背景和逻辑,我们需要思考以下三个重要问题:其一,族人为何先年在此处修建房屋? 其二,
刘氏家族强拆族人房屋的权力来源为何? 其三,强拆房屋会带来什么后果?

“拆屋文约”签订之时,刘氏族人已繁衍至第五、六代。以刘立璋的儿子为第二代算起,刘氏家族的男子

数量从第二代到第五代分别是3人、10人、28人和66人。笔者曾统计过附近另一移民家族廖氏家族的人口

增长状况,同样显示其族人数量自第四代起呈现大幅增长③。从时间上看,移民家族人口大幅增长开始于嘉

庆初年,这与四川全省人口数量增加的特征相一致。据学者研究,到道光十六年(1836),四川人口总数已超

过2500万④。相应地,相比清初人均耕地面积则大为减少。这虽然尚未威胁到人们的生计,但有些人在房

屋居住方面已遇到不小的麻烦。
刘氏家族所在的宝胜村,位于成都平原东部低山丘陵区。这里的村落与平原腹地一样,都是散居形态,

农民居住的农庄俗称为“林盘”。林盘的内层为房屋宅院,外层为竹林树木环绕,林盘之间则为耕地。东山地

区大多数传统房屋是一种类似于四合院的样式,由上、下两个堂屋组成,故称为“二堂屋”。按照房间数量,它
又分为两种样式:一是“硬八间”,即共有8间房屋;二是“假六间”,即只有6间房屋,没有左右厢房⑤。这样

的一座四合院是房屋的基本单元,因周围基址的宽窄和人口的多少,可在左右两侧按照相同样式造屋,组成

一个具有三个、五个或更多四合院相连的横长形建筑物,且每座四合院都有一个独立的大门,各四合院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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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据《刘氏家谱》第50a-67b页绘制。
参见: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版,第313-379页。
郭广辉《移民、宗族与地域社会———以清代成都廖氏宗族为中心的讨论》,西南民族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7-61页。
参见:刘铮云《档案中的历史:清代政治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6页。另据王笛测算,道光十五年(1835),四川省人口

总数是2473.4万人(参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80页)。
陈洪东《传统家屋的居住空间与礼制文化的变迁和转型———以成都东山客家家屋文化变迁为个案》,《求索》2013年第4期,第225-228页。



则以上堂屋的檐廊相通。民间一般称为某家大房子或老房子,常以五匹或七匹大门来表示房屋的规模。
刘家大院现仅残存一个较为完整的四合院,属于“硬八间”样式,横长为12.5米,纵深是14米。上堂屋

和下堂屋各房间面积约为20m2,厢房和门厅面积约为14.5m2。虽然两侧房屋已被新修的独立房屋所替代,
但从该林盘房屋基址的长度可以推断,刘家大院原来共五匹大门,即共有40个房间。在刘家大院东南方向

400米处,原有另一座刘氏家族的大房子,此前因政府征地而拆毁,不见踪迹。如果此座大房子与刘家大院

的规模、样式完全一样,则刘氏家族的房屋一共有80间。随着族人的繁衍,人均占有的房屋势必越来越少。
据“拆屋文约”记载,自建房屋的族人是昌仁和骍龙。骍龙应该是某位族人的字或号,未能根据家谱确定其身

份。昌仁是长房发魁的孙子,按各兄弟分家时均分房屋计算,昌仁可分得的房屋为1/135份①,即约为0.6
间。如果去除门厅、祖堂和厨房等地,他所分得的房屋则不足半间。按照房屋面积计算,即便算上所有房屋,
他可以分得的生活空间仅为10m2。昌仁生有2个儿子,他们每人都仅能分得1/4间房。刘氏族人所住房屋

和生活空间的逼仄,由此可见一斑。昌仁所在的长房会首先遇到这一难题,如果兄弟子孙数量众多而又不富

裕,房屋居住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在田野调查中可以发现,现在东山地区的林盘基本都创建于清初至道光年

间。所以,受限于人均耕地的减少和地形因素②,在原有林盘附近新建四合院房屋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如果

个人再没有足够的钱财到他处购置房屋,除了在附近隙地或自己分得土地上修建房屋,别无他法。族人在妨

碍风水的地方修建房屋,实属无奈之举。
自建房屋的族人看到老屋门前和祖坟后侧有空地可用,可能未曾料到会妨碍风水并招致族人的群起反

对。在传统时代,人们认为房屋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还是“一个与宇宙有关的、有能量的空间”,房屋的方位和

空间布置要讲求好“风水”,占风水的基本原理是“一个位于有利地形的房宅,部分由方位决定,也由山丘、溪
流、大石和树木的配置与形状决定”,房屋“构造的细节”以及“布局设计”都是“为了顺导宇宙能量而为居住者

谋利避害”③。在成都平原,林盘与周围的耕地、水流、道路、林地及相依托的台地和丘陵等构成一个密不可

分的体系④。刘氏家族所请阴阳先生认为,昌仁等人修建的房屋和当门树木的配置不利于“气”的流通,造成

族人或病或死。从科学的角度理解,风水是想象的知识,并非刘氏家族遭遇危机的真实原因,我们不必深究。
但值得追问的是,刘昌仁等人修建的房屋被强拆何以可能? 刘氏家族的权力来源和实施手段为何?

“拆屋文约”记载,在听到阴阳先生的告诫后,刘氏家族的三大房子孙“目击心伤,情实不忍”,遂“约齐叔

侄兄弟、老幼尊卑人等”,在老屋香火堂商议此事。以“惜死顾生”为原则,三大房人“老幼同心,祖孙合志”,决
定拆除有碍风水的房屋、粪房和猪圈,砍去树木,并规定日后不许在此处复修房屋。这一决定体现了集体(三
大房人)对个体(刘昌仁、刘骍龙等人)的强力压制。文约的签订者共有10位,分别来自“发”字班辈的10个

房支(参见图1),其中“发”字辈2人,“成”字辈6人,“昌”字辈2人,他们均是刘昌仁的祖父、叔伯或兄长。
这说明这一文约的签订和执行,依赖的是长辈对晚辈的权威。文约中出现的“概行尽拆”,“若有不依从者,三
大房人到前一概与他砍去拆了”以及“倘有一人胆敢复修房屋横霸,众族人到前预先拆屋,以后与他理论”等
表述,说明这一族规具有强制性。因此,我们看到刘氏家族“拆屋文约”的逻辑是:集体(家族)的利益优先于

个体(族人)的利益,后者必须无条件服从前者。“拆屋文约”反映出刘氏家族长辈权威以集体(三大房人)的
名义转化为家族的管治权力,这一权力表现为外部的强制性惩罚。

刘昌仁因家庭内部分家的“排挤”效应,被迫在老屋外围修建房屋。刘氏家族订立的“拆屋文约”,又将他

“排挤”出刘家大院。经过“双重排挤”作用,刘昌仁、刘骍龙等人只能搬离老屋,到他处购置或租赁房屋居住。
当然,也有族人主动搬离老屋到异地置业的情况出现。我们从清代到民国年间东山地区的契约文书中可以

看到,大约有1/5的土地、房屋买卖契约,显示卖主出售产业的原因是“移业就业”或“移窄就宽”⑤。不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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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昌仁的曾祖父兄弟3人、祖父兄弟3人、父亲兄弟5人、自己兄弟3人。按照兄弟均分的原则计算,他所应得的房屋即为1/135。
成都平原腹地和东山地区的地貌具有“大平小不平”的特点,地势低洼处容易积水而造成洪涝灾害,不宜修建房屋。
白馥兰(FrancesaBray)《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8页。
方志戎《川西林盘聚落文化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4页。
郭广辉《清代民国年间成都乡村的田房产业交易———以<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为例》,《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5年第3期,第50-51页。



论是被动搬离老屋,还是主动异地置业,都与老屋或祖地的生产生活空间狭窄有重要关系,并且在客观上都

造成了族人的离散。随着各房子孙越来越多,搬离祖屋的族人也就越来越多。他们搬离后,他们的名字在家

谱上往往成为一个“尽端”,其后人信息不见记载。据《刘氏家谱》可知,第五代“昌”字辈族人共66位,其中

27位搬离老屋,占40%;第六代“盛”字辈族人共88位,其中45位搬离老屋,占51%。晚清以来,族人离散

的速率和比例越来越高。这是晚清成都平原人口高速增长后人口流动和家族离散的一个缩影。生态环境、
房屋结构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其他地区亦普遍存在,同时又有显著的区域特征。如闽西南地区土

楼的结构形式与分家的矛盾,就导致本地人口的大规模流出,他们或迁到附近村落、乡镇,或迁到江西、浙江

等省,甚至有不少人迁到东南亚各地①。但成都平原的人口流动,大多是流向附近村落,或者迁到附近州县,
跨出成都府或四川省的少之又少。伴随着高频率的人口流动和家族离散,清代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田地、房屋

产权亦发生高频变动,社区人口不断重组,社会关系趋于复杂,社会秩序的维护遭遇重大挑战,乡村社会组织

因之呈现出显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
三 从私家堰塘到公共堰塘:道光二十六年“堰塘使水条规”订立的逻辑

对生活在林盘中的人们来说,房屋是最重要的生活设施,而土地和堰塘则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成都东

山地区是一片低山丘陵,海拔在500-1000米之间。由于地势相对较高,发源于平原西部龙门山脉的河流均

绕行此地,东部龙泉山脉的细小溪流灌溉田地的作用又非常有限,直到唐宋时期东山地区的土地才逐渐垦辟

成熟②。这些无法得到江河溪流灌溉的田地,只能靠天降雨,在宋代被称为“雷鸣田”③。东山“雷鸣田”在类

型上属于塘田,与唐宋时期全国山泽地区的圩田、梯田的开发进程是基本同步的,都属于“灌排农业”。塘田

的灌溉,最重要的是人工开挖山塘蓄水,塘的面积与所灌溉田地的面积之比约为2∶8或3∶7④。在东山地

区,除了挖塘,还可以在小溪流中以土、石为材料潜水筑堰以蓄水,称为河堰⑤。有史志云,“壅有源之水,引
而注之,分流接派,曰堰;聚无源之水,潴而蓄之,挹彼注兹,曰塘。皆以人力补天工,润彼嘉谷也”⑥。所以,
成都平原的人民通常以“堰塘”统称本地的水利设施。

明代后期,成都地区各州县的堰塘数量相当繁多⑦,但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和灾荒后,田野荒芜,“沟渠

壅塞,寥寥孑遗,姑取其近水者而垦之耳”⑧。随着外省移民的涌入和土地开垦范围的扩大,修复或新建水利

设施是最急切的工作。到东山地区落业定居的移民,其首要任务就是挖筑堰塘。实际上,挖筑堰塘和修建房

屋一般同时进行,因为挖出的泥土可用来平整、抬高屋基以及打成泥砖以筑墙。同时,堰塘还可用来养鱼、提
供生活和灌溉用水,是移民定居后不可或缺的生活生产设施。据刘氏族人介绍,老屋附近原有一座30亩的

大堰塘,是入川始祖刘立璋的长子刘士桂率领家人开挖的,故数百年来该大堰叫作“刘士桂堰子”⑨。东山地

区的堰塘多以挖筑的家族姓氏命名,如在刘家大院附近就有刘家大堰、钟家堰塘、李家堰、罗家堰、游家堰、白
家堰等,甚至有的以开挖堰塘的个人名字命名,如刘士桂堰子、刘桐棕堰塘等。从名称就可看出,这些堰塘基

本属于私家所有。在管理制度上,这些私家堰塘由自家管理,与平原腹地的堰渠体系“有长有吏有夫有约有

甲”的管理制度不同。
堰塘的性质并不决定于挖筑所费工力的多少或灌溉田地的面积,而是决定于灌溉田地的产权结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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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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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任修、张世雍等纂《天启成都府志》卷6《水利志》,李勇先校点,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整理《成都旧志》,成都

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第93-95页。
佟世雍修、何如伟等纂《康熙成都府志》卷28《水利》,李勇先校点,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整理《成都旧志》,第

167页。
刘蓬春《东山客家的“风水”族规》,《四川文物》2008年第1期,第80页。
魏用之《新都水利考》,陈习删修、闵昌术等纂《(民国)重修新都县志》第六编《文征》,1929年铅印本,第27a页。



移民家庭落业定居时挖筑的堰塘,只是用来灌溉自家田地,家长可决定所有事务,这时的堰塘是私有性的。
然而,当家庭分家或田地买卖时,堰塘水分会随着田地产权的变化而被分割。东山地区的分家文书,会明确

规定各股产业的田地、房屋和堰塘的水分权利。如道光三年(1823),袁氏的分关文书就注明:“堰塘壹口,叁
股均收均放。河堰壹股,叁股均车均扎”①。在土地买卖契约中,大多亦会注明“堰头水道仍照旧例灌溉”②,
或者依照买卖土地面积规定堰塘使水的份额及相关权利和义务。当同一堰塘灌溉田地属于不同所有人,它
就具有了公共性。因堰塘蓄水是有限的,如何分配,需要各相关所有人协商确定。若有人不遵约定,就会引

起矛盾和纠纷。堰塘水分析分的次数越多,涉及所有人越多,引起矛盾和纠纷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加上不同

田地的面积大小、位置高低以及距离远近各不相同,在争相使水的时刻非常容易产生冲突③。从根本上说,
这类矛盾和纠纷的产生,缘于堰塘性质的变化,即从私家堰塘变为公共堰塘。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刘氏家族的“堰塘使水条规”,就是因这类矛盾和纠纷而订立的。其文记载,
此时刘氏家族共有“大小堰塘二口,河堰三座”,田地分上、中、下三节,但因“人多分受,插花佃、卖不一,使水

不均,强者多栽,弱者不忿”。前文已述,至道光年间,刘氏家族已经繁衍至第五、六代,经历过很多轮次的分

家,再加上土地买卖和租佃导致的土地产权变动,刘氏祖先挖筑的堰塘早就变成了公共堰塘。有些族人或土

地所有者不遵约定,强行占水或阻挠他人,便会出现所谓“强者多栽,弱者不忿”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刘
氏族人共签订了十条规约。这些规约大体可分为四大部分:一是明确权利,如第九条规定“堰塘、河堰四处有

田之人,人人有分,不得胡说你我有无”;二是明确义务,如第一条规定堰塘、河堰的堰埂“有分人等,帮工出

力”,第二条规定冬水田的田埂由“自己培补封塞”;三是明确各堰塘、河堰灌溉的田地分布及用水时间和顺

序,共包含第三至第八条等六条规约,是该合同的核心内容,确定大堰之水不许灌溉大坝沙田、车水遵循“延
上而下”的原则、天旱时节优先保障秧田的用水等事项;四是成立管理机构,如第十条规定“年年公报堰长三

人,经理水事”,若有违反条规者,“经理水事三人传众是问,任随三大房人等将过分栽插之田到秋收割归众,
不得为情不罚。如有豪强,禀官究治”。显然,该合同与“拆屋文约”一样,都只针对单一事项,因而属于单一

性族规,并且都具有强制性和惩罚性。
水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议题。王铭铭提出,在中国社会中,从朝廷到农村社

区乃至家庭,都可能因争夺水利这一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而展开斗争,“斗争的结果,有时是社会依据利益产

生分化,有时是社会依据利益形成结合”④。我们看到,成都东山地区围绕堰塘的使水纷争,实质上是家庭之

间的纷争,这会让刘氏家族内部产生分化。近30年来,学者们对 “库域型”、“泉域型”、“堤垸型”等类型的水

利社会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⑤,然而,他们关注的多是大中型水利设施的修筑、管理及其社会意义等问题,虽
有提及在南方丘陵山区广泛存在的像成都东山地区堰塘一类的小型水利设施,却缺乏专门而深入的研究。
不过,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认识成都东山地区小型堰塘的鲜明特点。其一,堰塘修建之初,尽管

需要较多人力,是家长邀请亲邻友人或雇请人工来挖筑,故堰塘属于私家所有而非公共资源。家长就是堰塘

主人,对堰塘的管理和使水具有唯一的、绝对的支配权。这与大中型水利设施的修建需要官府督导或区域内

跨家族的人群合作是不同的,因而堰塘修建并未产生家族或区域联盟。其二,随着堰塘灌溉田地的产权转

移,因堰塘蓄水的有限性,田地所有者或租佃者之间容易围绕使水和堰塘维护问题产生纷争和冲突,这促使

地邻间产生分化。像刘氏家族一样,林盘附近的土地大多属于同一家族所有,故堰塘使水的纷争会促使族人

间的分化而非聚合。他们的矛盾表现为个体或家庭间的矛盾,而非家族、村落或区域联盟之间的矛盾。其

三,堰塘修建之初,无需设立管理机构,但到堰塘灌溉田地的产权构成愈趋复杂的时候,才需要设立堰长作为

管理机构。刘氏家族的使水条规说明,堰长由各房分别公报一人组成,并未按照堰塘灌溉田地面积的多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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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开全主编《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巴蜀书社2012年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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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12年版,第163-187页;张俊峰《当前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问题》,《史林》2019年第4期,第208-214页。



产生。其四,堰塘所涉社会范围较小,并未有因堰塘而产生的神灵或庙宇。由上述特点可知,在成都东山地

区,人们因堰塘使水纷争产生的是“离心力”,而非“聚合力”。清代四川一些州县保存的诉讼档案显示,有关

堰塘使水的纷争和冲突并不鲜见①。为了应对这种困境,如果堰塘的使水者主要是某家族的成员,就需要像

刘氏家族一样制订使水条规;如果堰塘使水者来自不同家族或其关系比较复杂,可能需要官府来裁决和订立

条规。成都东山地区的堰塘使水条规的意义在于:创立管理机制,明确各家的权利和义务,尽量减少纷争而

形成新秩序。
四 无业游民与团族难安:光绪十四年“首状”的社会镜像

就在“拆屋文约”和“堰塘使水条规”签订之际,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近代史的进程由此开启。鸦片战争并

未给居于内陆的四川地区带来显著的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平静如常。对刘氏家族来说,在处理完房

屋、堰塘问题后,家族秩序和日常生活可能暂时会有所好转。然而,此时族人或许无法预料到的是,40年后

族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问题会遇到严重威胁,社会秩序会越来越差。光绪十四年(1888),刘氏家族的一份首

状显示,是年“刘家祠九大房家族”将偷盗焚杀族人的刘兴銮及其兄刘兴隆捆送简州衙门,前者被判“装笼致

死”,后者因管束不力和纵容罪而被判终身监禁。我们不禁要问,清末刘氏家族何以出现族人“相互残杀”的
局面? 这40年间,成都平原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前文已经提到,道光年间,四川人口已达到较高规模。在土地矛盾加剧的同时,伴随着土地集中,贫富分

化愈发严重。然而,成都地区有着发达的土地租佃市场和手工业、商业贸易,人们的生计实际上并不会受到

严重威胁②。但是,有些无产者因从家庭或家族离散出来而缺乏管束和帮助,又因懒惰而成为游民或加入

“啯匪”团伙,使得偷盗、抢劫③、啯匪聚集④等事件屡有发生,社会秩序愈趋混乱,社会风气渐趋败坏。道光末

年,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将四川强行卷入历史洪流中。四川虽不是主战场,但却是清军的大后方、前线的

“协济”省份。为了筹集军饷,四川官府采取预征田赋、加派津贴、抽收盐厘、开办捐输、征收厘金等举措,加上

清廷铸造大钱导致通货膨胀⑤,让百姓的生活负担大大加重,破产者和流浪者大为增加。四川多地发生起

义、动乱,其中尤以咸同之际的“李蓝起义”规模最大,影响最著⑥。同治元年(1862)三月,起义军溃兵窜扰镇

子场(今洛带镇)和附近的龙泉驿、柏合场等地,镇子场保正刘凤图率团勇追击至华阳县西河场(今西河镇)被
杀⑦。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百姓被裹挟进起义军队伍中,庐舍田地被摧毁,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为了防御

李蓝义军,咸同年间,成都各州县开始兴办团练。战乱平定后,为了进一步安定社会秩序,光绪初年,四川总

督丁宝桢奏兴保甲,当时简州共编联66大保,每保设总保正一人、副保正一二人不等⑧,团保成为重要的基

层组织。
刘氏家族的刑事案件,就发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首状记载,刘兴銮曾“无所不为”,在光绪十年(1884)

“偷盗焚杀”族叔刘盛清。我们在《刘氏家谱》中没有发现刘盛清和刘兴銮的名字,因而无法获知他们的服属

关系,首状亦未交代案件的具体细节和缘由。首状称,凶案发生后,族众本来要将刘兴銮“捆送”官府,被其胞

兄刘兴隆“硬保”下来,“书立服字,逐出,永不回家扰害团族”。按照清朝律例,“凡谋财害命,照律拟斩立决”,
且族正或族中有品望者有举报“匪类”的责任,否则便要照保甲一体治罪⑨。所以,照清代法律,刘氏族人需

要将刘兴銮送交官府,并应处斩刑。刘氏家族的做法并不符合国家法律的要求,首状称系因刘兴隆“硬保”才
未将其送官,可能主要是为了洗脱罪名。不过,就家族法的惩罚方法来说,将族人“逐出”并令其“永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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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仅次于送官究办的最严厉惩治办法①。然而,家法的约束力是有限的。大约过了三四年,刘兴銮又回到刘

家大院。如首状所述,“今遂浪尽无聊,归家霸踞老宅,恃刘兴隆窝留,昼食洋烟,夜间行窃,以致团族难安,被
劫受害之家不少。族众捕拿送究,伊胆吼‘移送处不毙,回家定要焚杀劫夺’等语”。为了保卫族人的生命财

产安全,“剪除一方之害”,刘氏族人不得不将其兄弟一起捆送衙门,交给官府来处治。
因为首状并未载录刘兴銮兄弟的辩诉,我们无法判断该首状内容的真实性。但从文字表述中,我们可以

看到一种真实的时代剪影和社会镜像。据首状描述,刘兴銮是一个无产者,常年在外流浪,嗜好鸦片,靠行窃

为生,并有命案在身。事实上,刘兴銮的“无所不为”,并不是特例,而是一个群体的缩影。自嘉道以来,成都

地区“市井场镇每多游荡无业、赌博好事之辈,于赛神、演剧、赴会、赶场之日,勾引乡愚,使富者破悭囊,贫者

卖田宅,呼朋引类,群聚轰饮,酒酣气盛,动辄斗殴,甚或勾引赌博,乘醉强奸,因醉行窃”,导致“废时失业”又
“狱讼益繁”②。道咸之际,“吏胥贿通衙门,结盟聚赌,豪夺巧偷者,虽势焰薰灼,咸指而目之以为非类。同治

以后,此风少变”③。可以看出,在清代中后期以来,成都平原就有不少无业游民,并且群体规模逐渐增大,刘
兴銮就属其中一员。这一人群产生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前述人地矛盾的加剧、社会风气的转移、动
乱、田赋加派以及哥老会的传入等因素。但不应忽视的是,前述的道光年间“拆屋文约”,说明家族因居住空

间的限制及其采取的“排挤”策略客观上让一些族人成为游民。当刘兴銮归家时,族中长老称其“霸踞老宅”,
说明他已经完全失去在刘家大院居住的权利。然而,站在这些无业游民的角度,他们的生活容易染上吸食鸦

片或聚众赌博的恶习,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靠行窃为生,并且为了保全自己而积极加入盟会团体。当他们

走投无路时,很可能会侵害族人或邻居的财产甚至生命,造成“团族难安”的恶果。家族将被视作“威胁”的族

人逐出,却难以避免受其伤害。所以,在社会失序的状态下,不论是被家族排挤逐出的个人,还是家族自身,
都会受到伤害或威胁,这就使得彼此之间关系更为紧张,冲突更为剧烈。

在官府和士民眼中,这些为非作歹的无业游民是应被惩治的对象。这种观念在族规戒约中就有所反映。
编修于光绪九年(1883)的《华阳范氏族谱》,就载入该家族的戒约之一:“各房嗣孙或有不贤不肖,嫖赌奸盗,
学习邪教,食鸦片烟,入英雄会,偶犯一弊者,凭族扣其丁分,不许入祠祭祀。倘顽梗不服,为祠首者协同祠众

送官处治”④。范氏家族与刘氏家族一样,如族人为初犯或偶犯此处所述种种恶行,就剥夺其作为族人的权

利,甚至将其逐出家族。这是家族内部的惩治。如果这一惩治无效,族人“顽梗不服”,或屡犯不止,则要由族

中首领将其送官,按照国法处治。过去一般认为,家法族规是国法的补充,前者有协助后者维护社会治安的

作用。这一观念无疑是站在国家和国法的立场而言的。但站在家族的立场,我们可以发现,晚清刘氏家族为

了解决族内问题和维持家族秩序,不得不主动“引入”国法。所以,这一行为的实质是,在社会矛盾加剧和家

族秩序遭遇严重危机时,刘氏家族不得不借助官府和国法来解决族内问题。这一现象无疑在客观上强化了

官府权力和国家法律在基层社会的渗透与实施。
五 国家认同与家族权力:光绪三十一年新族规的内容与实质

在很多家族像刘氏家族一样感到“团族难安”的时候,周遭的社会也不太平,正孕育着更大的危机。光绪

十七年(1891),重庆被迫开埠通商,四川农村社会经济自此受到外国商品的严重冲击⑤,加上官府滥加捐税、
水旱灾害、地主盘剥和物价上涨等因素,至世纪之交,四川有更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失业,阶层分化日趋严

重⑥。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川总督奎俊在奏折中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情势:“近则贫民日众,教民日多,人
心亦觉浮动,啯匪、枭匪、散练游勇之外,又有平会、成会、江湖会、孝义会等名目,成群结党,劫夺为生;无业游

民遍地皆是,掳抢之案,层见迭出”⑦。受到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在20世纪初年,四川多地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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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红灯教起义,刘氏家族所在的成都东山地区就是一个重要据点①。据民国《简阳县志》记载,光绪二十八

年(1902)二月,“神拳由资阳、乐至传入,妄称神灵附体,念诵咒语,可御枪殴,被惑者日众,州境镇子场、三星

场、芦葭桥等处均受其祸。匪首李永洪……七月廿五日率党数百人劫掠镇子场,州牧颜守彝派兵往御,众寡

不敌,哨弁陈秉钧阵亡”②。镇子场附近的各家族都难免受其影响,并且不少人可能亦参与其中。为了快速

清剿“拳匪”,四川官府一再要求各地整顿团练,严查保甲,实行连坐之法,以清“盗源”③。
光绪二十九年(1903),霍勤炜接任简州知州,将清除“盗源”、安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社会经济作为施政重

点。在这一背景下,大约在光绪三十年(1904)秋冬季节,刘氏家族拟定条规19则并呈报官府,并于次年正月

获准立案粘贴,示众遵行。前文已述,刘氏族人新立族规的目的在于“遵先祖遗训,兴设尝会,培植风水,保固

蒸尝,原期惩不法而赏有功”。这一精神与当前官府整顿社会秩序的要求非常契合。新族规的内容大体可归

为四类:第一类是关于家族权力机构及其产生办法,共5条;第二类是关于蒸尝会的会产和运作规则,共3
条;第三类是关于堰塘堤埂维护与使水的规定,共5条;第四类是关于维护族内治安和社会秩序的规定,共6
条。为便于阅览与分析,笔者将新族规的内容摘要及其与早前合约或首状的相关内容汇列成对比表(见表

1)。
表1 光绪三十一年“刘氏族规”内容摘要④及其与早前合约或首状的相关内容对比表

类 别 光绪三十一年“刘氏族规”内容摘要 早前合约或首状的相关内容

权力机构

(1)公举族堰长、经理人,并呈报官府;(2)三年报换,以上保下;
(3)不得贪婪受贿、徇情偏袒、一人擅专,违者议革;(4)报换时,若
把恃(持)霸当则禀官究治,留充管理须公同酌议;(5)族堰长、经
理人均有薪水,每年一千二百文。

道光二十六年“堰塘使水条规”第十

条:年年公报堰长三人,经理水事。

蒸尝会(产)

(1)同治年间设立蒸尝会,大房、三房均设春尝会、秋分笼灯会,会
产碾子、塘水田8亩分属四个会,若有买业、讼事、培植风水、田埂

等事务,“停会出钱支用,无事祭祖做会”;(2)周济族内鳏寡孤独、
废疾缠绵、贫苦无依者;(3)尝会应做事件,由族堰长、经理商妥照

规办理,若有人阻挠,禀官究治。

道光十六年“拆屋文约”规定,若因族

人修屋拆屋产生诉讼费用,“将碾子田

租谷所用”。
道光二十六年“堰塘使水条规”约定,
因使水产生的讼费由碾子、堰塘租谷

支付。

堰塘堤埂

(1)老屋当门冬水田堤埂朽坏严重,误却春耕,“甚至国课无输”,
现从尝会内提钱培补;(2)确定不同地点堤埂的宽高尺寸;(3)修
复旧水沟,各田小埂自行培补,各田留水五寸割谷,阻挠工程者向

官府禀究;(4)大坝子、大堰水有来有往,不得阻持,“可以保风水,
亦可以保全国课”;(5)蓄水使水规定自光绪三十一年春正式实

施。

道光二十六年“堰塘使水条规”第一

条:堰塘、河堰“培补堰埂,有分人等,
帮工出力”;第二条:当门冬水田“各人

田埂自己培补封塞”;第六条:大坝河

堰仅车大坝和中、下二坝沙田,大堰水

“永不许车大坝栽插”。

维护治安

(1)族人不得欺孤灭寡、以富欺贫、恃尊凌卑,否则轻罚重禀;(2)族
内重件祸事先投凭族堰长、经理人商议处理,如不能息,才准呈控,
若未先投族而即行瞒控,“轻则赔案,重则禀究,以正族规而敦族

谊”;(3)族人偷盗,将犯事人房业买归蒸尝,并逐其搬迁,若恃横不

遵,禀官严究,“照光绪十四年族送窝贼伙窃之族裔刘兴銮为榜

样”;(4)老屋不许招佃外姓居住,售卖房业以族人优先承买,无人

则由蒸尝各会承买;(5)族内无业子孙借佃霸踞房屋、滋扰良善、盗
窃等,由主家退押逐搬,分别良莠;(6)若族人或外姓佃户犯有盗窃

之案、挟仇挟嫌扳诬族内良善,由族堰长禀官严究。

道光十六年“拆屋文约”规定,族人修

建房屋、种植树木,不得妨碍风水,否
则将被强拆。倘有不遵,则禀官究治。
光绪十四年“首状”记述刘兴銮“扰害

团族”的事迹,包括焚杀族人、霸踞老

屋、吸食洋烟、偷盗等。

  光绪三十一年,新族规调整、约定的事务种类较多,内容详尽具体,属于综合性族规。从表1所列不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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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条规数量可以看出,刘氏家族新族规的主要内容是维护族内治安和社会秩序的法则、重申堰塘使水的规

则以及产生和更换权力机构的原则。从具体内容看,新族规相对于早前的族规或首状,既有继承,也有修改,
还有新增。继承的内容主要包括:家族尝产碾子、堰塘水田的租谷用来支付讼费;有关堰塘使水的规定和顺

序,“道光年间九大房立有合同文约,各执为据”;培补堤埂的义务“均照老规”;族内修建房屋不得有碍风水;
对犯有焚杀盗窃、霸踞老屋等人的处置办法,“照光绪十四年族送窝贼伙窃之族裔刘兴銮为榜样”。修改的内

容主要包括:原来只公举堰长管理堰塘使水事务,现在根据需要公推族堰长和经理人来管理族内一切事务;
老屋当门冬水田的大堤埂,原由田主各自培补,现从蒸尝会提钱培补;此前规定大堰水不过大坝子,“现凭族

会议,水道不通,难以栽插,此后大坝子、大堰有来有往,不得阻持”。新增的内容主要包括:族堰长和经理人

的产生、更换原则和方法;蒸尝会(产)的设置和作用;族内有违治安的其他行为(如欺孤灭寡、以富欺贫)的处

置办法;族人房业买卖的新规定。
上述族规内容的“变”与“不变”,既是清代中后期成都平原家族演变和社会变迁的结果与反映,也体现了

综合性族规生成的逻辑和机制。自道光十六年刘氏家族订立“拆屋文约”,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订立新族

规,历时约70年。从前文分析可以知道,70年来,刘氏家族遭遇到人满为患、住房逼仄、堰塘使水纷争激烈、
堤埂培补不力影响农田耕作、族人中的无业游民数量增加、盗窃焚杀导致族内治安面临巨大威胁等问题,并
且随着地方战乱、开埠通商和税捐增加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形
势更趋复杂。因此,刘氏新族规既要处理数十年来一直存在的“老问题”,还要解决近年逐渐出现的“新问

题”,解决方法亦需因形势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社会事实的存在、叠加和变迁,决定着综合性族规的内容并

非订立那个时刻的“一次性”知识生产,而是对原有单一性族规和其他约定、案例的继承、修改和新增的产物,
是层累性的知识生产。

刘氏家族新族规中修改和新增的内容,呈现出两大显著特征:一是国家认同的多面化,二是家族权力的

集中化。在道光年间的“拆屋文约”和“堰塘使水条规”中,仅仅提到若有不遵约定者会被“禀官究治”,除此以

外几乎不见“国家”的影子。但在光绪三十一年新族规中,多处可见“国家”的存在。首先是在有关堰塘使水

和堤埂培补的条规中两处出现“国课”。一处指出老屋当门的大堤埂因“各家分受,各怀奸心,误却春耕,以致

三年两不栽插,合族人众实难度活,甚至国课无输”;另一处说明大堰水灌溉大坝子田地的目的在于“可以保

风水,亦可以保全国课”。这里“保全国课”至少包含了两方面含义:一是洗脱族人与红灯教的干系,因为此前

红灯教为吸引穷苦百姓加入而声称“打富济贫”,可以“不上粮,不纳捐”①;二是促进农业生产,提高纳粮能

力,呼应官府自咸丰年间以来不断加征津贴、捐输的要求②。其次,维护族内治安的条规特别提到,将族内霸

踞房屋、私行盗窃者协送官府的目的在于“庶良莠始有分别”,这与官府整顿保甲、清查“盗源”和安定社会秩

序的要求相一致。第三,在19则条规中,“禀官究治”、“连名呈禀”、“禀究”、“协送”等表述共出现了11次,说
明刘氏家族对国家权威和通过官府解决族内问题的高度认可。因此,新族规在国课、治安和权威等多个方面

都体现了刘氏家族的国家认同。
新族规中有关家族权力机构和蒸尝会的内容,体现了家族权力集中化的特征。瞿同祖曾指出,族长实际

上就是“奉行宗族法律(家法)的法官,为族法的执行者”③。因此,订立族规就必须设立族长,不然无人确保

族规的执行。刘氏新族规第一条就是关于公举呈报族堰长、经理人的内容,但并未说明具体人数,亦未载明

第一届族堰长和经理人的名单。不过,通过对照《刘氏家谱》可以看出,新族规的16位呈请人中,除有2人所

属房派不明外,其他14人分属六个房派,其中长房发祥房5人、长房发龄房5人,另外4人分属二房发宣房

和发彰房、三房发昌房和发扬房。也就是说,此时刘氏家族内的权力主要集中在长房发祥房和发龄房手中,
房派之间权力的集中化特征非常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此前不少族人陆续迁出刘家大院,各房派在此居住的

人数差异较大,同时族内又缺少较有名望的士绅或精英,人数较多的房派自然容易获得掌控和管理家族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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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另外,从有关蒸尝会的条规可以看出,同治年间,刘氏家族设立蒸尝会的做法就是大房和三房先各

成立一个春分春尝会和秋分龙灯会①,然后将祖先留置的八亩水田移交给这四个会支配,即将原来全族共有

尝产划分到四个不同“账户”。然而,因为会产较少,新族规又称:“倘有买业或讼事,并培植老屋场风水、田埂

事务,停会出钱支用,无事祭祖做会。”这么看来,表面上看,蒸尝会设置的目的在于祭祖做会,但实际上会产

收益的首要功能还是保障堰塘设施和族内治安。因此,刘氏家族设置蒸尝会,与其说是建构家族的举措,不
如说是长房、三房分割和支配族内尝产的名目。新族规有关蒸尝会的条款,实际上就是确认此次财产分割的

合法性。
日本学者寺田浩明指出,明清时期,“合同约表面看来是通过相互合意订立的契约,实质上却往往带有有

势力者针对该地域其他居民单方发布命令的性质”②。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刘氏家族在光绪三十一年订立

的新族规,实质上就是人数较多的房派为维护和确认自身利益而制订的规范和准则。70年来,刘氏家族需

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保障农业生产和维护族内治安,但因地方动乱的发生和族内问题的复杂形势,新族规

有关两大问题解决的内容中表达了强烈的国家认同。刘氏家族中掌握权力的房派,通过设立权力机构和支

配尝产收益来保障族规的执行,而官府则批准和认可了他们的做法。家族需要国家权威和行政力量来协助

解决族内问题,国家则需要家法族规和族长权力来缓解治理压力。因此,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政

治社会模式在近代以来遭遇严重危机③,但像刘氏新族规一样,在清代中后期产生的大量经官府立案批准的

家法族规,实际上是家族与国家为应对政治及社会危机而“合谋”的产物和象征。
六 结语

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成都刘氏家族所订立的族规和首状的具体解析,可以了解族规的制订实际上与地理

环境、资源分配、权力结构、风俗习惯、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族规需要凭借“地方知识”
来运作。综合性族规实际上是一个较长时期家族演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映,其内容并非“一次性”的知识生产,
而是在原有族规、案例、约定的基础上继承、修改和新增而实现的层累性知识生产。所以,综合性族规并非一

张瞬时的静态“照片”,而是一部历时的动态“剧集”。综合性族规既蕴含着历史性,又具有现时性。明了这一

逻辑,或许可以为将来推进和深化族规研究带来启示:一是除了理解族规所蕴涵的儒家伦理、国家法律的内

容和思想外,更需要关注族规与地方社会情境和生活实践的作用与互动,阐明其时代性、地方性和社会性;二
是除了说明族规订立的机构、程序和知识来源等内容,更要梳理和探究族规生成、演变、记录的过程和机制;
三是不能仅仅就族规文本来谈族规,要将其与族谱、契约、合同、诉讼档案、地方志等多种文献相贯通来展开

综合分析。
清代中后期成都刘氏家族的发展历程和族规的订立,可看作这一时期成都平原地方社会变迁的一个缩

影。清代前期,成都平原吸纳了大量移民,到嘉庆道光年间人口开始呈现爆炸式增长,人地矛盾逐渐加剧,社
会风气发生转向,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自道光中期以来,刘氏家族遭遇到人稠地狭、住房逼仄、
堰塘水利设施维护不力、治安问题严重等问题,遂希望通过订立系列族规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族规的内

容和作用却显示出家族治理的悖论。一方面,族规通过约束族人行为,以保障水利设施的正常使用和族内治

安;另一方面,族规却将部分族人“排挤”出去,可能促使更多无业游民的产生,反过来又危害家族的安宁,同
时给官府维护社会秩序带来更大挑战。那些离开刘家大院的族人,除非给本地带来威胁,否则并不受该族规

的约束。造成这一悖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刘氏家族的组织力量较弱。事实上,清代中后期,成都平原的大部

分家族都像刘氏家族一样,属于英国社会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所称的“规模小而未分化”的家

族④,家族共同财产的数量较少,无法有效建构起家族组织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约束力,不具备以共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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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据刘大清所藏《龙泉驿洛带刘家大院刘氏宗亲春分祭祖祖传家训活动资料》(2016年3月20日)可知,“龙灯”指的是舞龙灯活动。
寺田浩明《明清时期法秩序中“约”的性质》,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王亚新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

140页。
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学术月刊》2021年第5期,第96-105页。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165页。



来维系家族认同意识的物质条件①。同时,因为改善居住环境和寻求生计的需要,很多族人游离于家族之

外,不受族规和族长的约束,这为成都平原的家族构建和社会治理带来更大挑战。认识到这些特征,我们就

容易理解,在清代成都平原乃至四川地区,移民后裔对社会组织的依赖远比宗族组织更为重要②,乡间的保

甲长、客长、团正、学董等职役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基层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③。当无业游民或弱势族人被

家族排挤出去之后,他们更有可能加入哥老会等盟会组织,形成具有地方社会特色的权势结构。因此,刘氏

族规对从微观角度深入理解清代中后期成都平原的家族特征和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颇具启发价值。

附识: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多次得到陈世松研究员的指教。本文初稿曾在厦门大学“第十三届民间历史

文献论坛”上报告,得到郑振满教授和江田祥教授的评议和启发。本刊匿名评审专家精确指出了文章的不足

之处,让我得以重新思考一些关键问题,提高了文章在逻辑和行文上的完整度。谨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文
中之不足,概由笔者自负其责。

GenerationofClanRulesandSocialChanges OntheInscriptionsofLiu
ClanRulesinChengduintheMiddleandLateQingDynasty

GuoGuanghui
CollegeofHumanitiesandEducation Foshan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528000 China

Abstract InthelateQingDynasty influencedbyfactorssuchaspopulationgrowthandsocialunrest 
therewasasurgeintheestablishmentoffamilylawsandclanrulesinthefolksociety Theexistingstele
ofLiuClanRules locatedinBaoshengVillage LuodaiTown LongquanyiDistrict ChengduCity pro-
videsagoodillustrationforexploringtheprocessandprinciplesofclanruleformation Thestelerecords
threetypesofclanrulesandonelitigationdocumentenactedbytheLiufamilyfromtheDaoGuangto
GuangXureigns Byanalyzingthecontentandgenerationlogicofeachclanruleandlitigationdocument 
itcanbeobservedthatcomprehensiveclanrulesare infact areflectionofthelong-termevolutionof
familyandsocialchanges Theformationoftheircontentisnotaone-time knowledgeproduction but
theresultofcumulativeknowledgelayers Thestudyofclanrulesrequiresinterpretationwithinthesocial
contextandpracticallife emphasizingtheelucidationoftheirgenerationandevolutionprocesses aswell
astheirconnectionswithothertypesofliterature Moreover thesteleofLiuClanRulesprovidesvaluable
insightsfromamicroperspectiveforadeeperunderstandingofthecharacteristicsoffamilyandthestruc-
turalprocessesoflocalsocietyintheChengduPlainduringthelateQingDynasty 
Keywords clanruleformation socialchanges themiddleandlateQingDynasty ChengduPlain steleof
Liuclan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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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义龙《社会整合视角下的清代巴蜀移民群体研究》,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140页。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534页。
梁勇《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40-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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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30-40年代
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

———以郑德坤、卫聚贤为重点

龚 伟

  摘要:在抗战内迁和学术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迎来了研究热潮,其总体目标

是重建科学可信的古代巴蜀文化。依据这一时期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新发现,学界已形成或以巴

蜀古史史料的辨伪与重建、或以秦汉以降巴蜀史料证说巴蜀古史、或以考古新发现材料去重建古代巴蜀文化的多

元研究新理路。在此基础之上,郑德坤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为线索,从广域的世界史视野出发,将域内外古

文化和本土有限的历史记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巴蜀文化的演进脉络;卫聚贤则以“古蜀人文化之异”为视角,将

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中有特色的古器物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材料密切结合,并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作对比研

究,从而较为全面地构建起古代巴蜀文化诸内涵体系。经过郑、卫二氏的共同努力,确立了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全

新历史脉络与内涵,最终促成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

关键词: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新学转型;郑德坤;卫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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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ZD22-02)、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历史与成都文献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学术史视野下华西大学考古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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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新旧学术转型之际,以边地民族历史与地理为特色的史学研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如西北史地

之学成为一时显学。与之相比,同西南边地民族历史和地理密切相关的古代巴蜀研究,则长期停留在一种边

缘的地方性学问状态,并没有得到主流学界的重视。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大批学人内迁至巴蜀大地,巴蜀的

战略、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开始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其内在的现实的动力乃是为建设中华民族的抗战信

心贡献力量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也提出了“继吾辈研究巴蜀古文化而发扬滋长……使巴蜀新文

化衍而为中华新文化”②之倡议。在现实动力和学术需要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学界纷纷从不同的研究理路去

研究古代巴蜀文化。如1941年顾颉刚本着“没有彻底的破坏,何来合理的建设”精神,对先秦史料中有关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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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谁都知道,抗战以来的四川,已成复兴中华民族的根据地,四川的历史已随着抗战而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新页无疑的将是写着以四川为

根据地的中华民族复兴的辉煌史迹;而就四川本省来说,则将是写着如何有效的动员四川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完成民族复兴任务的光荣伟大

的成就。所以举国上下莫不集中注意力并以热烈的情绪期待着这一页历史的写作。”参见:社论《创造四川历史的新页》,《文史杂志·四川专

号》1944年第3卷第5/6期合刊,第1页。
金祖同《冠词》,《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第2页。



蜀与中原关系记载进行了系统批判①。也有从新发现和新材料出发,提出“巴蜀文化”全新内涵的学人,如
1941、1942年间卫聚贤依据成都白马寺出土青铜器及这批青铜器所显示出的与中原青铜文化的不同特征而

首次提出的“巴蜀文化”②。总体上说,这些研究多是服务于“创造四川历史的新页”③的宏观目标。不过,多
元的研究理路预示着这一时期的古代巴蜀研究正经历着涤荡陈旧、化成新学的过程,其中所蕴含的巴蜀文化

新学转型的丰富学术信息值得关注。
迄至今日,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宏观上对此一阶段的重要研究问题

作总结。如林向总结出这一时期的巴蜀文化研究七个方面的贡献④,段渝归结这一时期巴蜀文化研究为八

个专题⑤,黎小龙则以《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上一批文章为分析对象概括出这一时期“巴蜀文化”概念

内涵中的五个基本要素⑥。二是简略地总结了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如林向提到,“过去,关于古

代的巴蜀仅限于佚史的考述与乡土古迹的著录,可信度甚低。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始有用近代方法以治巴蜀

史者”⑦;段渝也指出,1949年以前巴蜀文化研究的成果,“以甲骨文和考古资料与文献相互印证、补充,则开

创了运用近代方法研究巴蜀文化的新风”,并提出了“巴蜀文化”命题⑧。应当说,宏观方面的总结有助于整

体上判断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但对深入认识晚近时期古代巴蜀研究的新学转型过程还远远不够。虽然也

有学者提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的巴蜀文化研究开启了以“近代方法”进行研究的“新风”,但遗憾的是没

有作进一步的分析、阐述和论证。
从学术史角度看,20世纪30-40年代的巴蜀文化研究整体上呈现出用新的科学方法⑨以及新发现的材

料来研究古代巴蜀,以期重建一个新的科学可信的古代巴蜀文化。这一研究趋势启发我们要对以下这些

问题作特别关注:在巴蜀地区不断涌现的新材料、新发现刺激下,学界利用了哪些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

尝试重建古代巴蜀文化,并形成了哪些重要的研究理路,以促成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本文拟对此一重

要问题作进一步探讨,祈请方家指正。
一 和而不同:20世纪30-40年代有关“巴蜀文化”研究的三种取向

众所周知,卫聚贤在《说文月刊》1941年第3卷第4期和1942年第3卷第7期上连续发表《巴蜀文化》,
此外又以其个人的影响力向当时的学界名流广约巴蜀文化方面的文章,并将其汇刊于《说文月刊·巴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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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第1卷,第1-59页。
参见: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第1-29页;1942年第3卷第7期,第41-70页。
《创造四川历史的新页》,《文史杂志·四川专号》1944年第3卷第5/6期合刊,第1-3页。
这七个贡献分别是:30年代的“巴蜀的文化传统与中原文化的认同”、“把广汉的发现与蜀相联系”、“蜀之国在殷周之际,而历史可上溯到原

始社会”三个贡献,以及40年代的“巴蜀文化系统的归属”、“古代巴蜀的地理位置”、“文献记载巴蜀古史的可靠性”、“巴蜀遗物的辨认与断

代”四个贡献。参见:林向《近五十年来巴蜀文化与历史的发现与研究》,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

社1991年版,第3-7页。
这八个专题是“关于‘巴蜀文化’”、“巴蜀的地理位置”、“巴蜀的族属”、“时代”、“巴蜀青铜器”、“巴蜀经济”、“巴蜀文字”、“巴蜀与中原的关

系”。参见:段渝《“巴蜀文化”研究发轫》,《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58页。
这五个基本要素是“巴蜀文化的地位、巴蜀文化的空间内涵、时间内涵、民族内涵和文化内涵”。参见:黎小龙《“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

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73页。
林向《近五十年来巴蜀文化与历史的发现与研究》,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第4页。
文玉(段渝)《巴蜀文化研究概述》,《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第55页;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

第3期,第13页。
这一方面最为明显的是西方考古学的引入,以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D.C.Graham)为代表的早期考古学者通过对广汉太平场遗址的发掘,
写成西南地区第一篇科学考古发掘简报《汉州发掘简报》(1933),提出“广汉文化”,其重要意义在于以考古发掘所得实物陶器与玉石器的纹

饰与安阳殷墟出土遗物作比较研究,从而得出早在商代四川就与商文化发生过文化交流,这对于拓展巴蜀文化的可信年代范围和内涵有重

要价值。
在此方面表现突出的有两位学者:一是陈志良对川北羌民流传的“大禹传说”的发现与研究,二是卫聚贤在成都白马寺发现并征集巴蜀青铜

兵器。前者属于早期民族学田野新发现的材料,不少学者据此对先秦时期古代四川的历史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后者属于古器物学范畴的新

材料,卫聚贤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充范围继续收集相关考古出土的青铜兵器,进而提出“巴蜀文化”这一学术概念。这两大新发现都是在传世

文献记载之外,在当时属于巴蜀文化研究的“预流”基础。
此方面的工作在辨伪和重建方面都有显著体现,如顾颉刚对传世文献中涉及古代巴蜀的史料做了系统辨伪的工作;郑德坤则从考古学文化

的视角系统论述了史前时代至汉代的巴蜀历史文化,写成《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华西大学博物馆1946年印行),
成为当时研究四川古文化、巴蜀文化最系统的著作。



专号》(1941、1942年两期)上,此举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以《说文月刊》为中心集中呈现学界对“巴
蜀文化”研究的众多成果,从中可见各家对“巴蜀文化”研究的视角、学术内涵的理解和运用都不尽相同,体现

了“巴蜀文化”研究争鸣的发展态势。比如卫聚贤依据新材料、新发现而提出的“巴蜀文化”概念,在当时并未

引起学界特别的重视,有学者就对卫文所举的诸多材料进行过辨伪式批判①;也有学者舍弃新材料、新发现,
完全以古文献记载的巴蜀史料为核心进行批判或信从的研究②;还有华西大学考古学者根据有限的考古材

料对巴蜀地区的古文化进行总结③。
回顾这一时期研究的整体状况,便会发现当时学界对于“巴蜀文化”的研究大约形成了三种不同研究路

径:一是认为文献记载秦灭巴蜀以前可考信的巴蜀历史是“巴蜀文化”的核心内涵;二是主张文献记载秦汉时

期的巴蜀二郡历史才是“巴蜀文化”的主要内涵;三是考古学者以考古文化为线索研究先秦时期的巴蜀古文

化。对此,下面略作梳理。
其一,自1930年代始,吴致华、马培堂和朱希祖都对古代巴蜀进行过初步研究。1930年5月,吴致华发

表《古巴蜀略考》一文,就以史料的详细考辨,深入地讨论了古代巴国与蜀国的立国时代问题。他首先对常璩

《华阳国志》的记载进行了批判,认为常璩把巴蜀立国的时代统统放到周初以前,这既与整个中国上古史料辨

伪情况不合,也不贴合古代巴国与蜀国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他进而根据《尚书·牧誓》有关蜀参与伐

纣和《左传》关于巴与楚交往的记载,提出了古蜀的建国约在周初以前不远,巴的建国年代虽不可确考但不晚

于春秋早期以前;此外,他还指出,古代巴国与蜀国都经历了从游牧社会到农耕社会的发展阶段,在秦灭巴蜀

以前巴国与蜀国社会是各自独立发展的④。1934年9月5日,马培棠撰成《巴蜀归秦考》一文,也主张古代巴

蜀与中原发生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尚书·牧誓》“西土之人”之蜀,此与常璩《华阳国志》记载的“周武王伐纣,
实得巴蜀之师”相印合,综而得出“巴蜀于殷,信而有征”的结论;另外,他还以西周褒国故地在南郑,而南郑的

褒国与华阳的蜀国相距密迩,故南郑的褒国正处于宗周与巴蜀之间南北向的交流通道上⑤。1939年6月,朱
希祖发表《古蜀国为蚕国说》一文,首先从古文字角度论证了“蜀”之本字源于“蚕”字,进而推论古代蜀国即蚕

国,蜀国之先祖即文献记载之蚕丛氏;其次,他从蚕丛氏是育蚕始祖的角度,论证了中原文化系统所载黄帝元

妃西陵氏嫘祖及黄帝之子昌意所娶蜀山氏女都是受蚕丛育蚕的影响,由此推论蚕丛氏的时代远在黄帝以前;
最后,他综合文献记载,提出古蜀建国时代在殷周之际,并以周人追称其始祖后稷的传说,类推蚕丛氏是蜀山

氏及其后裔所追称的蜀人始祖⑥。以上学者对商周时期巴国与蜀国的历史记载大致持可考信的态度,认为

秦灭巴蜀以前巴国与蜀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亦主张古代文献记载的秦并巴蜀以前的巴蜀历史是讨论“巴
蜀文化”的核心。

其二,1941年,顾颉刚在《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中从文献辨伪的视角对巴蜀史料作

了深入辨析,认为传世文献中记载有关巴蜀的史料只有两条可信:一为蚕丛等为蜀王,二是春秋时期巴国与

楚国等有国际交往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还指出古代蜀国文化原是独立发展的,它同中原文化发生关系是战

国以后的事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对传世文献中巴蜀史料的严格批判,还影响到他对巴蜀古史的整

体认知,如他认为巴蜀地区流传的大禹传说(包括大禹治水、禹生石纽)起源甚迟,都是由中原地区传入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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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商承祚《成都白马寺出土铜器辩》,《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第3卷第7期,第77-81页。
对文献记载的古代巴蜀史料进行系统批判的研究,以顾颉刚为代表(参见: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中国文化研究汇

刊》1941年第1卷,第1-59页)。与此相反,不少学者对古文献记载的巴蜀史料持信从态度,如吴致华、朱希祖等(参见:吴致华《古巴蜀略

考》,《成大史学杂志》1930年第2期,第45-59页;朱希祖《古蜀国为蚕国说》,《新四川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第70-75页)。
华西大学考古学者以葛维汉、林名均、郑德坤、冯汉骥为代表,主要论文有:D C Graham 葛维汉  APreliminary ReportoftheHan-
chowExcavation  JournaloftheWestChinaBorderResearchSociety Ⅵ  1933-1934  114-131;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

掘》,《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第3卷第7期,第93-101页;郑德坤《华西的史前石器》,《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第3
卷第7期,第83-92页;H Y Feng 冯汉骥  TheMegalithicRemainsoftheChengtuPlain  JournaloftheWestChinaBorderRe-
searchSocietyXVI  1945  15-22 
吴致华《古巴蜀略考》,《成大史学杂志》1930年第2期,第46-47、51-52、56-59页。
马培棠《巴蜀归秦考》,《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2卷第2期,第2-3页。
朱希祖《古蜀国为蚕国说》,《新四川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第71-72、74-75页。
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第1卷,第58、35-37页。



顾颉刚对巴蜀古史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其他学者对巴蜀古史的低估。如黄芝冈认为,古代四川地区流传的大

禹传说,都是在战国时期由秦人传入蜀地,后逐渐分化为开明治水和李冰治水,本质上古蜀治水传说与大禹

治水传说是一个神话传说;在秦人传入中原古史传说以前,巴蜀地区的古史传说尚处于茫然不可知的状

态①。又如冯汉骥从禹生石纽与禹兴西羌的关系出发,指出禹生石纽是从汉初禹兴西羌的传说衍生而来,西
汉中期以后逐渐被古蜀士人吸收而编入古蜀史传系统之中,在此一过程中,巴蜀古史的记载都是后人根据中

原古史传说编排而成②。除了对巴蜀地区流传大禹传说有所低估外,当时更多的学者对先秦时期巴蜀历史

的认识多保持“缄默”的态度。如1942年,缪凤林在《漫谈巴蜀文化》一文序言中直言:“历史上对于巴蜀文化

的记载,始于汉人,近世发现的巴蜀文物,我所见所知的,亦以汉代者为多,我不能凭空恣论汉前的巴蜀文化,
我只能据汉代的纪载和遗物,对于古代的巴蜀文化作一个合理的推测。”③1942年,傅振伦所举古代巴蜀文化

之石经、雕版、陶瓷、织造、髤漆、崖墓、墓阙、造像、铁币交子等各类专题皆在汉代以后,并据此论证了古代巴

蜀在中国文化上、历史上均有特殊而重大贡献,并“自成一系统”④。受古史辨影响,学界诸家多认为文献记

载的古代巴蜀史料大多是晚出附会而成,不足凭信,转而着重讨论秦汉以后的巴蜀历史文化。
其三,1931年,葛维汉、林名均等前往四川广汉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石器、玉器和陶器,随后葛维

汉对这批材料进行系统分析,并于1933年撰写了西南地区第一篇科学考古发掘简报《汉州发掘简报》。在

《简报》中,葛氏明确提出这批材料的几点价值:(1)随葬器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

俗;(2)玉、石器以及器物上的纹饰,颇能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3)出土的大量陶片,为研究四川古代陶器提

供了重要资料⑤。笔者认为,此篇《简报》的重要学术史价值还有以下几点:(1)依据考古出土材料,如随葬的

玉刀、玉凿、玉剑、方玉以及玉璧等礼器,推论西周初期古代四川地区已有礼仪文化;(2)根据随葬出土的陶器

纹饰和安阳殷墟出土的陶器纹饰的比较,可知早在商代古代四川就与商文化发生过文化交流。后来,在郑德

坤继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时期,他又将该馆在西南地区广泛收集到的细石器进行整理,发表了《华西的史

前石器》(1942)。文章依据类型特征将华西史前石器文化划分为四期,并分别讨论了每期石器文化的技术特

点和演进程度;最为重要的是,郑氏将这批材料与东亚地区古文化进行广泛的比较,进而总结了四川古文化

在东亚史前文化演进中的地位⑥。从某种意义上说,郑氏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开启了四川古文化与世界其他

地区古文化的比较研究。以上研究表明,自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古代巴蜀的文化渊源既久。后来,郑德坤

在《巴蜀始末》(1942)一文中,结合考古材料,进一步申说古代蜀国与商、周二国均发生过直接的文化交流⑦。
上述情况表明,华西大学考古学者对巴蜀文化的研究是从纯考古的角度去填补史籍失载以前的巴蜀文化。

综上可知,学界除偶有对部分新材料的真伪进行过辨争外,整体上并未出现过明显的学术论争。但不可

否认的是,诸家对“巴蜀文化”的研究内涵、方法和目标的认识都有不小的差异,只不过他们多是各自阐述其

对巴蜀文化研究的主张。这一现象或可称为“和而不同”。这当然与早期巴蜀文化研究开放的风气密切相

关,更重要的是这一风气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和理路大有裨益。诸多学者在各

自研究论作中也已出现兼收他者思想的倾向,形成一段互鉴、共进的学术历程,这恰恰构成早期巴蜀文化研

究的独特魅力。
在研究方法方面,这一时期,巴蜀文化研究大致经历过这样一个逐步优化的过程:早期学者主张以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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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黄芝冈《大禹与李冰治水的关系》,《说文月刊·水利》1943年第3卷第9期,第71-75页。
冯汉骥《禹生石纽辨》,《说文月刊·纪念吴稚晖先生八十大庆纪念专号》1944年第4卷合刊,第204-205页。
缪凤林《漫谈巴蜀文化》,《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第3卷第7期,第121页。
傅振伦《巴蜀在中国文化上之重大贡献》,《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第3卷第7期,第131-139页。

D C Graham APreliminaryReportoftheHanchowExcavation  JournaloftheWestChinaBorderResearchSociety Ⅵ  1933-
1934  114-131;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第3卷第7期,第93-101页。
郑德坤《华西的史前石器》,《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第3卷第7期,第89-92页。
郑德坤在《巴蜀始末》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古代蜀国与商、周二国发生直接文化交流的证据,如通过甲骨卜辞中“蜀”的记载及其与相邻缶、羌、
雀等方国地理的综合考证,认为商代蜀国疆域已经抵达陕南川北一带,并且商与蜀二国发生过直接的交流;他又根据四川广汉出土的大宗玉

器及其他器物(石璧、石珠、琬圭、琰圭、玉琮)推断古蜀国与周文化有直接的交流。参见:郑德坤《巴蜀始末》,《学思》1942年第2卷第11期,
第4页。



文献中巴蜀史料为核心详细考证巴蜀古史①,后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者对传世文献的巴蜀史料进

行全面的批判②,再到以古史新证学者主张综合运用文献史料、考古材料、民俗传说和少数民族知识等去研

究古代巴蜀文化③。巴蜀文化研究方法的不断优化,必然导致研究目标的更新与发展。如原先根据传世文

献中的巴蜀史料,将古代巴蜀历史置于中原古史系统(黄帝一系)之下,此研究目标是论证古代巴蜀文化与中

原文化同源一体④。随后,经古史辨学者对传世文献中巴蜀史料做全面批判,以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来

看待古代巴蜀文化,进而提出巴蜀文化有别于中原而独成体系说⑤。最后,考古学者和古史学者都选择从各

自熟悉的材料出发去论证古代巴蜀文化渊源有自、自成体系、历史悠远⑥。
当巴蜀文化的研究路径呈现出多元并进的态势时,如何去建立一个融合多元而又合理规范的研究理路,

就成了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是建立在学界对巴蜀文化研究开放式讨论的基础之上

的。也就是说,为建立起更加科学规范的巴蜀文化研究理路,需要对不同研究路径进行整合,并最终化为重

建古代巴蜀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的有力支撑。在早期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史上,郑德坤和卫聚贤分别从各

自擅长的学术研究视野出发,在古代巴蜀历史脉络和文化内涵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建树。他

们的工作成就对今天研究巴蜀文化的学人来说仍有不容忽视的启发意义。下面拟就郑、卫二氏在重建“巴蜀

文化”研究学术理路方面的独特贡献分别展开讨论。
二 交流网络与脉络重建:郑德坤重建“巴蜀文化”的研究理路

1941年,郑德坤执掌华西大学博物馆后,在学术上迅即关注巴蜀文化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他有关巴蜀文化的重要论作有:《华西的史前石器》(1942)、《四川史前文化》(1942)、《巴蜀始末》(1942)、《巴
蜀之交通与实业》(1943)、《四川汉代之砖墓调查》(1944)、《四川汉代崖墓调查》(1944),以及四川地区的《广
汉文化》(1946)、《大石文化遗迹》(1946)、《版岩葬文化》(1946)等。这些论作后经整理汇总而成《四川古代文

化史》(1946),成为当时巴蜀文化研究最为系统的著作。
郑德坤对于巴蜀文化的研究最为突出的贡献是,首次以考古遗物文化为主线构建起四川古代文化演进

的脉络。如他在《版岩葬文化》一文中提出了四川古代文化发展的序列:“史前文化-广汉文化-版岩葬文化

-汉墓文化”。在郑德坤的四川古文化演进体系中,他特别重视四川地区的考古文化与周边乃至域外地区的

考古文化密切的交流。也可以说,他对四川古文化的认识,是通过对已有考古文化的不断比较研究而得出

的。易言之,郑氏所建立的“巴蜀文化”研究内涵的新体系,深刻地揭示出古代巴蜀地区与周边及域外古文化

交流、互动的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将广域范围内的外在知识与地方性知识进行有机融合,成为郑德

坤构建古代巴蜀文化脉络的核心要旨。笔者认为,他的学理路径可以概括为文化交流网络与文化共同体构

建两个方面。
(一)亚洲大陆文化交流网络:华西考古学视野下的巴蜀文化重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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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主要参见:吴致华《古巴蜀略考》,《成大史学杂志》1930年第2期,第45-59页;马培棠《巴蜀归秦考》,《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2卷第2期,
第2-6页;朱希祖《古蜀国为蚕国说》,《新四川月刊》1939年第1卷第2期,第70-75页。
主要参见: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关系说及其批判》,《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第1卷,第1-59页;黄芝冈《大禹与李冰治水的关系》,
《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69-75页;冯汉骥《禹生石纽辨》,《说文月刊·吴稚晖先生八十大庆纪念专号》1944年第4卷合刊,第

203-213页。
主要参见:徐中舒《古代四川之文化》,《史学季刊》1940年第1卷第1期,第28-41页;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2
年第3卷第7期,第41-70页。
早期研究者如朱希祖就指出:“黄帝之子青阳昌意,降轩辕之邱,而分居湔水若水,是亦蜀地也。昌意娶蜀山氏女,蜀山氏盖即蚕丛之子孙,蜀
山与蚕陵盖同地,汉之蚕陵,盖即古之蜀山……准此,育蚕之术,始倡于蚕丛,黄帝居近其地,娶西陵氏女,始亲蚕,又因奖励蚕业,而为其子昌

意娶蜀山氏女……若《史记》《大戴礼》言黄帝事而可信,则谓蚕丛氏在黄帝以前,殆非臆说也。”参见:朱希祖《古蜀国为蚕国说》,《新四川月

刊》1939年第1卷第2期,第72页。
应当指出的是,顾颉刚对于巴蜀史料的批判的整体态度是,巴蜀真正的古史并非如文献记载那样很早就与中原历史混杂在一起,中原文献记

载的巴蜀古代史事既晚出又附会而成,不足以此考信巴蜀古史。但是,顾先生对于如何去考信巴蜀古代独立发展的历史,却并没有给予相应

的提示。参见: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第1卷,第58页。
相关代表性论文有:徐中舒《古代四川之文化》,《史学季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第28页;郑德坤《巴蜀始末》,《学思》1942年第2卷第11
期,第4页;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第28-29页。



郑德坤以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史前时代石器的整理与研究为切入点,开启他的古代巴蜀研究。1942
年8月,他发表的《华西的史前石器》一文,略作修改后又于9月以《四川史前文化》为题发表,即对华西大学

博物馆收藏的史前石器这批材料进行过详细的汇总和分类研究。他通过对史前石器、陶器的分类和比较研

究,最终考察了史前时代四川文化在东亚地区文化演进中的地位问题。这一颇具世界眼光的研究路径,实承

自于华西大学博物馆各位前贤的研究理路,比如葛维汉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连续发表过《华西协和

大学古物博物馆的石器》、《四川省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中国石器琐记》几篇专文,以讨论四川史

前文化的问题。在这三篇文章中,葛维汉一贯地秉承着从整个亚洲史前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观察中国

西部古文化及其传播的研究理路。如葛维汉将其在四川南部收集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以及叶长青在华西

地区采集的新石器石斧,同欧洲新石器时代晚期阿舍利石斧(Acheulean)联系起来,此外还将华西地区史前

石器文化传播范围扩大到岷江流域及长江流域,并认为其可能与中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着交流①。
相较于葛维汉提点式的比较研究,郑德坤则以详细的石器陶器分类为基础,再参照不同时期的考古材料依次

详证四川古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史。
在《华西的史前石器》暨《四川史前文化》中,郑德坤将四川史前遗址出土的石器,根据技术的精粗分为

“打制石器-打磨石器-打琢磨石器-磨制石器”四类,这四类石器从功能上说也有逐步进化的趋势。郑氏

梳理第一类打制石器的年代多系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共41种;第二类打磨制石器共11种,系由

打制石器演进而来,其中有7种在其他区域新石器时代前期遗物中出现过;第三类打琢磨石器为一种特殊技

术之产物,此类石器共5种,在东亚分布不广,其区域偏于东北部之华北、满洲、黑龙江流域及冈札德加等地

区,其中有3种在其他地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中有发现;第四类磨制石器17种,其中有16种在东亚及五

大洲其他地区有发现,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经过一番比较后,郑氏指出四川史前文化相较于华北及华

南地区有较强的地方特点:(1)四川史前文化独特流行打磨石锛,四川打琢磨与磨制石器类别与华北出土的

石器均相似,但四川无大宗石镞出土;(2)四川打琢磨石器与磨制石器形式虽与江浙闽粤云贵各省均无二致,
但吴越文化有大宗石镞,与四川史前文化有别。此外,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之史前文化对比角度,郑氏考察

了四川史前文化与其之异同,认为:(1)安南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四川同时代文化在技术上有较强相似性,
两地都无石镞出土,文化发展程度近似,而两地石器形式上之略异即地方特色差别;(2)马来半岛新石器文化

与四川、安南史前文化在打制、打磨石器时代均有较强共性,而磨制石器时代马来半岛流行的鸭嘴石锛、长形

石斧及石镞均与安南、四川的史前文化有异。②

从以上梳理可知,郑德坤对四川史前文化的梳理和跨域比较研究均已超越葛维汉等人。根据他对中南

半岛、马来半岛、华北、华南地区史前文化与四川史前文化的综合比较研究,可以初步得知,自打制与打琢磨

石器时期始,四川便与安南、马南半岛的史前文化存在密切交流;在磨制石器时代,四川已与安南及马来半岛

史前文化别为异系的发展;在打琢磨与磨制时期,四川开始受到华北与华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不过,四川

史前文化在这一时期仍继续保持着独立发展的特色。
根据郑德坤建构的四川古文化演进体系,史前文化的继承者是广汉文化,因为广汉文化并没有出土铜

器③,故将版岩葬文化看作四川古代铜铁器文化的代表。这时期的四川古文化,同样保持与周边古文化的密

切交流。如郑氏将理番地区版岩葬出土的铜器分为两类:一为容器、礼器,二为武器及装饰品。青铜容器仅

以铜锅为见;陶器中的容器及礼器有罍、壶、瓿、尊、簋等,这些礼容器与中原礼容器的形制和风格一致;武器

及装饰品如甲盾、铜剑、连珠盾饰、钮钉、铎铃、雕环等数目繁多,这些器物的形制风格与河套铜器一致,而河

88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葛维汉《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的石器》、《四川省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中国石器琐记》,秦学圣译,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

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99-205、206-208、209-211页。
郑德坤《华西的史前石器》,《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第3卷第7期,第89-92页;郑德坤《四川史前文化》,《学思》1942年第2卷

第9期,第7-8、11-14页。
可作说明的是,当时并非没有出土商周时期的巴蜀青铜器,比如卫聚贤在《巴蜀文化》中就列举出自成都白马寺的大批青铜器,但是不少学者

对这批青铜器的真伪存在很大的存疑,如商承祚甚至撰文斥其全部作伪,郑德坤显然也是存疑派代表,他在《四川古代文化史》中就不提这批

青铜器。



套铜器主要出自长城一带的河套、东蒙、冀北地区,为草地游牧民族之遗物。郑氏根据对版岩葬出土陶器上

铭文的释读及出土汉代钱币的辨识,得出其时代为秦汉时代。郑氏认为,版岩葬的铜器文化是秦汉时期古蜀

或中原的汉人屯居在川西北高原的草地地带所创造的,在地理上可与长城地带的游牧民族发生交流,因而受

到中亚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① 由此可知,郑德坤主张铜铁器时代(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巴蜀即以岷江为通

道与华北乃至北方草原地区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以考古文化交流为据,郑德坤对于古代巴蜀对外的文化交流认识已较当时学者更为深刻。在《巴蜀之交

通与实业》中,郑氏根据文献记载,初步梳理了巴蜀与域外的交通情形,继而又结合考古文化上的史前石器、
陶器及铜器遗物,描述了古代巴蜀以长江为孔道东向与荆楚地区的交通,以川西北高原聚居西南夷为媒介向

西北同中亚的文化通道,以川西南高山聚居西南夷为媒介向南亚的交流通道,以牂牁江为孔道向南抵南海及

东南亚的通道,进而指出,“巴蜀中部平低,岷、沱、涪、嘉纵横其间,舟船便利,自史前已然”,“巴蜀对外交通,
路线纵横,四通八达,实为亚洲大陆上交通之枢纽”②。经过努力,以考古文化为依据,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他
已将古代巴蜀地区自史前至秦汉时代对外的文化交流网络初步建立起来。那些原本囿于文献失载而无法言

说的巴蜀古史诸问题,自此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载体,即亚洲大陆文化交流网络。在这一文化交流网络中,巴
蜀文化的历史长卷可以借鉴不同时期其他地区(域外及邻近)古文化面貌来作复原和补充。

(二)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华西”、“四川”、“巴蜀”诸概念的整合

面对一个文献记载奇缺、传说与历史混杂的巴蜀古史,如何重建一个有据可信、一脉相承的巴蜀文化,确
为一个时代的难题。郑德坤立足于考古文化,将古代巴蜀文化的重建工作置于亚洲大陆文化交流枢纽中去

考察,从而为巴蜀文化重建树立了新视野。不过,以文化交流网络视角去重建巴蜀文化只是一个初步架构,
如何进一步将四川地区不同性质的考古文化与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借助于更多的学科知识去填补因

材料短缺而留下的逻辑缺憾。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郑氏在努力建立四川“史前文化-广汉文化-版岩葬文化-汉墓文化”的历史演进

脉络时,已经尝试运用“调整文化年代”③与“嫁接论证”④的手段。因此,初步呈现出来的四川古代文化演进

体系,事实上还存在不少漏洞。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跨地域、跨民族的考古遗物文化有机地整合为

同一个共同体文化。
如何去完成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共同体重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仅对郑氏从学术概念上进行整

合的做法作一分析。首先,从考古学上说,郑德坤秉承华西大学博物馆考古研究视野,侧重于用地理概念之

“华西”与“四川”来整合史前时代巴蜀地区各考古遗址及遗物的文化。他在此基础上写成《华西的史前石器》
与《四川史前文化》,从而将史前时代的巴蜀古文化的面貌呈现出来。其次,他将成都平原为核心地区的古蜀

的文化与地理概念之“华西”、“四川”古文化做约同的处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郑德坤在冯汉骥《成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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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郑德坤《版岩葬文化》,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第六章,第61-63页。
郑德坤《巴蜀之交通与实业》,《学思》1943年第3卷第11期,第11-14、9、11页。

1946年,郑德坤改变此前遵从葛维汉对广汉文化年代的看法,将广汉土坑出土的陶器作为文化年代的上限置于新石器时代末(即公元前

1200年),并认为坑中出土的玉器反映了“祭山埋玉”现象,其文化年代的下限定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00年-前500年)。经过改作后的广

汉文化年代范围有较大的增幅,它与古蜀国历史有了更大程度的重合。为了论证版岩葬文化是广汉文化的承继者,郑氏在考古材料短缺的

情况下断言:“四川上古文化之演进或未经正式铜器时代,由新石器末期一进而为铁器时代矣。”(参见:郑德坤《版岩葬文化》,郑德坤《四川古

代文化史》,第67页。)也就是说,广汉文化之后,古蜀国直接迈入了铁器时代。参照当时中国范围内铁器时代约在春秋战国之际(公元前

500年)以及理番版岩葬墓中出土之半两钱等遗物,推定版岩葬文化的大致年代范围在战国时期秦国至西汉(公元前500年-前100年),约

400年。经过对“广汉文化”年代的调整,郑氏构建起“广汉文化(公元前1200年-前500年)-版岩葬文化(公元前500年-前100年)-西

汉早期(公元前100年左右)”的文化演进序列。
此处所谓“嫁接”语义,采借农作物学上将不同种植物嫁接在一起成长,以起到人为改良作用,嫁接成功的原因在于不同种类植物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共性。据此,本文以“嫁接”术语表示研究者主观上将异族之间文化近同现象视作同一个文化共同体现象来论证的方法。郑德坤在处

理版岩葬文化与广汉文化关系时,将版岩葬文化的族属与文化主体分开而论,他认为族属与地理环境的差异并不影响版岩葬文化与成都平

原蜀文化之间的密切交流乃至文化趋同(参见:郑德坤《版岩葬文化》,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第61、67页)。其言下之意,即版岩葬之戈

人已深受秦汉时期成都平原蜀人文化的熏陶,在文化上二者可以视为同一文化体。这一论证的理路,不但将版岩葬文化成功嫁接到古蜀文

化范畴之内,还可以进一步扩充古蜀文化的地理范围,从而扩充巴蜀文化研究的内涵。



之大石文化遗迹》①基础上扩充地理范围、增加考古遗物材料而写成《大石文化遗迹》一文。在这篇文章中,
他将古蜀的大石文化遗迹推广至整个华西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认同成都平原的古蜀族与川西南、川西北

地区的西南夷存在着密切的内在文化联系②。最后,郑氏为了进一步论证古蜀族与西南夷的文化关系,将历

史概念上的古蜀族与西南夷整合起来。如他先从地方文献记载入手,以谯周《蜀本纪》、汉晋时期的《蜀纪》
(《蜀王本纪》)及常璩《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巴蜀古史是与中原史传别为支系,以此证说古蜀文化是独立于中

原文化的一支;再根据《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将春秋战国时期古蜀文化的范围扩展到成都平原、川西高

原、甘南、陕南及川东大部分地区③,而这些地域在先秦时期也是西南夷的聚居地。由此得知,西南夷文化与

古蜀文化不仅同处一隅,而且都是有别于中原的区域文化,以显示二者在逻辑上的连贯性。总之,以上论述

表明,郑氏通过文献记载的古蜀族、西南夷与中原文化的差异,并联系到考古文化上的异同比较,将先秦时期

古蜀人文化与西南夷文化视为有别于中原文化的跨地域共同体文化。
经过郑德坤的整合,巴蜀文化(四川古代文化)中的“巴蜀”概念,既包括地理概念上的华西和四川,也包

括历史概念上的古代巴、蜀、西南夷。根据这样的“巴蜀文化”概念和他主张的亚洲大陆文化交流网络,巴蜀

文化的重建工作便具备了横向的考古材料支撑和纵向的历史脉络线索。因此,他在《四川古代文化史》中论

述先秦时期巴蜀古文化时,有意在“史前文化”与“广汉文化”之间特别设置了“大石文化遗迹”,从而在逻辑上

补充论证了“华西”与成都平原“古蜀”、川西高原“西南夷”诸文化的内在联系。最后,以四川汉墓考古文化为

尾声,其间补充秦汉时期四川政治、经济诸历史记载,完成秦汉时代巴蜀文化整体面貌的架构。
三 蜀文化之古与异:卫聚贤 “巴蜀文化”研究理路的渊源及特征

大约与郑德坤同时发起对古代巴蜀进行研究的卫聚贤,则显露出与之完全不同的研究理路。卫氏不仅

对“巴蜀文化”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还着力于从内涵上对古代巴蜀文化进行深入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卫聚贤迁居重庆,在重庆接触到的一些汉砖遗物引起了他的关注,随后他与郭沫若一

道在北碚培善桥发掘一些汉代古墓,并从中抢救出一批汉代遗物④。有此经历的卫聚贤,很早就认为汉代巴

蜀地区的文化已很高,但限于材料,当时他对汉代以前的巴蜀文化亦难详论。不过,巴蜀地区不断发现的新

史料,为卫氏探讨“蜀文化之‘古’与‘异’”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蜀文化之古:由大禹史传的新发现说起

全面抗战时期,卫聚贤在渝继续创办《说文月刊》,以弘扬学术。卫聚贤对巴蜀文化产生研究兴趣,与他

关注庄学本在川西北羌民地区的田野调查活动有关。1936年,受庄学本在川西北调查发现羌民流传“禹生

石纽”传说的影响,陈志良撰写了《禹生石纽考》,很快引起了学界对大禹问题新的讨论⑤。全面抗战爆发后,
卫聚贤居住的陪都为当时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学术中心,故他能对学界的新材料、新发现给予及时的关注,因
而较早参与到对大禹问题的讨论中。如卫聚贤在其主编的《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0年第2卷第6/7
期合刊之《编后语》中写道:

“禹生石纽”问题自陈志良先生撰文发表后,颇为海内学者所重视,于右任、贤聚卫(卫聚贤)先
生等,为了实物作证计,特作石纽探访之游。……石纽为羌民社祭之地,是古代一民族的禁地,则为

确切的事实,无庸讨论。⑥

由上述记载来看,卫聚贤和于右任先生为了将“禹生石纽”传说坐实,生发了亲自前往石纽调查的计划。
从事后的调查结论看,他们认为,羌民流传至今的“禹生石纽”传说与传世文献记载的“禹生石纽”说法全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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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H Y Feng TheMegalithicRemainsoftheChengtuPlain  JournaloftheWestChinaBorderResearchSociety ⅩⅣ  1945  15-22 
郑德坤《大石文化遗迹》,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第三章,第24-30页。
郑德坤《巴蜀始末》,《学思》1942年第2卷第11期,第3-4、6页。
常任侠《整理重庆江北汉墓遗物纪略》,《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第41-43页。
参见:陈志良《禹生石纽考》,《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6卷第6期,第39-48页。另,由“禹生石纽”传说而引起的关于大禹问题的新讨论,主
要是古史辨学者和古史新证派学者的论争。具体可参见:龚伟《论20世纪40年代古史研究思潮对早期巴蜀古史重建的影响》,《四川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90-198页。
《编后语》,《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第6/7期合刊,封三。按:引用时标点略有改动。



合,属于确切的事实。“禹生石纽”传说的真实性,也从侧面证实了古代羌与禹夏为同源族群的结论。原来,
早在1933年,卫聚贤在《中国民族的来源》一文中就把羌族视为中国的土著南方民族,是炎帝族系的一支,而
把夏视作北方的外来民族,即黄帝族系的一支①。这一观点,因其亲身考察石纽,目睹“禹生石纽”这一千古

流传的真传说而发生改变,进而认同羌与禹夏古属同一族群。同样,大禹传说在四川地区的流传,也影响了

卫聚贤对古代巴蜀文化的看法。“禹生石纽”传说的真实性,表明大禹与岷江上游羌民的关系密切。岷江上

游自古就为古蜀国之范围,故古蜀之文化来源有自、渊源甚古。比如他在汶川石纽考察途中留意的并在华西

大学博物馆观摩到的川康境内采集的石器形制,认为这些石器与黄河流域出土的石器相同,反映出“蜀人文

化之古”。
在初步认识到古蜀文化渊源有自、时代既久的同时,他更关注“蜀人文化之异”的问题。他关注到广汉太

平场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黑陶、玉刀及大石璧,认为这些古物材料可以反映古蜀文化的独特性,可惜苦于数

量少、不成系统而难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而作罢②。不过,这一缺憾很快随着他进一步关注到成都西门外白

马寺出土的青铜兵器而得到弥补。
经过卫聚贤细心搜集,以成都白马寺出土散落的青铜器上异形花纹为线索,旁及巴蜀地区出土各类古器

物上的相近异形纹饰,随着古物数量及信息的不断扩充,他对古代巴蜀文化的认识水平逐步得到提高。起

初,他仅在1941年4月、6月、8月三次在成都搜集到有特色花纹的青铜兵器30余件,在此基础上曾作《蜀国

文化》一文③。随后,他将该文寄给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均,林氏看后提示赵世忠在《华西学报》1937年第5
期上发表过《记錞于》并附有拓本,其上花纹有与白马寺青铜兵器近似者。经过购阅和补充相关出土器物上

的异形纹饰,卫聚贤得知四川万县、什邡及湖北慈利、长杨、峡来等地亦有近似花纹的兵器出土,再结合錞于

上的异形纹饰及其所出土的区域,卫聚贤对《蜀国文化》一文进行了补充,并更改篇名为《巴蜀文化》④。在

《巴蜀文化》一文中,他汇集各类考古发掘和古物购换所得的材料,包括白马寺出土青铜兵器等⑤,经过系统

分析和研究后明确提出了“巴蜀文化”这一学术命题。
可以说,卫聚贤先是受到“禹生石纽”传说以及川康和广汉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材料的共同影响,初步

得出“蜀人文化之古”。此后,在“蜀人文化之异”的指引下,他又细心搜集与成都白马寺出土青铜兵器上的特

异花纹相近的其他古器物,并参考已经发表的川渝地区考古出土的錞于,使反映古代巴蜀文化特色的材料逐

渐丰富起来,进而提出了“巴蜀文化”这一全新学术概念。
(二)蜀文化之异:来自吴越文化研究的启示

卫聚贤注重从“文化之异”的视角研究巴蜀文化,实得益于他此前研究吴越文化的经验和启示。

1937年,《江苏研究》第3卷第5/6期合刊上发表“吴越文化”专号,后改版为《吴越文化论丛》,作为专书

出版。这本专集汇聚了以卫聚贤为核心,包括蔡元培、吕思勉、罗香林、何天行、陈志良、施昕更、慎微之等学

191

龚伟 论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以郑德坤、卫聚贤为重点

①

②
③

④

⑤

卫聚贤根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考古学者在黄河流域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花纹,与殷墟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陶器花纹显示出的不规则形

与几何形差别,并进一步结合上古神话炎黄两系、古民族语言单复音节两系以及文字笔画粗细不同,而将中国古代民族系统划分为南、北二

系,认为夏为外来的民族,殷为中国的土著且是由南方沿海北上的。参见:卫聚贤《中国民族的来源》,《史地丛刊》(上海)1933年第1辑,第1
-20页。
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第1页。
“今年(1941)四月余到成都,在忠烈祠街古董商店中购到兵器一二,其花纹为手与心,但只有一二件,亦未引起余注意。六月余第二次到成

都,又购到数件,始注意到这种特异的形状及花纹,在罗希成处见到十三件,唐少波处见到三件,殷静僧处两件,连余自己搜集到十余件,均为

照,拓,描,就其花纹,而草成《蜀国文化》一文。”“八月余第三次到成都,又搜集到四五件,在赵献集处见到兵器三件,残猎壶一。”参见:卫聚贤

《巴蜀文化》,《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第1页。
“林名均先生并指出《华西学报》第五期(二十六年十二月出版)有錞于图,其花纹类此,购而读之,知万县,什邡(四川),慈利(湖北),长杨(湖
北),峡来亦有此特异的花纹兵器等出土,包括古巴国在内,故又改此文为———《巴蜀文化》。”参见: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巴蜀文化

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第1页。
“白马寺坛君庙后窑工掘土,于民国十年(1921)左右,即掘有铜器,以兵器为最多,以其上钳金银花纹者为贵,有花纹者次之,素的最下……故

各收藏家多有此物,(闻英国人搜集去的四五百件,四川博物馆有四五十件。)但因空袭疏散于乡间,又以兵器不为重要古物,而且不大,都东

一件西一件,夹杂在别的古物中,余到各处去借,都一时找不到,兹就其已找到的,加以推论。”“十二月余自西北考察归来,路过成都,又续得

十余器,在重庆有收藏家让出七八件。柯尧舫处看到五件,成都又寄来盔甲一副,大件十三,小钉子二十,已让给王献唐先生。”分别参见:卫
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第2-3页;1942年第3卷第7期,第47页。



者研究吴越文化的论作,从而为吴越文化研究开山启林。吴越文化命题的提出,起初也未得到学界的重视。
不过,随着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和江苏两省陆续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陶器、石器和玉器等遗物,学界开始逐

渐接受这一学术概念。如1930年,卫聚贤在南京栖霞山的甘夏镇发掘六朝古墓时发现零星的石器,这一信

息终因材料稀少而被李济等学者否认,从而难以动摇长江以南地区在石器时代未有文化的主流认识。随后,
卫聚贤在杭州古荡公墓收集到三十多件石器,此一发现引起杭州文博界的关注。紧接着,卫氏又与西湖博物

馆联合在杭州古荡进行考古试掘,再次发现六件石器和少量陶片,并撰写《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

报告》。因古荡遗址试掘活动启发了施昕更,施氏遂于1936年11月在杭县良渚镇棋盘坟试掘到山东城子崖

遗址出土的黑陶器百余件,并于事后撰写了《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受施昕更的影响,何天行

继续在家乡良渚镇收集黑陶器,他收集到相当重要的黑陶器、石钺等器物,并将其整理成《杭县良渚镇之石器

与黑陶》一文。这些不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逐渐改变了学界对于江浙地区古文化的认识。卫聚贤在

《江苏古文化时期之重新估定》一文中称:“就文化立场讲,江浙文化并不晚不低,是有实物可证的。”①蔡元培

在吴越史地研究社成立大会致辞中指出:
……自古荡、钱山漾、嘉兴、金山等处先后发现古代器物陶石器后……证明江浙两省,在五六千

年以前,已有极高文化,当非如传说所云:在春秋时代,江浙尚为野蛮之区……②

随着吴越地区出土的考古材料越来越丰富,对于吴越文化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学界开始探讨吴越文化

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以及吴越文化在中国古文化上的贡献等问题。吴越古文化最先得到重视的是浙江杭县良

渚镇出土的黑陶器,经学者将其与山东城子崖出土黑陶器相比较,初步确立了吴越古文化的年代上限及其与

北方古文化发生过的文化交流。此后,随着吴越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所出土的陶器、石器与玉石器越来

越多,学界逐渐发现吴越古文化与中原古文化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性。1937年,卫聚贤根据浙江古荡遗

址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石戈、石钺以及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矛、铜矛,论证了黄河流域后来的戈、钺和矛

都由江浙的吴越古文化传入的③。另外,卫聚贤进一步联系文献记载的殷人古文化中的鸟崇拜及断发、文
身、黑齿、雕题等古风俗所显示的殷人出自南方的江浙地区、后经山东入海西进中原④之事实,于1939年撰

成《中国古代与南洋的关系》一文,特别提出长江以南新石器考古遗址出土的石钺和石戈与南洋地区土人使

用的石钺工具有极强的相似性,而这两类石器工具在黄河流域全无发现,进而推测吴越与南洋古来属于同一

族群,南洋的土人是由吴越地区迁徙过去的⑤。
细心梳理,卫聚贤对于吴越文化研究的推进主要得益于江浙地区不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与出

土遗物,故而能较早确立江南是与黄河流域渊源相当的古老文化区⑥;其次通过对《史记》等文献史料记载和

吴越地区古遗址出土石器和陶器纹饰的初步分析,得出吴越古文化自有的独特文化特征;最后采借林惠祥对

台湾地区土著民族的文化人类学分析方法,以断发、文身、黑齿、雕题及语言、风俗等维度,分析古代吴越民族

史料呈现出的与中原文化的差异性⑦。总之,卫氏系统性论述了吴越文化的内涵。这一研究经历可作三个

方面的总结:(1)明确吴越文化的范畴,包含了吴越古文化的年代、地域范围及其文化内涵;(2)提出吴越文化

的研究方法,总体上说,卫聚贤综合利用了考古、文化人类学和历史文献学等不同学科的材料和方法去重建

吴越古文化;(3)逐步明确了吴越文化研究的学术目标,即通过分析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内涵差异,去进一

步论证吴越文化在中国古文化演进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全面抗战前,卫聚贤成功推动了吴越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去比较吴越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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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卫聚贤《江苏古文化时期之重新估定:在镇江本社讲演》,《江苏研究》1936年第2卷第6期,第2页。
蔡元培《蔡氏致辞》,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说文月刊》1940年第1卷合订本,第384页。
卫聚贤《吴越文化传播于黄河流域的说明》,《东方杂志》1937年第34卷第10期,第63-64页。
卫聚贤《殷人自江浙迁徙于河南》,《江苏研究·吴越文化专号》1937年第3卷第5/6期合刊,第1-5页。
卫聚贤《中国古代与南洋的关系》,《南国少年》1939年第2期,第1-2页。
卫聚贤《江苏古文化时期之重新估定:在镇江本社讲演》,《江苏研究》1936年第2卷第6期,第1-3页。
卫聚贤《吴越民族》(1930年8月20日),《进展月刊》(北平)1931年第1卷第2/3期合刊,第59-78页。该文后来再刊于《江苏研究·吴越

文化专号》1937年第3卷第5/6期合刊,第1-13页;吴越史地研究社编辑《吴越文化论丛》,江苏研究社1937年初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年影印再版,第310-356页。



中原文化的差异,进而不断深化对吴越文化的认识。全面抗战后,巴蜀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学界虽然空

前关注巴蜀的历史与文化,但对于先秦时期蜀国、巴国的历史尚处于怀疑阶段。卫聚贤鉴于此前吴越文化的

研究经验,认识到从文化之异的视角去开展巴蜀文化研究是可行的路径。为此,他十分留心那些年代较早的

巴蜀地区考古遗址和已出土的风格独特的古器物。如1941年8月25日,他在撰成的《巴蜀文化》一文中指

出:
去年八月余到汶川访石纽,闻有石器发现,路过成都参观华西大学博物馆,见有石器甚多,皆川

康境内出土,其形状除一种扇面形外,多与黄河流域同。故知其蜀人文化之古,而不知其蜀人文化

之异。陶器在川北,找到彩陶一二片,但块甚小,花纹也看不清。在广汉太平场则有黑陶,但亦多系

碎片,惟有一玉刀(实为玉璋———引者注),形状特别,并有二尺以上的大石璧,其时代则在石铜之

交,已引起我的好奇心,但无他物为证而罢。
今年四月余到成都,在忠烈祠街古董商店中购到兵器一二,其花纹为手与心,但只有一二件,亦

未引起余注意。六月余第二次到成都,又购到数件(见图四十七),始注意到这种特异的形状及花纹

……①

由卫聚贤的自述可知,他对巴蜀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石器、陶器之形制和纹饰保持关注,重视的是

其与黄河流域相同的文化因素,以此确立古蜀文化的年代甚古。不过,他更好奇于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古器

物,如扇面石器、玉璋、石玉璧、手心纹铜兵器等。在他看来,后者属于古代巴蜀文化特有的文化因素,据此可

以分析古代巴蜀的文化内涵。在《巴蜀文化》(1942)一文中,他特别重视对“巴蜀文化之异”一类器物作分析,
并结合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论证,以小见大地推论古代巴蜀文化的年代、内涵和古文化地位等问题。以下略

作总结,并分例加以论述。

1.由白马寺出土异形青铜兵器论古蜀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卫聚贤认为,古代的兵器名称,最早可追溯的文献是《尚书·顾命》:“二人雀弁执惠,立于毕门之内。四

人綦弁,执戈上刃夹两阶戺。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一人冕执戣,立于东垂。一人

冕执瞿,立于西垂。一人冕执锐,立于侧阶。”②不过,历来注疏家对于《顾命》里提到的“惠”、“戈上刃”、“刘”、
“钺”、“戣”、“瞿”、“锐”均不能合理解释,卫聚贤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古兵器在中原地区少有发现。根据

卫氏的分析,这些古兵器均与成都白马寺出土的兵器形制特征相合,他还将白马寺的异形青铜兵器按照功能

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直击兵器,包括戣、锐、矛、剑、刘;第二类为横刺兵器,包括戈、瞿、戟;第三类为勾击兵器,
包括斤(钺)。这一分析,说明成都白马寺所出异形青铜兵器在形制命名上与《尚书·顾命》记载的古兵器名

称相合,又因《顾命》记载的古兵器时代约在西周早期以前,进而推论至迟于西周早期古蜀文化已有同于周文

化的部分。这一文化近同的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 卫聚贤选择从异于中原文化的石钺入手,认为白马寺所

出青铜钺的形制,实导源于新石器时代江浙吴越文化区的石钺,石钺演进为青铜钺,在青铜时代有将铜钺头

部做空,以曲木柄插入空头中成为斤,白马寺出土的为铜斤。③ 按照卫氏的论证,青铜钺起源于南方地区,后
传播于中原,其传播路径可印证于古代南方兴起的长柄兵器群,自四川沿江而下,经江浙沿海北上传入中原,
为殷人所保留④。总之,卫聚贤先通过论证白马寺兵器形制命名上同于《尚书·顾命》古制,从而确立古蜀文

化不晚于西周早期,再通过分析异于中原文化的青铜钺去论证早期古蜀文化如何与中原文化发生关系的问

题。

2.由巴蜀异形青铜器纹饰论古蜀的独特文化内涵

卫聚贤在《巴蜀文化》一文中详细列举了白马寺青铜兵器上的花纹,包括手与心纹、龙纹、人纹、饕餮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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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第1页。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0页。
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第3卷第7期,第48-51页。
卫聚贤认为,白马寺出土的青铜兵器中的戈、矛、钺都属于长柄兵器,长柄兵器以古代南方苗民祖先蚩尤部族为惯用兵器,后来这一风习自四

川沿江而下,经江浙沿海北上传入中原,为殷人所保留;而青铜钺正是沿着这一文化传播路径流入中原的。参见: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

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第3卷第7期,第51页。



蛇蛙鱼花纹。这些纹饰,大多属于当时巴蜀地区特有的现象,常常因为与中原文化差异巨大而无法解释,向
被学者视为伪作。这些巴蜀所特有的纹饰,正属于卫氏极力关注的“蜀人文化之异”的范畴,他并未因其难释

而统归为作伪,反而颇费工夫地联系文献、考古和民俗诸多知识对这些纹饰的文化内涵进行阐释。分而言

之,卫聚贤认为兵器上的手与心纹在中原未曾出现,仅为巴蜀地区特有,再从会意的角度将其解释为:不必以

心欲达其目的,以手掷出则中,取得心应手的意思。此外,他将手臂上的花纹看作是文身,为古蜀人雕题,引
证吴越文化也有雕题文身,二者同俗。卫聚贤将白马寺兵器上龙纹分为飞龙、乘龙、操蛇三类。引人注意的

是白马寺兵器上的飞龙(背上有翼)。卫氏除引证《周易·乾卦》爻辞外,还举出近时长沙出土战国晚期楚铜

鼎上也有飞龙(背上有翼)的新材料,以此证明这一纹饰出现的年代范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对于白马寺兵

器上的人纹,卫氏分为持矛人、椎髻人、带(戴)三齿帽人。其对于椎髻人和三齿帽人的解说,分别采借了西南

少数民族地区及西康罗罗(彝族)的“英雄结”和长沙出土的楚漆器上的人物形象(人头戴三齿帽)等材料,从
而论证巴蜀与西南夷、荆楚同俗①。

3.由巴蜀青铜器特异花纹论古代巴蜀文字的问题

1937年12月,《华西学报》第5期发表了赵世忠的《记錞于》,此文后经林名均介绍给卫聚贤,以帮助卫

氏补充完善《巴蜀文化》一文的考古资料。《记錞于》一文的材料是20世纪30年代在今重庆万县考古出土的

錞于,錞于上有形制特异的花纹,其中一些近似文字②。后来,卫聚贤将这批材料与白马寺出土的青铜兵器

上的花纹联系起来,发现二者在花纹上有不少近似之处,进而主张这些巴蜀地区出土青铜器上的纹饰和近似

文字都应属于巴蜀特有的花纹和文字③。为此,他引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冉駹夷的“王侯颇知文

书”及《华阳国志·南中志》的“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的记载,指出这些“文书”、“夷经”就属于古代

西南夷自有的文字作品。根据錞于和白马寺异形青铜器上的文字符号都大异于汉字的情况,他进一步指出

西南夷的这些文字作品反映了其与汉字完全不同的书写系统,如现在罗罗摩些人(彝族)的文字也与汉字不

同④。据此,他指出古代巴蜀人同属西南夷,文化发展程度远高于苗民,因此,巴蜀自来就有文字,并不是秦

灭巴蜀后巴蜀仿效汉字造出的文字。从卫聚贤的论证中不难发现,他广泛采借西南少数民族古代与现代的

文字知识,并用此与汉字的差异去论证古代巴蜀文字问题。
四 结语

回顾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史,不难发现早期研究的重要目标是重建一个科学而

体系化的“巴蜀文化”。郑、卫二氏根据各自学问所长,在具体重建“巴蜀文化”的过程中创造了不同的学术研

究理路。郑德坤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为线索,从广域的世界史视野出发,结合域内外古文化和本土有

限的历史记载,完善了巴蜀文化的演进脉络;卫聚贤则以“古蜀人文化之异”为视角,将巴蜀地区考古发现的

具有特色内涵的古器物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材料密切结合,通过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较
为全面地构建起古代巴蜀文化的内涵。在郑、卫二氏的共同努力下,古代巴蜀的纵向脉络与横向内涵都获得

了全新的研究视野。大约同时,其他学者也在当时仅有的新材料和新发现基础上持续跟进对巴蜀文化的研

究。这些研究不仅改变了学界对先秦时期巴蜀地区无可信历史文化的认知,还真正推动了巴蜀文化这一地

方性学问的新学转型。
毋庸讳言,郑氏以考古学文化为主线,结合历史学方面的材料,在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的视野下构拟出

的古代巴蜀文化演进脉络,显然是受当时考古学界普遍流行的“考古编史”倾向的影响。为了完成对古代四

川蜀国历史的重建,郑先生不惜对广汉文化的年代做出主观改移、对大石文化与广汉文化关系做嫁接论证的

处理,诸如此类的论证导致郑氏之论难免显露出牵强之处。由此来看,郑氏所构拟的古代四川文化演进脉络

及内涵都还只是一个初步架构,但不可否认的是,郑氏这样的努力,至少使原来对古代四川没有文化的偏失

认识得到极大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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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第3卷第7期,第52-54页。
赵世忠《记錞于》,《华西学报》1937年第5期,第1-2页;《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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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氏以考古器物所体现出的“蜀人文化之异”现象为视角,结合巴蜀地区的考古器物、民族、民俗以及巴

蜀史料等多方面证据,论述了巴蜀文化的年代、文化内涵及文化地位等问题。毋庸置疑,以现在的学术规范

来看,卫聚贤所做的许多考证都有欠妥当,很多举证显得随意附会,故而其许多结论现在看来多是疏阔无据。
但是,在80多年前“巴蜀文化”研究尚处于疑信两可的阶段,全方位的考古工作和系统的民族调查工作亦系

阙如,考古学与民族学乃至古史学界的科学研究方法也处于草创时期,这些时代局限必然造成卫聚贤不可能

提供在今天被视为更科学、更信服的那些材料和研究方法。不过,在有限的材料和有限的理论方法支持下,
卫聚贤较为灵活地运用这些有限知识去论证古代巴蜀文化,亦不失为巴蜀文化研究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

从学术史角度来说,今天的巴蜀文化学术概念及其研究无疑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古代巴蜀研究理

路的继承和发展。在今天人言言殊、各说各话的热烈讨论中,早期先贤融汇创新的气度似乎有所湮没。追本

溯源,“巴蜀文化”概念自提出之始,就不是单一学科讨论的对象。为了更好发扬先辈们在巴蜀文化研究上的

学理贡献,继以巴蜀地区的新发现和新材料为重心,秉持多学科融合共进的研究理路,仍然是今后推动巴蜀

文化研究的有效途径。

AcademicTransformationofBashuCultureResearchin1930s-1940s

GongWei
CenterforBashuCultureStudies SchoolofHistoryClutureandTourism SichuanNormalUnivers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Underthedualinfluenceoftheinternalmigrationduringtheanti-JapaneseWarandtheacademic
transformation thecultureofBashuinthe1930sand1940sexperiencedaresearchboomwiththeoverall
goalofreconstructingascientificallycredibleancientBashuculture Basedonthenewdiscoveriesfrom
ethnicfieldsurveysandarchaeologicalexcavationsduringthisperiod theacademiccommunityhasformed
diverseresearchapproaches includingdistinguishingandreconstructingancientBashuhistoricalmateri-
als proposingtheoriesbasedonpost-QinandHanDynastyhistoricalrecords andreconstructingancient
Bashucultureusingarchaeologicalfindings Buildinguponthesefoundations ZhengDekun takingthe
Trans-EurasianCulturalExchangeNetwork asaclue startsfromworldhistory combiningancientcul-
turesbothdomesticallyandinternationallywithlocalhistoricalrecords furtherperfectingtheevolutionary
contextofBashuculture Ontheotherhand WeiJuxian fromtheperspectiveoftheuniquenessof
AncientShuPeoplesCulture  closelyintegratesdistinctivearchaeologicalartifactsfromtheBashure-
gionwithmaterialsfromethnology folklorestudies andhistory whilealsoconductingcomparativestud-
ieswithCentralPlainscultureandSouthernculture therebyconstructingamorecomprehensivesystemof
theconnotationsofancientBashuculture ThroughthejointeffortsofZhengandWei anewhistorical
contextandconnotationswereestablishedforthestudyofancientBashuculture ultimatelyleadingtoa
newacademictransformationinBashucultureresearch 
Keywords 1930s-1940s researchonBashuculture academictransformation ZhengDekun WeiJuxian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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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自流井盐场公署
第一盐工子弟学校探析

高小林 张强

  摘要:民国初年学制改革以来,引起学人对民国时期小学教育的持续关注。民国时期自流井盐场第一盐工子

弟学校因盐而设,隶属于川康盐务管理局,因而以盐工子弟为主要招生对象,盐工子弟免费就读;因强大的盐业经

济、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及优厚待遇等因素,该校教师来自全国各地,均符合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在专业、学历等方

面的准入要求,且建立了严格考核机制;在学生管理方面,该校以宽严相济、奖罚分明为则,课程设置和教学秩序与

当时教育部门颁发的文件大体相符,不过在学期设置上略有差异;在学生成绩考核方面,该校加入了月考成绩,注
重学生过程学习监控。自贡盐业历史档案煌煌万卷,系统爬梳这些档案资料,可以管窥民国时期小学教育实态,为
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史料依据与历史线索,进而为盐业史和经济社会史研究提供新方向与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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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取代清末壬寅学制,伴随学制改革,教育部门还颁行《小学校令》,包括总纲、设
置、教科及编制、设备、就学、职员、经费及学费、管理及监督等方面内容。民国时期小学校,包括初等小学校

和高等小学校两个阶段①。在这种教育改革背景下,中国小学教育近代化实态如何,各地如何落实新的教育

制度,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学术界对民国小学教育的关注,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集中在师资与小学教师待

遇、教育立法、教材教案与具体教学、地方教育(小学)、考试试题、小学教育惩戒等方面。关于民国时期四川

地区小学教育,仅申冉冉论及到三台县小学教育②、马廷中等关注到阿坝地区小学教育的情况③,对于民国时

期四川其他地区,特别是自贡地区小学教育诸多情况,则鲜有成果。自贡因盐设市,强大的盐业经济,特别是

抗战以来淮盐受阻更赋予了自贡盐场的特殊地位,为保障自贡盐场盐业产运销事业顺利开展,盐务当局特别

关注盐工生活及盐工子弟教育。基于此,川康盐务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在自流井和贡井分别创设六

个盐工子弟识字班,后逐渐改制为盐工子弟学校,特别是第一盐工子弟学校资料保存得非常丰富,分散于自

贡市档案馆历史档案3号、5号卷宗。但这些丰富的档案资料尘封于档案馆,几乎无人问津,学术界对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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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小学校令》,《政府公报》1912年第152号,第5-10页。
申冉冉《抗战时期三台县教育研究(1938-1945)》,西华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13-15页。
马廷中、王菊《民国时期四川阿坝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6期,第195-196页。



贡盐工的研究相对薄弱,主要聚焦于盐工工资、生活、工运等方面①,鲜有论及盐工子弟教育,仅石帅等关注

到富荣盐场盐工子弟在学校受教育情况②。该文从盐工子弟学校教育切入,虽力图展现民国富荣盐场盐工

子弟教育全貌,但史料运用基本停留在自流井,贡井场盐工子弟教育论述薄弱;在史料引征中,亦出现了不少

错讹,部分地方,根据其注释很难找到史料原文;对史料解读甚至一些结论性观点,亦值得商榷。基于此,本
文系统聚焦自流井盐场公署(以下简称“场署”)第一盐工子弟学校(以下简称“第一学校”),包括1946年后更

名为福工盐务子弟校(以下简称“福工小学”),梳理学校沿革与管理,关注师资与薪俸、生源与招生、课程设

置、考核学生管理等,力图向学界提供史料线索,尽可能深入分析问题,展现民国时期中国小学教育由传统向

近代转型与过渡实态,进而探索盐业史研究新视野与新角度。
一 办学历程、学校管理与经费

(一)因盐设校

自贡盐业经济发达,盐工群体庞大,盐工子女人数众多,盐工子弟如何接受教育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解决盐工子弟教育问题,1940年成立富荣东场大区、凉区③盐工子弟识字班。1942年2月,凉区、大区识

字班合并,更名为富荣东场第一盐工子弟识字班,校址设于自流井大坟堡生财井;同年9月1日,更名为第一

盐工子弟小学校。④ 1946年3月开始使用第一福工盐务小学校名称⑤。1950年元月,自贡市总工会接管场

署举办的福工盐务子弟校,更名为第二工人子弟小学。1953年移交大安区政府,改名为大坟堡小学,1958年

并入长堰塘小学。⑥

1945年4月,鉴于盐工子弟学校成立后各校拟呈的学则“多不符教育部颁布的小学组织法”,管理局拟

定了“私立盐工子弟小学学则”,以训令的方式致文场署,由场署与学校讨论研究反馈管理局后,呈盐务总局

核准⑦。由此可知,学校属于盐区举办之“私立小学校”,但多数档案中省略了“私立”,极少冠以“私立”字样。
可见盐工子弟接受教育,初以识字班进行,后发展成立学校,是一个现实需求的外在自然结果。

(二)场属管理

学校由场属垂直管理,校长与校董会管理日常事务。根据1912年9月2日教育部令规定,地方及私立

学校管理细则,由校长根据学校种类制订后,呈地方监督官厅⑧。而盐工子弟校所属地方官厅为管理局、场
署及属地分场署。

总体上讲,学校与场署之间为隶属关系,即学校由场署管理,这可从这两者间的公文行文中管窥。1944
年,学校根据场署训令呈造全校学生名册以统一办理制服,最后由校长贾广敏以签呈⑨的方式呈报,体现出

学校与场署之间的关系。学校大小事项,特别是开学、期终时各项事项均须呈报场署,1944年4月5日,学
校便因未在开学初期呈报各项情事,而被要求限期上报。上呈的事项表包括学生名册、校具清册各一份,
月报表、课程表、概况调查表、人员纪录表、儿童调查表、员司履历单等各三份。当然临时性放假亦需呈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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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良曦阐释了工种分类和盐工生活(宋良曦《盐史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5-318页);章斯健则阐释了不同工种的不同工赍

待遇(章斯健《盐都发端·贡井》,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84-86页);王仁远等论及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盐工运动等(王仁远、陈
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172页)。
石帅、张敬《民国时期富荣盐场盐工子弟学校教育初探》,中国商业史学会盐业史专业委员会、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思想战线》杂志编

辑部等编《“多维视野下的盐业史融合创新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大学2021年印行,第492-519页。
即大坟堡分场、凉高山分场,即富荣东场(自流井盐场)下辖四大盐区之二。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概况调查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4页。
《呈送子弟学校三月份薪津及办公费报销表特仰祈鉴核签发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4,第71、73页。
自贡市盐务管理局编《自贡市盐业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
《令发盐工子弟小学学则仰于五月十五日以前具报核转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10页。
《学校管理规程》,《政府公报》1912年第127号,第2页。
《签呈》(1944年3月11日),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21页。
《令饬将本期各种表项迅即送署凭转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34页。
《赍呈学生名册校具清册等仰祈鉴核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32页。



署,如元旦放假两天①、4月4日儿童节及5日清明节②,虽管理局规定可以放假,但放假前依然需要呈场署

批准。甚至学校使用的文具、办公等费用亦由管理局拨付至场署,统一采购③。
第一学校成立时由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的贾广敏兼任校长,他曾任自贡市政府会计。校长下设

主任教员,领导教导处、辅导处和事务处三科室分管学校各项事务,在教导处下有一、二、三、四年级级任教员

(导师),掌年级事务。④ 在人员配备上,校长1人由分场署场长兼理,教导主任1人商承校长处理全校一切

事宜,会计及其他事务、杂务由校长(场长)派盐场职员兼理,每年级级任教员1人协助校长及教导主任分理

各学级教训事宜。⑤

第一学校和第二盐工子弟学校均隶属于场署,因此经常定期于场署会议厅召开两校联合校务会议,处理

一些共同的大事,如经费、教学、管理等⑥。1945年10月,场署训令第一、二盐工子弟学校成立校董会⑦。根

据实际情况,两校决定成立一个校董会,董事由场署聘请,校董由7至13人组成,同年12月24日,场署将两

校共同组建的校董会名单上报管理局,除董事胡永康外,还包括13名校董,分别为两校及大区、郭区分场署

相关人员⑧。
(三)办学经费

学校全额免费,带有明显的义务教育属性。如前所述,学校是盐务当局举办的“私立”初等小学校,四年

毕业,为义务教育⑨。其宗旨是惠及盐工子弟,因此它又具福利性质,学生书籍文具,由学校提供;学杂各费,
一概免收。没有学杂收入,且学生除膳食外一律免费,学校经费主要来自于盐务当局财政拨款等公家费

用。除管理局经费拨款外,还有私人募捐等经费来源。
1945年9月,学校因购买书籍费用超支10030元,先由管理局垫付;同时准予追加学校教导费,虽然管

理局认为可行,但本年度盐工福利补助费不敷分配,经管理局请示盐务总局决定不便再请追加,两校两项超

支费用63844元均由分署向盐商筹募专款中匀支。由此可知,学校经常费用由管理局通过盐工福利专款

拨付,而临时性开支及经常费不足时,则设法向盐商等社会人士募捐。

1945年上期经常费包括每月俸给费250元、办公费300元、教导费700元、设备费和特别费各50元,即
学校每月产生费用1350元,统一由管理局核发至场署,再支与学校。1946年1月,学校领经常费1190元,
其中俸给支出190元,包括俸薪170元、工资20元;办公费300元,全部用于文具;教导费700元,亦全部用

于文具。同年3月,第一福工盐务小学经常费达206306.3元,包括俸薪185元、津贴205121.3元、办公费

1000元。12月,福工小学为增加员工薪津,募款50万元,其中教员每月薪津补足6万元。可见此时因物

价飞涨,管理局经费紧张,学校经常费得不到保障而需要通过临时募捐的方式筹集,募款对象主要是当地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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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年在即……”,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9页。
“查本年四月四日‘儿童节’……”,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81页。
《据请鉴发一二两盐工子弟校一月份文具办公等费早已拨付该署领讫仰遵照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37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概况调查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4页;《自流井盐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造呈初级毕业班学生

名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85-86页。
《令发盐工子弟小学学则仰于五月十五日以前具报核转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13页。
《自流井场第一二盐工子弟学校卅四年第一次联合校务会议记录》,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9,第22-24页。
《训令》(1945年10月16-17日),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9,第13页。
“兹订于本月廿七日……”,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9,第2页。
《修正学校系统表》,《政府公报》1927年第4155号,第2页。
《自流井盐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招生广告》,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38页。
《令发盐工子弟小学学则仰于五月十五日以前具报核转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19-20页;盐系以外子弟入读,书籍学

杂等费用自理,见《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二盐工子弟小学校造呈三十四年度上学期学生名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49页。
《川康盐务管理局简明训令》,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7-8页。
《川康盐务管理局简明指令》,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38页。
《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子弟校现金出纳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3,第40页;《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子弟校支出累计

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3,第41页。
“本年三月份第一二福工……”,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4,第73页。
《呈送福工盐务子弟校募款增加员工薪津九至十二月份清单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4,第10页。



商,出资1-3万元不等①。
二 师资来源、教师管理与教师待遇

(一)师源全国

尽管学校为盐工子弟而设,但其师资却来自全国各地且完全符合国民政府标准。根据《小学校令》规定,
小学教员须具有师范学校或教育总长指定学校毕业之许可状②。如前所述,1942年9月学校正式成立时,除
校长外,另有教员3人,兼校长贾广敏毕业于朝阳大学,为大坟堡分场长,其履历符合校令规定。

1944年3月,学校共有5名教师,主任教员张景阳,教员龚毅生、霍静仪、关梅侠、吴泽瑶③。其中34岁

已婚女教员吴泽瑶,毕业于四川省立女子高等职业学校,曾任自贡市玉皇庙女子小学、私立东垣小学教职员

数年,还担任过高硐乡第十五保国民学校校长④;21岁未婚女教师霍静仪,于国立东北中州中学高中二年肄

业,曾任自贡井大坟镇中心分校教员⑤。从已知教师履历可知,他们皆具有高等职业学校或高中学历,且教

学履历、教学经验丰富。

1945年7月,自贡市保育院教师关梅侠调赴学校,通过她的履历可知,该员籍贯为北平,时年38岁,毕
业于北平私立务本中学,曾担任过小学教员⑥,学历抑或经历皆符合初等小学教员的要求。关梅侠赴任后,
学校共有4名教员:关梅侠为一年级上的级任教员,教授算术、国语、常识;二年级上期级任教员荣县籍蓝灼

良,32岁,毕业于自井培德女中及协师,曾任自井、荣、威、宜、富等县公私小学教员11年,教授国语、常识、算
术、唱游;主任教员颜荣先,26岁,毕业于省立泸州师范学校,曾任本市私立及中心校小学教员4年,兼三年

级上期级任教员,教授国语、常识、算术、工作、音乐;22岁的江又嫄来自湖北应山,肄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文理

学院,担任四年级上期级任教员,教授国语、常识、算术、美术、劳作⑦。学校基本上是一位教师负责一个年

级,三四年级音乐、美术、劳作等课程应为同一教师兼任,体育课可能由校长教授。这一时期的师资,多具备

中学及以上学历,甚至有大学肄业,有师范学校背景,教学经验丰富。

1946年3月,学校有4名教员,颜荣先、江又嫄、蓝灼良及关梅侠;同年9月,福工小学除兼校长刁纯仁

外,共有3名教员,即蓝灼良、曾俊坤、吴文礼,11月增加教员曾学文⑧。学校师资以每年级一位教师为常态,
保持在3-5人之间,教师有师范、高中、职中出身,亦有出自大学本科,来自全国各地,逐渐符合民国教育法

令对小学教师的相关规定。
(二)严管细评

学校师资管理制度健全、管理严格规范,教师请假需向学校呈报,学校转呈分署统一备案,备案包括教师

姓名、机关、职缺、薪额、假别、起假日期、销假日期、日数、本年内请假数等信息,其中假别包括病假、事假、特
假等类型⑨,分署统一呈文场署,场署核实后呈文管理局进行报批。教师每学期有累计10天请假机会,请假

期间由其他教师兼代,超期将由场署呈管理局。如遇特殊情况假,请假天数另当别论。如女教师分娩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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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工盐务小学募集经费清单》,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4,第27页。
《小学校令》,《政府公报》1912年第152号,第8页。
《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子弟学校造呈请发员役暨学生服装名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23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职员调查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2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职员调查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3页。
《为教员关梅侠于本月十一日离职赴调转函介绍并附送该员调差清单请烦查照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59-161页。
《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子弟校教员工作成绩考核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26-129页;《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

子弟校三十四年度教员调查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72-74页。
《福工盐务小学造呈募款增加员工九月份薪津清单》,自贡市档案馆藏,卷宗号:5-2-304,第12页;《福工盐务小学造呈募款增加员工十月

份薪津清单》,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4,第13页;《福工盐务小学造呈募款增加员工十一月份薪津清单》,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
-2-304,第14页。
《自流井盐场大坟堡场分署34年12月份假期月报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9,第47-48页。
《川康盐务管理局指令》,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9,第71页。
“查第一子弟校……”,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9,第54页。



可拥有21天正常假期①。正常请假经批准,不扣工薪,但不假缺旷或者无故超假,视情况扣半薪甚至全薪②;
教师请假时,代课人自行协调,如果代课人不是学校人员,代课人薪津由请假教师自理③。与此同时,场署根

据分署报告,每月统计成月报表,年底统计为年报表报管理局。
教师业绩考核科学公正。盐务当局每学期都会考核教师业绩,统计学期内教师各类请假(病假、事假、特

假)次数以及缺勤数,考核长官由大坟堡分场长担任,分场长兼任校长即贾广敏。考核指标包括工作、操行和

学识三大块。工作方面考核三个内容:成绩即业绩,学生考试及格人数和不及格人数;精神包括能否尽责及

努力,体格健强与否;能力上主要考核授教方法与经验。操行体现在五方面:按时到退、公私生活是否有秩

序、诚意与和平、合作精神、公正意识。学识主要考核:常识是否丰富、有无专长、研究精神及心得。各项指标

均分为最优、优良、平常、劣四等,对应考核分数为:90以上最优,70-89为优良,60-69为平常,60以下为

劣。根据各项指标总分,得出考核意见“胜任愉快继续聘用”、“能胜任现职”、“胜任现职”,作为继聘依据④。
学校于每学期期末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呈场署,由场署转呈管理局⑤。

(三)薪酬丰厚

尽管经费困难,学校给予教员的薪酬丰厚。盐务当局亦注意教师生活,进行经济等情调查,通过这些调

查表,可以洞悉盐工子弟学校教员待遇。1944年4月,学校34岁已婚女教员吴泽瑶,毕业于四川省立女子

高等职业学校,月薪40元⑥。同校21岁未婚女教师霍静仪,于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中二年肄业,却享受己

等待遇,每月50元⑦。年纪轻但比年长的吴泽瑶等级、待遇高,究其原因,当与入职时间、学历息息相关。
三 学校生源、学生管理与奖罚

(一)特定招生

通过学校招生广告可知,非盐工及本机关职员子弟,概不收录,因此学生报名时需查验家长服务证件⑧。
大区、凉区识字班,以及1942年2月二区识字班合并时,学校规模已无从考证。1942年9月学校正式

成立时,额定学生数为200人、职员5人、校役2人⑨。1943年秋季学期,学校共有学生95人,其中一年级下

36人、二年级下33人、三年级下15人、四年级下11人。1944年春秋学期,学校实际有学生149人(男生

80人、女生69人),其中一上学生42人、二上学生50人、三上学生46人、四上学生11人,学生人数少于

第二盐工子弟学校;此时职役共5人,职员4人、校役1人;在这批学生中,盐工子弟有138人,占比约

92.6%,除盐工子弟外,还有少量川康盐务管理局职员子弟,如张玉文、高宗林、张师华等11名学生的家长为

大文堡盐务分署职员或学校职员,约占学校总人数的7.4%。1945年度上期共有学生78人,一上21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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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流井场大坟堡分署请假呈文》,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9,第68页。
《自流井场大文堡分署请假呈文》,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9,第68页。
《川康盐务管理局指令》,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9,第71页。
《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子弟校教员工作成绩考核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26-129页。
《据报子弟校教员暑期休假三周仰遵照饬办理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71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职员调查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2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职员调查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3页。
《自流井盐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招生广告》,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38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概况调查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4页。
《自流井盐场第一二盐工子弟学校三十二年度下期学生期终考试成绩统计表》,卷宗号:5-2-298,第46页;《自流井盐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

造呈初级毕业班学生名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85-86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概况调查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4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小学三十三年度春季学生名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9-17页。
第二盐工子弟学校位于郭家坳分场,1944年有学生261名,见:《遵令编造学生名册报请鉴核备查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

20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概况调查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4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小学三十三年度春季学生名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9-17页。



上26人、三上19人、四上12人①;秋季学期,学校有学生90人,其中一下42人、二下23人、三下13人、四下

12人②。由上可知,学校主要举办一至四年级初级班,为初等小学校阶段,四年级下期为初级毕业班学生③。

1944年1月14日,学校举行四年级下毕业典礼暨全校放假典礼,毕业班学生致答词环节,异口同声:
“恳请上峰办理高级班,以便升学”,并表示“若不办理高级班,则毕业之日,即为辍学之始”④。毕业生口中的

高级,即为高等小学校,基于毕业生的诉求,场署亦认为在两校(第一、二盐工子弟学校)增办高级班,实属重

要,于避免学生失学和实惠于盐工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呈文管理局请求办理高小⑤。遗憾的是

没有找到管理局回应的公文,有人认为自流井场署盐工子弟学校为简易小学,1944年1月开始改组完全小

学,1945年下学期完成六年学年制⑥。这段论述失之偏颇,如前所述,民国学制改革后,小学分为初等小学、
高等小学两阶段,而非简易和完全小学之分⑦;同时,这段结论没有注出史料依据,据前引1945年秋季学期

学生成绩册看,依然为一至四年级初级小学阶段,未见高级小学的成绩记录;另据1945年5月管理局颁行的

《私立盐工子弟小学学则》亦可知,因受限于经济和地区,仅设初级小学⑧,学生规模一直保持在200人以内。
(二)宽严相济

学生需谨守学校行为规则,违规学生,校长视其轻重予以儆戒;因违校规退学,若未悔改,有正确的保证,
不得再入他校⑨。因学校为盐工子弟、盐务系统员司子弟提供除膳食外的一切费用,因此学生无故中途休

学、退学,或违规被除名,应予赔偿一切费用。1945年春秋学期,学校有13名学生因病、因事、迁居等情况

退学,其中5岁的刘原生因“年岁太小令退”。
在日常管理方面,据学校规定,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需订制统一服装,冬季为黑色或蓝色,夏季为白

色或灰色(女生为白色或蓝色)。学生因课、因病休学或退学,得由家长函请学校核办;学生中途停学,由
场署令工会及区分署办理,须由家长向大区分署呈明理由,分署核准后学生方能离校。退学时,应将公家所

发书籍、文具追回,如有损毁应饬令赔偿。
(三)奖罚分明

学习方面,奖罚分明。对于学习成绩优秀者,予以奖励。1944年度上期奖励学生12名,分别为年级第

一、第二、第三名,奖励第一名100元、第二名80元、第三名60元。1945年度上期依然决定奖励前三名,共

12名学生,场署呈文管理局建议提高奖励额度,第一名200元、第二名150元、第三名100元,但最后奖金与

上年度差异不大,仅第二名提高到了90元。据前引教员吴泽瑶调查表,当时月薪40元,相比而言优生奖

励力度挺大。对于期终学习表现较差的学生,予以“补试”甚至“降级”处理。通过1945年学校上期期终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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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校卅四年度一上上期期(终)试验学生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52-153页;《自流井场第

一盐工子弟校卅四年度四上上期期(终)试验学生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54-155页;《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

校卅四年度二上上期期(终)试验学生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55-156页;《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校卅四年度

三上上期期(终)试验学生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57-158页。
《赍呈本校第二次月考成绩册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2、14-19页。
《自流井盐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造呈初级毕业班学生名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85页。
《呈报第一二盐工子弟校毕业班学生成绩册赍请鉴核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40页。
《呈报第一二盐工子弟校毕业班学生成绩册赍请鉴核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40页。
石帅、张敬《民国时期富荣盐场盐工子弟学校教育初探》,第509-510页。
《修正学校系统表》,《政府公报》1927年第4155号,第1页。
《令发盐工子弟小学学则仰于五月十五日以前具报核转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10-12页。
《学校管理规程》,《政府公报》1912年第127号,第2页。
《令发盐工子弟小学学则仰于五月十五日以前具报核转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20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卅四年春季退学生名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25-26页。
《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子弟学校造呈请发员役暨学生服装名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23页。
《学校制服规程》,《政府公报》1912年第129号,第3-4页。
《令发盐工子弟小学学则仰于五月十五日以前具报核转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18页。
《关于本场盐工子弟学校学生中途停学办法仰饬遵照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9,第19-20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三十三年度上期学生奖金开支清单》,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94-95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校期终试验学生奖金开支清单》,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93-95页。



成绩册可知,国语、常识、算术三门课,任何一门不及格,则需要补试;一旦有两门及以上不及格者,则需降

级①。
四 教学秩序、教学内容与课程设置

(一)学期有序

学校对春秋学期进行了明确规定。关于教学学期,石帅等认为,“子弟学校以每年八月一日为学年开始,
次年七月三十一日为学年结束”②。1912年9月5日、1914年2月20日教育部令确有此规定,石帅等人可

能参考了制订于1945年的《私立盐工子弟小学学则》③。但前令同时又言明地方学校因特别情事须另订学

生入校始期者,由地方官厅转教育总长许可亦可推行④。根据呈报场署的名册可知,学校以自然年为基准,
分春季、秋季学制,春季为上学期、秋季为下学期,并未严格按照前述小学学则执行⑤。另,1944年2月初发

布当年招生广告,公示当年上学期各年级新生招生名额,上学期开学日期定于2月21日,即每年春季为各年

级上学期⑥;同时1944年1月18日场署上报有1943年秋季(下期)学生期末试验成绩册,再次印证了学校

春季为上学期、秋季为下学期⑦,学制、学期与现代学校存在差异。每学期授课22周,春季约2月下旬开学,
秋季于8月下旬开学⑧。

学校对作息时间有着明确安排。每日教学时段,根据1944年学校春季学期授课总表⑨可以管窥,本年

度学校共有四个年级,上课时间段基本一致。每周一上午8∶00-8∶20均有公民训练和升旗环节,二三节

课每节课40分钟,第三节下课后为15分钟课间操,随后上午第五节课30分钟,11时下课;下午2∶00开始

上课共25分钟,随后两节每节课各30分钟,从下午3∶45分开始有15分钟课外活动,下午4点开始为20
分钟降旗仪式。

(二)内容全面

学校严格执行教育法规规定教学内容并使用国定教材。至于教学内容,1944年4月,学校使用“抗建读

本”等国定本教材。各科具体内容可从《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管窥:国文集中于发音、读法、书法、作法,授
以日用文章,并使儿童练习语言,以历史、地理、理科及其他生活必须事项为读本文章;算术,顾名思义为术,
即为一种技能,初小算术宜授十数以内之数法、书法及加减乘除,渐及百数以内及通常之运算,以及小数加减

乘除之运算,另有中国度量衡、币制;常识为中国自黄帝至民国历史、世界及中国地量、天然物自然现象等理

科要旨;音乐为平易单音歌曲,陶冶德性;体育为游戏加普通体操,强健儿童身体;美术培养儿童观察事物,临
摹事物,培养美感。

(三)课程丰富

学校课程设置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征与身心发展规律。根据1912年教育部第十二号令 《小学校令》规
定,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发育,培训国民道德基础,授予生活所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因此初等小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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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校卅四年度一上上期期(终)试验学生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52-153页;《自流井场第

一盐工子弟校卅四年度四上上期期(终)试验学生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54-155页;《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

校卅四年度三上上期期(终)试验学生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55-156页;《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校卅四年度

二上上期期(终)试验学生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57-158页。
石帅、张敬《民国时期富荣盐场盐工子弟学校教育初探》,第510页。
《令发盐工子弟小学学则仰于五月十五日以前具报核转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18页。
《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政府公报》1912年第128号,第3页。
《签呈》(1944年3月11日),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21、23-27页。
《自流井盐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招生广告》,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38页。
《签呈》(1月18日),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45-46页。
《准函复公立学校寒暑假起讫时限及停终学校日期一案令仰参酌办理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9,第17-18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三十三年度授课总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5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概况调查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4页;《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概况调查表》,自贡市档

案馆,卷宗号:5-2-301-1,第76-77页。
《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政府公报》1912年第208号,第8-11页。



程主要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生加缝纫等①。结合自贡地方实际,学校课程设置可通

过1944年学校春季学期授课总表管窥(见表1)。
表1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1944年度授课总表

星期 1 2 3 4 5 6

午别 节数 点分
时长
(分钟)

一
上

二
上

三
上

四
上

一
上

二
上

三
上

四
上

一
上

二
上

三
上

四
上

一
上

二
上

三
上

四
上

一
上

二
上

三
上

四
上

一
上

二
上

三
上

四
上

午前

1 8∶00-8∶20 20
公民训练

升旗

2 8∶30-9∶10 40
纪
念
周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3 9∶20-10∶00 40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4 10∶10-10∶25 15 课间操

5 10∶30-11∶00 30
工
作

工
作

美
术

美
术

常
识

常
识

常
识

常
识

常
识

常
识

常
识

常
识

工
作

工
作

美
术

美
术

常
识

常
识

常
识

常
识

常
识

常
识

常
识

常
识

午后

6 2∶00-2∶25 25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习
字

7 2∶35-3∶05 30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国
语

工
作

工
作

劳
作

劳
作

唱
游

唱
游

作
法

作
法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算
术

工
作

工
作

劳
作

劳
作

8 3∶15-3∶45 30
唱
游

唱
游

体
育

体
育

唱
游

唱
游

童
军

童
军

唱
游

唱
游

作
法

作
法

常
识

常
识

常
识

常
识

唱
游

唱
游

童
军

童
军

周
会

9 3∶45-4∶00 15 课外活动

10 4∶00-4∶20 20 降旗

资料来源:《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三十三年度授课总表》(略有改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5页。

通过上表可知,一年级上期,每周一上午8点30开始,开设有40分钟的“纪念周”活动,每周课程包括国

语、算术、习字、唱游、工作、常识,周六下午2∶35开始有1小时10分钟周会。这些课程,以国语、习字、唱
游、算术为主,几乎每天都有;常识包括历史、文化、科学等知识,工作倾向于处理事情的方法等方面知识。二

年级上期的课程设置与一年级上期没有本质区别,授课门数与安排均与一年级高度相似。
三年级上期的课程中,将唱游改成了童军,成立中国童子军团或分团实行童子军训练与管理②,符合当

时背景;工作课程一分为二变成作法、劳作,将理论与实践课程分开;同时增加了音体美即艺体类课程,音乐

每周一节,体育、美术每周两节。四年级上期的课程设置与三年级上期没有本质区别,授课门数与安排均与

三年级相似。
由一至四年级的课程可知,学校每周有六天为正常上课时间,其中一二年级课程安排相似,三四年级课

程安排相同;从三年级开始,增设音体美课程,提升学生艺术修养,同时工作课程一分为二,设作法、劳作课

程,理论与实践分开。通过上述课表还能洞悉,各年级国语、习字,每天均有,而且国语主要安排在上午第一

节正课(周一除外),习字安排在午后第一节,算术亦尽量安排在上午第二节正课,这些时间段均为儿童每天

精力最充沛的时候,确保了教学效果。
五 学生考核与评价

(一)考核多样

学校考核方式多样。考核方式有五种,即入学考核、日常考查、临时试验(月考)、学期考试与毕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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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校令》,《政府公报》1912年第152号,第5-6页。
《令发盐工子弟小学学则仰于五月十五日以前具报核转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16页。



根据民国时期学校系统规定,初等小学校年龄段在7-10岁①,而第一盐工子弟校在学生年龄方面更为

松动,规定为6-12岁。各年级新生入学需考核,其中一二年级为口试;三四年级笔试口试相结合,笔试科目

为国语、常识、算术②,通过考核者方能入学。日常考查,由教员按照各科性质,随时考查,不限次数。一至四

年级每学期至少三次月考,每月月终举行,考试科目为国语、常识、算术,三门各科100分,计算学生总分和平

均成绩,按年级予以排名③。
学期考试即期终考试,于每学期终了时举行,毕业学期免除学期考试,以平时成绩为学期成绩④。1943

年各年级下期学生期终考试成绩统计如表2。
表2 自流井盐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1943年度下期学生期终考试成绩统计表

 年 级
 

人
数

 
平 均 分 数 段   

一下 二下 三下 四下

90-100 2 3 1 1

80-89 4 5 1 2

70-79 9 8 2 3

60-69 5 3 6 3

50-59 7 8 1 0

0-40 9 6 4 0

合计 36 33 15 9

  资料来源:《自流井盐场第一二盐工子弟学校三十二年度下期学生期终考试成绩统计表》,自贡市档案馆,卷宗

号:5-2-298,第46页。

通过上表可知,1943年秋季学期学生考核平均成绩,一年级有16名同学不及格,占比约44.4%;5名同

学为及格等次,占比约13.9%;9名同学中等,占比25%;4名同学良,占比约11.1%;2名同学优,占比约

5.6%。一年级中等及以下学生居多,特别是不及格率学生占比偏高。二年级不及格学生14人,占比约

42.4%;及格等次3名,占比约9.1%;中等等级8人,占比约24.2%;5名同学良,占比约15.2%;3名同学优,
占比约9.1%。二年级分数分布依然为不及格为最,优良率偏低。三年级不及格5人,占比约33.3%;6人及

格等次,占比40%;2人中等,占比约13.3%;优与良各1人,占比约6.7%。三年级不及格占比再次降低。四

年级学生人数较少,没有学生不及格,及格及中等学生各3名,占比约33.3%;2名为良等次,占比约22.2%;1
人优秀,占比约11.1%。从一年级至四年级,不及格学生占比越来越低,学生优良率越来越高,这与盐工子弟

的特征相关。盐工子弟出身贫苦⑤,盐工文化程度不高,家庭教育特别在学前教育阶段,盐工发挥的作用不

大,因此学生基础差,在小学低段学习成绩不理想,但经过学校四年教育,学生学业表现呈上升的良性态势。
毕业考试由校长会同各科教员于学生毕业前举行,并请主管机关派员督考⑥。
(二)评价公允

学生成绩评价合理。具体而言,学生期终成绩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国语、常识、算术,计算平均分;另一

部分则是三次月考均分,这两部分各占50%而形成最后总均分,根据总均分排名⑦。不过第二盐工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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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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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修正学校系统表》,《政府公报》1927年第4155号,第1页。
《自流井盐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招生广告》,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38页。
《自流井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第二次月考学生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14页;《令发盐工子弟小学学则仰于五月十

五日以前具报核转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16页。
《令发盐工子弟小学学则仰于五月十五日以前具报核转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16页。
《呈报第一二盐工子弟校毕业班学生成绩册资请鉴核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40页。
《令发盐工子弟小学学则仰于五月十五日以前具报核转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16页。
《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子弟学校三十二年度秋季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58-64页。



修业班学生,期终考核为所有课程成绩,计算平均分①,未体现月考成绩。第一盐工子弟学校将三次月考计

入期终成绩的做法,体现了学校特别重视学习过程的教育理念。除此之外,还有《品行》成绩,以甲乙丙等级

统计②,主要看学生在校表现,有些还有详细描述如“品行优良”③。
每次月考、每学期期终考试试卷评阅后,连同成绩册一道呈报场署④,场署不仅仅收集这些表册,还会审

查,对于1945年11月8日学校呈报的秋季第一次月考成绩,便发现有12名一下学生试验未全,责令年级级

任教员注意备查⑤。
(三)标准严格

学校毕业标准严格,毕业前举行毕业考试,请主管机关派员监考⑥。据场署安排,1944年1月,四年级下

期初小毕业考试,须与第二盐工子弟学生一起于场署管理办公室会考⑦。据前述课表显示,四年级共有十门

课程,但毕业考试只有八门⑧,没有习字和作法课程,习字在国语课程考核会有涉及且每门课程皆涉及到习

字,作法为劳作课程的具体实践。主要科目国语、常识、算术试题由场署统一拟定,考卷由学校自备⑨。1943
年度秋季(下学期)毕业会考试题,三门主要科目的考试内容如下。国语课程考核共2大题,10小题,均为

填空,考核连词、助词的运用;题本材料倾向于日常语言交流与应用,考试内容与范围多为平时生活习惯方面

的内容。常识主要包括三种题型,填空题共4小题,30分;选择共4小题,30分;问答2小题,每题20分,考
核内容为政治(特别是时政)、历史、生物、科学等学科常识。有些常识题还切合四川及自贡地方实际,比如:
四川省的位置与地势,盐的种类等。算术考核分两大部分,一为计算,共4小题,囊括了加减除混合运算,
以及整数小数交叉,考核学生基础运算能力。除基础计算外,还有应用题,共4个,每个15分,考验学生实际

解决问题的能力。遗憾的是,没有留下自主命题的其他科目试题。本期毕业会考于1944年1月9日上午8
时至下午1时30分举行,考试成绩如下(见表3)。

表3 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子弟学校三十二年度秋季毕业班成绩册

姓名 国语 常识 算术 音乐 美术 劳作 体育 童军 均分 名次 操行

刘淑先 91 100 84 92 94 98 89 90 92.3 1 甲

谢崇和 86 100 84 88 90 88 87 92 89.4 2 甲

刘永清 88 93 50 78 86 80 90 88 81.6 3 乙

钟淑芳 84 85 30 87 87 87 86 90 79.5 4 甲

袁明泽 48 90 68 78 87 87 87 90 78.2(79.4) 5 甲

沈东明 70 88 48 80 84 84 80 90 62.7(78) 7 乙

简述民 94 86 10 75 87 87 84 90 76.6 6 甲

李国良 66 73 0 82 75 87 85 78 68.5(68.3) 8 甲

  资料来源:《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子弟学校三十二年度秋季毕业班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
2-298,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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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二盐工子弟学校三十二年度下学期一下班学生期终试验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65页。
《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子弟学校三十二年度秋季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58-64页。
《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子弟学校三十二年度秋季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64页。
《呈报本校三十四年秋季月考成绩册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38页;《签呈》(1944年1月18日),自贡市档案馆,卷宗

号:5-2-298,第45页。
《呈报本校三十四年秋季月考成绩册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0-1,第38-39页。
《令发盐工子弟小学学则仰于五月十五日以前具报核转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1,第16页。
《该校毕业班学生应举行会考各点仰遵照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77页。
《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子弟学校三十二年度秋季毕业班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55页。
《该校毕业班学生应举行会考各点仰遵照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78页。
《签呈》(1月3日),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81-84页。
《两校毕业班学生会考》,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301-2,第114页。
《该校毕业班学生应举行会考各点仰遵照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77页。



上表中共有8位学生,但这一期应该毕业的学生为11名,其中陈瑞祥、丁向高因事“请准长假”,魏伯青

国语、常识、算术分别为48分、35分、25分①,全部不及格,须接受降级处分,因此顺利毕业的剩余8人。平

均成绩计算出现了错误,成绩册中袁明泽和沈东明的平均成绩低于实际成绩,李国良则高于实际成绩,因成

绩错误导致排名出现瑕疵。除各科成绩外,毕业成绩还出现了操行等级,石帅等认为“成绩优异之学生操行

多为甲等,而成绩挂尾之学生操行多为丙等”②,但至少从上表中不能得出来这种结论,甚至第二盐工子弟学

校③亦然,优良学生有操行乙等、排名靠后的学生依然有甲等操行。初小毕业后,由场署制备结业证书④。
六 结语

拨开档案尘埃和迷雾,作为盐工福利一部分的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子弟学校的面貌逐渐清晰,以民

国时期教育法令、法规为引领进行设置,开展教育工作,为盐工、盐务系统员司子弟教育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
本文聚焦于民国时期自流井盐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研究,其初衷与期冀有二。一是为民国时期小学教

育提供实际案例,为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提供参考。第一盐工子弟学校史料丰富,保存完整完好,爬梳史料,
可以完整还原该校历史原貌。就全国而言,这样的民国时期小学教育案例也不多见。但是,自贡盐工子弟校

历史文献尚静静尘封于档案馆中,鲜有问津,可谓遗憾。本文抛砖引玉,概述其况,为的是提供一个研究中国

教育史尤其是民国教育史的学术信息支点,渴盼得到关注,更望在学界同仁努力下,深化丰富其研究,进而为

近现代中国教育史研究作出补遗与助力。二是丰富对自贡盐业历史档案研究视角,渴望更多专家学者关注

研究自贡盐业历史档案。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盐业契约档案、盐政、盐运、盐工等方面,然而自贡盐业历史档

案煌煌数以万卷,谓之世界级文献档案当不为过。且鉴于盐在中国历史上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可以想象在自

贡盐业历史档案中蕴含和照耀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多维价值。不过,这些档案虽然保护良好,然
而研究不够。作为属地高校教师,研究自流井盐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想法是以冷促热、以小见大,从档案鲜

为人知的学校教育角度切入,让更多的研究者关注与研究自贡盐业历史档案,让档案彰显其应有的价值,这
也应该是属地高校教师的使命和追求。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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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自流井盐场第一盐工子弟学校造呈初级毕业班学生名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85-86页。
石帅、张敬《民国时期富荣盐场盐工子弟学校教育初探》,第516页。
《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二盐工子弟学校三十二年度下期四下班毕业学生成绩册》,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56-57页。
《该校毕业班学生应举行会考各点仰遵照由》,自贡市档案馆,卷宗号:5-2-298,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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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思想
———《沈志远学术思想研究》介评

徐 斌

思想史是思想者主导的历史,是人的思想演进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创造、阐
发和传播的历史,其中很多人在不同方面做出了贡献。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被译介、研究、
传播,其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翻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我们发现,思想界更多地关

注政治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间的内在联系,而理论工作者们的学理性贡献和创造性阐释,往往被遮蔽在宏大的

历史叙事和意识形态话语之下而不被熟知。
沈志远就是一位被遮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性人物。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的引入者、传

播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在20世纪上半叶孜孜以求且卓有成效地宣传和阐释着马克思主义,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学术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演进的历程,他的

学术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不能忽视沈志远的贡献。但很遗憾,学界对沈志远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极其有限。王延华

十多年来,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野下研究沈志远的学术思想,取得了不少成果,她所著的《沈志远学术思

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一书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力作。该书是王延华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的结项成果,以沈志远生平“史”的轨迹为线索,对沈志远一生传播及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展开了较为细

致的梳理和考察。该书以文本为研究对象,在历史境遇中,通过对沈志远在各个研究领域所遗留的代表性著作进行

深入的文本解析,客观、严谨地呈现了沈志远学术思想的全貌,并公允评析其在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

的重要贡献。
《沈志远学术思想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研究、传播的重要人物沈志远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也是对20

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透视,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充分彰显。该书主要阐释了以下内容:一
是结合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现实语境,以历时性视角梳理沈志远学术思想历程,从微观上再现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演进的历史逻辑;二是阐释了沈志远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三是从比较的视角

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研究和阐释;四是对假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深刻批判,澄清了一些错误认识;五
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阐释和传播。总的来看,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鲜明的时代性和深邃的思想性的统一。黑格尔认为,哲学是思想所把握的时代。时代主要指一定历史境

遇下的物质条件、客观存在,思想要反映时代、把握时代。一部优秀的作品应该将时代性和思想性结合起来。沈志

远的学术时代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当时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迫切需要正确理解

和运用它,需要逐步传播、研究它,还需要和各种错误认识进行斗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该书清晰地梳理了沈志

远学术思想发展脉络,深入阐述了沈志远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从经济学视角对资本主义经济学

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并立足于革命要求对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哲学著作进行研究和

阐述。中国革命的时代性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深邃思想的期待和要求,沈志远的学术思想是对革命时代性问

题的积极回应,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性品格。该书在二者的统一中体现了作者把握时代问题和沈志远

学术思想的较高的研究能力。
第二,严谨的逻辑性与厚重的历史性的统一。恩格斯认为,逻辑的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是摆脱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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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的前后一贯的形

式上的反映。历史表现为历史事件、历史细节、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它们构成思维逻辑的基础,而思维逻辑则是具

体历史的思想升华,是主线、主导因素的展现。历史和逻辑是同一个对象的不同思维方式,前者遵循时间序列,后者

把握内在必然性。该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研究沈志远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思
维逻辑和理论成果,体现了思想逻辑与现实历史的统一。作者以历史思维在时间序列中考察了沈志远学术思想的

发展过程———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在理论上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到在实践中传播、践
行马克思主义,从打破旧世界的思想阐释传播到建设新中国的守正创新,展现了沈志远学术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为
读者呈现了生动的历史映像。但这种历史呈现不是历史还原和历史叙事,而是思维把握的历史。该书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在考察沈志远学术思想历程的基础上,研究了沈志远传播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历史

观、经济学、社会观和人生观,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大贡献,特别是概括阐释了沈志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

献———较早引入和传播苏俄马克思主义、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分析中国

社会现实问题等,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野和思想贡献。
第三,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科学性和价值性是人的活动的两个基本尺度,科学性反映事物本身的客观性和

内在必然性,体现为“真”,它表达以客体为中心的主客体一致性;价值性则表现人的行为的根本立场、价值追求和精

神意蕴,体现为“善”,它表达以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体一致性。该书以科学理性态度考察沈志远学术思想生发的历史

境遇、发展的客观过程、沈志远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活动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建构了对

沈志远学术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完整结构,体现了作者严谨治学的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精神。同时,该书坚持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鲜明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充分肯定沈志远对各种错误思想的

批判,体现了作者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品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定意志。创新性是学术研究著作得以确立的根本。
对沈志远学术思想研究,当前学界的重视程度非常不够,有限的成果也多侧重于从某一具体维度或侧面展开,缺乏

对沈志远学术思想进行宏观把握和整体的批判性解读,这些某一方面的零散研究很难把著述宏富的沈志远之思想

全貌呈现出来。《沈志远学术思想研究》一书的出版表现了作者很强的学术开拓精神和探索意识。该书的主要创新

和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选题视角看,该书对沈志远的学术思想作出了“整体性”的解读,突破单向度研究的不足。在研究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挖掘其中重要人物的学术思想,系统完整地呈现其理论体系和历史贡献,非常必要。该书

整体性地呈现了沈志远学术思想研究成果。作者从沈志远学术思想变化过程出发,按照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历
史观、经济学、社会观、人生观研究的逻辑理路展开,最后以沈志远从总体性上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释和宣传结

束。该书结构安排紧密、逻辑性较强,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二,从研究内容看,作者以文本为对象,以真实资料为支撑,通过对沈志远的原始著译进行深入解读,对其学

术思想进行充分挖掘,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其理论观点和价值立场进行深度研究,有效地突破了当前学界对

沈志远及其学术思想研究仅限于观点转述、陈说罗列、话语转换等流于简单介绍的境况。在充分客观研究的基础

上,该书还对沈志远在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独特贡献作出中肯的评价。
第三,从研究成果上,该书的出版有利于我们更完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特别是20世纪上半

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入、传播和研究的过程。沈志远著述颇丰,其学术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该书深入研究沈志远的学术思想,这对于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

史脉络,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过程,以及完整书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都有较大的学术贡

献。
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不可能完美,尤其是对沈志远学术思想研究这样一项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来

说,更需要不断深化和发展。本著作需要完善的内容主要是:一是阐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沈志远学术

思想的独特价值,特别是阐明他和李达、艾思奇等同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不同的学术思想、理论贡献;二是进一

步挖掘沈志远学术思想的实践意义,如对经济问题和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

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由此,将更能凸显对沈志远研究的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何 毅]

802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Z[\!]^\1BC®7;�|}_`abcd$%ef3N!"".$ghNO¶1%ef3N±²ief3NNO

¶1j%!"#.$#">#(=VW%:JJWEggJ:8<4<L;4ZLWDIL89ILH6g9;4Zgc4<JL5<Wh;56QkQZGJOW8kS85983GdCH$3CIWfdk

(GdCHfdk0.!1&

"f;O5 8̀935<:DC?VR9M83J4<46Q46+C>WIJ83$5>8<X@>5<J83l<J:8<4<?\f&?!""0K?*/?:JJWEgg:9;L:569;8L68Jg#'!#L

#g./#((L

(-kl12%pqHIkx(gmfn7opklBC¸q&rDE]!BC�%�s�DETU$V
WXYRi"&

!tu!.vHCCXY+ owxyz{-|-F#!>'}L$%HÈk%!"#/$##>!/=~�%!"#/$#!>#=V

W%:JJWEggBBBLj46:I568JLHC>g;8Q5;g!"#/)##g!/gH*##!*!1/1"0L:J>&

"!5²ö!"#/\>#!""�I�I³��6L�$%5²ö7gm%H�gm%!"#/$#!>!.=�H%!"#/$#!>!*
=VW%:JJWEggZ;CQL<465LHC>LH6g<gZ;CQ*(Z!HZ""8"#"!O;H*L:J>;&

#VU34M5HOUC;4HO?X;3%@'&1G!#3<4=$CCQ;8?;5<J>C94N489d8H8>Z83#/?!"#/?:JJW<EggWC;4H48<LQCCQ;8LHC>gW34M5HOh

:;k86)TFL

$d8ZR>;86?Ve68b:C$4M8<5aCCJ?XbC39W;5O?J:8+3C<<BC39%;CQCN!"#9#:E)3F!%<#4=P56I53O!0?!"#*?

:JJWEggBC39W;5OLZ;CQ<L6OJ4>8<LHC>g!"#*g"#g!0gC68)B:C)Q4M8<)5):CCJgL

%+5656ei%3486@++C656e%3486K?Vf6:C6C3CN_53J:d5O?fi>38HOH;46Q>OJB88J<?X&B4JJ83?RW34;!.?!"#*?"!E#"

5L>L?:JJW<EggJB4JJ83LHC>g+C656e%3486g<J5JI<g*/"/("'/!/0'"#0((1L

&+:4H5QC\56I5;CNFJO;8?Vf<J:8BC3;93859ONC3<46QI;53J:8Ohb8J:CIQ:J<CZ5HD46#//.?X=5H8ZCCD?RW34;#'?

!"#*?:JJW<EggBBBLN5H8ZCCDLHC>g+:4H5QC\56I5;gWC<J<g#"#*!/"0#/.0'/#*#L

*-��12&r12!�7BC�%�sDE�����bR��5�&
!!�����L��������N����-"<>ì�o$�>�(#$%01���i,�������%���

!(!)"#)"""#%%(x&

"P5>8<eQ;8J:C3W8JCJ:8&3I<J88<?P56I53O#.?#'..?U:4;;4WW<+C;;8HJ4C6CN_Q>C6J\56I<H34WJ<?#(!""E#.?T64M83)

<4JOCN$8C3Q45c4Z353OL

0-Å�12%pq��(�å��"a!�Å$#z&ÀK!7\1Å�12sDEK!BC%f(1\a
 #+%�f(1\q,ÿ�(þ¡$xyz��BC&�1Å�12%�/=!STUVW$�+¢£$
¤¥7 )DE&

!¦§¨5!§1©$�oo%ªÃ�«$"#1/##¬ò²Ï!%%#1xZ&

"®£5!1¯$%Ð°,%\È²Ï#/''$±²³!%%!*x&

#!¥´µÅ$%!3(�$""#"#-U"""#&

$!Y46Q<##E1@A8BS8M4<89FJ569539 8̀3<4C6KL

%R34<JCJ;8?*#0'H"14%&4.L!L//0Z*)1mU;5JC??#H,I-%&.0"8).0#ZL

'--|12&-|1!7#+%¶·f(1\¸¹º»%o¼s�½+,-DE12JKBC%as�
DE%�DE-|12w!RK!¾�&

!¿>*<��3ô!\È*<À�>,-�(�"!"#1#$%ì�ÁÂ&

"AcS%MLFC>83M4;;8+C6<J3L+CL?!"0=L.9'*!?'*!6L#@'J:+43L!"""KL

#FJ5J8ML$34NN46?!## bL 5̀L*"1?*00FL_L!90(*@!""!K?:JJWEggBBBLHCI3J<BMLQCMg<IW38>8)HCI3Jg9CH<g

<W346Q!""!g."(..L:J>L

1-Ã#12&#+12�ÄÅDE�^ÆJ%Çu^Æ12ÈÉ7��7,#$�À��12ÊE
712%�@,Ã#12BC&

!(Ë!ì>û$%ÌÍÎ,#ÏàÐ!ÑDÒÓ$%\È²Ï#/'#$K%%(x&

"þ¤Ô!.(ÕÖ²$"#/!*$#">'=#%Ã##,×ûØ5!þ¤Ô$Ù¥5$"'Ú!#bW%\È²Ï!"#.$K%%

1!#21!!x&

#cCI4<nIDCN<DO?VF46H834JO569 eZo8HJ4N4H5J4C6?X;)#031 .'@=8Z3I53O#/.#KE!0/? ÎCJ8946%C6648+C<J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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